

 总序

“协商民主译丛”首批共4本译著在2006年推出后，在国内理论界引起了相当热烈的反响。译丛在初版后很快得以重印，协商民主这一概念已经成为政治学界的热门话题之一，一些研究西方协商民主的专题论著不断面世，相关的学术研讨也广泛展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理论界还就协商民主对于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意义进行了热烈的争论，出现了针锋相对的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对于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而言，选举民主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协商民主只能起补充的作用；另一种认为，协商民主对于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至关重要，中国不应走选举民主的道路，而当走协商民主的道路。正像一句老话所说：真理愈辩愈明。无论对于我国的政治学研究，还是对于现实的政治发展，这样的讨论与争论，都是十分有益的。

“协商民主译丛”，是一套严肃的学术著作丛书。与一般的学术译丛的一个明显不同是，这套丛书的基本读者不仅包括学者，也包括广大干部。从出版社方面获悉，一些党政机关直接向出版社方面订购“译丛”。这表明，协商民主理论不仅为学者所关注，也为政府官员所关注。之所以能够引起学者和官员的热烈关注，我所想到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

首先，协商民主的重要性。协商民主一直以来都受到政治思想家的高度重视，协商民主也一直是民主实践的重要内容。对话、磋商、讨论、听证、交流、沟通、商议、辩论、争论等协商民主的各种形式，其实都是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重要渠道，是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不可或缺的环节。公民参与是民主政治的实质性内容，没有公民参与的民主，至多也是一种少数人的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应当是一种最广大多数人的民主，公民的参与就显得更加重要。

其次，我们的政治传统。现实政治的发展，不能离开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传统，民主政治建设也不例外。例如，在官员的选拔方面，我国传统政治有各种各样的察举、科举、荐举等制度，但没有选举制度。这也是为什么在我国推进选举民主尤其困难的重要原因。而政治协商却不然。在政府的政策制定方面，商议、讨论、对话的传统却由来已久。虽然决策过程中的协商和对话主要发生在官员之间，但在传统中国，开明官员“问计于民”的故事也时有所闻。

再次，现实政治的需要。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我们的根本目标。更高地举起人民民主的旗帜，更加积极地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是我国政治发展的紧迫任务。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种基本政治制度，也是一种极具中国特色的民主协商制度。我国现有的政治制度，为协商民主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制度资源。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这些制度资源在推进协商民主中的作用，自然应当受到理论界和党政部门的高度重视。

最后，目前的理论环境。近些年来，民主问题再度成为官员和学者关注的热点。如何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前提下努力推进中国民主政治的协调发展，如何建设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什么是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道路，应当怎样借鉴西方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民主与民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怎样让民主造福于全体中国人民等一系列问题，正在引起所有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负有责任感的官员和学者的深入思考和认真探索。围绕协商民主所展开的讨论与争论，也是这种思考和探索的具体表现。

在出版“协商民主译丛”首批著作的“序言”中，我不仅简要地分析了协商民主在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兴起的原因，而且特别强调指出，协商民主是建立在发达的代议民主和多数民主之上的，它是对西方的代议民主(或选举民主)、多数民主和远程民主的一种完善和超越。离开这样一个前提，去看待协商民主，就可能会偏离历史的真实。换言之，协商民主不是一种孤立的理论或实践，它深深植根于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现实。对此我们应当有清醒的认识。然而，在理论界目前对协商民主的讨论中，我还是不无遗憾地看到了一种对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的简单割裂：认为选举民主无足轻重，协商民主才是民主的实质。

我曾经在许多场合重复指出，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是民主政治的两个基本环节，它们是一种互补的关系，而不是一种互斥的关系。民主既是一种政治制度，也是一种政治过程。真正的民主，应当体现在政治制度的各个方面和政治过程的各个环节。从理论上说，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民主进行分类，比如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还有像我们通常所说的“四个民主”，即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民主决策。事实上，不管对民主怎么分类，如果从环节上看，两个环节最重要，这两个环节彼此不能缺失。第一个环节是民主选举。民主就是人民的统治，可人民对国家的统治一般都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间接统治就离不开选举。人类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另外一个更好的办法，来代替选举的形式，把最能代表人民利益并真正对人民负责的官员推选出来。第二个环节就是决策，这里面包含了协商民主。当一个官员被选举出来后，一定要有一套制度来制约他的权力，让他在决策的过程中能够更多地听取人民群众、利益相关者及有关专家的意见。可见，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处于政治过程的不同环节，它们既不能相互取代，也不是相互排斥。

现在，“协商民主译丛”的第二批译著也即将问世，它们分别是：《协商民主：挑战与反思》、《民主与差异》、《协商民主论争》和《美国民主的未来》。加上第一批的4本，“协商民主译丛”总共已有8本译著。这套译丛大体上包括了西方关于协商民主理论的代表人物及其主要观点，国内读者可以借这些译著对西方协商民主的渊源、论题、概念、意义、内涵、形式、争论和实践等，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我们当然希望，这套译丛对于推动我国的民主理论研究和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也能有所益处。

俞可平 　　　

2009年2月15日于方圆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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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论：民主的时代与差异的问题

塞拉·本哈比(Seyla Benhabib)

法国大革命两百年之后，1989年，一系列的墙壁轰然倒塌。随着威权共产主义在中东欧、巴尔干国家和前苏联的终结，以及此前在菲律宾、阿根廷和巴西发生的从专制到民主的转型，人们为世界范围的民主化欢欣鼓舞。正如阿列克谢·德·托克维尔在1833年所预言的，“不可阻挡的革命波及一国又一国”，当今的思想家们为“民主的时代”欢呼不已。
[1]

 弗朗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一书中宣称，我们已经达到了“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点，普适性的西方自由民主成为了人类政府的最后形式”
[2]

 。

然而，历史常常证明那些宣称破解了历史之谜的人是错误的。福山高奏的凯歌话音未落，一系列与他的预言截然相反的政治现实与经验就爆发出来了：波黑的内战与种族屠杀，俄罗斯对车臣的摧毁，阿塞拜疆、亚美尼亚、马其顿和希腊一触即发的民族冲突，发生于阿尔及利亚和北非与中东的其他地方的民主的褪色与穆斯林原教旨主义的兴起。这些都说明，“自由民主的普世化”远未完成。同时，在西方的心脏地带，在法国和意大利甚至美国，新法西斯运动却以二战之后前所未有的规模浮现出来。
[3]

 确实存在着世界范围的民主化浪潮，但是，以不同形式的“差异”——种族的、民族的、语言的、宗教的和文化的差异——名义抵制和敌视民主化趋势的活动同样也真实地存在着。
[4]

 寻求对集体认同形式的认可的新政治运动正在全球范围内复兴。

由于任何对认同的寻求都包含着将自身与他者区别开来的含义，因而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总是并且必然是一种产生差异的政治。某人是个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在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他不是一个波斯尼亚穆斯林人或者波斯尼亚克罗地亚人，一个属于“欧洲人类—文化社群”的人，在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他不是来自马格里布，中东或者亚洲。这些现象让人震惊，并非因为它们所展现的无可避免的认同/差异之矛盾关系，而是它们所展示的那种返祖性的信念，即认为只有消除差异和他者性(otherness)认同才能得以维持和保存。用威廉·康纳利(William Connolly)的巧妙说法，
[5]

 认同/差异之谈判，是民主所面临的全球范围的一个政治问题。

一

在《民主与差异：政治边界之争》一书中，所收录的论文意在论述和探讨认同/差异的政治，这个问题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西方自由民主国家尤为突出。认同/差异的政治一度被称为“新社会运动政治”，被认为表达了“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
[6]

 ，被解释为标志着从关注“分配问题”到关注“生活形式的规则”(于根·哈贝马斯)的转变。
[7]

 经过新社会运动之后，政治性关注之问题的性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发生于19世纪和20世纪前50年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围绕财富、政治地位和机会展开的斗争，被围绕堕胎和同性恋权利，生态和新医药技术的后果，以及围绕种族、语言和族群尊严的政治而展开的斗争所取代。这些新的问题可以在新的政治行动者集团身上看出来：运动政治取代了政党政治，妇女积极分子、有色人群、同性恋者和利益相关之公民的松散联合体取代了严密的组织。
[8]



从全球范围看，这种在西方民主国家兴起的新政治(现象)在时间上与世界范围的民主化运动是重合的。但是，产生于自由资本主义民主下的新社会运动中的“认同/差异”的政治，与形成于前共产主义国家、北非和中东的种族、族群、语言和宗教差异的政治截然不同。认同/差异的政治关注的是自由民主制下的公共领域中对于差异的协商、争论和代表，族群民族政治(the politics of ethnonationalisms)寻求的是重新界定政治体制的构成，并且意在创造出新的政治性主权机构。实际上，以主权国家的形式表现文化、宗教、民族和族群的同质性，是后一种政治所孜孜以求的。本书所收的论文，在谈论差异的民主政治(democratic politics of difference)时，均持这样的假定，即认为自由民主下的制度和文化已经足够复杂、灵活和分散，从而使得表现差异并不会瓦解政治体制的认同，或推翻政治主权之现存形式。
[9]



选取“民主与差异”这样的用法，意在希望作者们对以“新社会运动”形式出现的认同政治之后的民主理论与实践进行探讨。民主是建立在对认同模式的同质化的基础之上的吗？政治机构之“机构”(body)是什么样子的呢？普适性的公民身份之理想能够容纳差异吗？什么样的理性与动机理论主导着我们对民主制下的公民和法制之下的个人的看法呢？民主需要哲学吗？如果需要的话，需要的是什么样的哲学，理性主义的、情境主义的、后现代的、批判性的还是新康德主义的呢？存在什么样的表达差异的制度性的、文化的和代表性的渠道呢？多大程度上的差异可以与公平而平等状态下的法治相容？

在此语境中，“差异”这个词就变成了两个问题之交汇点：它既是一种对启蒙运动类型的理性主义、本体论和普世主义的哲学批判，对那些强调变易(alterity)、他者性、异质性、不协调和抗拒的人来说，又是文化抗争性呐喊。
[10]

 当今的西方自由民主体制已经受到那些强调不可被同化之差异的团体的挑战，这些团体想利用他们的差异性之事实剥除理性主义的神圣性，破除自由民主的幻觉。

在划时代转变时期，常常会出现老的与新的定义、假设、思潮、设想和价值观混淆、混合乃至冲突的现象。通过分析在当今“民主的时代”认同/差异问题带来的观念的、文化的和制度性的困境与困惑，本书意在对我们的时代进行自我澄清(selfclarification)。

二

在本书所收录的论文中，谢尔顿·沃林(Sheldon Wolin)写道：“因此，民主对复杂社会来说太过简单，而对简单社会来说又太过复杂。”社会复杂性和民主的关系也是哈贝马斯的论文“三种规范性的民主模式”关注的核心问题。哈贝马斯区分了民主政治的三种看法：自由主义的、共和主义的和程序—协商性的(proceduralistdeliberative)。根据自由主义模式，民主过程的功能在于把自主性的公民社会的利益传递给政治机构，政治的任务在于整合不同的个人利益。根据共和主义模式，政治就是表达“共同之善”，即共同体的伦理生活的实质性看法。政治的优点，不在于整合公民社会的利益，而在于在公民之间产生团结。

哈贝马斯反对这两种模式，因为它们都“假设了一个社会居于其中心地位的国家，不管这国家是市场—社会保卫者，还是伦理共同体自觉制度化的产物”。话语民主理论(discourse theory of democracy)(在文中哈贝马斯把它和“协商政治模式”不加区分地使用)是从一个分散化的社会景象之中推演出来的。政治系统既不被认为居于顶端，也不被认为居于中心，更非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之成形模式，而只不过是众多“行动系统”(尼可拉斯·卢曼语，Niklas Luhmann)中的一个。哈贝马斯试图通过此程序主义模式重构合法性和人民主权等概念：“话语理论强调的是贯穿于立法机构和公共领域的非正式网络之中的交往过程的更高层次的主体间性。不管是在立法机构之中还是之外，这些无主体的交往形式都构成了或多或少的理性的意见—形成和意志—形成赖以发生的领域。”哈贝马斯与坚持公民共和传统的让·雅克·卢梭、托马斯·杰斐逊、汉娜·阿伦特，包括书中所收入的论文的作者之一本杰明·巴伯的相同之处在于，都认为“民主最本源的含义在于民主是自主的公民共同地公开运用理性的制度化结果”。这里的挑战不仅在于如何将“对民主而言太过复杂”的社会状况下的公共领域之理想再度理论化，而且还在于，基于以往的已经说得很清楚的观点
[11]

 ，哈贝马斯认为，由于将政治看做集体认同或共享生活形式的自我说明之解释性过程，共和传统使得民主过程“背负了过多的负担”。他把关于共同生活形式的伦理性话语同政治性话语进行了区分，前者涉及道德正义问题，后者涉及工具性权力和强制问题。

尽管书中的许多作者都捍卫一种“协商民主”观，因为它能为复杂社会中民主经验的理论化提供最为充分的观念和制度模式(本哈比、乔舒亚·科恩、艾丽丝·扬、简·科恩、艾米·古特曼)，但没有一个人完全同意哈贝马斯为协商民主所作的社会学和哲学辩护。乔舒亚·科恩认为，对程序民主所作的实质性预设，必须被更加认真地对待。通过保证使参与民主性协商过程成为可能的某些社会和经济权利，公民们的自治得到保护和扩展。即便在合理的价值多元主义的情况下，即在竞争性的各种善之观念与价值观条件下，乔舒亚·科恩依然相信，更具实质性的民主观念也是可以站得住脚的。

在我的文章《朝向民主合法性的协商模式》中，我也认可分散的公共领域之模式，但是我并不赞同哈贝马斯对伦理、政治和道德话语所作的过于严格的区分。实际上，正如艾丽丝·扬在她的文章《交往与他者：超越协商民主》中所言，哈贝马斯的协商民主理论把政治过程和交往的文化形式作了过于清晰的划分。即便我们认识到，正当与善在哲学与制度层面有所区别——此区别对保存多种善之观念竞争的社会中的民主自由意义重大，这区别也不能使理论者在政治话语周围建立一道防疫封锁线(cordon sanitaire)，以此阻隔集体认同和善之生活观念的表达。扬关注三种社会文化实践，在她看来，“一个更为宽泛的交往民主观念除了批判性辩论之外，还需要致意、雄辩和讲故事”。

广言之，在本书中，在程序性协商民主模式和第四种类型的、未被哈贝马斯指出的民主模式之间存在一种张力。我将把这种类型的民主模式称为“竞争性的民主政治模式”。谢尔顿·沃林对此进行了简明而又引人注目的思考。进行思考的理论者还包括简·曼斯布里奇、尚塔尔·墨菲、邦妮·霍尼格和本杰明·巴伯。沃林写道：“我把政治性(the political)看做理想的一种表达：当通过公共协商，集体权力被用于促进或保护集体利益的时候，包含多样性的自由社会是能够享受到共同性的时刻的。政治则指的是合法而公开的争论，主要发生于组织化的不平等的社会权力(集团)之间，争论的目的是获得可带来公共权力的资源的机会。政治是连续的、不间断的、无休止的(活动)，政治性则是间断的、不常见的(活动)。”

在西方工业社会，现代国家的发展产生了一种特殊类型的政治：一种驯服的、围堵的和划定边界的政治。发达工业国家的民主制度继承了巨大的控制性国家权力，它保护也利用着“公民的劳动、财富和精神”。沃林认为，任何基于作为行动者的公民(citizenasactor)和具有间断性的政治(politicsasepisodic)模式的民主观，都与“国家是政治生活的固定中心这个现代社会的现实”不相容。不过，谢尔顿·沃林并没有因此而发展出一种非国家中心的民主观，而是总结性地认为：“需要重新构想作为非政府形式的民主：作为一种存在模式(mode of being)，它为苦涩的现实所限定，注定只能偶尔成功，但只要对政治的记忆还在，它就具有不断出现的可能。”

将民主工程理论化为一种特定的“存在模式”，而非政府形式，也为尚塔尔·墨菲、邦妮·霍尼格、琼·兰德斯(Joan Landes)和本杰明·巴伯所认可。基于克劳德·勒夫特(Claude Lefort)“确定性标记的消解”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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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菲和兰德斯都认为特定形式的社会象征性权力是民主的核心内容。墨菲写道：“自由民主不是把民主模式应用到更广泛的环境中……从而被当作一种政体形式，它涉及的是社会关系的象征性秩序。”这种象征性秩序的特征不是约翰·罗尔斯所认为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多样性，而是一种“价值论层面”的多元主义，它不允许在竞争性的善观念、正义观念和政治观念间出现不经争辩和不留余地的裁决。

邦妮·霍尼格对竞赛政治也持有相似的看法：“在民主理论中认真对待差异——不仅仅是认同，就是承认冲突的不可避免和对政治和道德工程的抵制之不可祛除……就是说，要放弃那种认为存在一个叫做家的地方，一个没有权力、冲突和斗争的地方，一个没有差异和权力的地方的不切实际的想法。”

民主政治的竞赛观不可避免地要引发一系列问题，我们怎么确定政治竞赛，或多元主义的争论无法在更高的层面被裁决呢？是否所有的善与正当的民主政治都与法西斯主义、排外民族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相对立呢？人民是否总是明智呢？他们的决策总是正当的吗？他们的意愿是否总是值得尊重呢？激进的竞赛政治观需要面对自由—宪政理论(liberalconstitutional theory)持有的非常有力的反对性意见：民主制下的人民(demos)可能是不公正的，可能是种族主义者，可能会感情用事，可能会玩弄阴谋诡计。如果竞赛民主理论者们不愿意施加某些限制，以规范和约束人民的意愿，他们怎样才能保障平等而自由的公民们的自由、权利和应当得到的尊重呢？

本杰明·巴伯在他的文章中表达了强势民主论者(strong democracts)的立场：“所要求的不是依靠基础性规定或者个人智慧，把固定的标准严格地应用于变动的世界之中，而是要依靠这些政治技艺来发现或塑造共同的基础。正当之原则，甚至某一正当之规定，都不能仅凭自身而决定政治判断。正当之内容……有赖于持续不断的再界定与再解释，并且，它们的规范性力量也有赖于一个积极的公民体之参与和奉献。”巴伯这里所讲的，其实是民主的自我纠正机制。当然，民主的自我纠正机制不仅包括人民的意愿，也包括保护权利和自由的宪法制度、最高司法机关与立法机关之间的互动机制、宪法审查程序等等。协商民主政治使政治免于文化和伦理生活的影响，竞赛政治论者却将民主视为关于伦理和文化问题进行持续不断的争论的过程。在理论层面，一个替代性的选择是很清楚的：一个能公正地对待竞赛性民主精神的协商民主政治观。

简·曼斯布里奇、安妮·菲利普(Anne Phillips)、威尔·金里卡和简·科恩以新的方式触及了自由主义和民主之间由来已久的冲突。实际上，公平地说，即便对竞赛民主论者来说，自由主义的历史遗产——尊重法治、尊重个人权利、尊重价值多元、尊重宪法保障——以何种方式被坚持，是存在疑问的。确切地说，这个问题就是正当之混合，就理论和现实意义而言，是自由主义的遗产与所有民主政治都具有的冲突性和论证性特征之混合。简·曼斯布里奇的文章《利用权力/对抗权力：政体》所关注的正是这种混合。由于认为任何民主政体都不可能完全消除运用强制性权力之需要，或者获得全部的合法性，曼斯布里奇称，民主除了需要对权利、言论和集会自由、法治、政党、利益集团的制度性保障之外，“还需要培育和保护非正式的协商性对抗领域，在此领域，那些在强制性活动中失败了的人们重新改变他们的理想和战略，汇聚力量，并在一个更具保护性的领域内决定以何种方式或是否继续战斗”。

对曼斯布里奇来说，任何标准都不能将强制合法化，“不管是基于假设性的同意，结果的实质正义，免于强制的自由或者中止带来强制实施的决策的协商过程，或者参与者参与决策过程的同等权力”。就理论意义而言，这使得曼斯布里奇倾向于认可竞赛民主理论者的看法，因为他们认为，不存在任何完全站得住脚的没有任何罅隙的理性之正当化过程。实际情形中的民主只能够产生出“足够好”的合法性。

在制度性倡议层面，曼斯布里奇与本书中的其他许多作者的看法是一致的。基于分散的公共领域和多元的公民社会模式，曼斯布里奇倾向于将协商政治的优点同充分考虑现代社会复杂性的社会现实主义理论结合起来[乔舒亚·科恩、本哈比、简·科恩和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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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用“领域政治”这个名词，曼斯布里奇解释了“边缘化的对抗性公众”(subaltern counterpublics)的含义。由于团体和社会运动的意图在于表达多样性，这些反公众的目标就包括“更好地理解自身，形成团结之纽带，保存对过去的非正义之记忆，发明出新的关于自我、共同体、正义和普适性的认识……根据感情和策略进行结盟，对目的和手段进行协商，并决定如何进行个体和集体行动”。

认为应当在民主体制内采用混合的制度性解决办法来解决差异的代表问题，也出现于安妮·菲利普和威尔·金里卡的文章之中。在对自由主义的“代表”思想作了简要的检视之后，菲利普发现自由主义注意到了多元政体中理念的多样与冲突问题，“但是，当把观念政治(politics of ideas)从我所称为的在场政治(politics of presence)中分离出来的时候，理念的政治就无法很好地处理这样的现实问题：由于人种、族群、宗教或者性别原因，某些社会团体发现他们被排斥在民主过程之外。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政治排斥只能用政治在场加以克服”。但是，如果被代表的是团体而非理念、看法和信仰系统，这种代表模式会引发另外一系列的疑问：能把团体当作同质性的实体吗？如果按照团体设定代表原则，在公共代表模式中，团体认同的哪些方面应当给予最优先的考虑呢？假如在魁北克省存在着一个带有非洲口音的说法语的妇女团体，此团体认同的哪个方面应当被代表于政治过程之中呢？既然所有的认同，不管是个体认同还是集体认同，都由多样、复杂且异质归属层面组成，“出现的政治”就有强化认同—本体论——一种无效的团体出现之形而上学——的危险，过去不就是如此吗？菲利普认为当代自由民主制度中发生的从理念的政治到出现的政治的转变是不可逆转的，“应当也能够设计出一套机制，着眼于解决团体排斥问题，而不把每个团体的边界或者特征固定下来。”

威尔·金里卡在他的文章《加拿大三种群体差异的公民权》中，以加拿大为个案，关注自由民主国度之内的团体权利这样一个一般性问题。由于加拿大在其历史发展中，纳入了三种不同的群体或者民族(英国人，法国人和原住民)，金里卡认同这样的观点，即民族认同层面的差异应当由特殊的法律或者宪法措施加以保护。同时，由于来自印度、非洲、亚洲、欧洲以及中东等的移民众多，加拿大还是一个多族群的国家。金里卡列举了三种群体差异的公民身份权利：自治权利、多族群权利(polyethnic rights)和特别代表权。金里卡认为，这些不同的权利与个人的自由平等权利是可以相容的。不过他也承认，它们之间可能发生冲突，并且确实也发生过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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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罗尔·古德(Carol Gould)在她的文章《多元与民主：表征差异》中，批评了她所称为的“团体本体论”，这种观点认为团体身份是既定的不可改变的。她转而倡导一种自愿性的社会多元主义或者多元文化论。在她看来，这种对差异的代表与平等权利的优先是能够相容的。并且，在非本体论的和社会多元主义的团体差异视野下，怎样界定和确立团体身份以及由谁来界定和确立团体身份，都不是既定的而是尚待解决的问题。作为结论，古德认为，扩大各个层面的参与是代表差异的最有可行性的机制。

出现政治(菲利普)困境的主要原因在于，很难建立一个理论上说得通的政治上又具有可行性的“团体认同”概念。在《边缘人群和描述性认同：汉娜·阿伦特对晚期现代性的反思》一文中，卡洛斯·佛蒙特(Carlos Forment)通过研究“边缘人群”，引人注目地阐明了所有政治认同内在的裂痕。“边缘人群”指的是“早先生活在前殖民地国家，战后大量涌入并定居于后帝国主义国家(英国、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德国和美国)的群体。尽管法律地位较为有保障，他们的公民身份经验却比较模糊”。除了这种双重民族性的情况外，边缘人群还包括那些在欧洲工厂里打了多年工之后又回到自己祖国的群体，比如土耳其人、希腊人以及前南斯拉夫人。并且，“边缘人群”这个词还揭示了这些人所遭受的被歧视、被边缘化和无代表权的经历。

佛蒙特关注的是建构叙述性认同的过程，他想要揭示的是，边缘群体是如何通过自由主义的语言进入晚期现代性的，“好像熟练的修理工一样，边缘人群把自由主义弃之不顾的要素补缀成意想不到的事物”。这事物就是个体与集体经验之混合性叙述，它们不同于任何形式的纯粹事物，揭示出的是另外类型的启蒙和现代性。

佛蒙特关注的是因民主自由与“边缘人群”碰撞而产生的混合与破裂之事物，而不同的是，弗雷德·达尔梅尔(Fred Dallmayr)基于兹维坦·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对征服美洲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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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醒我们思考这样一种紧张关系：现代西方文化中的平等论的普遍主义(egalitarian universalism)与一系列独特的族群文化和宗教传统之间的对抗，也就是理性的世界观与本土的生活世界之间的对抗。达尔梅尔认为，这种紧张关系不但是个灾难性事故，而且具有基础性或者范式性特征。达尔梅尔通过讨论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的《多元文化论和“承认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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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阐明这个观点。关于魁北克地位的争论，具体地说，就是加拿大权利和自由宪章与魁北克分离运动所要求的本土权利之间的冲突，构成了达尔梅尔探讨这种文化性对抗的背景。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探讨差异问题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就是，思考社会团体的地位时对类比性推理的使用。所有的社会团体都以同样的方式受到歧视或者压迫吗？语言形式的歧视与基于性别和种族的歧视性质一样吗？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是否真的属于一类？因此，就目前而言，“差异”应当被视为引发更多思考的一个名词，而非一个用来描述本书的作者们所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有用分析工具。

毫无疑问，本书的作者们最为关注的差异形式，乃是对妇女的压迫和歧视。在曼斯布里奇、本哈比、扬和古德的论文中，即便妇女问题不是唯一关注的问题，性别歧视和女权运动也构成了他们写作的背景。三篇文章从不同的方面以不同的方法关注了性别问题：简·科恩的文章《民主、差异和隐私权》检视了近来美国政治和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关于堕胎权的争论；南希·弗雷泽关注的是晚期资本主义、后工业福利国家暗中实施性别二元公民身份模式的方式；琼·兰德斯则通过考察法国大革命中妇女的“公民身份绩效”(performance of citizenship)，检视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性别特征。

基于著作《法国大革命时代的妇女和公共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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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琼·兰德斯认识到，在启蒙运动思想中，关于妇女地位存在着争论。不过，她认为，“不管是自由主义者，理性主义者还是共和主义者都没有在理论上全然解决性别平等的问题，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疏忽或者传统的偏见。现代世界中的民主从一开始，就不但在理论层面而且在实践层面产生了性别差异问题。”具体地说，兰德斯关注的是那些被认为能够在资产阶级民主制下公共领域中占有一席之地的主体的代表问题，她的结论是，“只有男人的身体似乎才能够满足公共领域的苛刻要求。相反，女人的身体被认为是从属性的，她们无法保障自由，她们身体的显著性别特征就标识着她们的非理性，从而也就是非政治的品性。”

有意为当代围绕民主和差异的争论而复兴一种公共领域观念的女权主义理论家们，比兰德斯对此工程更有信心。通过检视女权主义理论家们，如扬、弗雷泽和本哈比的理论努力，简·科恩从赋权和代表差异的角度对规范性的公共领域观念进行了再思考。尽管科恩对这些理论家们的探讨路径持认可态度，但她认为，女权主义者们的“怀疑的解释学”并不足以解构公共/私人之区分，女权主义者们必须在理论上更进一步，“把私人带回来”。女权主义者们对传统的公共/私人之区分的批评要想成立，需要对私人性再概念化。

科恩的文章是针对多个层面的问题而言的：首先且最重要的是，它关涉到近来美国人对堕胎权的争论，也检视了罗伊诉韦迪(Roe v.Wade)一案中社群主义批评者们所持有的观点和态度；其次，它代表着一种重建私人性概念的努力，而并不复兴向来被简单地视为私人权利(privacy rights)模型的“财产权范式”；最后，科恩想说明，私人权利所保护的利益包括“个人的不可侵犯的个性特征、身体的完整性、心理性的认同过程，以及决策的自主性”。她总结说，“把堕胎的权利视为私人权利，就是认可妇女们的‘差异’，并把如何界定这种差异留给每个妇女自身。”

与科恩的文章关注重建私人权利不同的是，南希·弗雷泽的文章代表着女权主义者对福利国家的重新思考。弗雷泽从一些社会事实开始思考：在后工业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市场上，只有很少的职位能使一个人挣到足够的薪水支撑整个家庭；后工业时代的家庭很少具有类似性，而更多具有多样性；“人们对性别观念和家庭形式都有非常大的争议”。在这样一个工作更加不稳定家庭更加多样化的新世界中，依然需要福利国家保障人们对抗劳动市场和生活状况的不确定性。但是，弗雷泽问：“后工业时代的福利国家应当是个什么样子呢？”这样一个福利国家，她认为，应当支持性别平等。弗雷泽区分了两种可能的解决方案，“双方养家糊口”(universal breadwinner)模式和“照看者对等”(caregiver parity)模式。前一种模式希图把男人与女人的工作收入状况一致化；后一种模式则考虑到，如果女人们的“照看者”功能(照顾孩子、老人、病人或残疾人)不以某种方式被重新设定的话，劳动市场的性别平等是无法实现的。弗雷泽进行了一系列艰苦的思想实验，意在寻找这些观点间可能的结合点，但她发现，这两种模式都不能够带来充分的性别平等。

民主需要基础吗？本书包含了对此问题的一系列回答。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认为我们应当在理想和基础之间作出区分，理想回答的问题是，我们怎样使我们的实践更具一致性？而基础则应当回答，我们应当全身心投入我们当下的实践之中吗？对罗蒂来说，对实践持反基础论的态度就意味着，应当把对实践的批评或者赞扬限定在同其他的现实或者可能的社会实践作比较的范围之内。罗蒂承认，这种诉诸更大范围的社会实践网络的做法可能不会使得排外主义者、种族至上主义者和顽固分子感到信服。他认为，在理论上使这些人信服的答案是不存在的，但是，如果这种假设不被大家所公认，民主定然会走向衰微。同曼斯布里奇、墨菲、巴伯和霍尼格一样，罗蒂对通过理性的解决办法来使民主正当化表示怀疑。确切地说，总是存在“比理性更多的东西”，不管这是权力，非谈判性或自明性价值差异，还是永无休止的对冲突和变易的主张。后现代资产阶级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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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竞赛政治在一定的层面会合了。

罗伯特·达尔认为“民主需要基础吗？”这一问题可以以三种不同的方式被解释：(1)民主制度、政体或政府需要基础以保持存在或者正常运转吗？(2)民主理论需要基础吗？(3)民主制度需要民主理论作为基础吗？根据观察结果，达尔认为，回答第一个问题是极为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即便限定于现代民主制度范围内，除了至1950年便被认定为民主政治制度的21国之外，从1993年以来，至少有30多个国家实现了民主。但是，在1900至1985年间，非民主政体取代民主政治的事例，也达52次之多。

既然得出了这个问题不能被处理成一个纯粹经验问题的结论，达尔认为民主理论是否需要基础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理论建构的策略。并且，如果把基础理解为“一系列合理的假设，这些假设可以使人们相信民主是可欲的，可以用来判断一个体制是否和在多大程度上是民主的，以及可以用来判断什么样的实践和制度与之是否相容”，那么，我们就需要这些基础，以提高“我们的政治判断能力和选择能力”。达尔认为，尽管我们很难探知民主制度是否需要民主理论作为基础，但十分清楚的是，如果一个拥有民主政治制度的国家中的主流知识分子精英相信，民主不能在理性而又有说服力的基础上被正当化，那么，在发生严重危机的时候，“那些捍卫民主的人就会发现事情做起来非常棘手，而那些鼓吹非民主选择的人就会发现事情干起来非常顺手”。

艾米·古特曼暗中呼应达尔，认为“民主需要的是正当性，而非基础……正当性无需是基础性的或者反基础性的”。如果正当性必须立足于关于人性、人权、理性，或者“显而易见的、无可争议的、自明的”政治的真理之上，那么这种正当性就难以自圆其说，难以使人信服。古特曼所主张的，是一种温和的实用主义的正当化观念。在古特曼看来，政治哲学家们常常希望做比捍卫非理想性民主更多的事情，“我们在所继承的事物上进行建构，并据此展开设想，设想一种更具充分正当性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对此我们可以称之为没有任何限制的民主，或者至少没有任何新语的民主”。古特曼还提出了一种协商民主模型，作为一种政治理想，在她看来，它注定是不完善的且充满争议的。

本杰明·巴伯提出了他独特的强民主观，可以说，这是一种有利于公民集体参与协商过程并在其中形成判断的民主观。巴伯认为，“民主需要基础吗？”这个问题本身就要求一种表面性的认识论之讨论。巴伯不愿意停留在认识论的表层，他认为，民主政治是“实践性的而非投机性，是关于行动的而非真理的活动。它并非立足于认识论，因而必然是实用性的活动”。对巴伯来说，民主与差异的关系并不大，确切地说，民主是一种“政体/文化/公民社会/政府，在其中，我们做出共同的决定，选择共同的行动，形成或者表达共同的价值观，而这一切都是以我们实际生活领域中的永远变化着的利益冲突和权力之争为背景的”。民主政治就此而言，是具有某些规范性的属性的，比如它的革命精神、它的自主性以及民主判断的共同性或者公共性。我们不得不说，这些民主标准实质上会滑向巴伯所极力避免的表面性的认识论。其他许多作者，包括哈贝马斯、乔舒亚·科恩、艾丽丝·扬、简·科恩和本哈比，都认为认识论和政治之间存在着更为紧密的联系，也就是说，在哲学和民主之间存在着更为紧密的联系。

本书的读者很容易看出来，作者们表达的观点并非一致。然而，我希望这些文章所展示的集中而鲜活的争论，能够使我们提防罗伯特·达尔在其敏锐的观察中辨识出的情形：当出现危机的时候，除非知识阶层确信民主可以通过激烈的辩论而得到捍卫，而非仅凭善良的意愿和虔诚的信念，“那些捍卫民主的人就会发现事情做起来非常棘手，而那些鼓吹非民主选择的人就会发现事情干起来非常顺手”。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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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部分 民主理论：基础和视角


 第一章 三种规范性民主模型

于根·哈贝马斯

我想描绘一种程序性的民主和协商政治观，它既不同于自由主义范式，也不同于共和主义范式。我先列举这两种模型的对立性特征，然后借助于对共和主义观点的“伦理超载”的批判，引出一种新的程序主义的民主观。本文的最后一部分，将通过比较这三种模型所反映的国家与社会景象，来详细解释它们之间的异同。


两种既已接受的民主政治观


根据“自由主义的”或者洛克式的看法，民主过程所承担的任务在于按照社会的利益规划政府，政府代表着公共行政机关，而社会则是市场结构性的私人互动之网络。政治(就公民的政治意志形成意义而言)的功能在于聚合私人利益，并驱使政府专注于运用政治权力实现集体目标。然而，根据“共和主义”民主观，政治所承担的不仅仅是这种中介性的功能，更确切地说，它对作为整体的社会之过程具有构成性的意义。“政治”被视做实在性伦理生活的反思形式，即是说，通过政治过程，相对孤立的共同体成员开始意识到他们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经过充分思考后开始作为公民而行动，并进一步形成和发展出相互承认的关系，结为以法律为调节的自由而平等的联盟中的社团。基于这种看法，自由主义者构想的政府与社会关系架构就发生了重大变化：除了国家的等级性规制和市场的分散性规制之外，也就是说，除了行政权力和私人利益之外，团结(solidarity)和对共同之善的向往成为了社会整合的第三种来源。实际上，这种水平性的意在获得相互理解或交往性共识的政治意志形成过程，甚至在起源和规范性的意义上也被认为享有优先性。公民社会的自治基础，一种独立于公共行政和以市场为中介的私人商业的基础，被认为是公民自我决定的先决条件。这种基础能够使得政治交往不被政府机构所吞噬或者被市场结构所同化。在共和主义者观念中，政治性公共领域，连同其公民社会中的基础，具有战略性意义。这两种竞争性的方法论就产生了两种对立性的公民观。

在自由主义看来，公民的地位主要决定于他们相对于国家和他人而言所拥有的消极权利。公民作为消极权利的拥有者，只要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追求私人利益，就应当受到政府的保护，并且这保护也包括免于政府的干涉。政治权利，比如投票权和言论自由权，不但拥有和公民权利一样的结构，而且拥有同样的意义，它们为公民提供了一个免于外在强制的领域。这些权利给予公民主张自己私人利益的机会，途径包括参加、成为议员或者政府官员等，这些利益最终被聚合成为政治意志，从而影响公共行政事务。

在共和主义看来，公民的地位并非取决于消极自由模型。确切地说，政治权利，特别是政治参与和交往的权利，属于积极自由范畴。它们保障的不是免于外在强制的自由，而是参与共同体实践的可能性，在此实践之中，公民们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自己——由自由而平等的个人组成的共同体中的具有政治自主性的主体。以此而论，尽管公民在行使私人权利和前政治自由获得了优先的社会自治地位，但政治过程的目的并非仅仅在于使政府活动处于公民的监督之下。由于行政权威并非某种固有的权威，政治过程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并不能起到关键性的作用。确切地说，行政权威源自公民们在交往性的自我立法中形成的公民权力，其合法性在于通过将公共自由制度化而保护公民的立法实践。因此，国家的理由不在于保护平等的个人权利，而在于保障一种意见和意志形成过程，在此过程中，自由而平等的个人就所有人平等的利益目标和要求达成一致的理解。

对作为私人权利拥有者的法律个人的典型特征的看法的争论，揭示的是关于法律本身的争论。尽管在自由主义看来，法律秩序的要义在于决定个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拥有什么样的权利，但在共和主义看来，这些“主观的”权利源自“客观的”法律秩序，因为，“客观的”法律秩序既促成又保障着建立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的共同的自治生活的整体性。“对共和主义者来说，权利不过是主导性政治意志决定了的东西，而对自由主义者来说，某些权利是根植于理性的‘高级法则’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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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公民的地位和法律的地位的方法论的不同，最终揭示了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关于政治过程的性质的深层次分歧。在自由主义者眼中，公共领域和议会中的意见和意志形成的政治过程，决定于意在保持或者获得权力地位的策略性行动体之间的竞争。成功的标准是公民的同意或者选票的数量。在进行投票时，投票者通过投票表达自己的偏好。他们的投票决定和市场参与者的选择行为具有同样的结构。

在共和主义者眼中，发生于公共领域和议会之中的政治性意见和意志形成过程，并不具有和市场过程一样的结构，而具有的是一种导向相互理解的公共交往结构。就政治乃是公民自我立法实践而言，其中的范式不是市场而是对话。这种对话性观念所设想的政治，是就价值问题进行争论，而非仅仅就偏好问题进行争论。


程序主义与社群主义的政治观


共和主义模型之于自由主义模型的优长之处在于，它保存了民主的原初意涵——把自主的公民公开运用理性的行为制度化。共和主义模型认为，这种交往性的条件赋予政治性意见和意志形成过程合法性的力量。而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人们才能期待政治过程产生理性的结果。如果认为对于权力的竞争类似于自由主义模型下的市场竞争，取决于最优策略下的理性选择，假如在政治过程中一视同仁地对待不可化约的多元的前政治价值观与利益要求的话，政治就失去了对公开运用理性这样一个规范性核心的任何指涉。共和主义对政治话语力量之信任，恰恰与自由主义对理性的怀疑处于对立的立场。政治话语被认为能够使人们讨论对需要和愿望所进行的价值意向与阐释，从而以一种富有洞察力的方式改变这些价值意向与阐释。

但是，当今的共和主义者们倾向于对这种形式的公共交往进行社群主义的解读。而正是这种倾向，导致了我所称为的政治话语的伦理压缩问题。政治不能被简化为关于共有生活方式或集体认同的自明性的解释过程。政治问题也不能简化为某种伦理问题——作为共同体的成员，我们问自己是谁，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就其社群主义的解释而言，即便仅限于纯粹规范性的分析，共和主义模型也是太过于理想主义了。根据这样的理解，民主过程依赖于公民们献身公共福利之美德。而这种对美德的期待，曾经使得卢梭把公民分为投身公共福利之人和私性的人，而后者是无法承载过多伦理责任的。政治立法中的一致同意被认为由一个实在性的伦理共识来预先保障。然而，话语理论的理解却认为，民主性的意志形成过程中的合法性力量不是来自既定的伦理共识，而是既来自交往性预设——它使得更有质量的辩论出现于不同形式的协商之中，又来自能够保障公平的辩论过程的程序。因此，话语理论与纯粹的伦理性公民自治观是存在重大分歧的。

根据社群主义者的观点，协商民主观与具体的、实在性地整合起来的伦理共同体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否则，在他们看来，就无法解释公民们对于共同的善的追求的任何可能性。只有在与他者分有的实践之中，个人才能够认识到他在共同的生活形式之中的共有成员身份，从而认识到预先存在的社会纽带。只有在与有着共同传统和共同意志形成过程的他者的公共交往中，个人才能获得关于共同性和差异性的清晰的认识——他是谁，他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这种把政治话语简化为澄清共同的伦理性自我理解的做法，难以同立法过程的功能协调起来。确实，法律规范也包含着目的论的要素，但是，它们并非仅只包含对共有价值意向的解释性澄清。就其结构而言，法律是由此问题而决定的：公民们愿意采取什么样的规范来规制他们的共同生活。应当承认，对话的目的的确是为了获致自我理解——在对话中，作为具体的民族、地方、国家或者地区等的成员，参与者意在得到关于自身的清晰理解；在对话中，参与者意在确定他们如何对待他人，如何对待少数人群和边缘群体；总之，在对话中，他们试图弄清楚他们想要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之中——这种对话也是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这些问题都从属于伦理问题，并同实际的问题密切相关。在狭义的康德哲学的传统中，伦理问题就是正义问题。就某一事务如何在平等利益主体之间被决定时，伦理问题在这样的立法政治之中就具有优先性(priority)。规范的制定基本上是个正义问题，衡量的原则是平等对待所有的人。并且，与伦理问题不同的是，正义问题并非从一开始就与某一具体的共同体及其生活形式相联系。在具体的共同体立法实践中政治性地确立的法律，如果要具有合法性的话，至少必须与超越共同体的普适性伦理原则相适应。

进一步说，在政治过程中充满着妥协。在宗教的，或者文化和社会多元主义情形下，决定政治目标的利益和价值取向，决不是作为整体的共同体的认同的内在组成部分，从而也不是具有交互主体性的共同生活形式之整体的内在组成部分。相互冲突的没有任何共识的政治利益和价值所需要的平衡，是无法通过伦理话语获得的，即便讨价还价的过程不违反既有的基本价值观。相互竞争的利益之间必要的平衡，可能是各方进行了相互威胁之后妥协的结果。当然，合法性的讨价还价也依赖于预先制定的关于如何获得结果的公平条款，并且这条款还能为拥有不同偏好的各方所接受。尽管对于这些条款的争论必须认可，存在着使权力不偏不倚的实践话语形式，但是，讨价还价本身就不可避免地为策略性互动提供广阔的空间。立法实践的协商模型并不仅仅是要保障法律的伦理有效性。准确地说，法律规范的有效性的复杂之处在于，一方面它主张竞争的利益在不损害公共利益的情况下进行妥协，另一方面它主张把普世的正义原则带入特定共同体的具体生活形式之中。

与对政治话语进行伦理压缩的做法不同的是，协商政治观具有充分的经验性指涉，只需考虑一下理性的、政治性的意志形成过程的多样化交往形式，就会明白这点。伦理型的话语仅凭自身并不足以为法律的民主性质提供全部的基础。相反，协商政治应当被视为一个综合性的事务，它立足的基础是个网络：公平的讨价还价过程，以及各种形式的辩论——适用性的、伦理性的和道德的，每种形式的辩论都依赖于不同的交往性前提和程序。在立法政治中，在获得伦理性自我理解、表达强烈的偏好、保证道德的正当性以及检验立法的一致性的过程中，信息提供和策略的理性选择是同利益的平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弗兰克·迈克尔曼(Frank Michelman)以极端的方式区分出的“对话性”与“工具性”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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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在各种形式的协商中是相互渗透在一起的。


国家和社会的形象


从这种协商政治的程序主义观来看，对民主的解读就隐含着对社会的特定看法。实际上，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模型都假设社会处于国家的中心位置——不管国家作为市场社会的守卫者，还是作为伦理共同的自觉制度化的产物。

根据自由主义的观点，民主过程乃是竞争的利益达成妥协的过程。公平被认为由普遍的和平等的投票权来保证，立法机构的代表性，被认为由决策规则来保证，等等。这些原则的正当性，最终都由自由的基本权利来保证。根据共和主义的看法，民主的意志形成过程是以伦理性—政治性话语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这里的协商依靠的是全体公民在共同的文化背景中确立起来的共识。话语理论从双方吸收合理成分，并把它们整合为一种关于协商和决策的理想程序观。这种民主的程序观把实用性考虑、妥协、自我理解的话语以及正义等问题综合在一起，所基于的假定是：理性的或公平的结果是获得的。根据这种程序主义观，实践理性就不再是普遍的人权，或者特定共同体的具体伦理内容，而变成话语的规则和辩论的形式。细究起来，规范性内容是从交往行为的结构中产生出来的。民主的程序主义观导致了不同的国家和社会观念的产生。

根据共和主义的观点，公民的政治意见和意志形成过程构成了一个中介，通过这个中介，社会把自己整合为一个政治体。就其本来意义而言，社会乃是政治性的社会——文明社会(societas civiliss)。因此，民主就成为了作为整体的社会的政治性自我组织的同义语。这就导致了一种对对抗国家机器的政治的争论性理解。在汉娜·阿伦特的政治著作中，人们可以看到这种共和主义观点的最为充分的表达：公共领域既排斥去政治化的人群的自私自利性，又排斥根深蒂固的派别之争，它的复兴标志，是再生的公民在其中以分权化自治的方式行使真正的国家权力。从这种观点出发，社会终归会发展成为一个政治整体。

尽管国家机器从社会中分离出来引起了共和主义者的争论性反应，但是，在自由主义者看来，争论无法消除，而只能通过民主程序加以弥合。权力和利益之间的平衡，当然需要宪法性渠道。而自利的公民之间的民主性意志形成过程所承担的规范性期待，相对比较弱。宪法被认为可以通过规范性限制(比如基本权利，分权，等等)驯服国家机器，并且可以对国家机器施加强制的力量——一方面通过政党间的竞争，另一方面通过政府与反对者之间的竞争。这种以国家为中心的对政治的理解能够摒弃那种认为公民有能力进行集体行动的不切实际的假设。它关注的焦点问题，与其说是理性的政治意志形成过程之输入，不如说是灵敏而有效的行政成就之输出。自由主义的矛头指向的是，有可能干涉自我规管的社会的自发力量的行政权力。自由主义模型关注的中心问题，不是协商的公民之民主性自我决定，而是经济社会之立法性制度化。自由主义者认为，通过满足私人的偏好，这种立法性制度化能够保障一个基本上非政治的公共利益。

话语理论中的民主过程的规范性意味，在自由主义模型之中强，在共和主义模型之中弱。它再次从双方吸收合理成分，并把这些成分以新的方式组合起来。话语理论与共和主义一致之处在于，它也认为政治意见和意志形成过程处于中心地位，但它并不把宪法视为次要的东西，相反，它认为宪政国家正是将民主意见和意志形成的交往形式制度化的唯一途径。话语理论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占据优势的协商政治观，所依靠的不是集体行动的公民，而是相关程序和交往条件的制度化。程序化的人民主权观设定了一个去中心化社会的形象。这种民主观不需要假设社会处于国家的中心位置，也不需要假设社会是大写的目标主体。同时，这种民主观也不认为宪法规范会机械地根据市场模型来规约权力与利益之间的互动。

话语理论全然摒弃某些意识哲学的假设，这些假设要么使我们把公民自我决定之实践归结为一种统摄性的宏观主题，要么使我们把法治原则应用到许多分散的私人性的主题之上。前一种方法把公民视为代表整体利益的集体行动者，而在后一种方法中，个体行动者则是政治过程中盲目行动的自变量。话语理论提倡的是交往过程中的更高层次的主体间性——交往过程指的是立法机关和公共领域的非正式网络的运作过程。无论是在立法机关之中还是之外，这些无主体的交往形式都或多或少为理性的意见和意志形成提供了赖以发生的领域。

非正式的公共性意见形成产生的是“影响”，通过政治选举途径，影响转化为“交往性权力”，而通过立法，交往性权力转化为“行政权力”。与自由主义模型相一致的是，这里的“国家”和“社会”边界的划分是清晰的，但是，在这里，公民社会构成了自主性公共领域的社会基础，这些公共领域既与经济制度有着显著的不同，又与行政体制有着显著的区分。这种对于民主的理解意味着金钱、行政权力和团结之间新的平衡关系，而这三者正是现代社会整合力量的三个源泉。其规范性的意义相当明了：作为整合力量之一的“团结”，无法再仅仅通过交往行为而获得。要想获得它，必须通过范围广泛类型多样的公共领域以及合法制度化的民主协商和决策程序。

这种看法意味着人们理解合法性和人民主权的方式的变化。

根据自由主义的观点，民主意志形成过程具有独一无二的赋予政治权力合法性的功能。选举结果意味着对政府权力的认可，但政府必须在权力运用之正当性上对公众负责。根据共和主义的观点，民主意志形成过程具有至关重要的功能，它不但要把社会构建为一个政治共同体，而且还要在每次选举中激活公众对共同体的记忆。政府不限于执行公共的法令，而且还要执行某些具体的政策。它注定必须成为自治性的政治共同体。话语理论站在第三方立场上：民主意见和意志形成的程序和交往性假设，是受法律和规章限制的行政决策最为重要的话语性理性化渠道。一旦通过公开运用理性的途径产生，行政系统的权力的聚合条件就会发生变化。并且，交往权力不但以事后监督的方式监督政治权力的行使，而且还或多或少地预先设定政治权力行使的方式。尽管存在这种话语性的理性化，但仍然只有行政系统本身才能“行动”。行政系统是个专门制定具有集体约束力的决策的亚系统，而公共领域的交往结构则包含着一个覆盖广泛的传感器网络——这些传感器的首要任务就是对社会的公共问题做出反应，并激发出有影响力的舆论。通过民主程序发展起来的最终变为交往性权力的公共意见无法“规制”自身，而只能为行政权力的使用指明具体的方向。

共和主义者吸收改造过的人民主权观，最初是同专制主义政体紧密相连的。垄断了所有使权力运用具有合法性的手段的国家，被视为超级强大的权力中心——利维坦。卢梭用联合的人的意志替代了这种看法。他把利维坦的力量同自由而平等的公民自治的古典理念融合在一起，并加入他的现代自治观。尽管经过提炼，但人民主权观念还是注定体现在具体的、集合在一起的公民身上。根据共和主义的看法，作为主权拥有者的人民原则上是不可被代表的：公民的主权特征使得他们无法让别人代表自己。自由主义反对这种看法，他们的观点更实际些：在宪政国家中，任何来自人民的权力都只能“通过选举和投票并且由具体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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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不在整体的和部分的意义上理解国家与社会，那么共和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观点就穷尽了我们的思考。尽管程序主义模型所描绘的政治性公共领域为搜寻、识别和解释影响社会整体的问题提供了空间，但是，自我组织的立法共同体之中的“自我”消失在了无主体的交往形式之中，而正是这种无主体的交往形式的理性化特征规约着协商的过程。这并不是凭直觉来理解人民主权，而是在主体间性的意义上来理解它。人民主权，即便在变得具有匿名性特征的情况下，退缩为民主性程序和民主程序所要求的交往性假设的立法实施，也是为了让人们体会到，它是在交往性条件下产生的权力。严格来说，这种交往性权力产生于合法制度化的意志形成过程和在文化上被动员起来的公众之间的互动。而正是公众，在与国家和经济领域截然不同的公民社会的结社中找到了基础。

在程序主义观看来，人民主权观念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境，尽管它使得立法共同体的自我组织成为可能，但也并不完全取决于公民的意愿。协商当然是立法共同体进行有意识整合的中介，但这并非意味着，政治系统只是嵌入在社会整体之中的众多亚系统中的一个。即使按照程序主义的自我理解，协商政治也是复杂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这里作为整体的社会拒斥立法理论所采用的规范性方法。就此而言，民主的话语理论解读与社会学的方法具有关联性，它既不把政治系统视为顶端或者中心，也不把政治系统视为社会整体的塑造性力量，而只不过把它视为众多行动系统中的一个。另一方面，政治必须具有通过法律与所有其他被合法地确立起来的行动领域进行交往的能力，不管这种交往如何被形构和引导。


 第二章 变幻无常的民主

谢尔顿·S.沃林

……超出了所有文明的界限。

——莎士比亚，《第十二夜》，1.4.21

民主似乎在一片混乱不堪的景象中重生……

——亚当·弗格森，《文明社会史论》，第1部分，第10节

我要首先介绍一下我对一些基本概念的理解，以便读者在阅读本文时有个指南。

我把政治性(the political)理解为这样一种观念的表达：在一个包含多样性的自由社会中，当通过公共协商，集体的权力被用来促进或保护集体的利益时，人们可以获得共同性。而政治(politics)则指的是组织化的、不平等的社会权力为了获得公共权力所带来的资源而展开的合法的、公开的辩论。政治是连续的、不间断的和持久性的，而政治性则是间断的、稀缺的。

民主不过是众多政治性事物中的一种，但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其他政治性事物恭维献媚的对象。基于后面要讨论到的原因，我愿意把民主描述为一种政府“形式”或政治类型，它突出的特征是“实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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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看来，民主是一项关涉普通公民的政治性潜能的工程，即是说，关涉的是公民们通过自主地发现公共利益以及实现这些公共福利的行动方式，从而成为政治性存在物的可能性。

一

边界概念是个含义非常丰富而复杂的概念。边界标识着认同，并随时准备排斥差异。边界可以表示排斥——“不要进来!”，也可以表示包含——“待在里面!”柏林墙的守卫者既要让其公民待在里面，又要让外人待在外面。在大多数现代政治话语中，边界一般都被视为疆界——民族国家之间的疆界，或者国家与政治主体之间的疆界。

边界的复杂含义可以通过霍布斯令人震撼的关于主权权威的比喻得到生动的理解。霍布斯把主权权威比喻为以“角斗士的状态和姿势”“站立在王国疆界上”的守卫者。在霍布斯看来，由“保留、卫戍部队和枪炮”保护起来的疆界所起的作用，是把反政治的自然状态与政治社会隔离开来，也就是说，主权权力是为了保障一种私人状态，霍布斯热切希望这种私人状态的主权权力能升华政治激情，否则，政治激情就可能挑战主权者对政治的独占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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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霍布斯的理解中不存在公共的或者合法性的政治，任何事物，要么属于绝对的主权形式的政治，要么属于它所保护的绝对的、竞争性的自私自利的个人所组成的私人领域。

不管是起到包容的作用还是排斥的作用，边界都有助于形成一种封闭性领域的观念，在这种领域中占主导的是相似性——本地人之间的相似性，本乡人之间的相似性，本民族之间的相似性，或者拥有同等权利的公民之间的相似性等。人们之所以重视相似性是因为，它看起来是团结的首要要素。而团结则被认为是集体权力的首要因素。然而，在19世纪，边界被历史的和文化意义上的集体认同联系在一起，并以民族的形式出现。民族主义过去和今天都是边界的主要扩散因素。民族主义把政治引向追求同质认同的方向，有时候，这种追求可以通过类如种族清洗或者强加正统宗教的方式加速进行。

在20世纪结束的时候，对边界的关注依然没有消失，如果不是强化了这种关注的话。后现代文化政治学跟踪民族主义的足迹，坚持认为边界在确立差异(如性别或种族政治中的差异)的同时并没有标识认同。在这里，政治同样与净化密切联系在一起，更确切地说，纯洁与不纯洁被颠倒过来了，贱民或者受害者群体变成了纯洁的甚至清白的群体，而主导群体则变得不纯洁了。
[6]

 政治的中心问题变成了对各种伪装出来的压迫的揭露，不管所声称的压迫行为发生在昨天、遥远的过去，还是发生在古老的哲学文本中、儿童寓言中、教科书中、现代小说中，还是国会听证会中。这里对边界的追求与一种同质神话紧密相连，这种同质性神话意在确立一种文化性的范围，在此范围之内，压迫行为消失得无影无踪。沉醉于相似性之中的人们，终于可以愉快地享受到具有真正公共性的福利。这种看法属于我所说的政治性的范畴，它把相似性视为共同性，并认为纯洁/清白是预防纯粹权力性政治的良药。
[7]



二

边界是某一情境的轮廓，或者确切地说，边界代表着情境化的倾向。从政治性方面理解，情境化在双重意义上代表着对政治的驯化。驯化了的政治在运作和形式上具有鲜明的特色，并且与靠相似性连结起来的社会和民族间的以及情境间的政治有着显著的不同。同时，对政治的驯化也对应着严格字面意义上的驯化，“驯服，使之处于控制之下”。“祖国”就是“驯化”的场所。

那么，边界限定的是什么东西呢？边界所限定的领域如何被填充和构造呢？这种“填充”和构造如何与民主发生关联呢，最重要的是，如何与民主的前景发生关联呢？边界不过是包含的比喻性说法而已。我要说明的是，边界之比喻所笼罩的事实乃是民主的包含性，而真正的边界乃是宪法。

对我们所熟悉的现代理论大家——霍布斯、黑格尔和韦伯而言，边界限定的是什么东西这一问题的答案是：确立国家权威和权力的宪法。在这样的理解中，政治性是个积极的要素，关注的焦点问题是领导人。政治领导既是对集体的愿望、怨恨、气愤、幻想、恐惧和希望的管理，又是对民主的幻影的管理。
[8]

 政治性关注的是权力的组织形式，它保障着内部的和平与安全，包括国家的安全；它促进、护卫、监督着公民赖以实现其物质利益的合作权力，并与这些权力相互纠结在一起；它裁定社会冲突，惩治不法之徒，并使整个社会处于监管之下；它试图持续不断地化解或者隐匿国家机构内部的矛盾，使之成为正义和公正的象征以及公共福利的保卫者——一个稳固的国家，这是一种化解普遍存在于经济和文化领域的激烈竞争的动态政治。
[9]

 出于化解矛盾的目的，国家对公民进行政治教育，把忠诚、服从、守法、爱国以及战时的奉献精神等美德灌输给他们。通过这些美德实践，国家鼓励公民认同国家权力、积极参与政治并升华个人私利。

人们很容易把民主和宪政视为“自然的”共生物，其中任何一方离开另一方，都是不完整的；人们也总是下意识地说“宪政民主”；并且人们会认为民主的目的论甚至意识形态的最终目标乃是某种宪政形式。

直白地去理解，这样说意味着，民主，正如我们通过“发达工业社会的民主制度”所了解的那样，是通过宪政所确立的，即是说，民主有着确定的形式、结构和边界。宪政民主是合乎宪政的民主形式。它不是民主的宪政或民主化的宪政，因为它不是以人民为行动者的民主。宪政民主政治所立足的基础，不是它的捍卫者所宣称的“代议民主”，而是民主的各种代表形式：以公共舆论调查、电子镇民大会、听众热线电话直播(phoneins)以及投票为代表形式的民主。总之，宪政所规制的民主政治，乃是嵌入在宪政之内的民主政治。

在宪政民主中，至关重要的制度乃是总统。作为最高行政长官，总统代表着现代的希望——政治可以通过政策而规范化且可以通过行政而理性化。同时，正如教科书喋喋不休所言，总统是唯一的由全体人民选举出来的政治家。因此，他是履行行政管理职责的护民官，是民主和理性的化身。他还是民众软弱无力的最残酷的象征，并且，恰恰也是宪政民主制度中的最高职位。人民对总统的所作所为没有任何有效的影响，当选举结束时，他们就被小心翼翼地供奉起来，而当总统感到需要公众支持的时候，才再度激发他们。选举变成了一个持续性的过程，它与人民虚幻的联系表现为周期性地选举议员和代表，以及媒体的经常性评论。这样所产生的结果，就是民主选举所引致的永久性政治行动之幻象。同时，与此平行的政治过程——立法、行政、司法和军事——则按照自己的步骤持续进行着。选举运动被政治顾问们当作教训而四处贩卖，人民则迅速地被置之脑后。只有通过电视语言、胡言乱语的脱口秀以及所谓的博学者爆料出的政治滑稽戏，人们才能感受到政治生活的存在。

因此，宪法在限制政治的同时也限制着民主，使政治与社会中的主导权力群体相适应，并赋予他们的统治地位以合法性。宪法不但规定着政治活动合法与否，而且规定着政治的广度，以及政治的时间节奏或者周期，并且使政治具备仪式性的形态——比如，每隔四年，通过在两个总统候选人之一的名字后面画上一个对号，“人民的声音”就有了“表达”的机会。在政治经济学看来，选举在两种意义上是“自由的”：没有人强迫公民投票，并且投票人并不直接承担投票的代价；选举的费用主要来自主导权力群体，他们组织、运作并以资财支撑着竞选活动。对他们来说，选举就是投资机会，可以从中大赚一笔。

三

但是，一些后现代的思想家们基于与霍布斯截然相反的理由，认为边界即疆界的观点不啻是一个诅咒。边界意味着国家处于个人关切的中心位置，个人的义务应当限于国家所设定的边界。然而，实际上，现代的个人或许认为，她最深层次的关切是某些外国妇女群体，而不是她的同胞姐妹。霍布斯式的“疆界”观念也可以从另外的角度进行争论：一些人认为这种观念已经不合时宜，因为现在所有的人都居于一个电子的“地球村”；另一些人认为这种观念已经成为人类发展的障碍，因为某些重大问题的原因和解决办法超出了政治的边界，这些问题包括污染、饥荒、侵犯人权、核武器和传染病等。因此，尽管边界对早期现代思想家而言意味着政治的范围，而对后现代思想家而言，它们象征着政治的局限性。
[10]

 为了超越边界的局限，扩大政治的内涵，后现代思想家们试图在保留共有的关切和价值观这个政治的核心内容的同时，把它们扩展到对于人类的关切和价值观的层面。但这种政治观重复了代议制政府的观念——认为政府扮演受托者或者乘务员角色，代表他人的利益而行动。大多数“他者”的“利益”与之关涉，但对于政府如何保护或促进他们的利益，大多数“他者”并没有一致性的，即充分知情的意见。后现代思想最高层次的政治理想乃是一个峰会，在那里，超越了边界的人类利益的代表与主权国家的代表直面相逢。

四

由于边界问题重重，现代国家所扮演的边界护卫者的角色似乎被矛盾性地或者时代错误性地遗弃了。现代社会存在大量的避开或者超越边界的现象，比如电子交流，它经常被用来证明后现代社会的实际存在。如果情况属实的话，这将不仅对国家的未来、国家的政治观念产生重要影响，而且对后现代思想中的民主与非民主倾向也将产生重要影响。

并非只有后现代思想才漠视边界。现代国家所依赖的权力形式早已超越边界。因此现代国家权力难以同现代科学和技术分离，而二者都是边界的跨越者，在某种重要程度上有自己的一套语境。并且，现代国家权力深度依赖市场，而市场活动也是要跨越民族国家的边界，它拥有一套自己的运作逻辑。因此，现代国家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为那些拥有系统化知识形式的人们所形构，这些系统化的知识可以提升国家的权力，并把它安置于更为稳固的基础之上。法学家、财政学家、行政管理专家和经济学家们形构着国家机构，当他们变得高度系统化的时候，他们获得了具有普遍意义的特征。就像古老的皇家宫廷一样，现代国家也热望用知识和技能粉饰权力。它资助和褒奖作家、艺术家、演员、音乐家和学者，而他们则报之以贡献。肯尼迪中心和贝尔实验室一样，都是国家权力的象征。但是当代的艺术家、学者和知识分子们也具有跨国的特性，自由自在地出入于每一个表演中心。

尽管国家是最积极的边界维持者，但它同时也是一个伟大的边界否定者，试图借助于前面所说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们的努力，将权力扩展到国外。顺便说一句，国家权力的每一个组成部分——科学、技术、经济和文化都表征并维持着精英主义。

人民因此就变成了权力运作基础的代名词，现代形式的权力的发射台。人民的宪法为保障国家得到稳定的人力和物力供应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发达工业民主国家”的民主化就可以归结为：公民的劳动、财富和心智在得到保障的同时也受到剥削，在受到保护的同时也受到榨取，在受到抚育的同时也受到抽取，在得到鼓励的同时也受到操纵，在受到谄媚的同时也受到威胁。

五

我们所熟知的民主乃是宪政民主，这是一种与其宪政形式难以分辨的民主形式。宪政民主的现代性意识形态之正当性可以从哈林顿，英国的共和主义者、《联邦党人文集》和托克维尔那里找到。他们都对民主持批评的态度。他们都对革命作出了反应，尽管并非反动性的反应。他们的理论建构都是针对民主而来的，但是他们试图抑制民主而非镇压民主。必须设定一个“区域”，正如美国的国父们在参加代表会议时所做的那样，否则，“主权人民”所给予的合法性就失去了任何可信性。

现代宪政民主理论家们试图规约的民主的代表问题，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古典理论一样古老，并且也构成了现代政治思想的一个突出的内容。现代政治思想曾认为，民主的幽灵无法无天，并且易于导致暴动骚乱。让·布丹认为，“人民的国家是个避难所，所有藐视秩序的思想者、革命者、叛国者、被驱逐者都云集于此，他们鼓动和支持低等级的人们毁坏伟大的事物。他们操纵法律，没有任何敬畏与尊严。”
[11]

 麦迪逊警告说：“(纯粹的)民主一定会导致混乱和争吵；一定与个人安全，或者财产权不相协调；一定不能持久存在，因为它们至死都无法摆脱混乱。”
[12]



托克维尔曾经抱怨不存在未经革命而产生的民主。他声称美国民主的稳定的原因在于，(与法国不同的是)美国的民主并非革命的产物。
[13]

 托克维尔使得人们思考这样的问题：这两种现象起初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呢？这种联系对于民主意味着什么呢？

包含在这种民主的混乱图景之内的事实是，从历史角度看，现代民主和古代雅典民主的产生都与革命紧密相连。在每个事例中(公元前15世纪，17世纪40年代，1776年和1989年)，革命都激发了民主观念的产生，并急剧扩大了政治参与的范围，使得此前被排斥或处于边缘地位的社会阶层积极参与进来。

就我们的目的而言，革命或许可以被界定为对既有形式的整体性违反。它是对既存宪法的最极端的反抗形式，不管这种宪法由文献(“基本法”)所代表，还是由公认的制度或实践所代表。民主之所以诞生于违反性行动之中，乃是因为人民如果不打碎排斥他们的阶级、等级和价值系统，他们就无法参与到权力之中。

六

我们倾向理解的系统化政治哲学，一般被认为起源于14世纪雅典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解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思想的现代哲学倾向，模糊了古代思想家们的另外方面的贡献。古代思想家们也发明了宪政主义，即关于宪政的理论和政治科学。针对公元前15世纪的民主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雅典整体的民主化，他们想使宪政主义成为一种可衡量的、反制性的反应。宪政理论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主张运用政治手段来综合城邦的整体生活，把它包裹在一种形式之中，并进而在分类的宪政安排中将各种样式的政治生活进行分配/封闭。但这种冒险隐含着内在的紧张，即便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这点也表现得非常明显。在一个对话的关节点上，苏格拉底称：“将我们的眼睛放置在我们国家机构中的目标上，并非为了某一阶层特殊的福利，而是为了作为整体的城邦最大可能的福利。”(420c)。但设置了这样一种团结的理想之后，苏格拉底就开始质疑，在高贵与卑贱的鸿沟不可逾越，即阶层分化深刻存在的条件下，理想社会是否可能。共同性与特殊性问题同样也存在于亚里士多德的三种秩序良好的宪政体制中。任何一种形式的同一性，都是建立在将某些显著的社会要素排斥在政治公民资格之外的基础之上的。
[14]

 最终，亚里士多德承认，每种宪政形式都代表着某种统治阶级的价值和利益，因此无论如何，每种宪政形式在共同性方面都有所缺失。
[15]



这些紧张问题令人注目地保存在西塞罗(Cicero)的《论共和国》(De Republica)中。西塞罗也有自己的苏格拉底，非洲的征服者西庇阿(Scipio Africanus，大西庇阿)，他引出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三种常见的政体形式。在保存下来的书稿中，最长的也是最系统的论述是关于“有组织的社会”的论述，“在其中，人民的权力最大”(1.31.47)。在论述民主制的时候，大西庇阿只有属于全体人民(res populi)的政体形式才有资格被称为共和国(res publica)(1.32.48)。共和国不但是对于西塞罗时代罗马的政治认同的描述词句，而且还是对于政治的理解精义所在：涉及众人之事，属于众人。此含义与拉丁语指称民主的词语res populi联系紧密，而与贵族制、寡头制、君主制相去甚远。

数个世纪之后，卡尔·马克思认为，说民主是任何宪政的基础，是因为任何宪政都尊崇公共性原则而又不让人民来统治。
[16]

 但通观历史，不难发现一些社会集团的利益持续地遭到剥削，从而使得公共性成了一种嘲弄，而正是这些经济上受剥削的社会集团也在政治上被排斥在积极参与之外。
[17]



民主关注的并不是政治位于何处，而是如何体验政治。革命激发了人民，摧毁了阻碍他们进行政治体验的边界。来自受到排斥的社会阶层的人们承担起责任，就目标和选择进行协商，在具有广泛影响的决策上达成一致，并影响陌生的和遥远的他人。因此，革命性颠覆也可以被理解为人民使自己具备政治性的活动。

由于平等的理念代表着对社会和政治边界的超越，而这些边界恰恰构成了政治排斥的前提条件，而政治排斥反过来又构成了使经济剥削合法化的前提条件。这些边界是围绕值得高度期望的稀缺价值而形成的，比如高贵的出身、财富、军事力量以及某些形式的神秘知识，拥有这些价值就等于具备了争取权力的基础，也就是获得职位的基础。那些被排斥者——农民、工匠、机械工、定居的外国人、女人和奴隶所代表的价值和美德，充其量也不过只具有微小的价值，正如亚里士多德在手工艺人和奴隶身上所看到的那样，他们的活动对于社会的生存来说是“必要的”，但绝不是社会之卓越所必需的。

雅典民主的故事，乃是民众崛起的结果。人民成功地改变了古老的宪政制度及其边界，以至于最终产生的结果乃是阿波罗尼(Apollodorus)所说的：“雅典人民对城邦中的任何事物都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利用这种权力，他们可以为所欲为。”

但是，当革命终结，政治开始持久性地制度化时，伴随革命而来的民主就变成了多余的民主。考虑一下洛克在《政府论(下篇)》中对政治所做的两种截然相反的界定，一方面是自然状态，在那里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判断实施自然法——换句话说，参与是普遍性的、强制性的并且是持续不断的。另一方面则是洛克所认为的政治社会的三个必要前提：“明确的、稳定的和众所周知的法律”、“众人认可的和不带偏见的法官”以及一套行之有效的行政系统。
[18]

 政治在特征和性质上变得专门化、常规化和行政化了。制度化乃是民主衰减的表征：领导人出现了；等级发展起来了；各种各样的专家开始聚集在决策周围；命令、程序和先例取代了自发的政治，其结果乃是，后者显得非常零散、无效率。
[19]

 因此民主注定只能是一个时刻而非形式。统观政治思想史，我们发现，实际上所有的学者都强调民主的不稳定和暂时性特征。
[20]

 为什么民主会因为形式而衰退，甚至枯竭呢？为什么民主的出现总是随机和变幻无常呢？

七

为了明了这些问题，我想转而讨论现代政治理论的驱动器，自然状态，特别是洛克意义上的自然状态。尽管霍布斯意义上的自然状态含义非常清楚，在那里边界并不存在，属于一种前政治的状态，而对洛克而言，自然状态是一种为自然法所“制约”的状态，这种法律所制约的状态是一种公共的和“平等的”状态，“没有屈从者和被征服者”。我们或许可以把洛克所构想的这种状态称为一种没有形式的民主。在这样“一个自然共同体”中，每个人都有义务通过执行自然法“保存其他人”(2.46)。起初，大地为所有人共有，包括它生长出来的自然“成果”和“它饲喂的野兽”(2.26)。因此，既然存在着这些共同的要素，并且每个人都承担着自然法的公共护卫者职责，这种状态可被称为一种政治的和民主的状态。

但是，洛克的自然状态中的“自然的”共同性似乎显得有点做作，因为这是一种近乎绝对同质性。对于现代的、具有麦迪逊眼光的人来说，这种状态缺乏最具现代性的一个因素，不同利益之间的冲突。尽管洛克在描述私人产权和货币的起源的时候也有一些异质性的建议，但当他的论述围绕契约这个主要事件而展开的时候，异质性就被中断了，在共识中扮演的角色也就无足轻重了——例外只有一个，待会我们会看到。当契约时刻到来时，财产、阶级、信仰、性别、种族、民族和语言的差异都被抹平了。更准确地说，此前所承认的差异，比如丈夫与妻子之间的差异、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差异、主人与仆人之间的差异都被抹平了，洛克认为这些差异都是特殊情况，因为它们不具有政治性(2.80-2.86)。洛克之所以在表述其契约理论时忽略这些差异，乃是因为，如果没有一个民主共同性的同质性之思考，洛克就无法找到促使相同的个人达成一致的机制。

同质性所造就的权力，乃是一种基于非差异之上的权力类型。同质性的权力最明显地表现在洛克基于单个的但并非独立独一无二的人所构建的多数观念时所使用的语言上：“当根据每个个人的同意，所有的人构造出一个‘共同体’的时候，他们也就构造出了一个共同体之机构，机构所拥有的行动权力，仅仅取决于多数的意志和决心”(2.96)。洛克声称的共同体拥有“作为一个机构之行动的权力”的前提假设，是认为共同体由平等的和无差异的单位所构成，每个个人的同意行为都是相似单位的权力的表现。加总在一起，这些同意就使得共同体具有了作为一个机构进行行动的能力：“‘机构应当随着带动它的最大力量而行动’，这力量就是‘多数的意志和决心’”(2.96)。然而，当洛克试图解决这样的诘问：“一个机构”似乎暗示的是一致同意而非多数，并且纯粹的多数观念只不过认可异质性而非同质性——不平等/差异而非平等/相同——在自然状态中广泛存在，他退却到了一种常识性原理的地步，这就使得人们对自然状态下利益的同质性产生了怀疑。全体一致不可能成为行动的基础，因为“在人们健康状况不佳，业余爱好广泛的情况下，尽管有大多数人关心公共利益，但也必然导致许多人远离公共集会”(2.96)。

但是，洛克继续从自然状态的同质性假设后退：“如果我们给自然状态添加多样的意见和对抗性的利益关系——这种情况在所有人类聚集的地方都无可避免地会发生”，那么“坚持全体一致必然导致共同体的解体”(2.96)。这样，自然状态的同质性只不过乃是异质性中断的结果。

然而，与其说自然状态是虚构，不如说它是关于失落的共同性的寓言，它是一个例外的时刻，在革命的危机状态中权力归还给“共同体”而能力归还给“人民”的时刻。革命中的民主时刻成了共同性的承载者，政治的持久良心：“每个人给予社会的权力，当个人进入社会的时候，只要社会持续存在，就再也不能归还给个人，而是永远保持在共同体中”(2.243)。

同质性因此就被进行了重新解释。当洛克的个人把他们置身于遵守自然法的义务之下，并视他人为自由而平等的存在的时候，他们所创造的同质性，就不是一种描述，而是一种规范。

八

如果说民主有过辉煌的话，那也只是在其巅峰状态才有的暂时的辉煌。前提是群众并非由于好运而具备足够多的人数或足够强大的力量而产生傲慢，或者由于野心而产生妒忌。

——迪奥·卡西乌斯(Dion Cassius， 44.2)

出现于洛克的自然状态之中的异质性，并非自然状态本身的特征。确切地说，异质性是自由和平等的结果，这是两种从一开始就与民主紧密相随的价值观。
[21]

 正如托克维尔对杰克逊治下的美国所观察的那样，民主平等导致了人们能量的极大释放，这样产生的必然结果就是由于个人在天赋、运气和条件方面的差异而导致的社会不平等。
[22]

 而就民主自由的特殊性而言，它遮蔽了反民主的权力形式——作为“法人”的“公司”享有同个人一样的权利，但它的官员却拥有许多普通民众无法获得的特权，因此，民主具有变幻无常的特征也就不是什么神秘的事情了。尽管民主自由鼓励多样性表达，鼓励同质性下的分散性，但总有些部分比另外的部分具有整合的力量。文化多元主义和跨国公司决非对等物。

消失的同质性和人民权力的替代品就是多数规则，但是宪政主义，特别是麦迪逊视角下的宪政主义，乃是为民主权力设下尽可能多的制约要素。

九

这里我所做的努力是重新发现民主的一些面向，它们揭示着民主与古代和现代的宪政主义的组织化冲动之间的紧张关系。反映这种紧张关系的一个事实就是，随着雅典并入马其顿帝国，民主的历史连续性也就被割断了。从公元前322年到18世纪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进行的政治实验，中间存在着许多城邦共和国的例子，在城邦共和国中，“人民”有时候能够掌握一点儿权力，但是，大量的证据证明，城邦共和国通常是寡头制的，实际上为富人和贵族所统治。现代革命的失败导致的民主理想的破灭，以及作为民主的现代代表物的民族国家的出现，才使民主与宪政之间紧张关系的裂缝归于终结。在今天，民主到处被说成是政治系统合法性的唯一的、真正的标准，而它的真切内涵据说包括自由选举、自由政党活动以及出版自由，当然还有自由市场。说明是如此的详细，以至于美国定期把专家派到中美洲国家，判定这些国家的情况是否符合要求。

矛盾的是，尽管几乎没有任何一个人质疑这种自成风格的“发达工业国家民主”是否为真正的民主，少数人还喋喋不休地声称，“人民”确实是在统治，或者说，如果实行的话，这确实是个不错的想法。在管理规则大行其道的社会中，民主似乎显得有些粗糙，不能胜任管理情况复杂、变化迅速的社会的任务。与此同时，在发达工业民主国家，常常有人声称，民主需要公民具备高水平的政治技能，如此之高，以至于人们怀疑这种政治技能是否能为第三世界的人民所掌握。因此民主对复杂社会来说太过简单，而对简单社会来说则又太过复杂了。

实际上，民主合法性真正衡量的，不是民主在这些国家的活力，而是为了达到其他目标使民主受到的削弱的程度。这些目标中最为基本的就是建立和发展现代化国家。所谓的现代民主问题，并不是像人们声称的那样，是古代民主观念与现代政治社会的规模与程度不协调的问题。不如说，任何基于公民行动者和片段式政治的民主观念，都不能与这种情况相协调：现代国家成为政治生活固定的中心，政治作为连续性的活动围绕单一的统治目的展开，从而使国家机器受到影响或控制。

晚期现代世界中的民主不可能成为一种完备的政治系统，考虑到现代的权力形式的可怕潜能，以及它们在社会和自然世界中的实际表现，也不应当期待或者努力使民主成为完备的政治系统。需要重新考虑民主作为一种非政府形式的存在物：作为一种严重受条件困扰的存在形式，它的胜利注定仅仅具有暂时性，但只要对于政治的记忆不曾灭亡，它还是会不断出现的。民主的经历说明，作为政治形式的存在物，民主可能，并且现实也是如此，周期性地失落。波利比乌斯(Polybius)说过，民主“在时间轨道上”渐渐失色(6.39)。当政治被记起并被再创造的时候，民主就是一个政治性的时刻。民主是个反叛性的时刻，它或许具有革命的、破坏性的内容，或许没有。

今天，诉诸政府循环或自然状态的做法已经显得很老套。但我们还可以说，相信民主存在恢复性权力，依然是美国政治意识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些事件支持着这种信念：从殖民地时代到革命时代再到西部大开发时期，不断重复出现的建立政治社团的经历；废奴运动和在激进平等的基础上重建美国人生活的未成功的努力；19世纪的平民和自耕农起义；争取工会自治和妇女权力的斗争；19世纪60年代的公民权利运动以及近些年来的反战、反核和生态运动等。

什么内容构成了恢复性运动，恰恰是个有争议的问题。古代的历史学家们认为，雅典领导希腊世界战胜波斯帝国从而建立对希腊世界的霸权，原因在于民主所激发出的能力和才干。在最近的一次波斯战争(Persian War，海湾战争)中，美国领导人将美军的胜利视为一场新的恢复性运动。“沙漠风暴”所代表的既不是民主的恢复，也不是人民重新拿回权力，而是一种疗救方法，意味着“摆脱越南综合症”，从而恢复美国的团结及其世界第一的地位。对于恢复运动的理解，体现了一种典型的倒置看法，战争状态，而非自然状态，是更新的条件。

“沙漠风暴”，或者说宪政民主的海湾战争，说明了借助于现代国家的权力实现民主更新，是徒劳无益的。更新的可能性来自这样的简单事实：普通公民能够在任何时刻创造出新的文化共同性范式。将经历投入到低收入家庭住房、工人在工厂的所有权、更好的教育、更好的医疗保健、更安全的水、控制有毒废物处理等千百件的事关普通人生活的事情，就等于在体验民主的时刻，并且是在发现、照料和看护作为共同关切之共同性。尽管并非有意如此，他们却通过争论民主自由和平等所带来的不平等的权力形式——要消除这种形式，民主必须背叛自己的价值——在更新着政治。

但是，更新还必须来自这样一个不那么简单的事实：一系列地方性民主无法解决的问题与麻烦。比如多元主义、利益集团政治和多元文化政治，地方主义无法克服自身的局限，除非在一个更大政治范围内寻找那渐渐消失的同质性。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波兰的团结工会，这是一场包含高度分散要素的运动——社会主义分子、艺术家、教师、牧师、信徒、无神论者、民族主义者，等等。而团结的字面意义之一乃是“各种利益的(或之间的)共同体会完美耦合”
[23]

 。显然，同质性在那时和现在都必须要等同于沉闷的整齐划一。这里所要求的是要理解什么是具有真正的政治性的东西：异质性、多样性和多重的自我都不是现代权力形式的对手。


 第三章 利用权力/对抗权力：政体
[24]



简·曼斯布里奇


强制与说服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协商民主理论家们对理性说服的民主潜能的强调几乎已经达到了这样的地步，即完全排斥对民主生活中作为强制的权力独立地进行正当争论。然而，正如民主必须要有协商的时刻一样，它也必须要有强制的时刻。

与那些把民主中的强制同“暴力”联系起来，并认为强制至多不过是对民主过程起到切割作用的协商理论家不同，本文认为强制几乎在任何运作良好的民主中都必须起到巨大的、有价值的和相对合法的作用。但与那些认为在持续分歧的条件下强制具有充分合法性的观点不同的是，本文认为，任何对于强制进行正当化的说法都不可能是完备的。在持续分歧的条件下，任何制定可以强制实施的决策的无争议的公平程序都是不存在的。并且，民主制中现存的大量的强制远非公平，要求强制实施的政策常常也是远非正当的。

当我们认识到强制必不可少，并且，也认识到任何强制都不可能做到无可争议的公平或理所当然的正当，那么，在利用强制的时候，民主必须找到其自身所需要的对抗强制的方法。

民主通常使用的对抗自身强制性权力的方法，就是将其束缚在这样的范围之内：权力是个人权利、言论和结社自由以及其他“法治”要素的制度化保障，有时也包括一些宪政要求，比如要求任何政策至少具有名义上的“公共目的”。在这些保障之下，民主需要政党、利益集团以及其他的可以作为正式抵抗手段的传统制度。本文认为，民主需要培育和珍视非正式的协商性抵抗领域，在此领域，那些在每次强制性运动中失利的人可以重新启动他们的想法和策略，聚集他们的力量，并决定在一个相对具有保护性的领域内，以何种方式战斗或者是否继续战斗。


为什么民主需要强制


在本文中，我把“权力”理解为强制。在其他的场合，我倾向于对权力作宽泛的界定，如“一个或多个行动者的利益与结果之间的实际的或潜在的因果关系”。这种宽泛的界定通常关注的是原因，它中立地看待意图，并将期望出现的反应也包含在内。与我这里所使用的狭义的权力不同的是，广义的权力包括玛丽·帕克·弗里特(Mary Parker Follett)、威廉·康纳利等许多女权主义者所说的“给予的权力”、“分享的权力”和“掌控的权力”。
[25]



与这种宽泛的界定不同的是，在本文中，我将互换性地使用“权力”和“强制”这两个词，用于表示一个或多个行动者的利益与结果之间的实际的或潜在的因果关系，其中，原因通过强力或者制裁的威胁明确地发挥作用。
[26]



民主需要强制性地进行行动，而不能过于迁就现状。当个人利益
[27]

 发生碰撞，产生不可调和的冲突时，民主政体要么无所作为，听任现状强化，要么采取措施，强制或胁迫一些公民在不符合其利益的情况下配合或者行动。多数规则是一种典型的获得相对公平形式的民主性强制机制。

无疑，民主可以通过协商解决部分或者大部分冲突。协商有助于改变利益并揭示先前未曾意识到的一致领域。当然，它也会扩大参与者对于冲突的理解。在一个运行良好的民主制度中，不管规模大小，协商领域应当平等地对所有人开放，而权力——在制裁的威胁或强力的使用意义上的权力——不应当干涉这种良好的辩论的效果。

然而，在某些时候和某些问题上，协商不会导致一致。良好的协商是能够开启一致领域的协商，是能够澄清存在的分歧领域的协商。参与者在协商中会比在协商前更好地意识到他们的利益，包括他们冲突性的利益。但是，物质利益，还有最深层次价值观层面的利益，并不总是能够与他人的物质利益和观念利益相调和的。就此而言，在协商得很好但冲突依然存在的情况下，民主制度有两种选择——维持现状或采取行动，而这都需要强制一部分人顺从其他的人。

当一条新公路破坏了一个老的邻里社区，或当政府采取部分公民深恶痛绝的象征性立场时，内在于民主决策中的强制就使得一些公民或他们的代表运用强力或制裁的威胁来形成其他公民反对的结果。失利团体中的成员或许不愿意与他们的老邻居隔着一条吵闹的公路而居住，或者被迫采取与他人不同的立场。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强制征税，一个强大的福利国家需要采取强制措施，从那些反对广泛的社会福利政策的人手中征税，而不管他们的反对是出于理想信念还是出于实际物质利益考虑。

甚至那些获得成功的规则——成功的原因主要是公民出于公共精神动机而进行自由合作——通常也需要一些强制，以阻止偶尔的违规者愚弄大多数的合作者。
[28]

 民主需要强制，原因不但在于安全——托马斯·霍布斯认识到了这点，甚至罗伯特·诺齐克经过重大的转变之后，最终也认识到了这点，而且在于，在许多情况下，在一个复杂的、相互依赖的社会中，集体行动需要一定程度的强制才能达到恰好全体一致同意的目标。因为在一个充满利益冲突的规模庞大的社会中，对于全体一致的要求会赋予那些既得利益者几乎全部的权力，所以，被委托了某些大致接近相等权力的民主政体，必须要求具有一些形式的非全体一致同意的强制，以便达到大多数公民所赞同的目标。


认真对待强制


许多最杰出的当代政治理论家们并没有正视冲突性利益在民主政体中的地位，这样也就不能正视强制在其中的地位。众多的思想家们，如汉娜·阿伦特、谢尔顿·沃林、迈克尔·沃尔泽和于根·哈贝马斯都从这样的角度思考民主，即称赞民主协商在发现、创造和维持共同性方面的重要作用，而或明或暗地贬低民主强制在利益冲突状况下的重要作用。

我认为，汉娜·阿伦特是最不敏感的、也是最具误导性的协商理论者。我所思考的作为民主的批判性工具的那种强制，被阿伦特斥责为不具合法性的东西，称之为“暴力”。她对她不赞成的这种强制，或“暴力”，与她赞成的“权力”，即团结的人们为了达到公共目的而运用的权力，作了截然相反的区分。
[29]



阿伦特之所以斥责强制或暴力，是因为她认为私人的和物质的利益不应当“侵入公共领域。”
[30]

 在她看来，一个运用公共强制(比如通过压力集团)的投票者，出发点是“对私人生活和幸福的关注”，像个“敲诈勒索者”，而非公共领域中的一员(273)。

与阿伦特不同的是，我认为关注私人生活和幸福，包括关注一个人的“利益与福利”，对于政治协商和决策来说是恰当的、重要的并且也是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参见n.36)。这些关注虽不是构成政治协商和决策的唯一要素，但是它们在政治和公共生活中占据合法性的地位。当这些关注之间的冲突不可调和时，比如当价值冲突不可调和以及不作为将不公平地维持现状的时候，民主需要一种强制，借助这种强制——用阿伦特贬抑性的话来说，投票者“强制他们的代表以损害其他投票团体的利益为代价执行他们的意志”(273)。由于简单地将强制视为暴力并将之排除在民主过程之外，阿伦特阻碍了这样的民主性努力，即一方面使强制具备尽可能多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在认可了它的必要性之后，当运用它的时候，找出容纳它、限制它和抵抗它的办法。

其他协商理论家的立场不如阿伦特那么坚定，也比她更敏感。但他们的立场有时候比较难以明了，部分原因是，这些理论家们并没有集中地关注本文所讨论的问题。在重点问题上，我与这些理论家们的分歧，并不比我与阿伦特之间的分歧少。

在《政治与愿景》(Politics and Vision)中，谢尔顿·沃林沿着阿伦特的路线将“政治性”界定为“仅仅关乎对整个共同体来说具有‘公共性质’的事务”
[31]

 。与阿伦特一样，沃林也认为物质利益“基本是私人性的”、“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以及“根本无法共享”的东西(277)。但沃林并没有把物质利益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确切地说，他合理地将这些利益放置在“政治结社的中心位置”(277)，并认为它们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280)。对沃林而言，利益是“在公共层面上具有最低代表能力的事物”，不像阿伦特认为的，利益不具有代表能力。

沃林希望将“政治”[用他的话来说是“为了竞争性的好处而进行的斗争”(42， 10)]与“政治性”(意即公共性)整合在一起。在他的整合视野中，冲突和对抗被看做“产生一致领域的原材料，或者，如果无法产生一致领域的话，使竞争性力量之间的妥协成为可能”。它把“强迫接受”限定在“……那种不存在其他选择的情形之中”(43)。
[32]

 他的这本书的其他部分都是对这种无懈可击的但又相当空泛的共识的充实，而从没有将“强迫接受”或强制视作民主的有价值的组成部分。

沃林对强制近乎僵化的讨厌乃是出于他对“妥协”的理解，但这种理解并没有抓住或多或少具有合法性的强制性权力之使用的方法，也没有考虑原则和公共利益，而这些在现实的政治妥协背后广泛存在。比如，当环保主义者与经济增长的支持者在一个具体的政策上达成妥协的时候，此结果并非仅仅来自于他们在关系公共利益的事物上进行的辩论与推理，而且还来自于私下或公开地对于对方在下次选举中所能调动的选民的考量，对于自己广告预算数额的考量，对于与自己相关的政治组织的效率的考量，对于他们在媒体中给对方造成伤害的考量，对于与其他团体建立联盟的考量，对于自己所能调动的产业部门的考量。在一种对民主的规范性理解中，这些考虑并非都是不合法的。有些考虑，比如对双方在下次选举中所能调动的选票数的考虑，具有强烈的民主合法性色彩。如果我们采取整齐划一的立场，拒绝认可任何强制对于妥协所具有的规范的合法性意义的话，我们就等于回避了这样的问题：在何种程度上某种因素具有合法性，我们应当在具体的情境中引入何种合法性标准。我们也回避了这样的问题：我们需要确立何种保障以制约内在于妥协之中的以及由妥协而产生的强制。

尽管迈克尔·沃尔泽与阿伦特的立场不似沃林与阿伦特那样接近，但是他也认为，在民主政治中，“重要的是公民之间的辩论。民主鼓励言说、说服和雄辩术。理想情况乃是，观点最具有说服力的公民——一种能够说服最大数量公民的观点——获得胜利。但他不能使用强力”。
[33]

 通过灵活地将“强力”界定为“非社会意义上的权力”(282)，沃尔泽也仅仅是规定了强力的合法性性质。然而，读者或许会读出这样的讯息，作为强制的强力——以及作为强制的权力——在沃尔泽对民主的理解中是没有地位的。

沃尔泽对于说服的强调，使得他对于投票感到不安。他希望得出的结论是，“权力‘来自’说服”
[34]

 而非来自像投票这样的强制性制度。他反问：“但是难道投票本身不是一种权力吗？”他拐弯抹角地答道：“或许是一种权力……但选择……依赖的不是单个选票而是选票的累积——因此依赖的也就是影响、说服、压力、讨价还价和组织，等等。”(305-6)沃尔泽从来没有考虑过，当说服无济于事的时候，通过选票的强制力量作出决定所具有的规范的正当性。

20年前，在对汉娜·阿伦特作精细的批评和赞扬时，于尔根·哈贝马斯研究了这些问题。
[35]

 在那篇文章中，哈贝马斯首先赞扬阿伦特同马克斯·韦伯以及其他一些人的决裂，因为他们从“有目的的理性行动者，他只关心他的行动成功与否”的角度理解权力(73)，也就是说，行动者在“策略的”而非“交往性”行动领域进行活动。接着，他又批评阿伦特没有在“政治领域”给予策略性行为任何地位(112)。
[36]

 即便有这个批评，哈贝马斯依然有意地拒绝将“合法性”一词赋予策略性行为，因为这种行为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和行使政治权力。对哈贝马斯而言，唯一的“合法性权力来自那些在无强制的交往中达成共识的人们”(183)。这些共识产生出了合法性的权力——策略性行动者将要竞争的权力。策略性行动者之间的竞争可以被“标准化”和“制度化”，但它永远不能变成“合法的权力”。　
[37]



我们必须同意哈贝马斯的看法，即在相互交往中形成的共识与相互强制中达成的决策大不相同。甚至民主强制绝不可能成为充分合法的东西。只有真正的一致，即在无强制的状况下达成的一致，才能产生出具有充分合法性的结果。但是，在一个要点和一个实质性观点上，我不同意哈贝马斯的看法。我要强调的是，在现实世界里——福柯提醒我们注意的、哈贝马斯也承认的现实世界——并不存在没有制裁的威胁或强力的使用的状况。无强制的协商理想类似于许多重要和有用的民主理想：尽管可能接近，但不可能充分实现。如果，我相信这点，即语言和文化结构使得不可能全然祛除“虚幻的”共识——这产生于一些人有能力使其他人无法考量自己的利益(186， 183)
[38]

 ，那么，哈贝马斯所理解的充分合法的权力，即通过协商产生的权力，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出现的。各种政体可能也确实在达致这种理想方面存在程度上的差异。我与哈贝马斯的实质性分歧将在下一节进行阐述，我认为，正如协商同意一样，策略性行动者之间的强制与竞争也或多或少地具有合法性。


民主需要的强制如何才能具有相对合法性


民主理论者们试图通过以下一种或数种思路赋予强制以合法性。

首先，我们试图通过直接的或间接的假设性同意或明或暗地对强制进行合法化。对于一些合作问题，比如设计道路规则，或集体行动问题，比如确保空气清洁，我们会设想，任何心智健全的公民都会毫不犹豫地在履行自己责任方面接受强制，只要其他任何公民都接受同样的强制。我们甚至还可以假设，任何心智健全的公民都会同意某些决策规则——比如受到适当条件限制下的多数规则，以解决大多数其他的分歧，特别是当另外的选择只能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的时候。这种“间接的”同意将使已经得到同意的规则产生的所有强制都具有合法性。然而，同意的逻辑所产生的是可疑的和不确定的合法性，并非任何公民对任何决策都给予了真正的同意，因此，假设性的同意总是免不了具有争议性。

如果要对这种观点进行更为细致的解释，那么强制具有合法性的原因或许可以理解为，强制的合法性来自于所有利害相关的人在自由、平等和非限制的协商条件下所同意的程序。然而，这种来自假设性协商的合法性标准所面临的问题，与其他的标准所面临的问题差不多是一样的，因为，在这样的条件下，公民们对于程序可能同意，也可能不同意，一旦涉及到不可调和的价值观问题，他们不同意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
[39]



其次，我们可以主要地或者仅仅通过诉诸于实质正义来使强制具有合法性。比如，当我们论证确立私有财产权利需要合法性强制的时候，人们需要判断所期望的目的正义在何处(比如，人们或许会说，私有财产权利制度能够使最大多数人受益，而平等只能使那些处境最为不利的人受益，甚至还可以说私有财产权利制度合乎本地的或共同体的正义标准)。人们接着就要判断为了达到这样一个正义的目的，多大程度上的强制是必需的。按照这个方法，任何寻求使用强制的人都必须找出一些有说服力的正当或善的观念，用以支持他们所提倡的东西。按照这个方法，只有实质正义的结果，包括基于善和正当而持有的特定立场所产生的结果(比如，反歧视法、濒危物种保护法案和禁止吸烟的规定)，才能使达到这些目的所需要的强制具有合法性。
[40]

 人们对于实质正义的内涵的严重分歧，使得这个赋予强制以合法性的标准也总是免不了具有争议性。

最后，在我所称为的“敌对”传统阵营中的理论家们采取了一个独立的立场，他们所理解的民主强制，只能通过或主要地通过公平的聚合程序——而非协商性程序，获得合法性。
[41]

 在这个学术传统中，公平聚合要求一种一人一票的民主观，或者更激进一点，要求每个人在决策中都拥有平等的权力。这个传统中的某些理论者甚至将民主界定为“平等权力”。
[42]

 或更慎重一点，将民主界定为“运用权力的平等机会”。
[43]

 卡罗尔·佩特曼(Carole Pateman)和罗伯特·达尔都将决策中的平等权力视为民主理想的核心要素。
[44]



即便在敌对传统中，只要满足一些限定条件，大多数理论者也认为强制具有合法性。这些限定条件包括保护个人权利、“法治”，或许还有决策应当具有“公共目的”这样的宪政要求。
[45]

 尽管这些条件明白地指出了民主对抗它所利用的强制的方式，但它们也只是降低了而非祛除了民主强制的必要性和价值。

在敌对传统看来，一人一票，或更激进的说法，平等权力的合法性，并非来自于中世纪的一个结论性看法，即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多数比少数更具实质性的正当性。
[46]

 不如说，作为自17世纪以来慢慢发展起来的一个基本原理的多数规则，其合法性(更广泛地说，决策中平等权力的合法性)的起源，与任何非强制交往的假定结果都没有关系。它的合法性有两个源泉。

首先，当利益冲突破坏了除平等以外的任何标准的基础之后，平等就变成了唯一的大家都能接受的默认的立场。这种彻底消极的看法——以赛亚·伯林曾在一般意义上表达过，特别适合应用于多数规则。伯林指出，所有的规范和规则(没有它们，社会就无法存在)都有这样一个结构，即在规则所创造出的分类中，任何个体都应当被平等对待。这就是规则的含义。社会中的任何成员——如果被要求证明规则的正当性，都必须给出将个体纳入或排除在分类之中或之外的理由。如果没有有力的理由证明区别的存在，那么默认的假设就是所有人都应被平等对待。基于这样的逻辑，争取公民权的斗争就采取了针对排除的理由开展斗争的形式。当传统的排斥理由冰消瓦解的时候，先前被排除在外的许多人就获得了投票权。
[47]



其次，当一种政治文化包含对每个个体的平等伦理价值的尊重时，这种尊重就为平等投票合法化提供了积极的标准。犹太教—基督教传统的显著特征和其他一些社会中文化的显著特征，有助于使平等投票——或更激进地说是平等权力——成为平等价值的公共性标志。

这两个理由支持着敌对传统的民主理论家们关于强制的合法性的看法：在一定条件的限制下，给予决策中的参与者平等的权力以强制根本性的冲突，促进共识的实现。
[48]



这个标准的问题在于，即便平等权力能够充分证明民主必须利用的强制的合法性，也没有任何民主的决策规则能够保证这样一种平等权力。没有任何公式——多数规则或其他任何东西——能够产生出一个体系，在这个体系之内，即使在理论上，任何人能够平等地强制他人并被他人平等地强制。

这种理想之所以在理论上无法实现，是因为我们至少拥有三种对立但又对等的关于拥有平等权力的含义的理解。一种理解是，一个人拥有的进行强制的资源——个人的武器——与其他任何人拥有的进行强制的资源是平等的(比如一人一票)。另外一种理解是，作为团体的成员，一个人能够成功地使他所期望的结果与他在某一问题上所拥有的盟友的数量成正比(比例性的结果)。第三种理解是，一个人能够成功地使他所期望的结果出现的概率与其他人期望的结果出现的概率大致相当(同样的满意程度)。由于不存在完美的区分标准，这三种目标是不相协调的。当出现这样的情形，比如在每个人的成功几率大致相当的情况下，一人一票会导致那些盟友较多的人拥有更多的机会强制那些较少盟友的人。
[49]



而且，自18世纪以来，学者们就已经证明了，当偏好并非单峰(singlepeaked)偏好的时候，多数规则会导致多个具有同等合法性但却竞争的结果。
[50]



基于这样的以及其他的原因，对民主问题深有研究的理论家们得出的结论是，民主强制的合法性只能通过查尔斯·贝茨(Charles Beitz)所说的“复杂的程序主义”而产生，它源自“与政治公平观密切联系的实质性利益之不可缩减的多样性”
[51]

 。尽管在多数规则之下的资源平等状况常常会导致对于决策规则之程序公平含义的激烈争论，“理论性推理显然不能得出这样的强有力结论，即多数规则必然优于或劣于其他的替代物”
[52]

 。

更重要的是，现实中没有任何大规模的民主政体能够产生出一个政治系统，在其中，每位成员达到或接近拥有平等的强制资源、实施强制的平等机会或者与政体中的其他成员平等地实施强制。所有现存的民族国家都与真正的政治平等相去甚远，这使得民主理论的任何想法都显得相当不成熟。

甚至小的民主共同体在决策中也无法达到权力平等的境地。
[53]

 。如果强制只能由平等权力加以合法化，并且如果没有任何实际的民主能够达到权力平等的境界，那么没有任何实际的民主——特别是那些大规模的实际的民主——能够充分地对它所实施的强制予以正当化。

总之，没有任何一个强制的合法性标准——不管是基于对假设性同意的考虑，还是基于对结果的实质正义的考虑，还是导致强制执行的决策的协商过程的无强制性或近似一致同意，还是参与者在决策中的平等权力——能够在持续分歧的状况下产生出无可争议的合法性结果。也没有任何决定某结果之实质正义的现代标准仅仅通过假设或假设的逻辑推演就能够得到广泛认可。针对争议性的问题，实际中的民主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总有些公民合理地认为，按照他们的标准，产生结果的程序是不公平的，而结果本身——或者结果的某些方面——是不正当的。

实际中的民主基于公民们创造相对愿意合作的条件的普遍利益，能够产生出至多是“大致”或者“足够好”的合法性。它们总能够产生一些制度，这些制度“从具体情况看来可被合理地认为是正当的”或没有“超出可忍受的非正义之范围”
[54]

 ，在这些制度中所制定的决定，必须部分地依赖关于不同情况和可忍受的限度的地方性判断。回过头来说，人们愿意接受某些“具有足够合法性”或“在具体情况下具有合理的正当性”的强制，很少是出自无条件限制情况下的讨论中达成的共识。这些意愿大体来自于惯例性的和非反思性的共识，而这些共识又是社会和文化传统内化于人们心灵的结果。
[55]

 人们针对偏离正义的合理性所做出的决定的话语基础之中充满了权力。所以，即便这些特别粗糙的对于什么是“足够好的”东西的决定，也是大可怀疑的。

然而，我不是要暗示，关于标准的争议之不可避免，意味着放弃对什么东西在程序上是公平的和在实质上是正当的判断，哪怕是暂时性的判断。实际上，我可以肯定地说，在今日民主制中的许多决策，如果按照强共识标准(哪怕是暂时的强共识标准)来判断的话，既在程序上不公平又在实质上不正义。
[56]

 尽管我们所希望的最好的东西乃是“如果……那么”这样一个公式，这公式也必须满足当下的要求，可以在未来的协商中被纠正。比如，如果我们断言，大体接近政治平等是民主公平的重要因素，那么今日民主中的大多数政策结果都并非来自哪怕近似公平标准的程序。如果我们断言，竞争性的当代正义标准中的一个或多个平等特征是实质正义的重要方面，那么今日民主制度中的大多数政策结果都达不到这个标准。

我也不是要暗示，在大多数情况下，标准的可争议性，任何现实社会都无法满足其理想之事实，或现存民主制无法满足其理想之事实，可以为公民不服从提供正当的理由。恰恰相反，“在具体情况下”，现代西方民主中的民主强制行为在程序上都是相当公平，其结果也是相当公正的，公民不服从失去了其根据，不管是大规模的还是个人的。这里我们无法对政治义务展开充分的讨论，我认为政治义务有多个不同的来源。在本文中，我想把注意力从传统政治理论所关注的政治义务和公民不服从，转向对民主决策的不完善的讨论。民主需要认识到并找到消除其程序和结果不正义的方法，但这种方法并非公民不服从和不合作。


公民必须怎样对抗他们所需要的强制


当不合法与合法并肩而行的时候，必须保持足够的合法性，才能使正当的强制有助于组织社会安排，并矫正当强制不存在时出现的更大的非正义。每个社会中的每个公民，都必须能够感受到这种微妙的平衡。这里的诀窍在于，要认识到那些大量的相对民主和相对不受挑战的决策的重要意义，特别是对于那些处境最不好的人来说，并且，这些决策要成为常规性的事情。并且，也要认识到，特别是对于那些处境最不好的人来说，在社会制度和文化中，以及在公民们的头脑中，对于这些决策(以及强制)的不公平和非正当性保持警惕和批判的态度的重要意义。

大多数民主都是资本当道，资本主义(与其他经济体制一样)产生了不平等，正是这种不平等，使得民主制度中的决策在程序上远非公平。除了一些自愿性的妇女团体，所有的民主实行的都是父权制，而父权制产生的不公平也使得民主制度中的决策在程序上远非公平。所有实际存在的民主，都包含着使强制性决策在程序上远非平等的不平等。所有实际存在的民主，都会产生在某些方面具有实质性不正当的结果。
[57]

 但是，工人、妇女、从属种族、低等阶层以及其他弱势群体，在民主制下远比在非民主制下生活得好。赤裸裸的权力如果未经民主价值观缓和的话，通常会对弱势群体产生比民主权力大得多的伤害。弱势群体需要民主产生的相对公正的强制。

要在利用强制的同时对抗强制，民主可以扩大协商领域，使各种权力相互渗透。领域的扩大有利于从更多的角度形成对权力的批评。对政党猛烈批评的C.B.麦克弗森(Macpherson)和其他的理论者没有认识到，政党和有组织的反对力量为政治互动中的失败者提供了一个批评的领域，借助这个领域，他们可以重新启动他们对形势的理解，并重振旗鼓。轻视利益集团作用的于尔根·哈贝马斯和其他理论者，并不认同这些集团所能起到的协商功能。
[58]



扩大民主参与的机会，不管是通过传统的方式如选民登记，还是通过新的形式如工作场所、邻里城镇会议和协商公投
[59]

 ，只有当这些参与并不遮蔽公民的理解的时候，才能起到帮助公民对抗强制的作用。由于参与能够使人们更好地理解他们的利益，因此，参与者常常需要对他们来说有切身体验的问题。他们也常常需要多种不同类型的协商领域，比如，他们需要在不同的受保护领域来回变换，这样他们就可以在一个相互鼓励的环境中找出他们的观点，并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但更为广阔的环境中检验他们的观点。

利益集团、政党、社会运动、教堂、工作场所、特殊的政治集会以及觉醒的团体，都提供了不同形式的受保护领域，在其中，成员们可以在协商中合法地思考，什么对整个政体有利，什么对他们自己和团体有利。团体成员们可以合法性地在采取普遍立场的同时也采取特殊的立场，这样他们就可以合法性地挑战他们周围的普遍主义的潜在假设。只有在各种各样的协商中使物质利益和自利成为合法的东西，民主才能成功地激发出一种彻底的“意志探寻”，这样才能使得“各种紧迫的问题接受持续的检验和可能的再形成”
[60]

 。

目前对于“认同政治”所抱有的支配性的敌意并没有认识到协商领域对于民主的价值，而正是在这些协商领域，想法接近的人们才能便利地进行相互咨询。卡尔·马克思看到，资本主义工厂所具有的出乎预料的特征——即把工人们聚集在一起使他们能够近距离分享体验，有助于使工人转变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
[61]

 始于争取美国南方公民权利的静坐示威运动时的黑人学院，较早觉醒的妇女团体和妇女中心，以及书店和咖啡馆，都为想法接近的人们提供了相对安全的空间，使得他们能够弄明白他们所看到的东西。
[62]

 在一个时间更短的例子当中，我所研究的某个小镇的一些工人阶级的市民觉得有必要在城镇会议召开之前聚到一起先开个会，会上一部分议程是讨论策略问题，包括分析问题的特征，五个部分议程是讨论相互支持问题。
[63]



当代许多关于公民社会的著作认识到，有偏见的、冲突性的协商空间是如何既对公共善的主流话语也对产生于地方和国家的正式协商进行补充的，在这些协商空间中，利己主义带来偏见和冲突而公共善也导致冲突。南希·弗雷泽所恰当命名的“从属的反公众”听任附属的社会团体“构造和散布对抗性话语，这反过来使得他们对自己的认同、利益和需要作出了相反的解释”
[64]

 。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表达了“隐秘空间的附属团体的重要性，基本上在这个隐秘空间里，一个支配性的共享批评可能会发展起来”
[65]

 。

这些反公众的目标包括：更好地了解自身，形成团结的联结，保存过去非正义的回忆，解释和重新解释那些非正义的含义，对自我、共同体、正义和普遍性作出标新立异的见解，试图搞清他们所掌握的特权和所面临的压迫，了解对他们所欲求的目标有利的和不利的战略布局，决定在情绪上和战略上形成何种联盟，商讨目的与手段，以及决定如何个体地和集体地行动。

甚至最正义的社会也需要这些受保护的话语和行动的领域，因为每种新的权力和参与形式的制度并不能仅仅依靠非正义的方式来解决过去的权力模式。每一次权力平衡造成一个新的受压迫者，而每一种解决方式造成一个从混乱不安中获益的群体。因此，每一种解决方式需要创造的不仅是行动的必需能力，而且也包括在某种意义上保护和促进已经丢失的事物的需要。
[66]

 因为民主从没有达到完全实现正义的时候，民主政体需要认识和培养对抗的领域。因此，改进民主的建议，例如民主的新合作主义
[67]

 ，不仅需要显示在一般意义上他们如何充分地培养协商，而且需要显示他们如何促进或阻止反对话语的领域。

这种民主的协商和行动的“领域”模型至少产生了两个问题。首先，当任何团体的成员仅仅在彼此之间进行交流时，危险就产生了。当白人至上主义者主要与白人至上主义者交流，塞尔维亚人主要与塞尔维亚人交流，女权主义者主要与女权主义者交流，以及政治哲学家主要与政治哲学家交流的时候，他们相互之间并不鼓励去倾听其他人的看法。他们并不去学习如何把他们自己想说的话用其他人能够听懂和理解的语言来表达。这些产生了在较少受保护的空间里被阻止的洞见的领域，也保护那些洞见免受合理的批评。然而，大多数人尤其是在较大社会中处于弱势的人们，需要一些类似的保护，从而可以更具批判性和谨慎地思考。我们也需要这种保护来帮助我们形成对自己的意见的自信、整理我们的精力和感觉到被他人支持。
[68]



对于多数人来说，同时在一个反对派的领域之内和之外消磨时间，促进了他们去权衡每一个反对他人的立场的经验。它使得骑墙的个体从他人的支持中获得自信，但是在与外部反对派的精华进行竞争的过程中，弱化了那种支持。劳动的分割助长了这种趋势，其中，一些个体沉浸在协商领域的生活和思想之中，而其他人则横跨在协商领域和外部世界之间。当大批人仅仅生活在他们自己的概念领域，彼此增强他们相互之间的疯狂(folie)时，危险就产生了。于是，传送者需要与一个报复者一起共事。

同等重要的第二个问题是，便利性的协商领域可能会与其他价值相抵触，比如，权利与利益的获胜。当三K党(Ku Klux Klan)在协商的场所失去影响力以及在强制场所被投票所击败时，它所信奉的种族主义最终会合乎规范地从概念可能性的领地到公民接受该信条的领地整体消失。协商领域的例子应该与自由言说更类似，自由言说也必须在与其他权利与利益的斗争中获得平衡。正如一个民主政体应该通过杂志和报刊(无论何种内容的杂志和报刊)的邮政补贴和网络沟通补贴来积极地促进言论领域一样，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民主的公共文化应该认识到组织化的和协商的领域的价值，因为在这些领域中，反对的思想能够产生。

一般来说，鼓励和促进反对可能是个只向稳固的民主政体敞开的奢侈品，在这种政体中，人们发现需要充分运用必要程度的民主强制来实现大多数的决策。每个社会都必须通过经久不变的平衡、经验和并非短暂的牺牲来发展出利用和对抗权力的相对价值。规范的政治思想由于认识到民主的价值，可能对于合理的正义强制与强制之内的非正义对立面都有所促进。


与张力共生


当我们利用塑造了我们自身的权力并对抗那个权力时在我们身上形成的张力，与我们在民主实践中所形成的张力是类似的。
[69]

 大体上说，当那些妥协是在功利驱动下作出的——当我们仅仅是放弃了一个好的方案而获得另一个的时候，我们对需要在好的与最好的之间或坏的但可忍受的与较好的之间作出的妥协担心甚少。但是，当我们与正义相妥协的时候，我们必须设计我们的生活和制度，以使经过妥协的正义保持挑剔性，在某种边界之内、在某个范围之内不会消失，从而激起我们的热情和驱使我们投入到未来的行动中去。

在政体中通过鼓励民主交谈中的“积极的多元主义”，我们可以最好地保存这些刺激物。在我们的民主政体中，我们需要尽可能从我们努力去理解何为正义和非正义的领域中找到消除强制的方式。这意味着，凭借现有支配形式的大量资源，公共话语不会完全占有压倒性的地位。

但是，我们必须谨记的是，在政策决定的功能之中民主需要强制，这种强制常常与完全的合法性相距甚远，在运用权力的同时我们也必须对抗权力，对抗权力意味着积极鼓励反对话语和反对的文化。那些话语和文化得以发展的目的，部分是为了提醒他们的参与者以及通过他们提醒社会中的其他成员，现存的任何民主制度中都充满了非法的强制和实际的非正义。这些话语和文化使得调查那些较大的政体正在追求的不同目的和达到类似目的的不同手段变得更加容易。文化运行的不同方式和他们探索的不同途径随后可能取代或补充目前的统治方式。

我们在集体行动中所作出的非正义行为——由于在许多例子中非强制行动造成的非正义要比在行动和强制中造成的不公平更大——不该被我们忘记和抛至脑后。我们的集体协商应该找到认识、保存和反思我们了解那些行动的方法，从而，我们不会排斥作出准备的机会，或者也不会排斥某一天了解如何使我们必须利用的强制在程序上更加公正和在结果上更具实体正义的机会。


 第四章 走向协商模式的民主合法性

塞拉·本哈比


民主合法性与共同的善


复杂的现代民主社会自二战以来就面临着如何保障三种共同的善的任务，它们是合法性、经济福利和有活力的集体认同感。我们在如下意义上称它们为“善”：民主社会的大多数成员均认为它们是有价值的，值得我们去追求；而且，当其中一种或整体都缺失时，社会的功能将出现紊乱，乃至陷入危机。

这些善之间的关系很复杂：某种善的过度实现可能会妨碍乃至危害另一种善的实现。例如，通过削减联邦权利、对经济进行更为严格的核算或鼓励各州实行不公平的贸易保护政策等手段来实现经济福利，可能要以牺牲合法性为代价；对集体认同的过分强调则可能会伤害到少数派和持不同政见者，他们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将为集体认同感的复兴所侵害。这样，合法性的诉求和集体认同的要求就相互冲突起来，特别是当它们以民族主义的面目出现时；经济福利的追求和集体认同的要求之间也可能发生冲突，在世界经济的背景下，过分的贸易保护和民族孤立可能会降低生活水平。相反，通过增强社会群体之间的竞争、弱化国家对政治主权的诉求等方式过分地强调经济福利，可能会破坏集体认同感。在一个运作良好的民主社会中，合法性、经济福利和集体认同这三种要求以某种平衡的形式理想化地存在着。

本文关注的主要是其中的一种：合法性之善，它是—个民主社会所不可或缺的。我将检视民主合法性的哲学基础，并论证在复杂的民主社会中合法性只能来源于全体公民针对共同关心的事务所进行的自由而无约束的公共协商。这样，对于民主制度的合法性而言，一个针对相互关心的事务进行协商的公共领域就尤为关键。

在我看来，我们最好将民主理解为一种组织模式，它针对的是社会的主要机构中权力的集体运用和公共运用，它建立在这样的原则之上：事关集体福祉的决策可以看做是由自由而理智的协商程序产生的，而协商是在道德和政治上平等的公民之间进行的。当然，对于像民主、自由和正义这些在本质上可争议的概念而言，界定从来就不单纯是界定，界定本身早已清楚地表达了为其进行辩护的规范理论。这一点也适用于我上述对民主的界定。我对民主的理解赋予了协商模式以特权，使其凌驾于其他的规范性因素之上。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判断一个关于民主的规范性定义是否合适时可以不考虑经济福利、制度的有效性和文化的稳定性等因素。民主要想长期地良性运行，经济福利和集体认同都是必需的。但民主作为我们集体生活的一种组织形式，其规范性基础既非经济福利的实现，亦非稳定的集体认同感的达成。单纯的实现某种程度的经济福利与威权政治统治之间并不矛盾，同样，过分的反民主政权可能比民主政权更能有效地维持集体认同感。

在本文的前半部分，我的目标是考察民主协商的规范性前提和实践理性的理想内容之间的关联。我所采用的研究路径和罗尔斯所谓的“康德式的建构主义”以及哈贝马斯所谓的“重建”是一致的。在这种背景下，相对于他们所共享的理论预设而言，他们在方法论上的差异就不那么重要了，罗尔斯和哈贝马斯均认为，自由民主制度体现了某种实践理性的理想内容，这些内容可以从哲学上加以阐明、并清楚地表述出来。事实上，民主的哲学理论的任务就是要澄清并阐述表现于民主统治之中的实践理性形式。
[70]



“哲学重建”的方法既不同于“种族中心的自由主义”方法(理查德·罗蒂)，也不同于康德式的更加先验的形式。
[71]

 当我将民主规划的历史特征和社会特征与某种类型的康德主义区别开来的时候，我同样也承认它与种族中心的自由主义相互对立，体现于民主制度之中的实践理性具有一种超越于文化的有效性诉求。这种实践理性形式已经成为各种文化、制度和传统——它们是横亘古今人类历史上民主统治实验和民主经验的产物——的匿名的集体财产。
[72]

 由这些实验和经验产生的洞见(或者叫幻觉)散布于各种宪法、制度安排和程序细节之中。当我们通过实践理性的形式来思考民主统治的核心问题时，黑格尔的“客观精神”概念似乎特别地恰如其分。
[73]

 今天，当我们应用这一概念时我们必须避免求助于一个形而上学的超主体的存在，而将黑格尔哲学中那个能思考和行动的超主体虚化。祛除了主体隐喻的“客观精神”，就是指那些匿名的、但却是可辨识的集体性的规则、程序和实践，正是它们形成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也正是它们试图重建民主的逻辑。我们关注的重点就是内在于它们的合理性。


一种协商的民主模式


在协商式的民主模式看来，合法性和合理性是一个政体集体决策过程的必要条件，政治制度的安排必须使公共利益的考量均出自于自由而平等的公民所进行的合理而公平的集体协商过程。
[74]

 集体决策的过程越接近这—理想，其决策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程度就越高，这是为什么呢？

民主制度之合法性基础可以追溯到这样—个预设：那些声称具有强制性力量的各项建议之所以能具有强制性的效力，其原因在于这些决策代表了一种公正无私的观点，它平等地对待所有人的利益。但只有当决策在原则上对自由而平等的公民参与的适当的公共协商过程开放时，这一预设才能得以实现。

话语伦理模式为协商民主模式的有效性诉求提供了最普遍的原则和道德直觉。
[75]

 这一模式的基本思想是，只有当各项规范(也就是一般的行动规则和制度安排)得到受其影响的所有人的同意时，这些规范才能说是有效的(也就是说，它具有道德上的约束力)。而且，这种同意是协商的结果，协商又具有如下特征：(1)协商的参与是基于平等和对称性原则，所有人都有发起话题、质疑、询问和辩论的同等机会；(2)所有人都有权质疑协商的主题；(3)所有人都有权对对话程序的规则及其应用或执行方式提出反思性论证。对对话的议程或参与者的身份没有明显的限制标准，只要被排斥的个人或群体能正当地表明他们将受到正在讨论的规范的影响。在特定的环境下，这意味着民主共同体的公民将不得不和那些居住于他们国家之内、边境上或邻国的不具公民身份的人一起进入实践话语，只要这些事务牵涉到他们。一般来说生态议题和环境议题就是这样的例子，而且这些问题对话的边界将持续扩展，因为我们行动的后果不断扩散，从而影响到越来越多的人。

这种特殊的论证情形被称为“实践话语”，其程序特征并没有自动地转化到宏观制度层次的能力，也没有这个必要。民主理论和一般的道德理论不同，它必须关注制度的规范及其实践可能性的问题。尽管如此，话语模式的程序性约束可以担当起检验标准的重任，对成员标准、议题设置规则和制度内及制度间公共讨论之结构性规范进行评估。

为了将民主合法性的规范性基础和建立在话语模式的有效性基础之上的一般道德理论紧密地结合起来，我将从另外几种颇有影响的民主理论出发展开我的论证。它们是汉娜·阿伦特关于公共领域的政治行动理论，本杰明·巴伯的“强民主”模式和最近由威廉·康纳利、尚塔尔·墨菲及恩内斯托·拉克劳(Emesto Laclau)提出的反基础主义的、后结构主义民主模式。在此，我仅就我所主张的协商民主模式和上述几种民主模式之间的几个关键区别略作陈述。尽管没有平等、自由和尊重等道德的强规范几乎是无法想象的，但阿伦特的政治哲学最终还是扎根于“现象学的本质主义”，因而无法澄清民主政治的规范性基础；和阿伦特一样，巴伯的强民主模式也是建立在道德理论和政治哲学对立的基础上，这种对立无疑是夸大其词，它脱离了我们的政治现实；最后，反基础主义的民主理论则陷入了循环论证，他们要么是假定，要么想当然地认为，“基础主义”的封号来源于其所主张的公民之平等、自由等道德和政治规范，以及民主的合法性，但这些恰好也是“反基础主义”首先发展的东西。

在协商模式看来，是协商的程序产生了合法性，并保证了某种程度的实践理性。
[76]

 但是，我们对这种协商性民主过程的实践理性有何要求呢？从三个方面来讲协商过程对于集体决策的合理性是必不可少的。首先，正如曼宁在其杰出的论文《论合法性与政治协商》中所指出的那样，协商过程也是一个信息传播的过程。由于两个方面的原因新的信息得以传播开来，(1)任何人都不可能预见到不同个体思考伦理、政治问题时所可能具有的所有视角；(2)任何个体都不可能拥有与某一特定决策相关的全部信息。
[77]

 因此，协商是一种信息传播的程序。

其次，大多数受经济学理性模式影响的政治理论都以一种方法论上的假设作为自己的出发点，认为个体具有一组井然有序的一致性偏好。这种方法论上的假设是不符合政治现实的。对于复杂的社会、政治议题而言，更多的时候是个体有自己的看法和愿望，但它们并不是井然有序的。因为井然有序意味着个体不仅洞悉自己的各种偏好，而且对各种偏好可能具有的后果以及它们之间的比较优势亦了如指掌。事实上，只有通过协商引导个体对自身的观点和意见进行批判性反思之后，才有可能产生出这样的结果。也就是说，个体只有通过成功的协商方能在理性层次看清自己的选择和偏好，设想个体在公共协商过程的开始即具备这样的认识是有问题的。同样，一致性偏好的形成也不可能先于协商，它只能位于协商之后。通常的情况是，个体的愿望和其观点、意见之间是相互冲突的。个体是在协商和与他人交换看法的过程中才逐渐意识到这些冲突，并感到有必要对它们进行排序。

更为重要的是，正是公开陈述观点的程序迫使个体对自身的偏好和意见进行某种程度的反思。当个体向他人陈述自己的观点和立场时，他必须在公共语境中表达那些能支持他们观点和立场的有力理由。这种公开陈述有力理由的过程迫使个体认真思考什么样的理由对于他人来说才有说服力。这样，他就被迫从他人的立场来思考问题，因为他需要获得他人的赞同。在公共场合，如果未能说明为什么自己认为有理、有利并有充分根据的观点对于他人而言亦是如此，则无法使他人信服。从他人的立场来进行论证不仅迫使个体组织自己的观点，而且也迫使他采取阿伦特从康德那里继承而来的所谓“扩大的心胸”。

协商民主模式提倡一个必要而非充分条件的实践理性，因为程序可能被误释、误用和滥用。程序既不能控制最终的结果，也不能限定论证中所提出的理由的质量，更无法保证参与者所使用的推理是否正确、逻辑是否合理、推论是否符合规则。仅限于程序式的理性模式是不够的，话语式的理性模式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防止自身的误用和滥用，构成话语理性模式的反思性条件能够使在第一个层次的误用和滥用在第二个话语层次得到拦截。同样，由于所有参与者都平等地具有发起协商性对话的机会，这就意味着协商产生的任何结果都是暂时的，我们可以重新检视这些结论，并对之进行修正。按照这一观点，可以对作为决策程序的多数决定进行规范性的证明：在很多场合下，多数决定作为一种公平而合理的决策程序不是因为合法性寓于数量之中，而是因为如果多数人尽可能地基于理性的基础上，经过对话式的协商后确信A方案是正确的，那么，在A方案遭到其他群体更有力的理由挑战之前，它就是有效的。支撑结论之合理性的不是纯粹的数量，而是这样一个假定，如果大多数人按照某种理性的协商和决策程序进行决策，并认为决策的结果是合理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假定在遭到新的更有力的理由挑战之前，这一决策是合理的。民主政体中执政党和反对党的并存其实就是这一原则的具体化；当我们严格地按照选举程序进行公平的竞选之后，我们接受多数人的意志，但是，即使我们承认这一过程是合法的，我们仍可以对结果的合理性进行质疑。议会中反对派的存在假定了由多数党进行的统治可以被检验、挑战、批判乃至重新进行阐述。议会中的反对程序、论辩程序、质疑程序，以及弹劾程序和调查委员会的设置就具体体现了协商式合理性的原则：多数决定是基于同意基础上的临时性结论，其合理性和有效性能够公开地加以重新检验。

这种协商式的民主模式是程序式的，因为它首先强调的就是制度化的程序和实践，并将其置于最重要的位置，旨在借此达成对所有人都有约束力的决策。这种民主概念有三个要点值得注意。首先。我对民主的这种理解源于价值多元主义的预设。自16、17世纪自然法宇宙观的衰落、教会与国家的最终分离以来，人们对于何为人之存在的最高的善以及如何判断行为在道德上是否正当等问题就莫衷一是，这已成为我们现代价值领域的基本特征。
[78]

 民主合理性所面临的挑战是，面对无法规避的价值多元主义，如何对共同的善进行阐述才能为人们所接受。我们无法通过新建一种高度统一的道德、宗教规范来解决不同价值体系和各种善的观念之间的冲突，因为如此行事，我们将不得不放弃各项基本自由。在价值多元的社会中，我们不能在各种实质性的信念层次上寻求共识，而只能到追求达成或修改信念的程序、过程和实践中去找。程序主义对于实质层次上持续存在的价值冲突是一个合理的答案。
[79]



其次，协商民主模式的基点不仅仅是价值冲突，它同样也基于社会生活中的利益冲突。社会生活中不可避免地既有利益上的冲突，也有合作中的摩擦。即使当个体或群体的利益受到不利的影响，民主程序也必须令他们相信相互合作仍然是合法的。程序可以被视为一种对相互冲突的利益进行表达、审查和权衡的方法。利益冲突越激烈，程序式的解决冲突的办法就越重要。通过程序，利益受损的各方可以找到其他的方法来表达他们的委屈，并寻找自己的代表。程序主义的民主模式允许在各方都可以接受的社会合作的条件下表达利益上的冲突。
[80]



最后，任何一种程序主义的协商民主模式似乎都无法回避这样的反驳：现代社会不可能按照公民大会集体协商的想象来组织其公共生活。此处的关键还不仅仅是一个规模问题。应该说，协商的规模确实是一种无形的限制，这无疑会影响推理过程之性质。但是，程序主义的协商民主模式并不需要借助普通的公民大会集体协商的想象，其原因在于这种模式的程序规范赋予多元的联合以优先地位，在这种多元的联合中，所有将受政策影响的人都有权利表达自己的观点。从政党、公民倡议到社会运动、自愿团体，一直到各种增强自我意识的团体都囊括在这种多元的联合之中。正是通过多元化的组织、网络和联合形式之间的交互作用，一种匿名的“公共对话”浮现出来。这种相互交织、互相重叠的协商、论辩和论证的网络和联合才是协商民主模式的核心。普通的公民大会集体协商的想象——人民团结一致表达他们意志——属于早期的民主理论，今天，我们的民主模式需以松散的联合、多元视点的意见形成和传播为媒介，在这种自发的自由沟通中多元的意见相互激荡。
[81]



这种强协商民主模式遭到了来自三个方面的批评。首先，自由主义理论可能指责这种强协商民主模式会侵蚀个体自由，并动摇法治的根基。阿克曼在其早期著作中提出的“对话式中立”理论就表达了这种忧虑
[82]

 ；霍尔姆斯则支持在公共对话中禁止对某些问题进行公开议论或辩论(gag rulc)。其次，女性主义也对这种模式心存疑虑，因为这种民主模式对于某种话语模式的垂青可能会使其他的模式黯然失色。正是透明政体中理性的、男性的、单一的、霸权的话语环境漠视了公共表达中的感情的、多样化的和差异性的成分；再次，制度主义和现实主义会认为这种话语模式太过天真，甚至非常危险，因为这种模式似乎暗含着全民表决和反制度的含义。下面，我们就一一检视这些批判意见。


自由主义对协商民主的疑虑


我们可以通过罗尔斯的“公共理性”概念来很好地把握上文提出的协商民主模式和自由主义的公共对话之间的差别。
[83]

 罗尔斯是这样论述公共理性的：“在民主社会里，公共理性是平等公民的理性，他们——作为—个集体性的实体——在制定法律和修正其法律时相互发挥着最终的和强制性的权力。首先，公共理性所施加的限制并不适用于所有政治问题，而只适用于那些包含着我们可以称之为‘宪法根本’和基本正义问题的政治问题……这意味着，唯有政治价值才能解决这些根本性问题，例如谁有权利选举，什么样的宗教应当宽容，应该保障谁有均等的机会，应该保障谁的财产。”
[84]



罗尔斯的公共理性概念和协商民主模式共享着某些基本的前提：两种理论都认为政治权力的合法化和制度之正义性的检测应公开进行，并对所有公民开放。“公众眼中”的制度之正义性意味着公众对于制度的审查、检视和反思是根本性的。从协商民主模式的立场来看，这同样是关键。但需注意的是，罗尔斯的公共理性观念和公共协商模式在下述三个方面存在重大的差别。这些差别有些是社会性的，有些则显示了二者在哲学立场上的重大分歧。

首先，协商模式坚持公共辩论议程的开放性，与此不同的是，罗尔斯严格地将公共理性的运用限定在对某些特定问题的协商上。这些议题包括“宪法根本”和基本正义问题。
[85]

 罗尔斯的公共理性是从一种有限的议程出发的。

其次，我们最好不要将公共理性理解为公民之间相互陈述理由的过程，而将其理解为一种规范性原则，它引导公民、公共机构和各种力量正确思考公共事务。公共理性的边界是由“政治自由主义的观念”设定的。用罗尔斯的话来说就是：“公共理性观念的关键是，公民将在每个人都视之为政治正义观念的框架内展开他们的基本讨论，而这一政治正义观念则基于那些可以合乎理性地期待他人认可的价值和每个人都准备真诚捍卫的观念上。这意味着，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已经或者准备好解释我们认为可以合乎理性地期待其他公民(他们也是自由而平等的)与我们一道认可的原则和指南的标准。”
[86]

 罗尔斯引其苦心经营的政治自由主义的价值作为这种标准的例证。同时，他也承认对于何为“最适当的政治观念”会有不同的理解。
[87]



再次，对于罗尔斯而言，公共理性运作的社会空间是有限的。公共理性的限制并不适用于个体对于政治问题的个人性慎思和反省，也“不适用于诸如教会和大学这类组织的成员——作为背景文化中至关重要的部分——对政治问题的推理”。
[88]

 各种联合组织和协会的这些推理对于其成员而言是公共的，“但相对于政治社会和普通公民而言，它却是非公共的。非公共理性由许多公民社会的各种理性构成，与公共政治文化相比，它们属于我所讲的‘背景文化’”。
[89]

 因此，对于罗尔斯而言，公共领域不是扎根于公民社会之中，而是寓于国家及其组织之中，其中首当其冲的、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立法领域和立法机构。

尽管以上描述已足以区分罗尔斯的公共理性观念和协商民主模式，但我认为罗尔斯对“公民社会”和严格的公共领域之间的区分是站不住脚的，原因有二：其一，在宪政民主社会，如果不是全部，也有很多协会和组织是“公共的”实体，作为统一和得到认可的联合团体，它们必须和其他显而易见的公共机构一样遵守宪法根本和法治规范。我们可以以歧视黑人、犹太人或西班牙人的乡村俱乐部为例，为了在法治化的过程中获得合法实体的身份，这些乡村俱乐部近年来也不得不改变其原则。因此，宪政民主国家和公民社会组织之间的差距并不像罗尔斯说的那样是完全分开的。公民社会中的所有组织、协会和各种俱乐部都有其原则，但这些原则都臣服于公众和法律的审查。

其二，公民社会的各种机构、个人和社会运动都努力影响公共政治过程，如此行事则不得不跨越公共机构和私人协会之间的界限。罗尔斯也承认，当公民在公共论坛上提出政治倡议时就适用公共理性，政党的成员、政治候选人和支持他们的选民亦是如此。
[90]

 在公民社会中，这些人和团体受非公共理性支配，但当他们进入政治领域时，他们不得不考虑公共理性的要求，因为公民社会也是公共的。就其对所有人都开放而言，公民社会及其各种协会不是公共的，但就其作为民主体制中匿名的公共对话的一部分而言，它们又是公共的。协商民主模式比罗尔斯对他所谓的“背景文化条件”更感兴趣，恰好是因为政治和政治理性通常是从某种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中生发出来的。公共理性当然可以让自己与这种背景保持一定距离，并以批判性的态度对之进行评估，但它永远不可能将其所赖以生发的背景条件完全涤荡干净。这就是后现代主义对康德式理性主义批评的核心所在，后现代主义正确地指出理性总是扎根于某种特定的背景中，这种背景永远不可能完全为推理分析所彻底了解。

在上述三个方面罗尔斯的模式和协商模式是有所区别的：协商模式不仅不限制公共对话的议程，相反，它鼓励对公与私的界限进行讨论
[91]

 ；第二，协商模式将公共领域扎根于公民社会之中
[92]

 ，并对政治过程与“背景文化”的互动方式更感兴趣；最后，罗尔斯将注意力集中于“最终的强制性政治权力”，而协商模式则将注意力集中在不受限制的公共领域之意见形成过程之上，它是非强制性的，也不是终极性的。
[93]



尽管毫无疑问，罗尔斯的公共理性原则表达了对自由民主社会主要制度之强制性权力和公共责任的调节性限制，但我们必须注意到这种调节性限制缺失了什么。公共话语中所有论战性的、修辞性的和情感性的成分，无论是其过分之处还是其优点，都在公共理性的视野之外。包含着各种狂热意识形态和修辞的公共推理并不能自由地运用公共理性。
[94]

 自由主义理论崇尚的是优雅崇高的公共理性，这种论战性的公共言论
[95]

 或共享推理的观念对自由主义来说是为多数决定的幻觉大开了方便之门。如果不那么优雅的多数以论战性公共言论或共享推理的观念，并借助某种共同利益的名义来挑战政治自由主义的原则，挑战权利与利益之间的界限，从而导致宗教狂热、对少数的迫害，导致国家对私人领域的入侵、父母对其子女或配偶相互之间的政治管制，那又该如何？

所以，毫不奇怪，罗尔斯所列举的公共理性运用之首要例证不是匿名的公共领域，而常常是，并“应该是”最高法院：“公共理性很适合于法庭在履行其作为最高的司法解释者而非高级法的最终解释者之角色时的法庭理性；第二，最高法院是政府的一个分支机构，它起着公共理性之范例的作用。”
[96]



我相信，自由主义对不加限制的大众政治对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所可能具有的腐蚀作用的隐忧是无可争议的。但是，协商民主模式可以提供某种认识上的和制度上的解决途径，并借此舒缓乃至超越传统的两分格局：自由主义对个体权利和自由(罗尔斯所谓的“宪法根本”)的强调以及民主理论对集体协商和意志形成的强调。我认为有必要挑出两组议题，以进一步讨论协商民主模式和自由主义之间的互动是必要的，并说明为什么协商民主模式能超越自由理论和民主理论之间的截然对立。


基本权利和协商民主


协商民主模式常常遭到这样的质疑：它无法有效地保障个体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这种质疑基于以下两个预设：一、由于协商模式比较重视在公共议题上达成较高程度的共识乃至全体同意，因此，我们有理由怀疑它会以牺牲不同意见和剥夺少数的观点为代价；二、协商模式如何避免民主多数的暴政，以免将其决策和规范强加于少数？

我相信，这些指责对于同样赋予政治协商以优先权的大多数激进参与民主理论而言是公正的。我们有权追问阿伦特、巴伯或墨菲、拉克劳等人的激进民主理论是否系统虑及诸如保护所有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捍卫少数权利和反对多数暴政这样的权利理论。但这样的质疑不适用于此处所讲的协商民主模式。

这主要是因为我和康德式的自由主义传统分享着共同的预设：尊重公民的道德自律是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和民主原则，作为协商民主理论之前提的话语伦理理论为其提供了最普遍的道德原则，而各种权利诉求都可建基其上。
[97]

 只要话语伦理理论将参与者视为自由而平等的公民，平等地赋予他们参与到可能影响其生活规范的对话的权利，其出发点就是将人看做具有某种“道德权利”的存在。我曾将这种道德权利称为普遍的道德尊严的权利，并试图在《定位自我》中替这一规范给出一个非基础主义但可以被接受的原则性证明。我进一步提出，在话语理论中每一个个体都有对称的各项权利——采取不同的话语行动、提出新的议题、要求对对话的前提条件进行反思等等。我将其称为平等互惠原则。由于普遍道德尊严原则和平等互惠原则是作为道德的人自然具有的权利，因此，它们都是道德权利。

其实，从承认这两个原则到形成基本权利和自由，路途并不遥远。
[98]

 从根本上讲，我们必须对以下问题给出一个假设性的答案：如果个体相互之间都认为对方具有普遍的道德尊严，应平等互惠地相待，那么，这些个体可能接受哪些最普遍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原则作为决定他们集体性存在的原则呢？
[99]



尽管话语理论和康德、罗尔斯一样分享着这种假设性的、反事实的道德推理，但是，它和康德对权利概念的推演和罗尔斯对“原初状态”的建构有所不同，话语理论赋予对话式辩论实践以优先地位，将其作为决定权利诉求最合适的论坛。但我们并未因此而陷入恶性循环：一方面，在对话一开始就预设了对话者之间相互承认对方的道德权利；另一方面，这些权利又被视为对话的结果。

我曾在别的文章中指出，这不是恶性循环，而是解释学循环，它是所有道德推理和政治推理都具有的特点。我们永远不可能从“零道德立场”开始我们的协商，相反，道德理论亦如日常道德对话，政治理论亦如日常政治规范，我们总是被置于各种预想、假设和权力关系之中，对于我们来说，它们永远不可能是完全透明的。这是我们从过去三个世纪以来对理性主义的各种批评中所学到的。在这个意义上，话语伦理预设了参与道德—政治对话的各方相互之间承认对方的道德权利。但我仍要像黑格尔一样坚持认为，对个体道德权利的相互认可是世界历史进程中社会各阶级、性别、团体和民族所进行的无数次反抗、斗争换来的，其间也遭遇过很多的挫折。

话语模式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尽管它预设了参与者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承认对方有权获得道德上的尊重，并应得到平等的对待，但是这些原则的准确内容和范围则需由对话本身来确定。
[100]

 这两项原则的准确含义及其产生需通过对话来加以确认，我们可将对话称之为一种“循环式的确认”程序。这种循环式的确认方式消解了自由主义对协商民主模式的两个隐忧：对同意的过分追求和多数暴政。普遍的道德尊严原则和平等互惠原则允许少数和异议者保持不同意的权利及质疑公共论辩之议程和规则的权利。对话不同于妥协折中，也不同于其他通过强制手段实现同意的方式，只有所有相关的人自由给出的赞同才能称得上是对话情况下达成的同意。


协商民主与宪政


通过以上反思我们可以发现，错综复杂的宪政民主制度——特别是意见形成和协商赖以进行的公共领域——持续地卷入这种循环式的确认之中。由美国宪法所保障、并体现于大多数民主政治中的各种基本人权和政治权利从来不曾真正“脱离”公共讨论和论辩的议程。它们是民主社会辩论的构成性规范和调节性规范，是不能被简单的多数决定转换和废除的。那种认为公共讨论议程规避各种基本人权和政治权利的论调误解了我们社会民主辩论的本性：尽管我们不对政治和司法程序进行极为精细的阐述就不能改变这些权利，但我们对其含义、程度和范围常常争论不休。民主辩论就像球赛，裁判并不能对比赛规则及其应用作最后的解释。更准确地说，在民主游戏中游戏规则及其解释正如裁判的立场一样，从本质上讲都是可争议的。争议意味着既不能完全取消这些规则，又不能对之保持沉默。当基本权利和自由遭到侵犯时，民主的游戏就被悬置起来，不是陷入军事统治或内战，就是走向独裁；当民主政治开足马力运作时，充斥其间的又满是关于那些我们已经获得或尚未获得的权利的含义、范围和实施的争论。如果我们不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些基本权利和自由，我们就无法对种种关于它们的特定解释提出异议。

在如下意义上，协商民主理论超越大多数主义政治和自由主义保障权利及自由的这种传统对立：话语的规范性条件就像基本权利和自由一样，应视为游戏的规则，我们可以在游戏当中对这些规则进行质疑，但这种质疑的前提是我们首先必须同意遵守规则并按照规则来玩。在我看来，对于现实民主政治以及民主辩论和公共言论来说，协商民主模式可能比自由主义的协商模式——关于宪法根本和最高法庭之推理的协商——更恰切一些。协商民主模式的关键是“公共领域”的观念，公民、团体、社会运动和各种组织的辩论、协商和主张，直至意见的形成均孕育其中。当这种公共领域概念作为话语民主之具体体现被引入实践之中时，我们就可以以一种更精微的方式来思考对话约束的问题了。当协商民主模式和自由主义一样关心平等公民的各项自主的权利时，对话式确认的概念方法加上差异化的协商和争论空间的制度化就为调停自由民主和协商民主的截然对立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起点。

布鲁斯·阿克曼的二元民主概念也是基于类似的策略，试图克服二者之间的对立：“基本的调停机制是二元的双轨制民主立法系统，它一方面给予基础主义者‘视权利为王牌’的观点以重要的地位，同时也不侵犯一元论者将民主置于首位的庄严承诺。”在宪政民主体制中，如何防止高级法的观点被人民所修正乃至被废止的问题本身常常是开放性的和可争议的。从概念构想和社会学意义上讲，协商民主模式和双元民主模式都将重心放在制宪和民主政治之间相互依赖的“循环”过程和“阐释”过程上。
[101]




女性主义对协商民主的怀疑


当自由主义批评协商民主模式过度扩张侵蚀了私人领域时，女性主义则批评它伸展得还不够，还不具备真正的包容性。以扬为例，她在一篇富有启发性的文章中就争论到：

现代政治理论对公与私的区分表达了一种同质性的愿望，这种同质性要求将很多人和团体都排除在外，特别是在文化上与身体、野性和唯理性相关的女性团体和各种激进团体。现代政治理论和实践中的公共观念与规范性的现代理性概念相一致，它划定了人的存在之域，公民从他们的特定背景、需要和感觉中抽象出来的理性和普遍性均可在其中得到表达……但对现代政治理论中排斥性理念和同质性理念的考察显示，我们不能想象公共生活的这种复兴能够重振启蒙的理念。相反，我们需要转化公私之分，因为公私之分与理性——激情/欲望、普遍——特殊的对立没有关系。

扬站在女性主义立场对协商民主模式所应用的不偏不倚的公共领域概念所作的批评不仅令人信服，而且很有穿透力，但她只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确实，一直到20世纪都成功地主导着我们公共领域概念的一般协商模式在历史、社会和文化上都是男性的空间，这不仅意味着只有男人才是积极的公民，有资格参与公共事务、担任公职，而且意味着早期民主理论的制度化构想赋予了男性的自我表现模式以优先地位。

但这里我们必须对制度批评和理论批评进行区分。女性主义对公共领域模式和协商民主模式的批评中有一些模棱两可之处。一方面，这种批评在原则上是按照最高的标准来要求民主制度，但在实践上则批评其在实施过程中的偏差和限制；另一方面，女性主义批评的目标似乎完全排斥自由的公共理性观念和不偏不倚的理念。正如兰德斯(Joan Landes)所言，民主公共领域看起来是本质性的，而不是偶然的“男权主义者”。
[102]

 规范性的协商民主理论要求的是一种强公共领域概念及相关的制度设置，公共领域取代了早期民主理论中的一般性协商集会。在这种语境中，女性主义理论非常有必要澄清其理论批评是在哪个层次上进行的，也很有必要对其制度条件和规范条件进行区分。
[103]



扬并不排斥公共领域的观念，她排斥的是启蒙式的公共领域版本。她建议用一种异质的公共领域概念来取代“市民的公共领域”概念。近来，她倡导一系列制度化的措施，用以保障和巩固异质公共领域中的团体代表权。但她保留公共领域并在民主理论中给予其一定地位的做法和她此前对不偏不倚的理性概念所作的更为激进的批评之间并不相容。

在《交往与他者：超越协商民主》一文中，扬在“协商”民主和“交往”民主之间进行了区分，认为大多数协商民主理论对民主过程的理解过于狭隘，因为它们依然垂青于如下理想：“参与对话的人都醉心于共同善，而将他们的特殊经验和利益置于脑后”(126)。

相较之下，扬则提出一种交往民主理论，每一个参与者都留心大家在阶级、社会性别、种族、宗教等各方面的差异。每种社会位置对公共事务都有其特定的视角，这些视角是不能被抛弃的。而通过沟通，参与者将超越并转化他们最初的处境化的知识(127)。这种沟通过程优先考虑的不是批判性论证，而是“礼节、修辞和叙事”等交往形式(120)。

我认为，协商民主和交往民主之间的这种差异更多是表面上的，而不是实质性的。为了支持她对公正性和客观性理想——她将它们和协商民主联系在一起——的批评，扬必须能够将交往民主中发生的特殊视角的转换、超越与协商民主中达成的相互同意区分开来。但是，为了判断意见应以何种方式孕育、各种团体如何才有机会表达他们的观点等，我们必须设定一些公正的、不偏不倚的标准，如果我们不将这些标准应用于沟通和协商，我们如何才能辨识出团体成员中涌现出来的共同意见呢？交往民主模式也不能免俗，它也需要公正的、不偏不倚的标准，才能满足它自己提出的要求。没有这样的标准，扬是没有办法将偏狭的情境化的视角转化和在强制之下作为权宜之计而达成的共识或表面的全体同意区分开来的。

应该说，“礼节、修辞和叙事”等交往形式在正式的、结构化的日常沟通过程中——在这一过程中，个体分享着生活世界共同的文化和历史背景——都确有其作用。但是，民主理论既没必要将这些日常沟通能力正规化和制度化，也没必要将其与批判性论证对立起来，后面这点更为重要。尽管礼节、修辞和叙事可能是我们日常生活的非正式交往形式，但它们因为下述原因不能成为民主制度和立法机构的公共语言：民主制度要获得合法性就必须对它们行动的根据作出说明，政策要获得合法性就必须以共同享有和接受的公共理性推理式语言来加以表达。在宪政民主制度中，这样的公共理性采取的是和法律规范相一致的普遍性的陈述形式。法律规则有其自身特定的修辞结构：它是普遍的，以合法的理由为根据应用于特定相关群体的全体成员。扬试图将法律规范的语言转化为一种更局部、更有感染力和更加情境化的沟通模式，但这一努力会带来武断的后果，有谁能知道礼节到什么程度才算合适呢？更进一步说，它还会使局面变得变幻莫测，要是别人无法理解我的叙事和故事怎么办？这样的转化限制了而不是提升了社会正义，因为它不是通过诉诸理由来引导人民采纳某种方案，而是通过修辞来打动人民以达到目的。总之，公正的道德理想是一种规范性原则，它不仅应该指导我们在公共领域的协商，而且应该规范公共机构对理由的陈述。一项决策如果能被视为公正，它必须使“所有人的利益都实现最大化”。没有这样的规范性原则，法治的理想无法维持，共同的善的协商式论证也无从产生。某些启蒙观念是民主合法性和公共领域观念的一部分，因此，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要坚决拒斥启蒙，而是对启蒙的遗产进行批判性的重新审视。

通过对一种由众多公共领域构成的异质而散布的网络模式的阐述，南希·弗雷泽认为，事实上，一旦我们抛弃一体化的公共领域模式，我们就能知道诸如妇女等被排斥群体的关怀是如何可能被接纳的。这种多元、散布的公共领域网络可以容纳女性的愿望，为她们预留空间，使用她们自己的语言。用弗雷泽的术语来说，在这种“次级的复式公共领域”(subaltern counterpublics)中，我们可以重新反思和商议公与私之间的界线，并对以往的划分进行质疑和修改。然而，从社会、文化角度对公与私的界线进行重新思考和重新划定是一回事，而将其落实到立法和政府的管理中是另外一回事，这其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当有人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认为仓促地划定这样的界线可能会侵蚀个体的自由时，弗雷泽正确地指出，“制造舆论”的公共团体和“制定决策”的公共团体之间是有区别的，我们不能对这两种相似但却不同的团体提出同样的要求。制造舆论的团体——例如我们在各种社会运动中所观察到的——可以引导我们对私人关系、性关系和亲密关系等争议性的议题进行反思，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经过这样的公共协商所产生的结果——即使其非常吸引人——才应该获得普遍的立法。因此，当我们将公共领域设想为一种匿名的、多元复合的沟通和协商媒介时，它并不要求同质化，也就无需对差异进行压制了。异质性、他性和差异可以在各种各样的协会、网络和公民论坛上得到表达，这些协会、网络和公民论坛构成了晚期资本主义的公共生活。


制度主义者对协商民主的不信任


对规范性民主模式最常见的批评是其乌托邦式的不相关性。“从理论上讲很不错，但和实践没什么关系!”反对者还可以继续反驳道：“在复杂的现代社会中，文化、经济、社会、艺术等各个领域都高度分化，不仅现在不能，就是将来也不能按照协商民主的设想来加以组织。”请允许我分几个步骤来回应这些反对意见。

协商民主模式并不是一种反事实的思想实验。正如我在文章开头所提到的，我所理解的协商民主不过是要阐明那些早已蕴涵在民主实践中的一些原则和逻辑。它所能阐明的这些实践包括民主体制中协商机构的重要性、议会政治对抗的基本原理、媒体和公共舆论领域的自由与独立的必要性，以及作为决策程序的多数原则的基本原理。因此，协商民主并不是一种需要寻找实践来匹配的理论，而是一种比其他理论更能阐明现存民主实践某些逻辑的理论。主张社会复杂性的理论家可能会将问题转换为：现在的问题不是话语民主能否成为复杂社会的实践，而是复杂社会是否还有民主治理的能力？

尼古拉斯·卢曼在一篇题为《社会复杂性和公共舆论》的文章中总结性地论证道：“现代社会的政治系统不能再被视为这样的例证：其善德和邪恶均可为人民所了解。相反，它是这样的一个系统，在其中，我们从不间断地对观察者进行观察，因此，它是一种自我关涉的闭合系统。据此，权力的规则不再依赖于当权者和权力的受众之间的两分，相反，它通过执政党/反对党的配置将重心放在了权力的一边。我们应该将民主概念还原到这样的关键之点上。”在这一段落之前，卢曼指出这样的政治观“迫使我们痛苦地放弃重振公民共和主义生活的希望，我们不能指望理性能帮上什么忙”。

如果社会的复杂性真的迫使我们采用这种诡异的科幻式的语言来描述我们的观察结果，并将其作为民主的公民身份和民主参与的规则，那么，复杂性和民主确实是不相容的。但我不仅怀疑这样的社会框架是否适合于思考现代社会的复杂性问题，而且，从经验上讲，将政治系统描述为一个自我免疫的封闭回路，执政党和反对党在其中仅仅是透过反射镜相互观察，这样的政治图景显然是不真实的。从20世纪70年代一直到80年代，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欧洲，各种社会运动和大规模的公民联盟——如反核运动、冻结核武器运动——风起云涌，在意识形态领域也经历了急剧的变迁，从福利经济转到鼓吹自由市场，再到90年代钟摆又向福利国家的方向回归。面对绝大多数资本主义民主中所发生的这些巨大的变迁，我不知道卢曼的“自我免疫的政治系统”这一观点在经验上还如何能站得住脚。

而且，从规范的意义上讲，发端于希腊的问题——充分发展的社会经济秩序最能容纳民主治理形式——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卢梭对此问题的回答是：只有在这样的社会——没有人贫穷到需要出卖自己，也没有人富裕到可以购买他人——民主才是可能的。自19世纪开始，民主和资本主义能否相容的问题就提上了议事日程。因此，我们需要从另外的角度来观察协商民主和社会复杂性之间的关联：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联合形式和组织模式才能在政治领域中对协商民主原则表现出一种“有选择的亲和力”？

最后，我将对近来关于这一问题的三种认真的解答进行归纳，并考察围绕着自由的公共协商程序而展开的民主观念制度化的可能性。埃尔斯特在《市场与论坛：三种政治理论》一文中讨论了公共协商模式和政治生活的关联性。他批评狭隘的市场偏好模式，认为“政治的目标不仅仅要消除低效，而且要创造正义——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对前政治的偏好进行聚合是一种非常不恰当的方式”。但他也不能完全同意话语模式，特别是由哈贝马斯提出的强共识导向的话语模式版本。埃尔斯特认为“我不反对公共讨论的必要性，我想强调的是我们应该认真对待制度和宪政的设计问题”。对他来说，问题转化为如何在市场和论坛之间准确地为政治进行定位。

而克劳斯·奥菲(C1aus Offe)则对话语民主模式充满同情，最近他在回应埃尔斯特时呼吁对“联合的构想”进行具体的思考：“不仅开放、公正、论证式的意志形成和决策形成的程序是由各种制度来加以规定的，也不仅后传统道德判断能力的形成是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而且，公民社会中的集体行动的社会结构和制度条件——其劳动分工模式和‘联合构想’——也必须向特定道德能力的形成让步。”和埃尔斯特不同的是，对于奥佛来说这些“联合的构想”不仅在法律——制度层面上有其适当的位置，而且在公民社会的合作领域中更有其适当的位置，而公共领域就是其中的核心区域。

德雷泽克在其著作《话语民主：政治、政策与政治科学》中更是豪气十足，他要将协商民主的规范理论转译为制度化的政治现实。他将“话语实践”界定为“一种将大量行为者的期望汇聚一处的社会制度。因此，他们清醒地意识到这是一个他们能进行周期性沟通和互动的场所。个体应以公民的身份，而不是以国家或其他什么团体、等级之代表的身份参与其中。凡是利害相关的人都不应被排除在外……协商的核心应集中在(但不应被局限于)个体或集体的需要和利害相关的个体的利益……在话语实践中，不应有什么正式的等级划分，论辩应由非正式的话语原则来引导，因此，它应确立起旨在达成共识的决策规则。最后，上述所有特征在话语实践中都应该是可以赎回的，参与者可以自由地反思、讨论这些规则，并有权推翻其中的某些、甚至是所有的规则”。

前述的协商民主理论程序和德雷泽克的“话语实践”规则之间存在着惊人的重合。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庄泽克着重指出了话语实践的各种原始形态早已存在于我们关于“各种替代性程序的一般讨论”之中，存在于调解性磋商、政策对话和对国际冲突“问题解决”的研讨之中。面对人口的增长、自然资源的日益枯竭和个体互动环境的变化——他/她面对的是大量异质的他者，他们的互动方式是无法预知的，德雷泽克的目标是建立某种机制，以一种去中心化的、非强制的话语行动的方式推动公共物品的供给，因为公共物品和公共资源状况是一种可以被普遍化的利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各种公民环境组织已经为话语实践提供了有趣的例证，通过自愿的遵守、有意识的培养和分散地解决问题，公民环境组织成功而有效地激活了话语实践原则。因此，德雷泽克认为协商民主和社会复杂性之间是可以相容的，和其他三种方法——问题分解、系统建模和结构整合——相比，“话语实践更有助于复杂社会问题的解决”。近来关于民主制度化问题的研究认为协商民主模式不仅不是和当代社会不相关的，而且，一大批社会理论和政治理论家都在协商民主理想的鼓舞下致力于在当代社会条件下重新构想新的制度设计。

在本文中，我的目标是勾勒实践理性的具体轮廓——一种协商性的民主模式。实践理性的核心问题是对关乎所有人的公共事物进行自由而公开协商的可能性，话语伦理和对话政治模式为这样的自由公共协商提供了一种程序。这样的公共协商过程之所以要诉诸理性，是因为公共协商要利用必要的信息，它提高了必要信息的重要性；因为它允许对政策建议进行论证，并认为意见和信念是可以被修正的；也是因为公共协商的结果可能遭到更好的理由的挑战。更进一步地讲，这样的程序允许对其自身进行批评，对程序的使用和滥用进行批评。协商民主模式最主要的制度特征是它是由众多公共领域和公共对话组成的一个多样化的、匿名的、异质的对话网络。和其他社会生活领域一样，以公共协商为核心的协商民主模式可以激发、增生出不同的制度设计。

(本文最初以“协商理性与民主合法性的模式”为题发表于《星座》杂志第一卷第1期(1994年4月)，此次发表作了较大的修改。这是暂定为“追寻公民政体：世纪末的民主、合法性与公民身份”研究计划的一部分，此项研究仍在进行中。——译注)


 第五章 协商民主的程序与实质

乔舒亚·科恩


实质、程序与多元主义


民主合法性的基本观点是行使国家权力的授权必须来自受这种权力支配的社会成员的集体决策。
[104]

 更确切地说，联系到民主的制度性特征，它来自社会成员的讨论和决策，即通过确保这种集体权威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制定和表现出来。毫无疑问，这是民主概念的抽象描述。民主有多种形式，更明确的概念取决于成员资格的解释，相应地取决于它如何使决策成为“集体的”，即“作为公民整体”作出的。

假如在政治共同体中，根植于民族传统的普遍的道德或宗教原则是成员资格的条件，那么，授权就会要求人们与其保持一致，只有体现出这种一致的决策才能被认为是“集体的”。因此，民主合法性的检验标准在一定程度上是独立存在的，因为它也取决于结果的内容，而不仅仅是获得结果的过程。

但是，如果集体授权观念处于不同背景：那里没有共享的道德或宗教观念，所有成员都是自由和平等的，在制度设计和集体选择时国家计划也致力于体现出这种自由和平等，其结果将会怎样呢？
[105]

 背景的转换会使我们趋向完全程序性的民主和集体决策观念吗？我认为不会。但在解释为什么之前，我想谈谈利益问题，以及表达这种问题的术语。

我之所以提出了背景转换影响的问题，是为了阐释建立在“合理多元主义事实”基础上适应人们的各种区别的民主概念——对价值观截然不同，互不相容的理解，每一种都是合理的，都是人们在实践理性的实施过程中形成的。如果人们能够合理地与他人根据其能接受的条件和睦相处，那么，善意的实践理性的实施就不会导致向某种特定生活哲学的集中。

人们在选择与自决、幸福与福利，以及自我实现价值上的持久分歧，关于沉思与实际生活的有关美德，以及个人和政治参与意义的争执，关于这些评价性观点的宗教和哲学背景的分歧中出现了合理多元主义问题。而且，除了纯粹的分歧事实外，没有任何明显的迹象表明通过实践理性的实践会导致融合；此外，没有任何实践理性运作的理论可以使我们预测普遍道德的融合，我也想不出任何能够产生这种一致的稍微有点吸引力的社会政治机制。

合理的多元主义事实清晰地表述了作为民主概念一部分的自由平等的公民概念。说公民是自由的，是说广泛的道德或宗教观念无法提供明确的成员资格条件，也无法提供行使政治权力权威的基础。说他们是平等的，是说每个人都有能力参与授权行使权力的讨论。

那么，对民主概念来说，合理多元主义的含义是什么呢？我们自然会假设，通过排除在价值观上的普遍共识，合理的多元主义会导致程序民主概念。按照这种定义，源于合法性的民主谱系可以通过集体决策的程序以及与公平过程相关的价值来体现，如公开性，提出替代性选择的平等机会，以及对这些替代进行全面公正的审视。合理多元主义事实上需要一个程序性概念，因为它剥夺了我们的共享道德或宗教前提的背景，这些背景能够赋予人民授权理念以确定性内容，或限制真实集体选择的实质。缺少这种背景，我们除了公正程序外似乎无法在任何事情上达成共识——甚至在公正程序问题上也是如此。

我认为这个结论是不正确的。我想提出一种将合理多元主义假设与更实质的民主概念融合起来的观点。这种融合是以特定方式思考民主——对构成民主治理的集体选择的“协商式”理解的自然结果。在讨论“协商”概念之前，我首先需要更确切地界定有关程序和实质的概念，将聚合(aggregative)民主概念与协商概念区别开，并阐释聚合概念是如何导致程序主义的。


自由：古典和现代


现在我们考虑一下合法性源自人民授权观念面临的常见困境。
[106]

 一方面，民主似乎更多表现为程序问题而无法为合法性提供根据；有些民主的集体选择太恶劣而不具有合法性，不管产生这些选择的程序怎样吸引人。另一方面，民主观念看起来排除了合法性的任何竞争性基础。民主是公民平等基本理念所决定的集体选择形式。因此，民主通常被认为是我们必须决定如何确定其他政治价值秩序，而不仅仅是将一种政治价值与其他价值简单结合的方式。

这种困境通常来自有关民主和“现代自由”——宗教自由、良知自由、思考与表达的自由、个人权利和个人财产权——的讨论。由于缺乏与民主程序条件的任何明显联系，这些自由通常被认为是对民主过程的约束。政治自由则与此不同。使政府无法限制政治参与或控制政治言论的宪法被认为是维护而不是制约民主过程。保障这些政治自由有助于保持人民授权与政治结果之间的联系，保持全体人民而不是大多数人民的持续性权威。这些自由——古典自由——是民主过程的构成要素。

当涉及剥夺宗教自由，或者限制表达的“政治”时，情况就不同了。在这些情况下，宪法中的无作为条款看起来只是限制了民主，而没有成为其前提条件，无论明确与否。

因而，现代自由的价值基础是完全独立于民主价值之外的，这种现象可能会产生一两个令人不满意的结论。首先，就其作为保护现代自由的程度而言，政治自由仅仅具有工具价值；当它们无法保证这种保护时，人民之外的权威应该提供这种保护。这里，民主与其他政治价值的冲突很容易被解释为民主与非民主政治决策程序的冲突。

其次，现代自由并不比暂时的人民舆论具有更深的内涵。虽然公正的民主过程剥夺非政治自由可能是非正义的，但是，它们没有面临民主合法性问题。
[107]



通过对我所谓聚合性民主——区别于协商民主——的特殊理解，我们被推到了这个两难困境。
[108]

 按照聚合性概念，民主将要求平等考虑每个成员利益原则的制度化，或更确切地说，平等考虑“个人自治假设”的原则制度化，这种理解认为，成年公民是其自身利益的最好法官和最警惕的捍卫者。
[109]

 因而，批评过程的非民主性是在宣称那些过程没有平等考虑每个成员的利益。赋予这种考虑的自然途径是确立集体选择的体制——多数或多元规则，或者集体讨价还价——通过使其部分地提出和表达自身利益而平等考虑所有公民的利益。这就需要一个参与、交往和表达的权利框架。

可以证明，聚合性观点能超越这种直接程序权利而被扩展到涉及结果的事务方面。可以说，受偏见——敌意或成见——决定的集体选择不会平等对待受其支配的每位成员的利益。当我们面对弱势群体可能成为如此观点靶子的结果时，我们就能够充分证明平等考虑每个公民利益的过程是失败的。
[110]



然而，这种对重要政治价值的程序性重释只能到此为止。例如，宗教自由就没有明显的程序基础。当然，剥夺崇拜自由有时很是麻烦，因为它们源自歧视性态度。当他们这样做时，宗教自由的保护将根据平等考虑的原则出来干涉。但是，无法赋予宗教信仰以恰当的考虑并不必然反映个人的仇恨、歧视或成见，也不取决于其他任何贬低或不公正对待个人的传统方式。这个问题也许有不同的来源：它可以归结为没有认真看待个人源于合理的道德或宗教信仰产生的要求的紧迫性或重要性——不是其坚持这些在聚合性观念中出现的信仰的程度，而是信仰加于要求的紧迫性或重要性。
[111]

 确切地说，正是这种紧迫性促使大量理由超越那些要求。但是，这种对相对紧迫要求的考虑是聚合性概念所缺乏的，因此，在超越那些要求之前需要找到相当重要的理由。这是根本的不足，它源于我前面描述的两难困境。

民主的协商概念没有面临调和民主与非政治自由和其他实质的、非程序要求的相同困境。虽然接受合理多元主义的事实，但它关注行为者遵循的要求的紧迫性，因此，它不会以排他的程序提出民主或集体决策概念。为此，我将首先说明协商观念的主要观点，然后，我将基于协商概念提出，我们怎样在不认可整体的程序民主概念的同时证明合理多元主义的事实。我将特别说明现代自由和其他实质条件如何使其自身成为协商民主制度观念的要素。


协商民主


协商的民主概念源于政治正当性观念。依据这种理想，行使集体政治权力的正当性是为了保持平等公民自由的公共理性基础。协商民主使这种理想制度化。根据协商观点，民主不仅是一种政治形式，它更是通过提供有利于参与、交往和表达的条件而促进平等公民自由讨论的一种社会和制度条件框架，并且以定期的竞争性选举、公开性和司法监督等形式确保政治权力的回应性和责任性框架，将行使公共权力的授权与这种讨论联系起来。

稍后我会详细解释协商制度化的条件。但是首先，我想就协商正当性本身作更多的解释。

协商概念将公共理性置于政治正当性的核心。我所谓“公共理性”而非“公共讨论”是因为协商观念不能仅通过强调讨论而不是谈判或投票来区别。任何民主观念——事实上，任何明智的政治决策观念——都会认为讨论是重要的，只要其基本作用是汇集信息而避免其分配的不对称状况。它不会因为政治讨论的目的是改变其他公民偏好这种假设而突显。尽管协商观点必须假定公民愿意接受与其先前偏好和利益相冲突的理由的推动，这种推动可能会改变那些先前的偏好和利益，但它并不说明政治协商会将偏好改变作为自身的目标。它也无法通过其赞同认知的投票概念而区分，按照这种概念，投票是关于政治问题正确答案的信仰表达，而不是对要实施什么政策的偏好。

提供协商民主理想内核的正当性概念可以通过理想的政治协商程序来理解。在这种程序中，参与者认为彼此平等；考虑到合理多元主义的事实和其他人都是理性的假设，他们的目的是用其他人可以接受的理由来保护和批评制度与计划；他们准备按照这种讨论的结果进行合作，并视这些结果是权威的。

什么样的考虑是理性的？恰当的回答不是对理性的一般解释，而是对何种考虑有利于协商环境中适应平等公民自由交往的建议的表述，这种环境包括承认合理多元主义。这种背景反映在各种会被接受的理由之中。在理想化的协商环境中，它不会仅仅提出真实或令人信服的理由：这种考虑可能会被那些认为自身理由合理的人所拒绝。人们必须发现其他令他人信服的理由，承认他人是平等的，知道他们存在其他的合理承诺，并了解他们可能具备的承诺形式——例如他们也许有道德或宗教信仰从而视其为首要的职责。如果某种考虑不能满足这些考验，就足以作为理由而拒绝它。如果能满足这些考验，那么它就会成为可以接受的政治理由。

当然，可接受理由及其恰当价值的准确特征或其合理性程度会因观点不同而改变。因此，即使是理想的协商程序通常也不会产生共识。但即使存在分歧，根据多数原则决策，参与者可能仍会求助于人们通常被认为有价值的，作为集体选择合适基础的考虑，即使在那些不同意正确结果的人中也是这样：当参与者将其观点限定于这些理由，多数人支持本身通常被认为是接受这种决策合法性的原因。

为强调描述可接受政治原因背景环境的重要性，我想强调在这里起作用的合理接受观念与斯坎伦契约论中合理拒绝观念的差异。斯坎伦用“没有人能合理拒绝”的规则观念来界定行为错误的特征，他将这种特征看成是道德问题和道德动机普遍解释的一部分。因而他对合理性——拒绝原则的合理基础——的解释要求发挥非常广泛的作用，即使在缺乏持续合作、制度性约束，或公民平等地位的背景中也是如此。

我所关注的不是一般的理性、道德、政治协商或适于民主商讨的理由，而是特定环境下的民主含义。并且，那种环境决定着什么能够作为协商过程中可接受的理由。因为如果人们认可民主过程，赞同成年人无例外地具有参与该过程的机会，那么，他就不会接受如下理由，即在民主过程中某些人没有其他人有价值或某个集团的利益不如其他集团的重要。而且，对这些理由的限制将会局限民主过程的实质性成果。

我不是反对斯坎伦的观点，他具有不同的话题——一般来讲，道德有别于民主合法性。相反，我认为，这种背景差异对于适应上述两种情况的各种理由来说都是重要的。

为了总结有关协商观点的一般论述，我想强调的是，协商的优点是与其约束性集体选择概念，尤其是与受这些选择支配的其他人——他们有自身的合理观点——可接受理性概念的作用紧密相连。通过要求其他人可以接受的理由，协商观点提供了一幅特别具有吸引力的关于民主秩序中人们之间可能关系的蓝图。

为观察这些关系的特征，首先注意的是，协商概念提供了比聚合观念更有力的基本民主理念——集体行使国家权力的决策观念。它要求我们提供他人——其行为将受这种决策支配——可以接受的考虑，而不仅仅是在决定做什么时考虑其利益。因此，这种人民授权的观点不仅反映在决策过程中，而且反映在政治理由本身的形式和内容中。

协商观点及其集体决策概念的力量可以根据政治共同体观念来表述。假如政治共同体取决于共享广泛的道德或宗教观念，或者一个实质性的国家身份是由这种观点界定的，那么，合理的多元主义就破坏了政治共同体的可能性。但是，另一种政治共同体概念将协商观点与共同体价值联系起来。尤其是，通过要求他人可接受的正当性，协商民主提供了政治自治的形式：所有受集体决策支配的人——希望通过那些决策支配自身行为的人——必须找出接受这些决策的基础。在对政治自治的保证中，协商民主实现了共同体理想的一个重要因素。之所以如此，并非因为集体决策明确了一个共同的道德前景来规范所有的社会生活，也不是因为集体利益优越于成员自由，而是因为要求给那些受政治权力支配的人提供行使政治权力可接受的理由——聚合观念缺乏的要求——表达了负责授权这种权力的主权实体中所有人平等的成员资格。

为了更充分地解释协商观点，我想探讨其某些内涵：在现代国家背景下，促进协商正当性制度化的社会和政治安排需要一定的条件。如果他们坚持要求建立所有公民自由理性的条件，并将行使国家权力的授权植根于那些条件之中，那么，这种安排需要满足什么条件呢？


三个原则


聚合民主概念承诺公正的约束性集体选择过程需要的保护，包括反对会削弱保证平等对待各种考虑过程的要求的歧视。如前所述，协商观念将为基本自由提供更广泛的保证。现在正是实施这种主张的时候。主要观点是：协商观念不仅要求平等对待他人的利益；考虑到良知差异的背景，它还要求他人可接受的理由，政治上可行的理由。我将这种要求称为协商包容原则。

以宗教自由为例。宗教观点为其信徒确定了高层次的要求，或许超越了责任；另外，如果从信奉者的观点来看，我们认为这些要求不可能是信徒自愿接受的。相反，这些要求是由信仰确定的，行为者又将其看成是真实的。因此，正如支持法律或政策体系的充足理由一样，理智的信徒不会接受妨碍其遵守这些要求的观点。那么，那些持不同观点的人又会怎样呢？他们可能会认为所有体现这种严格要求的宗教观点都是不合理的，无论其内容和基础是什么。这种看法没有根据，要不，他们可能将宗教要求视为强烈的偏好，并且与其他对平等的偏好同样对待。这种还原反应表明，他们不愿从信徒的角度来看待宗教信仰的特殊作用，不愿了解宗教信仰是如何通过其内容来表明或暗示那些提供特别令人信服的理由的要求的。

或者，他们可能会严肃地认为，这些要求会将信徒视为合理的东西当成是基本义务，接受要求发现能够超越这些责任的理由，并承认这些理由通常不容易发现。结果就产生了宗教自由，包括良知自由和崇拜自由。宗教自由是各种因素的共同产物，这些因素包括宗教要求——遵守的人认为是基本义务——的苛刻特征、要求发现那些遵循它们的人能够承认的理由，以及不信宗教的公民所具有的基本信念，即他们喜欢强加尤其强制性的义务等。

假设我们禁止他人实践这些要求，因为就支配其信仰的观点来说，他们被迫尊重的理由是不充分的。这将否认他们是平等的公民——在集体行为授权行使权力的人民中的完全成员资格。按照协商的概念，那是民主的失败。如果要使所有受权利支配以及基于合理原因保持合作的人都可以接受，我们就无法提供行使权力的正当性。有许多将个人和团体排斥在人民之外的方式，但这的确是其中一种。

这些宗教自由观点没有说明如何从具有世俗正当性的普遍义务中处理宗教豁免权主张；或者是否为宗教信仰准备特殊条款，如区分缺乏宗教基础的伦理信仰。
[112]

 我这里的目的不是解决甚至表达这些问题：任何承认自由行使权力的观点都需要面对这种艰难的问题。我只是要表明，人们没有借助其结构来禁止协商民主概念承认宗教自由权利的基本作用；事实上，它必须为这种权力提供空间。
[113]



我最后强调，保证宗教自由的观点不仅仅局限于政治性：它无法使人们参与政治——或毫无畏惧地参与政治，其目的也无法通过增加更多不同的声音来改善公共讨论。
[114]

 相反的观点是，剥夺这种自由将会以拒绝令人信服理性力量的方式，或依照其自身观点，否定公民作为主权人民中的平等成员。剥夺的理由是无法接受的，因为它们不适合通过符合自由平等公民体制的理性赋予过程来指导权力实践的理想。

协商包含原则很自然地从宗教自由延伸到对表达自由的更广泛保证上。就此而言，它与言论自由理论更常见的困境形成对比，这种理论将对表达自由必要保证的基础归结为确保集体选择民主框架的需要，但这种必要保护只限于政治言论。这种局限与协商条件处于紧张状态。

一旦人们决定，需要就政府对于作为公民整体的责任性和回应性的重要性进行自由表达时，限制对政治言论的必要保护似乎是自然的。但是，协商民主概念无法接受这种限制。当然，对于协商观念来说，以获得理性一致为目标的讨论观念是基本的。但它并不意味保护表达将限定在促进这种讨论的言论上。

表达不是任何讨论或说服过程的一部分——不是“有意当作和认为是对关于某些问题的公共协商的贡献”，——然而，它反映了公民由于可理解的原因而采纳必要的表达理由。
[115]

 情况可能如此，以防在不准备或不想说服他人的情况下提供相关证明；或者在不想或不愿意影响更广泛的集体决策过程情况下提供专业性建议。协商观点将必要的保护作为承认这种理由的重要性而拓展到这种表达方面。考虑到合理多元主义的背景，无法赋予表达利益以应有的重视将会否定平等地位，而无法保证这些必要保护的决策就不是集体的。

将保护表达自由归结为民主理想，并限制对公共论坛争论必要保护的传统，符合为根植于民主观念之中的表达自由提供案例的一般战略，而民主观念又具有这种战略的一个因素：需要保护讨论过程的输入。然而，就宗教自由而言，也融合了表达自由：协商观点也将保护与协商过程的可接受结果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那些结果能够在合理多元主义条件下发现他人可接受的理由并被证明是正当的。

此前，我认为协商概念与共同体价值存在着联系。按照可接受理由的条件与保护非政治自由之间的关系，那种观点现在看来可能是牵强的。因为这些自由通常意味着共同体的瓦解。

然而，协商观点建议需要警惕那种现象。考虑到合理多元主义的条件，保护现代自由不是削弱共同体。合理多元主义本身可能是这样的溶剂：至少如果我们根据共享的道德或宗教观点来界定共同体时是这样的。然而，一旦我们采用合理多元主义，保护现代自由就会变成一种必需，尽管对只具可能性的政治共同体而言，它是不充分的条件。正如“包含原则”所表明的，这些自由表达了公民作为集体机构平等成员的地位，集体机构需要具有依法行使公共权力的权威。

现在看看共同的善：聚合民主概念通常对共同善的概念持怀疑态度。罗伯特·达尔就指出，在多元社会中，共同的善的概念或者难以确定而无法提供指导，或者可以确定但无法接受，因为它使我们趋向“绝对不可能”条件下的“令人震惊的结果”，或者由于纯粹的程序原因可以确定也能够接受，因为它们将共同的善界定为民主过程。根据协商概念，这种可疑的观点是没有理由的，而是公正聚合要求之外缺乏限制的另一种反映。

对共同的善原则的协商论述开始于观察公民有正当理由拒绝完全无法促进其利益的公共政策体系。(我说一种政策体系，因为我不希望排除那些不关心某些公民利益的特定法律、管制或政策作为全部法律和政策组成部分的可能性。
[116]

 )促进每个人利益的这种最低程度限制来自于广泛的协商过程概念，它足以建立一种帕雷托效率条件，作为民主概念的要素。

但正如我所强调的，在协商民主概念中发挥作用的协商并非像通常理解的那样，仅仅是一个提供理由的问题。平等公民的背景概念确定了限制在协商过程中出现的可允许的理由。因为假定你接受约束性集体选择的民主过程，那就等于同意成年人几乎可以毫无例外地参与该过程。作为那种过程的理由，你可以拒绝某些人不如他人有价值或某个集团的利益不如其他集团利益重要这样的观点。这种对理由的限制将反过来限制过程的结果，增加了由广泛的协商概念设定的条件。尤其是，它为公众理解资源分配提供了一个实例，将服务于公民命运的资源区别于公民的社会地位、天赋、好运等。

罗尔斯的差异原则为这种理解提供了详细说明。因为将平等作为基线，这种原则要求国家行为建立或认可的不平等必须使那些最弱势的群体利益最大化。那种基线很自然地表达了对源于平等公民背景的理由的限制：它不是支持那种根据社会阶层、天赋或者任何其他区分平等公民的条件对公民进行区分从而使特殊团体受益的政策体系的理由。我不想说罗尔斯的差异原则是唯一可接受的共同的善概念。但这里存在支持它的有力事实，因为它接受对源于协商过程观念的理由进行特殊限制的平等假设，同时也因为它坚持没有人应该比任何有需要的人处境更差——这本身就是对协商概念的自然表达。

最后，我想将协商概念与参与权力——古典自由——联系起来。尤其是，我想说明协商概念如何包含了“参与原则”。按照那种原则，民主的集体选择——将协商正当性与公共权力行使的联系制度化——必须用反对限制表达内容或观点的有力假设保证平等的参与权，(包括投票、交往、政治表达等方式)；出任公职的权利；坚持有利于平等投票权的有力假设；以及获得有效影响的平等机会的一般要求。
[117]

 最后一项是谴责由于集体决策安排的设计而导致的担任公职和政治影响的不平等。
[118]



首先，注意这样的事实，一般以协商方式做出的决策在确定参与原则实例方面做得并不够。
[119]

 也许，理想的协商程序最好通过确保精英之间温文尔雅的政治争论而使人们在他们及其观点之间做出明智选择而制度化，从而不需用任何支持更实质的政治平等即平等投票权和平等影响机会的特殊规定。那么，协商观点如何与参与和政治平等的考虑联系在一起呢？

在这里三种考虑非常重要。

首先，考虑到协商包容以及公共利益原则，协商观念可以利用传统工具性理由本身来支持平等政治权利。这种权利提供了保护其他基本权利和通过可能方式促进公共利益的途径。另外，由于缺乏对有效影响的保障，这种促进似乎是不大可能的结果。如果效率不平等和社会中潜在的社会或经济不平等相应存在，这种可能性尤其微乎其微。

在提出这个工具性实例时，我可能会转向讨价还价的政治概念，对平等权力运作的保证是为了保证公平结果的政治平衡。但那将会使工具理性及机制失常。相反的观念是确保所有公民拥有有效的政治权利，作为公民在政治协商中应该受到平等对待的保障，并通过减少权力不平等，减少从协商政治转变为讨价还价政治的动机。

第二个考虑是，政治权利排斥或不平等的许多传统的、历史的正当性——例如基于种族和性别的正当性——无法在公共协商中提供可接受的理由。这种考虑不会排斥不平等的所有根据，例如，如果投票未受到平等对待，是因为例如在美国，政治体制有赖于区域代表制，其中，每个地区对各种政治行为作出回应。但它确立有利于参与原则的进一步假设。

最后，我们在宗教和表达情况中遇到的一个类似考虑，通过保证平等的有效影响机会而强化了平等政治权利的实例。道德和宗教信仰的鲜明特征是它们赋予我们充分的理由去试图影响我们的政治社会环境。从亚里士多德关于公民参与在良善生活中发挥核心作用的观点，到卢梭宣称个人自治与参与之间的联系，以及基于宗教信仰而要求个人责任保证社会正义观点和无法实现这些责任时相应的过失感等，支撑这些理由的广泛观点各不相同。然而，其共同基础是公民拥有实质的、有时是必要的理由来处理公共事务。因为他们这么做，未能承认这些理由对于行为者的价值，以及未能承认有效影响机会的诉求反映了赞同平等公民背景观念的失败。


实现民主


协商民主概念将“非民主”作为既适用于结果也适用于过程的批评术语：它为“民治”、“民享”的民主理想提供了共同基础。但将重要的实质性条件纳入民主概念会导致其本身的问题。问题是，如果我们将所有美好事物——政治平等的要求，对公共利益的考虑，以及现代自由——都解释为民主观念的组成部分，那么，我们可能会以实际导向为代价将程序与实质价值整合起来。当协商民主的各种要素相冲突时，我们该怎样做？协商民主的共同基础并未提供任何防止现实冲突的保证。例如，协商包含条件支配的自由可能会与参与要求的平等政治自由相冲突。考虑到这些冲突，为什么要使民主理念拥有所有这些构成要素呢？

答案是，通过重视共同基础，我们强调需要寻找协调不同要求的方式，只要协调是可能的。为了使这种观点更明了，我将描述一些实例，并集中讨论两个案例，在这两个案例里都存在着各种要求之间的冲突，我将分析可以做些什么来实现他们之间的调和。

第一个例子是竞选捐助。核心问题源于一个常见的困境：一方面，对候选人、政党、公民和组织的政治消费限制似乎增加了表达自由的负担，考虑到期待这种消费合理性的背景尤其如此；可以证明，负担还产生于对政治竞选捐助的严格限制。另外，限制候选人和政党消费，甚至当其作为获得公共资助条件时，可能会加强现职人员的优势，从而产生更少竞争性的选举体制，更无法保证选举产生的官员的责任，也无法保证行使权力的公共授权。
[120]

 另一方面，不限制消费的体制会使得政治影响——获得公职以及影响政治竞争结果的机会——反映经济地位的差别，那将意味着在有效影响机会上存在着不平等。
[121]



这就是限制政治开支的常见冲突。有些人拒绝限制，即使限制的内容是中性的、其目的是保证更平等的政治影响。在臭名昭著的巴克利诉瓦莱奥案审判中，最高法院宣称“可以限制我们社会某些部分言论以增强其他人的相对发言权的政府观念完全与宪法第一修正案不相关”；因此，他们不愿寻找任何基础避免腐败从而规范政治开支。其他人，坚持公平政治平等的重要性，认为那种限制是必要的。

第一种观点认为限制某些声音是为了增强其他人的相对声音是不允许的，看起来很奇怪。我先前对表达和政治参与权利基础的论述为二者提出了共同的基础；所以，不存在政治平等次要作用的基础。而且，一旦我们接受了有利于平等对待投票的假设，即一人一票，那么，我们就已经完全受这种限制和强化的约束了。

然而，关注限制的可行性可能会将强调的重点放错地方。考虑到参与和协商包含原则中表达权利的基础，通过更少限制途径而不是消费限制来促进有效影响的机会平等将是值得的。
[122]

 实现协调的自然途径是建立公共捐助体制，其理念基本上是依靠“底线”而不是“上限”——补助而非限制——来纠正对参与原则的背离。
[123]

 通过确定底线，一个恰当的公共捐助体制会有助于人们担任公职；通过减少政党和候选人对私人资源的依赖，它能够保障更平等的影响机会。底线提供这种保证的有效性依赖于将支持的可行性建立在接受开支限制的条件上。但是，考虑到实质性公共捐助体制，这种限制可能是不必要的。

当然，一种更广泛的公共捐助体制是可能的：为候选人、政党或个人选民(作为公民担保人)提供支持，或者在创制与复决情况下，为非政党组织提供资金支持；为选举活动或更广泛的政党提供资金支持；这种支持也可以通过自由媒体获得。在这样的制度中进行决策，重要的是考虑其对协商的影响以及对有效影响提供的机会。我认为，公民担保人尤其有希望。我这里不想谈论这些细节，关键是陈述主要原则，并强调在民主价值共同基础上发现其某些协调的意义，以及表明协调策略，大体而言，是授权而非限制策略。

第二个实例涉及到协商政治与参与原则和共同的善之间可能存在的紧张关系，以及“社团民主”策略在缓和这种紧张关系中的作用。
[124]

 正如所建议的解决路径一样，这个问题也不是那么直接的。因此，我首先需要确定某些背景。

首先，看看两个相似的前提。第一，任何运转良好的、满足参与原则和共同的善的民主秩序都需要一个社会基础。除了政党和选民以外，次级社团——市场和国家之间的有组织团体——既需要代表那些未充分代表的利益(例如工会或者其他独立的工人组织)，也需要增强促进共同的善的公众能力(考虑到联盟和雇主联合会在任何运转良好的贸易系统内建立工人标准方面的作用)。前者有助于确保政治平等，而增强公众能力则有助于促进共同的善。

第二，各种恰当的社团不会自发出现，无论是为了解决未充分代表的问题，还是因为更多的职能性任务：例如，纠正因经济不平等导致的政治机会不平等，或确保促进共同的善所必需的调整能力的次级社团不会自发出现。

现在把需要适当的社团环境与这种环境不会自然提供的事实联系起来。这种联系意味着解决社团不足的策略：社团民主的策略是利用公共权力鼓励各种合适的次级社团的发展。例如，在存在政治代表明显不平等的地方，社团策略会建议促进目前受排斥利益的有组织代表。在社团比公共权威更能促进共同的善时，它会建议鼓励各种团体扮演更直接、更正式的管理角色。因此，负责联合开发这种培训课程的工会或雇主联合会，可能会因为其责任而受到公共许可的鼓励。

但这里存在着一种紧张。在通过培育各种团体的管理角色以力图满足参与原则和共同的善时，我们可能要加强联合团体在确定政治认同中的作用。那将鼓励各种分裂的团体讨价还价的政治——尽管在更公正的条件下——而不是更具协商性的政治。对这个问题的标准反应是鼓励国家与各种团体的分离，或者放弃平等主义的政治价值，因为没有谁能够实现这些价值。社团民主意味着一种不同的反应。它拒绝政治领域以外形成的团结必须严格地关注特殊的团体这种绝对的假设，并由此提出一些制度上的创新。为了解释拒绝这种假设的基础以及相应的制度创新，我将就协会在管理方面的协商式作用给出一个非常粗略的评论。

一般来说，社团的管理角色观点反映了国家管理共同的善方面的有限能力。这种局限表现在四个方面：

1.政府能够确定明确的管理条件，但管理的目标太多、太分散，而且太多变，从而无法实现对遵从的严格监管。很多工作规则，包括合理的工资和工作时间、赔偿，特别是合理的组织工作等一些和职业健康及安全相关的规则，就形象地印证了这种监管问题。

2.政府能够设立广泛的绩效标准，但管理的目标太分散或不稳定，从而在特定的管理环境中，使政府无法实现这些标准。许多环境管理就是这种类型。

3.政府也许(或者不)能执行曾经设立的标准，但自身不能设立恰当的目标。
[125]

 通常，恰当的标准只能由那些不为政府轻易获得的、具备地方知识的人决定，或者只能在非政府组织长期合作的结果或环境中具体细化。工业生产中的产品、流程和绩效通常属于这种类型，贸易标准也是如此。合理的标准经常变化；其内容来自于形成这种规范过程的合作。

4.问题通常是多种原因的产物，并与遍布在传统政策领域和过程之中的其他问题联系在一起。在这些情况下，适当的策略需要这些领域的合作，也需要其内部个体行为者的合作。城市贫困、地方经济发展，以及有效社会服务的提供等问题都属于此类。如果没有国家以外的各种制度与团体的通力合作，包括借贷制度、医疗健康机构、科技传播、教育和培训设施、住房机构、社会发展企业以及居民协会等，任何问题都无法解决。然而，这些机构以及其他面临这些问题及其解决途径的政党都有不同的日程安排、不同的身份和利益。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社团路径明确建议依靠社团的独特能力搜集地方信息，监督服从，以及促进私人行为者之间的合作。当这些问题多多少少能在职能上进行说明时，大致相应于上述的前三种类别，联合管理也就不是那么罕见的事了。作为一个普遍问题，联合管理最好在工作管理和培训领域里发展，它依赖于传统的劳资“社会伙伴”控制的制度。利用工厂委员会加强职业安全和健康管理，依靠工会和雇主联合会促进技术传播，或依靠雇主和工会联盟确立培训标准都很常见。这些领域内的实践经验也许能更明确地推广到非传统性政党。

当社团努力的范围超越特定的功能性问题而面向更广泛更开放的问题时——如城市贫困或地区经济发展，情况就没这么明晰了。社团策略主张在传统政治领域之外建构新的公共协商领域
[126]

 ，其目标是建立有价值的合作。

然而，必须注意的是，包含非传统的利益相关者，以及协商领域的发展都意味着一种新的可能性：通过明确和解决共同关心问题的过程建构新的社会团结基础。对于资金充足的联盟来说，要做的事情就是参与到明显涉及自身和更广泛的社会范围的培训标准的设计。对于正在成长的、资金不足的社区环境组织来说，如果它坚持要设计早期环境预警机制，以在环境问题变得无法控制之前就关注它的话，那么他们要获得重要的资源则是另外一回事。在这种情况下，支持是与公共服务联系在一起的。或者对于贫困社区中的居民组织和经济发展公司来说，为了联合起来提供对父母的培训计划和对儿童的关怀计划(作为广泛职业培训的一部分)而接受援助：参与和支持再次与公共利益计划联系在一起。

这些努力的团结特征是有着共同担心的人民团体——如解决持续贫困问题——的纽带，他们在解决问题时相互将对方视为平等的合作伙伴。
[127]

 总之，这些也许具有非常广泛范围的努力，有可能在正式的政治领域之外创造新的“协商领域”，它可能以特殊的方式而作为“协商民主的学校”。为实现这种合作而建立的协商领域将有着共同关心和非常不同的身份而却不知道如何解决他们共同关心的问题的人们团结起来。在对共同关心问题的空前参与推动下，其成功合作会鼓励他们以平等姿态对待他人，因为这些领域需要他人也能够接受的讨论。假设存在公正的讨论条件，并且可以期望协商结果能支配随后的行为，参与者将会更加互相尊重。以解决问题而不是向国家施压为宗旨的讨论结构将鼓励人们探求别人能够同意的措辞。而那又会促使各种观点和建议行为朝着尊重并有利于更大多数人的利益的方向发展。而且，在参与者之间存在持续差异的环境下进行讨论，会使参与各方在界定问题和提出解决策略时更加深思熟虑；它会使讨论从将选择考虑限制在更为狭隘的特定团体的偏见中解放出来。

如果这是正确的，那么，根据这些领域而部分形成团结的社会与一个组织生活范围狭隘、分裂的社会是有区别的。那将意味着，有可能利用组织策略来促进参与原则和共同的善，而无须鼓励特别的团体认同来将政治从协商转变成讨价还价。


结论


我认为，合理多元主义的事实不要求民主和集体选择的程序性描述。联系到正当性协商概念，它适合于民主的实质性描述，其实质——根据协商包含原则、公共的善和参与原则来理解——包括平等和自由的价值。此外，这种协商概念为集体选择理念提供了有吸引力的阐述，并将那种理念与政治共同体观点联系起来。最后，我们不是没有资源解决协商概念中自由、平等，以及共同体价值之间可能存在的紧张关系。当然，是否利用这些资源是个政治问题。


 第六章 交往与他者：超越协商民主

艾丽丝·马里恩·扬

近年来，有不少政治学家和法学家都在提倡协商民主的观念，试图以此来代替以利益为基础的民主理论。本文赞同这种以讨论为基础的民主理想。但是我认为，在人们对这一理想的通常阐述中存在两个问题。首先，通过将民主讨论的概念严格限定为批判性的论证，大多数协商民主论者实际上预设了一种基于文化偏见的讨论概念，这将造成某些人或群体的失语或者遭到贬低。此外，他们倾向于把以理解为目的的讨论过程错误地理解为要么以共识为前提，要么以共同利益为目标。

在对这些缺陷进行考察之后，我建议对协商民主理论进行一些修正，我将其称为交往民主。
[128]

 第一，我认为在民主讨论中，文化、社会视角或排他主义承诺上的差异都应该被视为达成理解的资源，而不是必须予以消除的分歧。第二，我对民主沟通概念进行了扩展。除了论证以外，礼节(Greeting)、修辞(Rhetoric)和叙事(Storytelling)都应该是对政治讨论有所裨益的交往形式。


协商民主模式


协商民主的理论家们通常将他们的观点与我所说的以利益为基础的民主模式相对照。
[129]

 后者主要将民主视为人们表达偏好和需求、并将其付诸于选票的过程。民主决策的目标在于决定什么样的规则、政策和领导人最能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其中，利益是由每个人自己界定的。在民主决策的过程中，个人或利益集团决定哪些政策最符合他们所认定的自身利益(考虑到政体中很多其他的人也会这样行事)，并将选票投给它们。民主决策乃是人们在自利性的选举中使他们的计划和联盟成功实现的结果。

协商民主论者批判这种以利益为基础的民主模式，认为它对政治过程的理解具有非理性的特征和私人化的倾向。在这种模式里，公民从来不需要抛开他们私人的狭隘追求，也不需要在公共场景中承认其他公民的追求，并就他们集体性的(有别于个体的)需求和目标展开相互讨论。虽然每个公民对何种手段最能实现他们的私人目标也许是理性的，但是最终聚合的结果未必就是理性的，而且这种结果也不是经过论证之后得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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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政治问题，人们不需要摒弃自己的主观意见以获致更为客观或普遍的观点。因此以利益为基础的民主模式还认定人们不能向别人提出有关正义或公益的要求，也不能援引各种理由对这些要求进行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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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协商民主模式将民主视为一个“公共”创生的过程，其间公民们就集体性的问题、目标、理想和行动展开讨论。民主过程的核心在于对这种共同利益进行讨论，而不是就各人私利展开竞争。不同于那种从私人效用最大化的视角出发所进行的算计，通过公共协商，公民自身的偏好发生转变，使之符合公共导向的目标，并就这些目标的性质以及实现目标的最佳手段进行论证。在自由而公开的对话中相互间就这些主张和理由进行检验和挑战。参与者仔细甄别好的理由与坏的理由，有效的论证与无效的论证。讨论者对那些未能得到有效论证的劣质理由和言论不予置信，不理会或者贬低那些修辞性的鼓噪和情绪化的爆发。协商过程的参与者提出并审视相关的要求和主张，直到“更佳的论证力量”迫使所有人接受一个共同的结论为止。

我同意这些对以利益为基础的民主模式的批评，即我们应该秉持这样一种民主观：将政治理解为人们面对面地以理性的方式决定公共目标和政策。虽然在当今的西方民主国家，以利益为基础的民主模式最符合现今的实践和看法，但我们也知道，在自由民主体制的实际运行中，公共理性的规范在某些时候也的确存在。根据我们目前的经验所及，这种协商民主在政府之外的志愿组织决策结构中最为常见。而有时候，在立法机构或公共听证会上，政府决策的形成过程也会带有协商的色彩。鉴于当今的民主体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协商而鼓励公民对政治采取一种私人化的消费取向，因此必须对其进行重塑，使之为协商创造更多的机会。但是接下来我将对人们通常所阐述的协商民主模式提出两个方面的批评。将民主讨论限定为论证的倾向暗含了一种文化上的偏见，这种偏见将在实践中导致某些人被排除在外。此外，将一致性设定为民主讨论的出发点或目标也会造成排斥性的后果。


协商模式的排斥性内涵


至此我已表明，协商民主的一个主要优点在于，它致力于使理性在政治中凌驾于权力之上。政策之所以应该被采纳，不是因为最有影响力的利益取得了胜利，而应该是因为公民或其代表在倾听和审视相关的理由之后，共同认可该政策的正当性。虽然传统的共和主义存在某种精英主义的倾向，但当代的协商论者认为，较之以利益为基础的民主，协商民主潜在地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和平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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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以利益为基础的民主体制并不阻止金钱和人数对决策的影响，而审议理论家通常声称，协商民主论者要求所有的公民在表达要求方面拥有平等的发言权，而不受到社会地位或权力的影响。

乔舒亚·科恩就理想的协商民主所应具备的条件给出了一幅清晰的图景。他的观点与哈贝马斯提出的以理解为目标的话语理想很接近，约翰·德雷泽克也正是以此为基础构建他的话语民主。在理想的协商民主中，参与者对于政治问题的解决保持一种开放的胸怀；他们并不受制于先在的标准或要求的权威。政治讨论的过程以理性的辩论为要。参与者提出并审视相关的建议，每个人对于结论的认可都只能基于“更佳的论证力量”。为确保这种认可是理性的，参与者必须是自由和平等的。每个人都必须有平等的机会提出并审视相关的建议，而且他们的对话环境必须免于受到支配。没有人能够占据高位，威胁或强迫他人接受或拒绝某些建议。协商的目标在于达成共识；即使在共识不可能达成、不得不求助于投票的情况下，协商的结果也应是一种集体性的判断，而不是私人偏好的聚合。

协商论者倾向于认为，只要将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悬置起来，就足以确保对话者之间的平等。这种观点未能注意到，妨碍人们成为平等对话者的社会权力不仅源于经济上的依赖和政治上的支配，还源于人们对于自己是否有权利发言的内在感觉，同时也源于对其言谈风格的评价，有些人的言谈风格会遭到贬低而另一些人的言谈风格则会被抬高。协商理想倾向于认为，当我们消除了经济和政治权力的影响后，人们的言谈方式和理解方式将会一样。但事实上，只有当我们进一步将他们在文化和社会地位上的差异抹平后，这种设想才能成为现实。也就是说，协商民主模式倾向于认为协商在文化上不仅是中立的，并且是普遍性的。交往民主理论则关注社会差异以及权力对言谈本身的渗透方式，承认协商实践的文化特殊性，提倡一种更具包容性的交往模式。

交往协商模式起源于现代西方独特的制度环境——科学辩论、现代议会和法院(每一个都能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哲学与政治以及中世纪的学院中找到雏形)。这些制度是资产阶级革命所追求的部分目标，最终也在西方占据了统治地位。它们的制度形式、规则、修辞及文化风格界定了理性自身在现代世界的意义。作为支配性的制度，它们曾经是精英主义和排斥性的，这些排斥性特征在制度及其所代表的修辞风格上均有所反映，并且给理性和协商概念打上了自己鲜明的印记。启蒙运动伊始，这些制度就是由男性所主导，而在那些存在阶级和种族差异的社会里，它们还是由白人和上层阶级所主导的。尽管人们声称协商的形式是在井然有序的集会上表达纯粹普遍的理性，但是，审议的规范是带有文化特殊性的，并且常常表现为以权力的形式压制或贬低某些人的言论。

议会中的论证和法庭上的抗辩并不是完全自由、公开的公共论坛，即其间所有人都有权利根据自己的理解来表达要求并给出理由。这些制度并不将讨论视为对每个人的观点予以公开、对等的承认，而是将协商塑造为竞争式的。协商就是竞争。争论各方都以赢得辩论、而不是达成相互理解为目标。“更佳的论证力量”所产生的同意，意味着不再能提出进一步的反驳，也就是承认自己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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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商规范的竞争性特征揭示了权力重新进人协商场所的方式，即使协商论者声称已经排除了权力因素的影响。

将民主讨论的实践限定为一场有人赢有人输的竞争，使得那些喜欢竞争并熟悉游戏规则的人更有具优势。那些斩钉截铁、对抗式的话语要比尝试性、探究性或调解性的话语更受重视。这就使得在大多数实际的讨论情形中，男性的话语风格要比女性更占优势。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在更喜欢强硬的声明和争辩的话语情境中，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保持沉默。再者，即使当女性的确在这种情境下发言时，她们也是倾向于给出信息和提出问题，而非陈述观点或者挑起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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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很多正式场合，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白人经常表现得好像只有他们有发言权，他们的话才算数，其他人则往往由于不熟悉辩论的要求和议会程序中的手续和规则而变得沉默，他们即使发言，也会被那些负责人看做是在鼓动“分裂”。在很多现实的话语环境中，文化上存在差异、社会地位不平等的各种群体同居一处，此时强硬、好斗的标准以及按照竞争规则发言的要求就是强有力的消声器和评价机制。此外，占据支配地位的群体常常完全没有意识到这种贬低和压制，而弱势群体则往往感到自己受到了怠慢，挫折感使他们变得愈发自卑或愤怒。

协商的规范还赋予正式、普遍的话语以更大的优势。那种有条不紊地将自己从前提到结论的推理结构清清楚楚展示出来的话语，明显要优于其他话语。那些将普遍性和原则应用于特定实例并以此来表达自己立场的话语，同样更占优势。但是，这些“口齿伶俐”的规范必须经过学习；它们具有文化上的特殊性，在我们社会的实际话语环境里，展现出这样的话语风格乃是一种社会特权的象征。因此协商并没有平等地向所有表达要求和陈述理由的方式开放。在正式的讨论及辩论的场合，比如教室、法庭和市议会大厅，很多人都感到他们必须为自己的犹豫不决和不得要领的言谈表示歉意。

最后，协商的规范赋予冷静、非情绪化的话语以更大的优势。协商论者倾向于在心灵与身体、理性与激情之间预设一种对立关系。他们往往错误地将客观性等同于沉着冷静和喜怒不形于色。这样，表现出愤怒、受伤害和激情会使那些带有此类情绪的主张和理由大打折扣。同样，对话者将身体带入讨论——比如丰富的脸部表情，紧张地走动或者是用肢体表达情感——也是脆弱的象征，这将削弱他的主张所本来应有的价值，抑或意味着对话者缺乏客观性和自制力。根据协商的标准，较之夸张、隐喻等诸如此类的比喻性语言，“非比喻性”语言也往往更受重视。

重申一下，在我们的社会里，这些话语特权上的差异与其他社会特权上的差异紧密相关。中产阶级白人男性的话语文化更具有支配性，它没有夸张的表情和情感的流露。而另一方面，女性和少数民族的话语文化则倾向于更为激动和更富有表现力，也更看重情感的表达、比喻性语言的运用、声调的变化以及丰富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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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几点，我认为，较之协商论者通常的设想，这种以讨论为基础的民主理论必须对政治讨论中的话语形式和风格采取一种更为宽泛的理解。我更愿意将这种扩展了的理论称为交往民主，而不是协商民主，以表明任何一种沟通互动形式都拥有同等的地位，只要其旨在达成理解即可。在就政治问题进行相互讨论和说服时，论证的确是必要的，但是论证绝非政治沟通的唯一方式，而且，论证可以用多种方式进行，其中还可以穿插或伴随其他的沟通形式。


协商模式设定的一致性


不同于以利益为基础的民主观，交往民主强调，当人们与他人就观点和经验进行交流时，他们的政治观点常常发生改变。在就集体行动或公共政策进行公共讨论的过程中，如果人们只说他们想要什么，而不诉诸正义或正当性时，他们就不会受到认真的对待。相反，他们必须声称自己提出的建议是正义的、有根据的，是他人应该接受的，以此来吸引他人的注意。这一过程会促使个人的初始偏好从主观的欲望转向客观的要求，偏好的内容也会随之发生改变，即通过诉诸于权利或正当性使自己的主张适合于公开地陈述。通过倾听和了解他人的观点，人们对于如何解决集体问题的观点有时也会改变。

这种从主观的、利己的偏好转向更为客观或普遍意见的过程常常被协商论者阐释为发现或建构一致性的过程。我发现他们从两种不同的路径来谈论这种一致性。有些人将一致性看做协商的前提性条件。比如沃尔泽就认为，有效的社会批评揭示并且要求共同体内部预先存在的“共识”。于尔根·哈贝马斯有时似乎也认为，通过对话达成对规范的理解过程有赖于“对已破裂的共识的修复”。

通过这种方式来塑造讨论过程至少存在两个问题。其一，在当代的多元主义社会，我们在很多情况下都不能奢望可以找到足够的可资利用的共识，也不能担保这样的共识有助于解决集体面临的问题。其二，对先在的一致性的设定，取消了自我超越的需要，而我早就说过，这一需要乃是交往民主必不可少的重要元素。如果讨论的成功主要是因为它诉诸了讨论者共同分享的观念，那么就没有人需要修正自己的意见或观点，以考虑超越于他们的视角和经验。即使人们需要借助他人来找出他们所共同分享的是什么，每个人在他人那里找到的也只是一面只能照出他或她自己的镜子而已。

意识到了这样的问题，有些协商论者便将一致性视为政治对话的目标而非前提。根据这种观点，通过将自己的特殊利益搁在一边并追求整体的利益，参与者超越了他们主观和利己的政治观点。在交往民主的互动中，起初参与者在文化、视角和利益上常常存在差异，但是讨论的目标是辨明或者生发出能为所有人所共享的共同利益。为达致共同利益，也许必须要经过差异，但差异本身却是某种必须予以超越的东西，因为差异意味着偏见和分裂。

这种看法的问题在于，它可能暗含了另一种排斥机制。假设有这样一种讨论的情形，参与者在群体文化和社会地位上存在差异，而且某些群体比其他群体享有更大的象征性特权或物质性特权，那么对某种“共同利益”的诉求就有可能造成这种特权的永久化。正如我前面已阐明的，即使在沟通情境中消除了经济和政治不平等的直接影响，某种文化风格和价值依然能够占据更大的优势。当参与讨论的人以一致性和共同利益(其间假定所有人都抛开了他们的特殊经验与利益)为目标，那些占优势的视角就可能支配对共同利益的界定，弱势群体则被要求将自己的经验搁在一边，这就意味着要采纳一种不同的语式，或者是为了寻求某种共同利益——对共同利益的界定包含着对他们不利的偏见——而放弃他们自身权利或利益上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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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资源的差异


如果境遇各不相同的群体并不是生活在同一个国家，那么就不存在他们参加民主讨论的理由或架构。从这个意义上讲，某种一致性当然是民主沟通的一个条件。但是我认为，与协商论者通常假定的一致性相比，同一个国家这样的一致性相对要弱得多。推动政治运转的一致性乃是指这样一种事实：聚集在一起的人发现他们地理位置非常接近、经济上又相互依赖，以至于其中某些人的活动和追求会对其他人的活动能力造成影响。一个国家乃是由那些在一起共同生活并相互联结在一起的人组成。

如果一个国家实行的是交往民主，那它甚至需要更多的一致性。其成员必须非常正式地承诺相互间给予平等的尊重，认可所有人都有权利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观点，也都有倾听他人的义务。而且，他们必须就有关公平讨论和决策的程序性规则达成共识。这三个条件——严重的相互依赖、着重其事的平等尊重和程序上的共识——都是交往民主所必需的一致性。较之共识或以发现共同利益为目标，它们是更为弱势的条件。在这种最低程度的一致性条件(这也是交往民主的特征)下，如果将社会地位及身份上的差异视为公共理性的资源而非其必须予以消除的分歧，我们就会对民主讨论的过程有更为丰富的理解。

我已阐明，将一致性视为协商民主之起点或目标的观点存在一个问题：它不能很好地解释参与者在沟通过程中通常发生的意见之转变。如果我们都真的是在寻求我们的共同之处——无论是作为先在的条件还是最终的目标，——那么我们将不会改变自己的观点。我们在他人那里看到的只是镜中之我。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认为，沟通互动意味着要遭遇不同的意义、社会地位或需求(这些都不为我拥有或认同)，我们就能更好地描述沟通是如何改变我们的偏好的。不同社会地位的人相遇时都会意识到相互间的差异。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认为我们之间没有相似之处；差异并不完全等同于他性。但这却意味着，每种社会地位的人都意识到他无法完全理解其他社会地位的人所持有的观点，也就是说，他无法完全将其吸收到自己的思想框架中来。这样当人们就他们的意图和观点进行沟通时，他们会觉得在别人那里有某种值得了解的东西，因为这些视角超出了各自原有的经验，而且无法将其化为某种共同利益。这种相互之间表达自己经验与观点的过程，使每个人都能超越自己起初的认识，因而解释了人们的意见如何能够发生转变。

这种超越彼此视角之间的沟通确保了多元性，这种多元性被汉娜·阿伦特视为公共性的一个条件。通过将自己的经验和利益置于更为开阔的背景中(即每个人都站在他人的立场来理解)，公共领域中多元化的立场使每个参与者能更多地了解到，社会究竟意味着什么，政策可能导致什么样的后果。我这里所说的“理解”与某些协商论者的观点有所不同，在后者看来，当人们通常在沟通情境中说他们达成了共识或相互理解时，意味着他们达成了相互认同。根据这种看法，当人们超越了那些造成他们之间差异与分裂的因素，并拥有了同样的意图、信念或原则时，他们才达成了理解。

但是，如果交往民主意味着那种跨越文化、社会地位和需要方面的差异(这些差异在沟通中仍将被保留)的对话，那么相互理解和达致理解就不是上面所说的那种认同。在此，对其他社会地位的人的理解，意味着这些人成功地表达了自己的经验和观点，使他人对这些经验和观点有所了解，并且他们还理解了这样一个事实：在这些经验与观点背后还有更多的东西，那些东西超越了他们各自的主观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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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些不同的立场和观点的保留和倾听，将导致协商论者所倡导的偏好转变。这种转变有三种方式。(1)不同的观点、利益和文化意义之间的碰撞使我意识到自己的偏狭，并意识到自己的经验只是一种视角而已。(2)认识到自己身处如下情境之中：我必须与他人一起解决集体性问题，而这些人对问题的解决有着不同的见解，他们所拥有的文化和价值也与我不同，并且他们有权挑战我的要求和论证，这会迫使我把对自利和欲望的表达转变为对正义的吁求。就集体政策提出的建议并不一定要表现为普遍利益(一种所有人都能分享的利益)；它们也可能是这样的要求：公众有义务承认和帮助那些处于特殊处境的人，满足他们特殊的需求。然而，多元化的公共视角要求这种表达出来的诉求跨越差异、填平由于缺乏理解造成的鸿沟，并进而改变经验本身。(3)表达、质疑和挑战不同的情境化知识，最终会丰富所有参与者的社会知识。无需抛弃自己的观点，通过在差异中倾听，每个人都能了解相关的建议和要求是如何影响身处其他境遇的人的。通过在某种程度上内化这种对多元立场的间接理解，参与者获得了一幅更为丰富的有关社会过程的图景(他们自己的特殊经验也深嵌其中)。这种更大的社会客观性增加了他们公正地解决集体问题的智慧。


交往民主的广度


在柏拉图的《高尔吉亚篇》中，苏格拉底与有名的诡辩家以及高尔吉亚本人讨论了修辞的优点与缺点。苏格拉底引导他的对话者去发现论证艺术(它旨在揭示真理)与说服技巧(它仅仅为了表现自己)之间的区别。对话暗示我们，修辞与批判性的哲学思考正好相反，前者仅仅知道如何打动和逢迎听众的技巧，后者则是为了引导听众摆脱那些甜蜜的谎言，往往使听众不悦，令他们感到不适。但是随着对话的进行，日益明显的是，苏格拉底和他的对话者不能再维持这种真理与修辞之间的区别了；辩论也是说服，最恰当的说法应该是只存在好的修辞与坏的修辞之分。通过这一对话事件，柏拉图揭示出真理与修辞的区别其实是站不住脚的。苏格拉底为了推动他的对话者继续讨论，也对他们使用了奉承的技巧。他运用了无以计数的从幽默到讽刺再到嘲弄最后到谦卑等种种修辞技巧。在其他几乎每一篇柏拉图写的对话中，苏格拉底都会讲述一个神话或者诗意的故事，这些神话和故事与论证无关，都是为了抓住听众的直觉。

依循近来女权主义者关于对话理性的阐释，以及非洲裔和拉丁裔的男性美国人对主导性协商概念所暗含的文化偏见的揭示，我认为，除了批判性的论证，一种更为宽泛的沟通民主观还应具备三个要素：礼节、修辞与叙事。因为这三种沟通的方式承认对话者的具体性和特殊性，所以它们有助于建构和保持多元性，与阿伦特一样，我认为这种多元性对于公共性的意义及存在都是必要的。此外，在那种存在不同的群体文化、社会视角和价值的社会中，这些交往形式在缺乏重要共识的情况下，通过为人们提供在差异中进行对话的方式，起到了补充论证的作用。

礼节——我希望利用“礼节”这一术语提出一种有益的沟通方式，而这种方式曾被《高尔吉亚篇》视为谄媚之恶。以达成理解为目标的对话，其逻辑和动机上的条件是：对话者相互承认对方的特殊性。我将这种沟通要素称为“礼节”，它是我们用以表示友好的日常语用学模式。以下就是一些并没有说出任何东西但对沟通很必要的话语：“早上好”、“你好”、“欢迎”、“再见”、“当心”，它们不断言什么，也没有特定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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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这种礼节性的话语还应包括告别，以及用于活跃讨论气氛的一些温和的话语形式：奉承、自嘲和附和等。

尤其是当对话者在文化、价值抑或利益、目标等诸多方面存在差异，并将其带入讨论的时候，如果没有使他们之间建立起信任或尊重的初步措施，他们试图解决冲突或就行动方针达成共识的努力就会化为泡影。这些初步措施通常包括各种形式的逢迎，用含有敬意的头衔称呼他人，对他人的成就和理想的重要性表示承认等诸如此类的引导性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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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者致力于达成理解的沟通互动，常常需要撒点礼貌和尊重这样的胡椒粉，少了它们会让人觉得冷酷、漠然，甚至于受到侮辱。为了让人们在一起时感到亲切，讨论也要饰以非语言性表示，如友善的微笑、握手、拥抱以及递送、传递食物与饮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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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方面，身体和对身体的关切必定进入了交往民主的理想。但是，协商论者似乎并没有为关切、尊重和礼貌地承认他者的他性留下空间。由于大多数的民主讨论充塞着分歧、愤怒、冲突、反驳和批评，所以时不时地采用捧场、问候、尊敬和抚慰这样的方式有助于使陷入愤怒与分歧的讨论能继续进行。

修辞——协商论者追随柏拉图，试图将理性话语与纯粹修辞区别开来，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通常蔑视情感性语言和比喻性语言。根据这种看法，理性话语(协商民主应该采纳的那种话语)就是提出观点并给出适当的理由，同时条理清晰地讲出其中的逻辑联系。比如，通过列举希特勒对群众理性的蔑视这一例子，托马斯·斯普拉根斯(Thomas Spragens)警告我们要反对那种试图以热烈的激情打动群众的夸张言论。他宣称，理性的民主，应该致力于思想，而不是引爆激情。正如詹姆斯·博曼指出的，哈贝马斯也试图将理性的话语与修辞区分开来，将前者称为以言行事的(illocutionary)话语行为，后者称为以言取效的话语行为(per1ocutionary)。但是在我看来，将理性话语与修辞对立起来，不仅否定了沟通的情境性，也忽视了这一情境与欲望之间的必然联系。

当有着不同目标、价值和利益的人试图通过讨论来谋求公正地解决集体问题时，仅仅提出观点和给出理由是不够的。人们还必须学会倾听。正如本杰明·巴伯所指出的，民主理论家们重视发言，却常常忽视对倾听的探讨。修辞指的是那种在谈话中引起听众注意的话语形式和话语风格。对于这种以听众为指向的话语风格，人们可以从很多方面来加以考察，但我关注的是前面所提及的两个方面：沟通的情境性及其与欲望的关联。

修辞宣告了沟通的情境性。利用修辞性比喻，发言者构建出他与听众之间的相对位置关系。通过修辞，演讲者诉诸于听众的特殊品质或经验，也利用他或她自己与听众的相对位置关系。修辞还建构了谈话的时机，比如“今天我们来举行庆祝”，或者“我们刚刚打了个紧急的电话”，又或者“我们正在讨论的是有关政策的问题”。通过唤起或创造特定的意义、内涵和符号，修辞建构了发言者、听众和时机，并且无论发言者和听众之间是否存在共识，它都能发挥这种连接功能。

苏格拉底批评诡辩家的目的只是取悦听众。而不是告诉他们确实的真理。但是柏拉图揭示了，在苏格拉底那里，以达成理解为目标的沟通中也存在重要的情感维度，他的说服在部分意义上也是引诱。修辞的作用之一就是引起人们注意，使他们保持关注。如果它们索然无味的话，最精致和最真实的论证也可能无法赢得人们的认可。而谈话中的幽默、俏皮话、隐喻和明喻不仅能展示论证，而且使之增色不少，讨论也因之能继续下去。

叙事——在交往民主中，参与讨论的人致力于就解决他们共同面临的集体问题达成共识。虽然参与者之间不具备任何共识的话语情境几乎是不存在的，我们通常还是要遭遇分歧、多元化的理解以及各种不同的视角。在冲突的讨论情境下，群体之间的相互误解乃是常事，他们或者是完全不了解自己的对话者是谁，或者是感到自己的需求、愿望和动机没有得到理解。在参与者被阶级和文化所分隔的情况下，情况更是如此。要在这种差异的环境中实现正义，就必须承认个人或群体的特殊性，就像寻求普遍利益一样。无需抹平人们之间的差异，叙事就能够在差异中孕育理解，其促进理解方式至少有三种。

其一，叙事能揭示出各种社会位置上的人们所具有的特殊经验，这些经验虽不能被身处其他境遇中的人所共享，但是为了公正地对待他人，人们必须了解这些经验。设想大学里有一群只能坐轮椅的学生，他们要求大学拨出一定资源来消除他们认为影响自己全面参与的那些障碍，并给予他们积极的帮助使他们有平等的能力，以便能与健全的学生在学术上展开竞争。他们为自己进行辩护的一个主要方式是，讲述他们在身体、世俗、社会和情感方面所遭遇的障碍。不要误以为只要人们听了这些故事就会采纳他们的观点。相反，叙事让那些健全的人能理解这些残疾学生的处境，使他们明白自己不可能拥有的这些经验。

叙事向其他主体展示了自己的主观经验。在保持距离的情况下，叙事能够唤起同情，因为叙事裹胁着超出他者经验(因而总是有更多的话要说)的无穷无尽的潜在痛苦。

其二，叙事揭示了价值、文化和意义的来源。当一个论证按照从作出前提到得出结论这样的步骤来加以展开，那么只有当其前提已为协商者所接受，它才具有说服性。如果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并不共享任何前提，那么就很少有制度能够将他们聚集起来解决他们共同面对的集体问题。但是，多元主义政体经常要面对价值前提、文化实践及意义方面的严重分歧，并且这些分歧往往带来冲突、麻木、侮慢和误解。在这样的背景下，叙事可用于向局外人解释实践、地点或符号对持有它们的那些人意味着什么。价值不像规则，它无法通过论证来加以辩护，此乃常事。但它们并非是武断的，其基础常常呈现于人们过去的经历中。通过叙事，局外人也许会理解为什么局内人看重他们所看重的，为什么会将某些价值置于更重要的位置。

拉科塔人(Lakota)是如何向南达科他州(South Dakota)的其他人讲述黑山(the Black Hills)为何对他们如此重要的，以及为何他们认为自己有特殊的道德理由要求停止在黑山的林业开发？答案是通过故事。他们提到了那些视黑山为主要象征的神话，还有拉科塔的个人和群体与这些山息息相关的故事。价值是历史的产物，一个群体就是依据历史来讲述“他们来自何方”的。

其三，叙事展示的不仅仅是特定主体所持有的经验和价值，它还从特定社会位置所具有的视角出发揭示了总体的社会知识。每种社会视角不仅道出了其自身的生活和历史，也牵出了曾影响其经验形成的其他社会位置。从谈话者讲述的故事中，倾听者能够了解自己的地位、行为和价值是如何呈现于他人面前的。因此，叙事展示了由各种视角所汇集起来的集体性知识，这些从不同视角出发的叙事组合在一起，就产生了任何一个社会位置都不可能提供的集体性的社会智慧。

这样解释叙事式沟通(其中人们通过讨论来解决集体问题)所具有的作用，我们可以从中得出两个一般性的结论。首先，叙事对于民主讨论的论证来说作用不可小视。在就政策或行动进行论证时，如果要求助于需要或权利的话，叙事是证明这些需要或权利的一种重要方式。叙事对政治论证的作用还体现在它提供了社会知识，这种知识展示了社会群体相互之间是如何看待对方的，以及相关的政策和行动对不同境遇的人可能造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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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林·桑德斯(Lynn Sanders)所说，在交往民主中，叙事能补充论证的不足，因为它比典型的协商过程更倾向于平等。前面我也讨论过协商如何有利于那些冷静的、受过教育的或者是觉得自己有权提出要求的人。因为每个人都有故事讲，且风格各异、意义不同；也因为每个人都能以同等的权威讲述他的故事，这些故事在沟通情境中拥有同样的价值。

本文主张一种沟通的而非协商的民主理想。交往民主的理想所涵括的要大于协商民主，因为前者承认，当政治对话致力于解决集体问题时，它应该要求一般性原则与多元化的视角、话语风格和表达社会境遇的特殊性的方式相结合。一种对当今世界有益的民主讨论理论，必须解释在文化与社会地位存在广泛差异的情景中实现沟通的可能性。这样一种民主理论需要一种宽泛、多元的沟通观，即沟通不仅包括对共识的表达和扩展，还包括对不被共享的意义予以提供和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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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我修改了Jack H.Nagel提出的系统权力的定义，关于这个定义请参见他的The Descriptive Analysis of Power(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5)，29。我用“利益”取代了他的“偏好”，并增加了“一组行动者”。在对原因的关注上，Nagel的定义回避了权力的意图成因，而是把对未来事件的预期(例如下次选举)作为引发当前行为的原因。 与我在这篇论文中强调的“掌控的权力”(“power over”)截然不同，较早开始对“给予的权力”(“power to”)、“分享的权力”(“power with”)、“作为能量的权力”(“power as energy”)和“源于内部的权力”(“powerfromwithin”)的强调，参见Mary Parker Follett，“Power”(1975)， in Dynamic Administration：The Collected Papers of Mary Parker Follett， ed.Henry C.Metcalf(New York：Harper， 1942)；William E.Connolly，“Power and Responsibility”， in The Terms of Political Discourse(Lexington：D.C.Heath， 1974)；Nancy Hartsock，“Political Change：Two Perspectives on Power”， Quest 1(1974)：10-25，重印版见Charlotte Bunch， ed.，Building Feminist Theory Essays fromwest(New York：Longman，1981)；参见更近的跻身于女权主义理论家行列的Starhawk， Truthor Dare(1987)(New York：HarperCollins， 1990)，8-19。



[26]因此，这里的权力意味着对他人进行“掌控的权力”。在这个定义中我不仅吸纳了Nagel的Descriptive Analysis一书中的观点，而且吸取了另外一些著作的精华，参见Peter Bachrach and Morton Baratz，“Decisions and NonDecisions：An Analytic Framework”，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7(1963)：632-44；和Steven Lukes， Power：ARadical View(London：Macmillan，1974)。不同于制裁的威胁，我这里所使用的“强力”(“force”)不涉及他人的意愿因素。如果我把你架出了房间，你的意愿是无关紧要的，而我的行为就涉及强力；如果我告诉你，除非你离开否则我会枪杀你，那么，我所达到的希望(你离开)的目的在一个微小的程度上涉及了你的意愿(你可以一直拒绝离开，那么虽然我枪杀了你，但却没有使你离开)。不涉及意愿的强力牵涉到许多系统的属性，例如语言。因此，虽然基于制裁的威胁的权力总是涉及抵抗或抵抗的可能性，但是作为强力的权力有时不可能被抵抗(福柯可能没有认识到这种区别)。为了使争论相对简单，这篇论文中的强制的定义不包括积极的诱因，尽管如果不对称性足够强大的话，积极的诱因可以算的上是强制的形态。参见Brian Barry，“Power：An Economic Analysis”(1975)， in Democracy and Power， vol.1 of Essays in Political Theor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27]我在这里使用“利益”一词意味着在政策选择上经过协商达成的结论。此结论可能是利己主义的或者是具有公共精神的。这个结论总是对竞争开放，并对经过进一步思考、行动和政治斗争之后达成不同结论的可能性也是开放的。通常，“利益”这个词的隐含之意既包括利己主义，也包括客观的、静态的或永恒的国家，它们通过革命行动或理性而显现，并借助于对压迫或镇压的来源的消除而被揭示出来。我想抛弃这些内涵，但同时保留肤浅的选择(或未经深思的协议)与在情绪和理性上更为成熟的和在行动上经过更加彻底检验的协议之间的一些区别。在这个意义上，对深思熟虑的协议的一个检验可以形成于尽可能接近于自由、平等和无约束的沟通之中。我始终建议的另外一个检验，则是对采纳产生特定协议的可选方案时进行争论的生命力，包括在争论中对立观点之间的分歧和随后被排除方案维持寿命的程度。欧洲读者对于频繁地把价值定位合并到利益概念之中的美国用法感到不舒服，无论“利益”这个词在文中何时出现，他们都发自内心地要求用“利益和价值定位”来替代。



[28]Jane Mansbridge，“Public Spirit in Political Systems”， in Henry J.Aaron， Thomas E， and Timothy Taylor， eds.，Values and Public Policy(Washington：Brookings，1994)；Ian Ayers and John Braithwaite， Responsive Regulation：Transcending the Deregulation Debat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29]这种作为强制对立面的“权力”概念充满了阿伦特的写作当中。在On Revolution(1963；reprint，New York：Viking，1965)一书中，与“前政治的自然暴力”(181)截然不同，，阿伦特把权力定义为“当且仅当人们为了行动的目的而组织起来，权力就出现了；而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当人们互相疏离和抛弃的时候，它就会消失。”(174；也可参见145，148-149，150-152，155，162，163-167，170，175，179，181-182。)在她后来的著作OnViolence(New York：Harvest/HBJ，1970)中，阿伦特始终忽视暴力与强制的区别，把一切作为手段的强制形式都归结为自然暴力的心理特征与实际效果。她在英语中对这两者差异的忽略反映了德语中Gewalt一词所固有的暴力与强制权力的双重含义，马克斯·韦伯和其他学者曾用它来表示国家权力。这本书的第一章一开始就定下了把暴力作为工具性典范的基调，即“附属于手段—目的范畴”(4；也可见46，51，79)，随后立即把它放到战场、武力、战争、枪炮、枪杀、集中营、种族灭绝、酷刑和核毁灭的情境之中(4，5，6，11，13，14，17)。第二章介绍了“政治领域中的暴力问题”(35)，首先在一般意义上把暴力等同于强制(36)，然后把暴力、控制和命令与特别的心理感觉联系起来，这种感觉来自对他人施加影响，使之成为自己意志的工具，维护自己的意志以防止抵抗，以及期望运用权力掌控他人的过程之中。第三，在最后一章，再次把暴力与对侵犯、狂暴和战场的描述联系起来(59-61，63，67)。阿伦特从未考察我所讨论的强制的日常非暴力形式，这种非暴力形式使得复杂的相对正义保持独立性成为可能。(在OnViolence中，阿伦特的“权力”停留在“人们一致行动的生存权力”之上，参见40-41，44。)



[30]Arendt， On Revolution，255.阿伦特明确区分了“舆论”的政治领域——他所定义的公共权力所在的领域——与纯粹物质利益的“社会和经济”领域(278)。在Contradictions of the Welfare State(Cambridge， Mass.：MIT Press， 1984)一书中，Claus Offe也对政治作出了类似的解释，即政治与利益之间的协商无关，而是“关于社会生活的正义秩序的愿景的开启，以及围绕着那种秩序的愿景之间的冲突”(173)。也可参见Iris Marion Young， 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72-74。



[31]Politics and Vision(Boston：Little， Brown， 1960)， 277，2；关于对作为“普遍和一体化的”政治性的讨论，也可见本书以下页码：3，9-10，60-66，191，429-434。还可参见本书中Wolin的“Fugitive Democracy”一文。



[32]关于对政治、利益和“权力的核心是暴力的基本事实”的讨论(220)，也可参见Politics and Vision，42，86-92， 115-118， 201，214-223，232-236，241， 272-285， 338-342。



[33]Spheres of Justice(New York：Basic Books，1983)，304.



[34]Spheres of Justice，306.由于试图把“权力”仅仅归结为说服，Walzer拒绝将电视复决称作“权力的运用”，“相反，他倾向于认为那只不过是价值腐蚀的又一个例子”(307)。与此类似，他写道，“民主要求平等的权利，而非平等的权力”(309)。虽然文中有一段显示他也同意一个公民可以合法地追求“赢得——也即运用不平等的权力”(309)，但他并未考察这种思想对于相对合法强制的政治的含意。



[35]Jurgen Habermas，“Hannah Arendts Communications Concept of Power”(1976)， in Jurgen Habermas， PhilosophicalPolitical Profiles， trans.Frederick G.Lawrence(Cambridge，Mass.：MIT Press， 1985).



[36]正如哈贝马斯所谨慎列举的他的主张，策略行动“也产生于萧墙之内”(182)，换句话来说，“我们不能把策略行动因素从政治性概念中排除出来”(183)。



[37]关于哈贝马斯对这个问题的展开，参见“Further Reflections on the Public Sphere”， in Craig Calhoun， ed.，Habermasand the Public Sphere(Cambridge， Mass.：MIT Press， 1992)， 421-61， esp.446-450，和收入本书的“Three Normative Models of Democracy”一文。对此的评论，参见我的“Ugliness in Democratic Life，”forthcoming in Constellations。



[38]哈贝马斯称这种阻止其他个人或群体认识到他们的利益的能力为“暴力”(183)。他称“结构性暴力”为，阻止他人认识到自身利益的能力，这种能力已经被建立于社会和政治的制度之中，并且“以一种隐性的方式阻碍那些交往，正是在交往当中，为了合法化的目的，人们的信念得以有效形成和传播”(186)。在我的术语中，这是一种形式的“强制”(参见n.2)。



[39]例如，多数决定规则还是全体一致规则，部分地取决于对平等的履行，而不是顺应现状的自由概念。Seyla Benhabib在“Toward a Deliberative Model of Democratic Legitimacy”(this volume)一文中，不是把这种假设性协商的合法性标准运用于强制本身，而是运用于“对相互冲突的利益进行表达、审查、权衡的方法”(73)。从上下文看，她的“权衡”涉及的是衡量有争议的不同利益的优点，而不是利益承载者的数量。这种假设性协商不同于假设性同意，它使得同意的决策具有集体性、共有性与审慎性的特点并处于终极协商目标的强大约束之下。



[40]我感激Cass Sunstein提供了这些例子，并对它们进行了有益的说明。利用这些合法化的标准，我们也可以将正义解释为，无论一群受到影响的个人赞成(或假设赞成)什么结果，都只是处于基于较好争论获胜的非强制协商之后；因为结果或多或少是正义的，所以强制或多或少是合法的。Brian Barry在“Is Democracy Special？”(1979；in Democracy and Power)中指出，对于民主的理论来说，来源于实质结果的合法性是不充分的，他解释了为什么“一部经过民主程序颁布(或未被撤销)的法律，增加了使之得到服从的理由”(25)。



[41]Jane Mansbridge， Beyond Adversary Democracy(1980；reprint，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那本书的读者将会认可，在这篇论文中我对对抗性民主的(部分)合法性进行了捍卫。



[42]例如，Jack Lively， Democracy(1975；reprint， New York：Putnam， 1977)，8。



[43]Robert Dahl，“The Analysis of Influence in Local Communities”(1960)， in Bernard J.Frieden and Robert Morris， ed.，Urban Planning and Social Policy(New York：Basic Books，1968)， 225， 227.在他更近的著作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9)一书中，Dahl更加明确地指出，“在集体决策的决定性时刻，必须确保每个公民都有表达一种选择的平等机会，这种选择在权重上必须与其他公民所表达的选择相等”(109)。



[44]关于那些认为平等权力或运用权力的平等机会是民主或更宽泛地说是政治公平的中心要素的多数理论家，参见我的“Using Power/Fighting Power”， Constellations 1(1994)：53-73， n.19。



[45]这些限定条件的严格满足将一直是个受争议的问题。关于英国人对法治的理解，参见A.V Dicey， Introductionto the Study of 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 ed.E.C.S.Wade(1885；reprint， London：Macmillan， 1939)；Geoffrey Marshall，“Rule of law”， in David Miller， ed.，The Blackwell Encyclopedia of Political Thought(Oxford：Blackwell，1987)；and Don Herzog， Happy Slave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chap.4。在缺乏对公共目的最起码的名义尊重的情况下，多数主义者会把某个团体的“赤裸裸的偏好”强加于另一个团体身上，关于美国宪法对此进行禁止的方法，参见Cass R.Sunstein，“Naked Preferences and the Constitution”， Columbia Law Review 84(1984)：1689-1732。



[46]关于教会法规的争论，参见Gierke，“Uber die Geschichte des Majoritatsprinzips”(1913)，cited in John Gilbert Heinberg，“History of the Majority Principle，”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1926)52-68， 59。古希腊人可能曾经也有一个多数决定规则的基本原理，这个原理可看做是协商的简略形式。Willmoore Kendall认为这种主张隐含在洛克对多数决定规则的论证之中：John Loche and the Doctrine of Majority Rule(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41)；以及Elaine Spitz(Majority Rule[Chatham， N.J.：Chatham House Publishers，1984])也赞成多数决定规则相对地具有一个协商的正当理由，指出至少在早期阶段，多数决定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实践，“处于其程序中心位置的是讨论而不是投票”(xiii)。关于更多新近对多数决定规则的概念化理解，参见Habermas，“Further Reflections”， 449-450，和Benhabib，“Deliberative Rationality”， 72。



[47]关于一般的争论，参见Isaiah Berlin，“Equality”， 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56(1955-1956)。一种功利主义的观点也带来了对多数决定原则的一系列争论，甚至持续到Willmoore Kendall在他后来的著作中证明了多数决定相比少数决定而言只是相对较小的恶(产生较少的个体强制)：Austin Ranney and Willmoore Kendall， Democracy and the American Party System(New York：Harcourt， Brace， 1956)， 32。



[48]这个合法化的标准在概念上独立于经过推论而形成的标准，虽然如果平等在规则概念中占据着固有的缺席位置，但是当缺乏把它排除出去的正当理由时，我们可以期望自由与平等协商条件下的个体赞同这个位置。关键在于推论的同意是根据独立于推论同意本身的理由而得出的。即使为了使人们相信平等权力具有其自身内在的强制性基本原理，在分析上这些理由也是独立于推理的同意的，我们必须指向真实的推理过程，把理想的协商作为评判的标准。以此类推，当我们询问在自然科学工作中为什么应该相信一个特定的结果时，我们趋向于接近一个推理理想程度的社会过程，这个推理理想引导我们在它们的结论上具有或多或少的自信。但是那些社会结论反过来被建立在某种程度上独立于推理过程的标准之上。在合法的循环中，协商过程和另一个标准具有独立但强化的地位。



[49]参见Mansbridge， Beyond Adversary Democracy，266-268和附的注释，and Charles R.Benz， Political Equalit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8-11页和注释。This problem is particularly severe when segmented rather than crosscutting cleavages produce permanent minorities.参见，John C.Calhoun， ADisquisition on Government(1853)(New York：BobbsMerrill，1953)；Arend Lihart， The Politics of Accommodation(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Lani Guinier， The Tyranny of the Majority(New York：Free Press，1994)；以及对此的评论，例如Ian Shapiros“Democratic Innovation”， World Politics 46(1993)：121-150。



[50]例如，参见Duncan Black， The Theory of Committees and Elections(1958；reprint，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3)，对此的详细叙述参见Condorcet的著作和C.L.Dodgson；Kenneth J.Arrow， Social Choice and Individual Values(New York：John Wiley，1963)；William H.Riker， Liberalism against Populism(Prospect Heights， Ill.：Waveland Press， 1982)。



[51]Beitz， Political Equality， xiii.



[52]Dahl， 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156.Dahl自己为“政治平等”(或更广泛地说为“民主程序”)创造了五个标准。在“Is Democracy Special？”中，Brian Barry对这些问题作出了卓越的解释。



[53]关于系统的不平等权力——甚至产生于一个平等程度、民主程度和意识形态忠诚度都非常高的四十一人的集体之中——的证据，参见Mansbridge， Beyond Adversary Democracy。



[54]John Rawls， ATheory of Justice(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112，有关尽自己的职责维持公正的协作安排的义务，在那种安排中，其他人协同操作而自己获益。也可参见“as just as it is reasonable to expect in the circumstances”(115)，有关赞成和遵守正义制度的自然义务。



[55]我从Nancy Fraser那里借鉴了这个说法，“Whats Critical about Critical Theory？”chap.6of her Unruly Practices(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9)， 120。



[56]比较H.L.A.Harts“Are There Any Natural Rights？”中的著名的第一句话，PhilosophicalReview 64(1958)：175-19。



[57]关于正义，Iris Young已经提到了一个忽略了艾滋病受害者的通用卫生保健法案的例子。在一个先前没有普遍覆盖卫生保健的国家，政策的全面推进应该沿着社会正义的方向，然而按照多数标准来衡量，政策实施的一些部分却是非正义的。



[58]关于对利益集团潜在的协商能力的辩护，参见Mansbridge，“A Deliberative Theory of Interest Representation”。



[59]关于参与创新的建议，参见Benjamin Barber， Strong Democracy(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60]“意志探寻”这个术语来自Charles E.Lindblom， Inquiry and Change(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0)；以及使每个问题接受持续再检验的要求来自Barber， Strong Democracy，182。这不是对我所主张的狭隘的物质利己主义应该在民主协商中扮演一个角色(在某些例子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完全抵御。[参见我的“Feminism and Democracy”，“A Deliberative Theory of Interest Representation”， and“On the RelaLion of Altruism and SelfInterest”， in Mansbridge， ed.，Beyond SelfInterest(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我的主张源于两类经验。第一类是“增强自我意识感”(“consciousnessraising”)的经验，Pamela Allen将其形容为：“虽然我们不能确信完全自治是一个可能的目标，但我们相信我们的希望存在于个体的发展之中，这些个体了解自身、自身的需要、我们社会的工作以及他人的需要”[Pamela Allen，“Free Space”(1970)，in Anne Koedt et al.，eds.，Radical Feminism(New York：Quadrangle Press，1973)，271-272]。在没有同时更好地了解我们狭隘的物质自利的需要和其他各种需要时，我们不能更好地了解我们“自身的需要”。第二类是集体决策的经验。也可参见Laura Stoker，“Interests and Ethics in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6(1992)：369-380。



[61]Capital(1867)(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7)， vol.1， 763；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The Communist Manifesto(1848)(Chicago：Henry Regnery，1954)，32.Jon Elster在Making Sense of Marx(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一书的第355页指出，马克思没有明确说集中于工厂而不是房屋和住处是导致工人团结的决定因素，“但从他在别处所说的工会的重要性来看，这一点可以被合理推断出来”。



[62]关于这些孤立群体的例子，参见Verta Taylor， Social Movement Continuity：The Womens Movement In Abeyanc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4(1989)：761-775， and Verta Taylor and Nancy Whinier，“Collective Identity in Social Movement Communities”， in Aldon D.Morris and Carol McClurg Mueller， eds.，Frontiers in Social Movement Theor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关于对“思考地点”重要性的早期探讨，参见Pamela Allen，“Free Space”， 271-279。关于社会运动使文化政治化的讨论，参见Iris Marion Young， 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86-88。



[63]Mansbridge， Beyond Adversary Democracy，62-63.



[64]“Rethinking the Public Sphere：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Actually Existing Democracy”， in Craig Calhoun， ed.，Habermas and the Public Sphere，123.



[65]James C.Scott， Domination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HiddenTranscript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0).



[66]参见Bonnie Honig， Political Theory and the Displacement of Politic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尤其是第1章，涉及事实和“永恒争论”的积极维度，Honig指出“每一种政治都有其剩余物”或者“产生于分割自身的过程中”但经常被该过程成功压制的竞争可能性(3，15， and 213， n.1)。Honig的意见影响了我坚持主张保持继续争论的需要和强调正在进行的稳定强制。



[67]Joshua Cohen and Joel Rogers，“Secondary Associations and Democratic Govemance，”Politics and Society 20(1992)：393-472；Philippe Schmitter，“The Irony of Modem Democracy and Efforts to Improve Its Practice”， Politicsand Society 20(1992)：507-512.关于团体代议制的讨论参见see also Young， 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68]Scott， Domination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



[69]Mansbridge，“Using Power， Fighting Power”， 54-55， 65-67.



[70]克里斯蒂诺曾有一篇很有价值的综述文章对民主哲学基础的不同取向进行了考察。



[71]众所周知，大约在12年前，罗尔斯放弃了他在《正义论》中所采用的康德式的规范性证明策略，转向一种更加情境化的“重叠共识”概念，它扎根于特定的历史、社会和政治情境之中。他认为，《正义论》中所提出的两个正义原则的有效性并非基于永恒的观点，而是由于它们表达了各种西方自由民主理论所共享的政府形式的基本信念。尽管这些信念自始至终都在不断变迁、不断地被重新加以阐释，但它们构成了西方社会“重叠共识”的基础。罗尔斯从康德式的证明策略转向一种更历史主义的模式，一些学者对他的这种转变表示赞扬，罗蒂将罗尔斯新近的这种发展确认为他所谓的“种族中心的自由主义”。贝思斯对罗尔斯立场之变化有清晰的描述，并对“重叠共识”观念提出了批评。



[72]芬利的《民主：古代与现代》仍是对此问题的经典论述。



[73]黑格尔方法论最鲜明的例证是其发表于1821年的《权利哲学》，波普尔在认识论领域已经出色地论述了我所谓的匿名的集体理性。



[74]我对协商民主的理解完全近似于科恩。



[75]我在《定位自我》(Situatingthe Self， New York：Routledge， 1992)中勾勒了我对这一问题的基本看法，我对话语伦理一般框架的解释不同于哈贝马斯和阿佩尔。本文的论述以此书1至3章的—般性论证以及本人努力将话语伦理原则应用于政治制度生活的各篇论文论述为前提。近年来，一些政治理论家和法哲学家尽管并不采取话语伦理的立场，但和话语伦理保持着高度的亲和性，他们也在各自的领域独立地复兴着协商式的民主模式。



[76]一些当代的协商民主模式在“宪政”政治(高位)和“日常”政治(低位)之间进行了区分，认为协商性政治更适合于制宪过程，而世俗的日常政治则可以交给非协商性的、严格来说是工具性的自我利益追求。可参考戈蒂尔和埃斯特兰的相关论述。尽管我相信“宪政”政治和“日常”政治的区分对于民主理论来说非常有用，甚至不可避免，但我认为对这一区分的强调有些过头了。这种矫枉过正的主要动机似乎来源于传统自由主义对于不受约束的多数决定的恐惧和对普通民众政治判断合理性的不信任。我提倡的协商民主模式试图通过提升普通民众日常协商的质量来弥合高位政治和低位政治之间的裂隙。这决不意味着宪政议题需随时付诸重新讨论，但它确实意味着日常政治必须要与宪政的议题和原则——例如，就从公立学校的祈祷、堕胎到媒体的暴力、色情诸问题进行讨论。我的基本预设是，日常的政治协商越是接近于上述模式，宪政的原则就越有可能得到“正确的”理解。关于这一问题的详细讨论可以参考后文“协商民主和宪政主义”部分。



[77]维巴(SidneyVerba)最近在《人民的呼声》一文中讨论了公民通过信件、电话和日益增加的传真、电邮等形式与其代表和其他政府官员进行沟通的问题(第677页及以后)。在反思这种直接沟通日见增长的现象时(据报道，在美国大约有20％的民众与政府官员的接触“取决于问题是如何设计的”)，维巴表达了这样一种愿望：“也许来源于公民(特别是因新技术的应用而大幅度增加)的消息能够成为公共话语一部分。”



[78]拉莫近年来对此观点进行了雄辩的论述。



[79]在此，我想尝试回答穆恩(Donald Moon)提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异议。对价值分歧(关乎实质性道德、宗教和哲学信条)和程序共识(关乎在公共语境中对信念进行调节和修正的过程)进行区分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合理的？在通常情况下，实质性的信念并不允许我们在内容与形式、实质与程序之间截然两分。我们可以以自由民主制国家中宗教教派的存在来说明价值系统不允许在实质和程序之间截然两分。例如，以色列的某个正统犹太教派拒绝承认以色列世俗国家政权的权威；居住于德国或法国等欧洲国家的正统穆斯林会在教育、妇女地位、自由民主国家等问题上感到格格不入；在美国，基督教科学派成员想按照他们的信仰来为他们的孩子治病，但这会和地方甚至联邦的权威发生冲突。在所有这些例子中都可能、也确实是出现了一些初看上去无法简单地借助实质/形式的区分就能解决的冲突。如何正确处理诸如此类的问题？基于话语伦理的协商民主模式是否必须以强共识为前提？要回答这些问题显然超出了本文的范围。在此，我想指出的是，对以上的例子来说，协商性的程序主义模式是最可行的规范性答案。



[80]参见Jane Mansbridge，“Using Power/Fighting Power：The Polity”， In Seyla Benhabib，Democracy and Difference：Contesting the Boundaries of the Political，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它考察了协商民主模式面对公共生活中利益和意志无可消除的持续冲突时的困境，有时不得不使用强制手段来解决问题。



[81]最近，哈贝马斯对中心化的公共领域模式向去中心化的公共领域模式的转型进行了阐述。



[82]我在《定位自我》中曾有几篇文章对阿克曼的自由主义对话模式有所评论。



[83]请参考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以及他1988年4月在CUNY举行的“自由主义与道德生活”研讨会上发表的《论自由的公共理性观念》一文的手稿和《重叠共识观念》一文中对此问题的进一步发挥。在此，我无法对其前后的变化作更详细的比较。



[84]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



[85]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以及第223页以下。1994年春在哈佛大学政治系举办的政治理论研讨会上，Stephen Macedo对本文较早的一个版本进行了评论，他认为我此处对罗尔斯的评论意味着我认为罗尔斯违反了第一修正案关于言论自由权的规定，或对之进行了限制。但他误解了我的意思，而误解主要就发生在“有限的议程”这一术语上。很显然，罗尔斯并不认为，对基本言论自由权的广泛使用进行限制以便和其他自由相容。其两个正义原则的词典顺序意味着基本权利和自由原则是不能被取消的。我使用“有限的议程”这一术语是指罗尔斯的公共理性概念考虑到了公共理性的适当范围和论题。这与其说是一个言论自由权及其限制问题，还不如说是一个关于公民社会和民主政治的社会理论问题。



[86]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第226页。



[87]同上，第227页。



[88]同上，第215页。



[89]同上，第220页。



[90]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第215页。



[91]我在《公共领域的各种模式》一文中曾讨论过这一问题，也可参见下文“制度主义对协商民主的不信任”部分的讨论。



[92]琼·柯恩和安德鲁·阿拉托广泛讨论了公民社会规划对于当代民主的理论意义和政治意义。



[93]强制的问题应该在协商过程的制度化背景中加以理解，正是在协商制度中，封闭式的决策特权和司法权限才能得以澄清，也可参见下文“制度主义对协商民主的不信任”部分的讨论。



[94]的确，我们不能仅仅将注意力集中在亚伯拉罕·林肯、阿德莱·斯蒂文森和杰西·杰克逊的言论上，而忽视了理查德·尼克松、菲德尔·卡斯特罗或尼基塔·赫鲁晓夫等人不那么优雅的激情迸发的言论。虽然巴伯通过以“共享推理”为特征的自由的公共理性观念无疑是抓住了政治所具有的不确定性、竞争性和情感性特征，但他没有强调这种对话所赖以生发的制度框架和其他程序条件。



[95]此处我借用南希·弗雷泽的术语，她在讨论福利国家话语时使用了这一术语。



[96]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罗尔斯在法庭作为宪法之“最高”司法解释者和高级法的“最终”解释者之间进行了区分，因为他追随阿克曼，想保留体现“我们人民”意志的人民主权原则。



[97]最近贝恩斯对此问题有很精到的论述。见Kenneth Baynes，“The Liberal/Communitarian Controversy and Communicative Ethics”， Philosophy and Social criticism 14.DOS.3-4(1988)：305。



[98]哈贝马斯在其新著《事实与规范》中已着手处理这一问题，参见《事实与规范》第三章。



[99]古尔德在《多元与民主》一文中认为话语伦理理论无法证实基本人权，我将通过对上述权利理论的反事实(counterfactual)含义的论述来反驳她的论点。



[100]可能具体的例子有助于更好地阐明这一过程。让我们设想以英国、美国和以色列为例，这三个国家是三种自由民主社会模式，其政治法律秩序都是建立在某种形式的承认个人道德尊严的基础上。毫无疑问，这三个社会都采用了议会民主体制，通过由法律或宪法规定的周期性的选举来选拔政府官员。在这三个社会中，个人都拥有某些权利和自由，它们受到政治和法律的保护。但这三个社会对于言论自由权的构成及其合法使用的解释却有着相当的差异，有时甚至无法相容。在美国，人们很难以公共习俗、公正审判和国家安全等考虑为借口来削减宪法第一修正案所赋予的各项权利；而在英国和以色列，这种情况则司空见惯。在英国，转播法庭审判和听政会是受限制的；而在以色列，即使是某些学者的文章也可能被军方的审查枪毙掉，只要他们认为这些文章包含了“涉及安全的敏感信息”。这一例子和话语理论原则有效性的关联在于：就像基本言论自由权在范围和应用上的差异并不妨碍我们承认英国和以色列是和美国同样的民主国家一样，对普遍道德尊严原则和平等互惠原则的大量不同解释都与民主的政治对话相容。建立在话语模式基础之上的协商民主理论并不会列出一个无法加以增删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清单，而只是给出两个最普遍的道德原则，在一定的范围内，它们可以和不同的法律政治安排相容。



[101]霍维茨对民主合法性问题和反基础主义在最高法庭中的应用所面临的困境进行了富有成果的讨论。



[102]概念使用上的问题给兰德斯早期的开创性著作《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妇女和公共领域》带来了缺陷，特别是当她批评哈贝马斯论公共领域的著作时，她将哈贝马斯作为公民社会一部分的公共领域模式和作为公民社会对立面的卢梭式的共和主义模式合在一起。她对公共领域“男性特征”的绝大部分批评都是建立在这种共和主义的公民美德版本基础之上的，而这种版本和启蒙式公共领域概念——哈贝马斯就是用这种公共领域概念来界定“私性个体(private individuals)运用他们的理性讨论公共事务”的——几乎没有什么关联。很显然，哈贝马斯所使用的公共领域概念发端于后一传统，贝克对此曾有清楚的论述，参见Keith Baker，“Defining the Public Sphere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Variations on a Theme by Habermas”， in Haberrnas and the Public Sphere， ed.Craig Calhoun(MIT Press， 1992)， 181-212。



[103]维拉曾对公共领域概念提出一种挑衅性的、不恰当的批评，他一方面关注公共领域的竞争性和实践性，另一方面又贬低公共领域在民主理论中所具有的保障合法性的地位和作用。



[104]“受支配”而非“受影响”。民主是为了保障权力，而不是保障影响。参见Michael Walzer， Spheres of Justice， New York：Basic Books，1983；Christopher McMahon， Authority and Democracy。换句话说，权力必须来自于公共意志，而“公共意志”暗示了公民作为一个整体的最终权利和责任，而不是指一系列先于制度存在并通过自身寻求可信表达的集体选择。见William Riker， Liberalismagainst Populism。



[105]美国的国家身份通常和这样一种理念联系在一起，即林肯所诉求的国家孕育于自由之中并致力于主张所有的人都生来平等。有些方面是抽象的自我国家定义，即独特的美国身份。考虑到现代国家主义发展下相互矛盾的条件，我质疑这种诉求即使没有实质性条件也可以维持。对于国家身份内容的诉求，就像所有对团体身份的诉求一样，总是出于不停的争论中：作为有意义的发现，他们就像以建立独特的国家主义权力为目标的社会和政治矛盾运动一样。对于每一个认为人们作为自由的、平等的存在对自己特殊的国家身份相对陌生的人来说，我们都可以找到一些共享国家自我定义而却否定这种陌生性的人。



[106]“合法性源自人民授权”，我指的是将这种授权视为形式政治权利的充分条件。



[107]当然一个民主多元主义者也许会认为这种伤害是不公正的而且人们不应该拒绝他们。



[108]关于聚合性民主和协商民主之间的区别，及其对民主观念内顺从于自由和公平价值的可能性的影响，可以参见我对Robert Dahl的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Yale University Press，1989)的评论。了解相应的战略和协商观念之间的区别，参见David Estlund的Whos Afraid of Deliberative Democracy？On the Strategic/Deliberative Dichotomy in Recent Constitutional Jurisprudence(Texas Law Review 7， no.7)。我认为，关键的问题是民主观念是否强调了提供他人可接受理由的观点。



[109]Dahl将民主程序的条件建立在平等考虑原则和个人自治假设的基础之上(Robert Dahl，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110]如果立法建立在种族区分基础上——或者至少是恶毒的种族区分，我们有理由怀疑这种区别倾向将无法推动立法发展。而如果他们确实推动了立法，那么程序性民主的规范传统毫无疑问被破坏了。见Ely， Democracy and Distrust，以及Ronald Dworkin， Laws Empire。



[111]要求阻止歧视的权利和要求保护平等规范中扮演中心角色的基础性利益的权利之间存在着差异，见Laurence Tribe，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Law， Foundation Press，1988。



[112]在这最后一点上，宗教自由的关键是一种观念内容将严格的义务施加于拥有这种义务的人。但是具体而言宗教内容并不是必要的。



[113]这种宗教自由理由看起来似乎建立在一种自然的宗教自由权利观点上，就是说这种理由只有在他们接受这种权利时才被视为协商过程中可接受的。如果这种宗教自由的自然权利简单地诉求一种权利，这种权利只有在非法的阵痛上才能被剥夺，那么协商观念则包含了自然权利。但是自然权利并不仅仅诉求这些，他们解释了对人的本质、自然法或者政治社会必须遵从的前政治标准秩序的基础性权利基础。民主立法的观点并不依赖于这种解释，尽管它并没有断言任何矛盾的内容。宗教自由的解释和民主立法的观点是相关的。就政治争论的目的没有必要再进行任何说明，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114]罗伯特·昂格尔认为，一个免疫性权利系统是一个民主秩序的组成部分，因为“作为参与者的自由预示了作为免疫的自由”。昂格尔反对“传统民主理论危机”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参与机会意味着比免疫保障的满意替代物更多的东西”，昂格尔认为如果一个公民拥有“鼓励他积极而独立地参与集体决策过程的安全”，那么免疫权利就是必要的。我同意Unger的观点，但是我认为一个民主观念可以为某些自由提供一个不那么制度化的空间，尽管这些自由不是程序化的。



[115]我并不是认为这种严格的保护应该限制于受到这种强制性理由鼓舞的表达。对于表达权的传统性民主保护也为严格保护提供了基础。我的目的是为了补充这个基本原理。



[116]营业税的代替要依赖于免税的本质与水平、课税扣除的出现(或不出现)以及税收征集政策的本质。



[117]了解有效影响机会的要求可见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法院在这里表现了公平保护的困难所在，因为“选举系统的安排将会使选民作为一个整体对政治过程的影响不断退化”。在分配问题中面临危机的加权表决制的要求，和为本党利益改划选举区分而面临危机的公平意义投票区分开来。我相信改变选举区威胁的价值更容易理解，因为政治影响要比简单的投票问题更广泛。



[118]在这种要求下产生了很多担心，包括因为种族和政治不公正操作导致的选举的投票淡化，由于竞选财政安排、投票途径的限制性规则以及政党规则导致的不公平影响等。



[119]从历史上来说，政治协商观念是和高度排外主义形式的议会制度相联系的；此外，一种具有影响力的观点认为，大规模民主在政治协商决策制定的可能性中遭到破坏。



[120]这看起来有点迷惑。如果对责任在增加资金方面的优势进行安全假设，那么挑战者将会在开支限制系统中进展得更好，这似乎是显而易见。但是，根据一个有一定影响力水平的争论，背景责任优势使得挑战者更加依赖于金钱。因此一个拥有300000美元的挑战者对抗一个500000美元的责任者，将会比一个拥有250000美元的挑战者对抗拥有250000美元的责任者更有优势。



[121]我说没有开支限制的“政体”是因为财政系统内的选择是在允许和限制的计划之间的选择，而不是调节与非调节之间的选择。



[122]依靠开支限制的一个问题就是资助人和候选人围绕限制进行机动的能力。提高政府补助的水平，就降低了这种机动的动机。



[123]美国是四个有资助限制的经合组织国家中的一个。所有其他的政治系统都比美国更加实质性地依赖于政府财政；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没有任何的资助或开支限制，而完全地依赖公共资助。



[124]一个相应的问题伴随着选区种族问题解决途径出现了。考虑到种族团体投票的背景，参与原则可能暗示了种族区划的需要以确保有效影响机会。Lani Guinier认为，累积投票制可以解决这种紧张。就像其他的比例代表制形式一样，累积投票制将少数群体的有效影响机会同自愿的选民联系起来从而鼓励了协商。



[125]或者只能以非常抽象的术语来设置它们，例如，作为“合理”或“应当”的要求。



[126]尽管可以看到他们接受公共支持的范围和程度，但他们仍然受到宪法的限制，特别是对平等保护的保障。



[127]这种诉求当然要依赖一个民主国家保护基本自由和确保平等保护的背景假设。



[128]我最开始是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提出这种交往民主观的。参见“Justice and Communicative Democracy”in Roger S.Gottlieb， ed.，Radical Philosophy：Tradition， CounrevTradition， Politics(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Press， 1993)， pp.23-42。



[129]我所说的协商民主理论家主要包括：Joshua Cohen， Thomas Spragens， Benjamin Barber(虽然Barber不像其他人那样容易遭致我给出的其中一种批评)， Cass R.Sunstein， Frank Michelman， Jane Mansbridge， John Dryzek， James Bohman， James Fishkin。我还认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构成协商民主理论的基础，我的部分批评就是针对他的，后面我还会提到，沃尔泽的某些著述也可归于这种民主理论。



[130]斯普拉根斯和博曼都指出了以利益为基础的民主观潜在的非理性。



[131]约翰·伯克尤其大胆地断言在公共生活中不可能提出道德要求。



[132]费希金在某种程度上是个例外。他认为在政治平等与政治参与之间存在交换(tradeoff)。若要使每个人都对决策结果拥有同等的影响力，协商就会变得不可能了，因为在巨型民主中，这种要求只能意味着在聚合性选举与全民公决中实行一人一票制。



[133]在解释道德论证的功能时，其中有一段说明了哈贝马斯对这种竞争式的对话模式很是认同：“辩论中所发生的情形是，竞争者的成功取向被纳入这样一种交往的形式，其中以达成理解为目标的行动乃是借助其他方式得以延续的。在辩论中，为了互相说服也就是达成共识，建议者与反对者就论证展开竞争。这种论辩的角色结构使争论的诸种形式服务于在相互比较中探求真理。只要论证不被化为仅仅是人们之间相互施加影响的手段，它就能在取得共识这一目标的指引下利用以成功为取向的竞争者之间的冲突。”



[134]参见Lynn Sanders，“Against Deliberation”。1992年9月在美国政治科学协会会议上提交的论文。她援引的相关研究表明，在陪审团中，男性说的话要比女性多得多，而且常常占据主导地位。简·曼斯布里奇指出，有研究证明，女性州议员的发言比男性州议员少。在公共会议上，女性倾向于给出信息和提出问题，男性则往往是陈述观点和加入争论。



[135]安东尼·科泰斯认为，科尔伯格和哈贝马斯所预想的道德推理模式带有种族中心论和文化偏见的色彩，倾向于贬低奇卡诺人(奇卡诺人是指墨西哥裔美国人或在美国讲西班牙语的拉丁美洲人后裔——译注)的话语风格和推理模式。查尔斯·亨利探讨了对非洲裔的美国人在公共辩论中的风格产生影响的那种倾向：他们比白人更为经常地将情绪、愤怒与辩论搅在一起。



[136]我提出了一种更为详尽的与之类似的论证，参见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kkerenc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chap 4。



[137]我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更为详尽地探讨了这种跨越差异的理解观，参见“Asymmetrical Reciprocity：On Moral Respect， Wonder and Enlarged Thought”， in Constellations，即出。



[138]通过阅读伊曼努尔·列维纳斯对于套话(Saying)和讲述(Said)之间区别的阐述，我体会到了这种沟通要素。



[139]乌佩迪亚·巴克西(Upendia Baxi)批评那些视政治中的逢迎为落后象征的人，指责这种反应是种族中心论。他认为，逢迎或者相互之间说好话和赞美，乃是保持关系的一种重要方式。由于对这种行为压制，西方的公共文化损害了沟通。



[140]在“Feminist Practical Dialogue”一文中，阿利森·贾格尔谈到了这种身体上的关切在促进民主沟通的目标方面的重要性。



[141]在评论叙事在女性主义的法律理论中的运用时，艾布拉姆指出叙事具有重要的论辩功能。




 第二部分 平等、差异和公共代表


 第七章 处理差异：一种观念的政治，或者是一种存在的政治？
[1]



安妮·菲利普

在20世纪80到90年代的后共产主义世界，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自由主义和自由民主已经占据了明显的优势，而且似乎更能使其成为平等、正义或民主的唯一合法基础。当然，批评还是存在的，但是抱怨的理由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多年以来，针对自由主义的核心争论分为三类：一是自由主义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强调反映了一种拒绝任何更大范围的群体的自我保护和竞争性的自我主义；二是自由主义对于“纯粹”政治上的平等的关注忽视了或者甚至鼓励社会和经济生活中的总体不平等；三是自由主义对于代议民主的巩固削弱了更活跃的公民参与的重要性。这些抱怨都没有消失，但是都在多样性和差异方面被重新以公式表述。尤其是女权主义理论家，把自由主义视为一种忽略了其自身性别内涵的抽象的个人主义，许多人批评了日趋同质的要求我们成为或变得相同的平等观念。
[2]

 关于性别盲点(genderblindness)和种族或族群盲点(raceor ethnicityblindness)的指责对于旧有的认为自由主义对阶级是盲目的抱怨已经施加了影响。当大多数政治理论家更坚定地将自己定位于自由传统之中时，自由主义因其抹平多样性和差异受到广泛批评。

处于这样一种笼统的层面，这一指责显然是古怪的，因为多样性和差异的概念从一开始就是自由主义的核心，并且贯穿于自由民主的形成过程之中。政治秩序的保证既非自然亦非传统，我们现在视为男性主体的平等增加了潜在的多样性和冲突，这些认知给了自由主义原初的推力。由此产生了对于基于契约的可以将这些不同个体约束为一个有凝聚力的整体的政治权威的追寻；也产生了对于权利和自治的关心，这些将允许他们靠自己的努力追求他们生命的一部分。在这些以及随后的发展中，差异依然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和重大的理论意义：事实上一种将公共领域从私人事务中分离出去的驱动力。

罗伯特·达尔等学者澄清的自由民主的界定性的特征
[3]

 ，也是基于产生它的社会异质性。正是公民的多样性以及其绝对规模使得早些时候(得到更一致同意的)雅典式民主的实践非常不适合于现代世界。缺乏任何认为公民目标一致的令人半信半疑的基础，自由民主理论家都支持采取均一的共同的善或者共同目的的假设，使得多样性成为主要的有序的主题。约翰·施图亚特·密尔在民主问题上出名的摇摆不定源于对民主既是多样性的推力又是其威胁的双重感觉：一种打破了对任何关于好的生活的独特概念的控制的东西，但是也能鼓励一种减弱的一致性。乔治·凯塔布(George Kateb)认为宪政民主和代议民主是鼓励与传播多样性的出色体系。选举性竞争的程序不仅仅是磨炼和限制了政府的权力。通过促进一种更具有怀疑主义的关于相互竞争的主张得以解决的基础的态度，它们也培养“一种对多样性的总体上的宽容，甚至是喜爱：多样性自身，以及作为有控制的争论和竞争的来源的多样性”
[4]

 。

差异不是我们刚刚注意到的。这样说更有帮助，即差异被过度理性地感知为意见和信仰的差异，结果产生的对我将称之为观念的政治的强调，被证明不适合于政治排斥问题。大多数自由主义者头脑中的多样性是信仰、意见、偏好以及目标的多样性，这些都可能源于经历的不同，但是被认为大体上可以与经历分开。即使是看上去最完全以有区别的物质条件为基础的利益概念，也至少符合半独立状态。对于较高收入者纳更多的税的偏好也许在穷人中更有力，尤其是当他们相信这一进程将在财政上益于教育或卫生服务的公共供应，而如果不这样的话他们将无法享受到这些。但是对更高的税收和更好的公共供应的支持，并不局限于那些最直接的受益者：政治偏好受物质境况的影响，但是不能简单将二者等同。领抚恤金者或长期失业者的利益可以被那些既没退休也没失业的人支持；地理位置的利益可以不再被住在该区的人所代表；带小孩的母亲的利益可以被没有子女的男人代表。

民主的一个结果就是被代表的优先于代表。政治存在问题被大打折扣，因为从智力多样性角度看差异，谁代表观念范围并不那么重要。一个人可能很容易代表另一个人；并不额外要求代表“像镜子一样反映”被代表的个人或群体的特征。我们在选择代表时担心的是政治信仰和理想的一致性，也许再加上一种清楚表达和记录意见的高级能力。所有成年人享有选举权的范围保证了民主的性质，每个人的选票都参与构成了有公共影响力的意见。政治家被剥夺了任何前民主的权威，他们只是扮演信使：信息千变万化，但信使是否是一个人并无多大关系。(那些相信男性具有对清晰表达政策和观念的政治技巧的垄断的人，不会惊讶于大多数信使是男性。)

在汉娜·皮特金(Hanna Pitkin)有影响力的关于代表的讨论中，她批评了一开始的镜子的观念，以到场者结束，把更重要的代表们事实上做什么的问题放到一边。“想想作为图示的代表或者一国的具代表性的样品的立法机关，”她说到，“你几乎无法避免地关注其组成而非其活动。”
[5]

 但是二十五年后回头看她的讨论，值得注意的是她如何省略按照人们的绘图去绘制观念，并不真正区分获取观念的范围、利益的范围或者社会上重要群体的范围的代表性样本。她贯穿始终的强调是区分是什么和做什么，她的论点既直接反对能更精确地反映政党和意见多样性的比例代表制，又反对后来代表被排斥者和边缘群体的当务之急。权力和不平等的问题在皮特金的理由中不占很大部分。这些问题成为了今天民主的辩论的核心。

把政治贬为观念的战场并非是我意图的一部分。民主的许多激进的推动力都集中在使得观念更加重要而非更不重要的提案上，如努力将代表更密切地约束于他们表示要支持的观念中，或者采取措施减少破坏更高层观念政治的压力集团的幕后操控。但是只要观念的政治与我要称为存在的政治隔绝，它没有充分地处理那些由于种族、族群、宗教或性别而感到被排除在民主进程之外的社会群体的经历。政治排斥——我正确地相信——正日益以一种只有政治存在能满足的方式被审视，这一发展的大部分依靠一种更复杂的对观念和存在间关系的理解。谁和什么将被代表的分离，以及一个对另一个的从属，依赖于对于观念和利益的理解。似乎政治领域已经划分了清晰的界限，包含于其中的各种各样的偏好、观念或关切独立于任何样式的程序。这与前些年当代女性运动中贯穿的当务之急形成鲜明对比，那些女性谈论的是找到一个声音的难度，政治上占支配地位的定义封锁其他选择的方式，或者霸权文化控制着什么可以说什么不可以说。强调就从客观界定的一系列利益(只需要精力更旺盛地追求)转向至今为止还是沉默的可能性概念以及人们必须努力表达的观念。在对产生需要、关切和观念的程序的后一种理解中，很难维持观念优先于政治存在的地位。即使仅仅是关于代表给定的一系列观念和利益的问题，谁来做代表可能也不是那么重要。但是如果这一系列观念被正统观念削减，导致可选择方案的消失，那么除了变换代表人和发展观念之外，将不会出现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

存在的问题一旦被提出，就不可能消失：如果民主要兑现政治平等的承诺，还有很多问题应该解决。本文中我关心的是接下来发生什么，尤其关注出现在观念和政治存在之间的张力。在那些最抵制政治存在的人的讽刺画中，它经常被误认为是一种“集体考虑”：一种必要的分离主义，必要的对任何更大的社区的腐蚀，以及错误地假定个人不仅应当成为一个特定组织的成员，以理解或代表那个组织的利益，而且组织的所有成员都要有类似的想法。
[6]

 这种讽刺画并不得要领。大多数当代理论家都会回避本质的女性主体的暗示，或者是真实的黑人主体，这些可以被其同类中的任何一个所代表；今天更具有支配地位的是多元认同或者多元“主体立场”的概念，两者都取决于政治转型和改变。对于差异的关注并不必然产生对于认同的本质的理解；它也不要求任何大规模的拒绝有相互竞争观念的政治学。但是随后当代认同理论的混合就麻痹了发展；人们离开他们的立场的讽刺画的距离可以把他们从现存的民主中移走。在我接下来讨论的理论文献和以运动为中心的文献中，差异的问题在坚定的民主未来中被分析，这一未来与当代政治生活几乎没有关系。民主的挑战之一是如何把这种讨论中的洞见与当前实践的关于代议民主的规定结合起来。


作为公共论争的民主


当代很多关于民主和差异的作品，都在认可一种更活跃、更生机勃勃的公共辩论的民主观念，这在本书的其他文章中表现得也非常明显。许多人反对抹平了差异的虚假和谐以及同样虚假的通过一些个体、真实的认同界定人们的本体论，寻求一种使公民参与最大化并且要求我们参与并彼此辩论的民主。苏珊·曼德斯(Susan Mandus)在最近一篇关于女性主义和民主的论文中认为，差异是民主的基本要求，“尽管传统的民主理论倾向于把差异作为达到真正民主国家的障碍来分析，女性主义理论应该使大家注意这种可能，即毋宁说差异是对于民主的追求成为必要”
[7]

 。查尔斯·泰勒在他的多元文化主义的文章中呼吁一种民主授权的政治，作为处理对于平等承认的需要的方式，没有这种平等的承认人们将保持破碎的认同。
[8]

 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在他对于共和主义复兴的探讨中，提出适合所有公民的协商民主，在其中所有方面能得到平等的解决。
[9]



这些争论都认可进入的平等(equality of access)(没有必要探索产生这一结果的情境)，都不认可纯粹的多数决策。经典自由主义关于差异的解决办法(resolution)取决于私人空间和主流规范(这些反过来被多数人投票所建立)的结合，民主关于差异的决定希望我们更直接地参与。我们把我们的差异带上公共舞台；我们通过公众辩论修改之。主要分歧随后就出现在那些预期关于某些新达成的公众共识上的完全“决定”的人，和那些把差异视为暂时的但是永远不会消失的人之间。第一种立场似乎比第二种更乌托邦，但是两者都在总体层面运转，几乎没有触及当前实践的民主。

考虑一下威廉·康纳利在《认同/差异》
[10]

 一文中的观点，他关于什么应该发生以及缘何它几乎不会发生的说法尤其有趣。此处，“生机勃勃的”民主参与的政治呈现一种既不逃避差异也不证实差异的面貌：一种使人们能够破坏既定传统和展示固定的认同的政治。所有认同都通过差异形成——你通过与他人的差异知道你是谁——所有认同同时受到另一个差异的威胁。总是存在这样的危险，即认同将会被教条地视为某种自然的或者不变的存在，以及差异将引发破坏性的怨恨和恐惧。使这些陷入困境的是一种相互挑战和打乱的政治，在其中我们不断被提醒我们的认同的暂时性。这种政治反过来依赖于“系谱文化”的成功的渗透，它帮助我们把我们的认同看做不明确的、有争议的、受争议的。民主因而好像是一种伴随着差异的激动人心的参与：“他者”的挑战；对于确定性的扰乱；对于自我及其与他人的差异的模糊性认识。

所有这些都非常令人振奋，绝不依赖于未来的差异的出类拔萃。但是就在康纳利实现哲学的决定的那一点上，他从声称任何对今天的直接的意义这一程度后退了。使人们免除固定的认同或者接受命运的暂时性的自信，对那些正在遭受经济不平等和政治排斥的人可能是不好用的。的确，在一个体制上不平等的环境中，对于强势民主的呼唤“十分容易被接受，然而另一个对它们的攻击已经被排除在民主政治之外”
[11]

 ，而且在这种民主中没有人躲藏在其他人的指责背后。

民主吸引人的一点是它使得所有人通过参与公共政治从而参与到基本的存在之谜之中，这将使统治文化潜在的组成要素受到定期的破坏和本质性的改变。但是如果社会上许多少数群体正在受到严重的物质剥夺，并且被成功地排除于提供给多数人的善的生活之外，这能够增强对于教条化的传统认同的反应性需求。
[12]



强势民主只有当经济不平等得到充分减少时才成为可能。我对于这一点的疑问并不是它引起了我们如何达到这种前提的问题(对于每个人，回答这道题都很困难)，而是许多现在推进认同政治学和差异的正是被剥夺感和排除感，康纳利认为产生这样一种政治是危险的。此外，这是康纳利为自己制造的一个关键点，以美国新保守主义为背景，注意到所有认同政治学和差异倾向于给“怨恨的能源和认同的教条化”
[13]

 加油。民主的哲学的决定与差异很大程度上还保留着这一点。
[14]




社会运动中的民主


这些讨论发生的第二个背景是对具体的围绕种族、性别、性征和族群政治学的运动干涉。所有这些运动都包含对于假冒的本体论的批判，它掩饰了体制性差异和不平等；然而它们几乎都产生了它们自己的本体论，在这一些或那一些问题上，要求一种一体的女性或者同性恋的或者黑人或者一些其他的经历。随后女权主义者支持将男人转换为“同类人的范式”的性别健忘
[15]

 ，但是在对性别差异进一步的探索中，他们通常坚持男性和女性间主要的区别，它使得进一步的女性之间的差异变得不明确。同性恋女权主义者不同意异性恋规范的支配性地位，但是在寻找一种确定的认同的过程中，他们通常构建出“某个”真实的女同性恋者，该女同性恋不能忍受同性恋社区中的性实践或政治态度的差异。
[16]

 反种族主义者不同意致使黑人遭受忽视的国家神话，但是在随后的仅仅关注“黑人”和“白人”之间差异的种族二元论中，他们试图掩盖构成很多非白人少数群体的特征的文化和宗教多元主义。
[17]



结果本体论的问题大量出现在内部政治和这些运动的辩论中。许多当代的注意力集中于能够清楚地表达群体困难而不需要“训练”群体成员具有单一的真实的认同的情形；在其论证之中，许多人暗示对于“一个”群体的概念有限制。正如苏珊·菲兰(Shane Phelan)在她的对于美国同性恋女权主义的讨论中所显示的：“忽视了我们的认同，使他们变得‘私人’的政治是无用的；但是非通过谈判可解决的认同将奴役我们，不论它们被施加于内还是于外。”
[18]

 就英国的语境而言，斯图亚特·豪尔(Stuart Hall)暗示我们应该更关注黑人的经历是一个大移居的经历的方式，在其中历史、政治和文化的建造由此而变得基础，不会因获得一种本质上的黑人主体概念而被获得。
[19]

 他在此处谈论的是“无知的终结”，“对主体立场、社会经历和文化认同的惊人的多样性的认可”
[20]

 ，以及将黑人主体或黑人经历建立在自然本体论或其他类似保证之上的不可能性。

这些观点影响了观念和存在之间的单调的区别，被认同的是经历和身份中的差异，在至今被视为一种无所不包的类别或群体的范围之内。事情并非“黑人”或者女性或者同性恋在适当的政策、观念和目标上将彼此不同意(例如，因此它们将投票给不同的党)这么简单，而是他们对于那对黑人、女性或者同性恋者意味着什么的感觉将发生有必要的改变。在这些观点参与的政治运动背景当中，似乎有两点重要的暗示。一个是“主体立场”(“subject position”)的多样性应该在有组织的结构内得到反应，这一结构界定谁能或者不能参与对话。不应该使一些声音具有比其他声音更真实的特权，不应该强迫接受一种理应是一致的观点。另一个暗示是没有办法预知多样性是否得到成功的承认。任何之前的对于边界的设定都冒着恢复真实主体的某种说法的风险，因为即使边界值得注目地成为复数，它们依然预先界定什么是合适的或者有关的差异。这样一来，斯图亚特·霍尔认为代表“黑人主体”而不涉及阶级、性别、性征和族群已不再可能。但是如果这被作为一系列关于不同的特征、必须被掩藏在某个竞选组织的成员中的方针，那么几乎不会适当处理对于他的批评。

这是一个在某种方式上或者另一种方式上困扰着每一个激进的提案的问题，不论它是决定邀请谁来举办会议，还是谁将参加编辑委员会，或者是哪一个群体参加竞选。我们变得十分符合存在的政治，不相信任何人可以“代表”任何其他人这一概念，对于同质性的强迫性权力保持警惕，而意在反应多样性。但是对于本体论的批评剥夺了我们任何实现适当平衡的简单机制，提醒我们多样性太伟大了而不能在任何类别清单中获得。

在政治运动的语境中，这并不是如此严重的一个困难。往好的方面说，这些运动已经享受到作为整个国家的一种理想而提出来的强势民主：允许也确实不能包含论争和承认差异的同时又破坏它的相互挑战。辩论的激烈暗示着朝向本质主义的重现的趋势以及对此的持续挑战：人们足够坚强可以抵制先前的分类，并且过于爱好争辩无法接受其他人对于自己的界定。另外需要注意这种政治的流动性使得它自己更容易通过反复实验而学会，因为所有人们可能从他们当前对于认同或差异的理解中获得的结果都不太可能被认为是固定的。更大的困难出现于当民主依然很虚弱而我们正寻找更具妥协性的办法的时候。


对于整个政体的政治指示


当我们转向可能由一种对于民主和差异的新理解产生的政治指示时，我们并不是在处理一种遥远的乌托邦：存在一系列已经被提出或执行的政策；变化既不遥远也不是不可能。问题是因为这种指示以一种不彻底的治疗性改革的方式运作，所以他们不太可能解决观念的政治和存在的政治之间的矛盾压力。我头脑中的那种机制包括被一些欧洲政党采用的以达到大选中性别平等的配额系统，关于黑人选民的重新划定以增加美国当选的黑人政治家的数量，以及那些欧洲联盟性民主政体长期形成的在不同的宗教和语言群体之间分配行政权和经济资源的权力分享机制。每个例子中，这些方案在一种现存(并不是很强势)的民主框架中运作。可能更容易地在未来的活跃的和经过考虑的动乱中得到解决的张力，在被认为是一种妥协的情形中变得日益尖锐。

所有更直接的改革提案都坚持，深思熟虑的干涉是打破社会结构的不平等或排斥与在参与和影响层面的政治反应之间的联系所必需的。它们也都同意寻求具体的政治机制——而不是，或者说有时候也是，长期的社会改革。因而他们处理事务时带着一种对于政治中的自由市场满足的心态，把政治平等视为被一人一票所充分保障的；他们也挑战更标准化的基本可选方案，关注先前的经济或社会变化。不论他们在其他事物上有什么分歧，革命性的马克思主义和福利国家的改革这些传统，倾向于就广阔的唯物主义分析政治平等问题达成共识，把平等的政治准入视为依赖于更根本的变化的东西，这些变化发生在社会、经济领域，有时也包括教育条件。当前对于实现平等或相应的存在的兴趣颠倒了这一点，它关注的是制度上的机制——其批评家会说“政治上的解决方法”，它可以带来更直接的改变。

这种颠倒的根源部分在于被证明是无法置信的结构改革(首先消除劳动力的性别区别对待……收入、教育水平和雇佣按种族的排序……决定了孩子们的未来的阶级划分——我们在寻求一条捷径这一点，有什么疑问吗？)的缓慢进程带来的挫败感。但是政治上的挫败感并不新鲜，人们通常不改变方向只是因为花费时间太长。额外的推动力来自于已经出现的争论，它建议一系列政治观念或偏好被传达它们的人认真地约束。在一种更传统的以上层建筑为基础的模式中，大家建议我们首先集中注意力于产生平等的公民的社会条件，然后再享受从中产生的政治平等。然而这样一种途径更直接地对待政策选择，没有能够找到为平等设计的战略反映出现在当权者的限度的方式
[21]

 。政策提案被为了而不是遵循政治上的被排斥的选民所设计出来，它们很少参与所有相关的关注。此外，只有当我们把政治领域视为已经清楚地划分出了界线并且包含所有可能的选择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对这样一种途径投入更多的信心。

我并不漠视认为以实现平等或成比例的存在的制度性机制是“政治上的解决方法”多样性的一种这种批评，但是不应该要求我们在这些和其他急迫的社会和经济改革任务中做出选择。当政治排斥是当代民主生活中一个很明显的特征的时候，指望一个更强势的参与性民主或者社会和经济条件的结构变革这样遥远的前景是不合适的。这些前景的空间非常重视可以与当前实践的代议民主相关的政治指示，这些中的大部分都将包括一些可以保障现存的决策制定会议中更平等的代表性的乐观的行动形式。然而任何具体的政治机制都有这样一种风险，即对于不得不包括在内的身份认同和迄今被遗漏的利益做了一个严格的界定。对随着时间和背景而改变的多重身份认同的日益复杂的理解是一个潜在的原因，伴随着持续的重要性，我们所有人都将与政治分歧和辩论有关。

例如，如果我们认为这些机制可能适合于当代英国纠正种族排斥，一个直接的问题就是非白人经历的多样性，以及出现在把种族或族群或宗教作为社会认同和政治排斥的基础之间的主流分歧。当我们把种族作为关键的指示器的时候，这鼓励了一种“黑”或者“白”的二分，这是一种对宇宙的划分，人们通常认为与值得注意的更多的亚洲人的自我界定相比，它更接近于非洲—加勒比地区(AfroCaribbean)的政治理解。事实上，塔里克·莫多德(Tariq Modood)认为“黑人的观念对亚洲人是有害的，这是一种政治认同的形式，大多数亚洲人并没有作为他们的首要的政治认同而接受”
[22]

 。但是如果我们换成族群或者宗教，这些就被认为是与多元文化主义政治密切相关，这种多元文化主义政治寻求关于少数民族和少数宗教的知识的更大规模的传播，作为打破种族的陈腔滥调的方式，它也被认为在本质上对种族主义的质疑并不具有充分的活力。可供选择的界定群体认同或者纠正群体排斥的方式充满了政治上的重大意义，带有一种对于文化多样性的关注，这种文化多样性被不同地感知为使反种族主义者的斗争非政治化的东西，或者是一种对于种族二分主义的简单性的重要补充。
[23]



在这一语境中，什么是解决政治排斥的合适机制呢？非洲—加勒比人可以代表亚洲人吗？穆斯林可以代表印度人么？黑人男性可以代表黑人女性吗？抑或这些群体除了他们被排斥于权力之外的共同经历，再没有什么共同点？在佛罗雅·安蒂亚斯(Floya Anthias)和尼拉·尤瓦-戴维斯(Nira YuvalDavies)关于种族化的边界的新书中，她们得出结论“产生于认同政治和平等机会、试图更真诚地代表社会差异的政治代表的形式，给它自己制造出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24]

 ，相互重叠的认同的积极的多样性受到了朝向比例代表制的努力的危险的限制。但是这意味着我们无能为力——一方面，考虑到被强加的误导的一致性和荒谬的风险，另一方面考虑到无尽的追求充分多元化的类别的风险，我们不得不放弃对于特定的政治机制的要求吗？领导班子和选票是解决政治排斥的最明显的程序，然而这两者都依赖于先前的对于人们被排除在外的基础的分类。对于政治认同的复杂性而言，两者似乎都不足够。

美国发展出来的围绕黑人占多数和单议席选区的策略的政治看起来似乎更直接，因为它看起来足够清晰，即是种族而不是族群是美国黑人政治排斥问题的焦点，种族集团投票被看似有道理地描述为“当代政治生活唯一最突出的特征”。
[25]

 但是即使如此，把种族作为优先考虑的政治解决方案能使得人们更加难于清楚地表达什么是复杂而多元的认同：例如，关于性别和阶级的朦胧的的张力，能抹去关于政策偏好和政治观念的主要分歧吗？即使是在那些“黑人问题”较少被争论的地区，黑人代表只是由于身为黑人而成为代表的暗示也不可避免地有问题。

那些认为政治平等问题被提供平等的选举权所充分解决的人很乐于他们的问题到此为止，但是对于黑人选举成功的策略的批评并没有限制于这些方面。同样有力的批评来自于那些认为成比例的存在是一种必需的但是不充足的条件，以及认为对于数字本身的关注可以减少政治责任的人，他们也限制多元种族联合的前景，破坏政策辩论的急迫性。
[26]

 换言之，存在一种强烈的张力感，它可以在存在的政治和观念的政治之间发展。但是并没有通过选择后者而解决这个问题，评论家们选择一种可供选择的代表范式，它能使得两者的联合成为可能。在这一领域中一些最有创新性的作品来自于要求回归更加竞争性的多议席选区、但是基于比例代表制和累积投票形式以维持少数群体当选代表的数量那些人。
[27]

 换言之，我们感觉到机制可以被设计以持续黑人政治存在的获利而无需面对一种在存在的政治和观念的政治间二选一的选择。

欧洲关于性别平等的提案也可以被视为成功的关于相互竞争的观念和存在的谈判——在此我们明确了已经恰当制定的政策而不是论证中的提案领域。受到支持的策略包括要求现存的政党引入男性和女性候选人可赢取议席的更平衡的选票，然后在改变选举会议的性别组成的同时，通过政党政策和项目保持义务。通常，这一机制都是一种直接的配额，是北欧国家女性当选者数量显著增加的原因。对于这些策略的批评者通常是基于极少数“有经验”的女性，对政治而言潜在的损失“优秀的”男性以及政治家总体能力下降的风险(在我看来本来也不太高)。他们没有特别详细地叙述本体论的关于“一个”女性的观点(“a”womens perspective)的假设，或者是女性只勉强地要求某阶层的关注的潜在危险。有太多的女性需要被看做一个统一的或者某阶层的群体，她们分布在各个阶级或族群或宗教维度以及每一个能想到的政治信仰中。当它被应用于女性，存在的政治并没有严重地破坏观念的政治；同时追求两者是相对容易的。

这些例子都暗示，最大的错误是把观念树立为存在的反面：把观念看做是与具有它们的人完全分离的；或者只担心人而不考虑他们的政策和观念。不过，应该说这并不是像讽刺画表现的那样一种频繁的错误，那些探索中的平等或比例代表制几乎不把这个视为相互竞争的观念的政制的代替品。如果非要说的话，对于存在的政治的最精确的批评来自那些最致力于挑战政治排斥的人才对，而且辩论已经偏离了其二选一的中心。也许正在出现的纠正群体排斥的更令人满意的方式是那些较少的团体专属性(less groupspecific)。这似乎是一种与性别配额有关的情形，原因仅在于，女性类别包含了如此多的差异和区别，以致它为政治认同的多样性留出了必要的空间。它看起来也像是围绕美国投票权利法案的执行发展起来的个案，它已经远离了更紧密地划分选区以保障少数群体代表的“安全席位”，朝向一种更大的不能再假装只包含一种声音的地理上的选区移动。

这种发展承认对人们政治认同的抢先划分，清楚地认识到对于被排斥的群体的本体论的界定有助于减少政治责任和债务。虽然如此，他们支持更传统的把多样性和差异作为只是一种有争议的观念来对待。对于差异的过度的理解没有充分参与政治存在的问题，因为它鼓励了一种对于政治精英匀质性的不受欢迎的满足程度。我们再也不能假装当负责代表工作的人全是白人或者全是男性或者全是中产阶级时，全部观念和偏好和可选方案都被充分地代表了，或者民主在它们建立了政治观念的自由市场时，就完成了其政治平等的任务。一个人不会想永远住在一个补救性改革进行了一半的房子中，但是机制应该是——而且能够是——被这样设计，即解决群体排斥的问题，而无需把每个群体的边界或特征固定下来。


 第八章 加拿大三种群体差异的公民权

威尔·金里卡

绝大多数加拿大政治体制建立的前提是——用加拿大最高法院的话来讲——“对差异的调和是真正的平等的本质”
[28]

 。尽管加拿大的历史充满了不宽容、偏见和压迫，但同时也存在着这样一种努力，即寻找新的、有创意的机制来调和差异。在本文中，我将讨论这样一些机制以及由此带来的问题。

与所有其他自由民主体制一样，在加拿大，调和差异的主要机制是对个人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保障。结社、宗教、言论、人口流动和参与政治组织的自由，使个人能够形成并维持各种各样构成公民社会的团体和协会，使这些团体适应变化的环境，并以此向更多的人群去宣扬他们的观点和利益关切。对这些普通公民权的诉求，使多样性社会呈现出的许多合法组织形式得到了充分保障。
[29]



但是，在加拿大，人们普遍认为，有些差异只能通过一些特殊的法律或宪法途径加以调和，这些差异超越了我们上面所谈的普通公民权。有些群体差异只有在其成员拥有艾丽丝·扬所谓的“分化的公民权”
[30]

 时才能被调和。本文正是要讨论这些调和差异的特殊途径。


加拿大群体差异的形式


历史上，对加拿大形成重要挑战的是对文化差异的调和。在加拿大，需要区分文化多元性的两种形式。

首先，加拿大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其发展历史包含了三个截然区分的民族(英国人、法国人和原住民)的融合。
[31]

 在社会学意义上，由于这些群体是在历史上存在的团体，组织完整，占据一定的领土或故乡，并且共同拥有其特有的语言和历史记忆，所以被称为“民族”(nation)。在这个意义上，“民族”与“人民”(people)和“文化”(culture)的意义相近。“正因加拿大拥有不止一个民族，它不是一个民族国家(nationstate)而是一个多民族国家(multination state)，而魁北克人
[32]

 (Quebecois)和原住民构成了‘少数民族’(national minorities)。”
[33]



最初将这些少数民族并入加拿大政治共同体的行为并非完全自愿的。印第安人的土地被法国拓荒者所占领，随后法国人又被英国人所征服。假设历史上出现一种不同的权力对比，那么，很可能原住民和法裔加拿大人会选择保留他们原有的主权，而不是加入加拿大联邦。而且直到现在，魁北克人还有可能脱离联邦。不过，这些少数民族作出的历史选择并不是退出联邦，而是就成为联邦的一部分的条件不断地讨价还价，以便在联邦框架内提高他们的自治度。

在加拿大的政治史上，许多至关重要的时刻便是围绕着这种在英国人、法国人和原住民之间的，就共建联邦的条件进行反复谈判的努力中的。最近的一次谈判努力发生在1992年10月，彼时一项修改宪法的倡议(被称作“《夏洛特镇协议》”(Charlottetown Accord)在全民公投中未能通过。这项协议(后文会展开)本来旨在为原住民确立一种“与生俱来的自治权”，同时在赋予魁北克作为“加拿大和北美地区以法语和法国文化居于主导的唯一社会”
[34]

 的特殊地位上达成一致。

除了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加拿大也是一个多元族群的国家。加拿大，与美国一样，接受大量从其他文化移民过来的个人和家庭。他们应当融入法国或英国社会的公共机构中去——举个例子，他们必须学习法语或英语(加拿大的两种官方语言)以获得公民权。20世纪60年代以前，他们还必须蜕除其独有的文化特性，几乎完全地与现存文化规范同化。
[35]

 然而，20世纪70年代，加拿大政府拒绝了同化主义者关于移民政策的构想，反之，却采纳了多元族群的政策，这项政策允许并且确实鼓励了移民者维持他们族群传统的方方面面。移民者在维持他们一些传统风俗上是自由的。这些风俗包括：饮食、着装、娱乐、宗教，以及互相结合以实践这些行为的权利。这已不再被认为是不爱国或是“非加拿大”(unCanadian)的了。

不过，这些群体并非“民族”，也不占据一定的土地和故乡(homelands)。他们的特性主要展现在其私人生活领域，并不影响他们的制度性融合——他们仍然参与在法国文化或英国文化的圈子里，在公共生活中讲这种或那种官方语言。正因这种大量存在的移民，加拿大拥有庞大的“族群群体”，这些群体作为松散聚合的亚文化群体，存在于英语区和法语区社会中。

综上所述，加拿大既是多民族的(肇始于殖民、征服和联邦制)，又是多元族群的(源于移民)。
[36]

 这两个标签都不如“多元文化”这么流行。但是“多元文化”这个词会造成困惑，恰恰是因为它在多民族与多元族群之间是模糊不清的。
[37]



有一点很重要：我们要注意到，对于加拿大各民族的界定并非基于种族或血统。从20世纪早期开始就有大量移民来到加拿大，一开始是从欧洲，现在大多数是从亚洲和非洲(魁北克积极吸纳那些从加勒比和西非来的讲法语的移民者)。同时，也存在大量跨各种民族团体和族群团体的通婚。于是，三种民族在种族上充分混合了。因此，在谈到法国人、英国人和原住民时，我所指的并非种族群体，而是多元种族和多元族群的文化群体。也许这样将更准确：是那些讲英语和讲法语的加拿大人，而不是英裔加拿大人和法裔加拿大人，因为后一种说法错误地暗示这些群体是以种族血统来区分而不是以融入共同的文化圈而界定。
[38]




三种群体差异的公民权形式


在加拿大，至少有三种群体差异的公民权形式来调和这些族群、民族差异：自治权、多元族群权和特殊代表权。我将谈及每种权利。


自治权


正如我所说的，原住民和魁北克人视自己为“民族”，同样，认为自己拥有与生俱来的自决权
[39]

 。这两个群体都认为，他们需要适度的自治权，这种自治权不应随着他们(最初非自愿的)加入加拿大联邦而被抛弃。他们试图在一些重要问题上自治，以确保他们自己文化的充分和自由发展，确保他们人民的利益实现。

认可魁北克人自治诉求的最重要机制是联邦制。在联邦的分权体系下，魁北克在一些对法国文化的生存意义攸关的问题上拥有巨大的司法权。这些问题包括对教育、语言、文化和移民的控制。其他九个省也拥有这些权力，但是在现存分权体系背后，而且的确在整个联邦体系背后，最应积极推动的应当是对魁北克人的包容和调和。在1867年建立联邦时，多数讲英语的加拿大人赞成单一制(就像英格兰那样)，勉强同意包容讲法语加拿大人的联邦制。相似地，《夏洛特镇协议》本来应给予十个省更多的权力，这种变化的诉求也来自于魁北克。对大多数英国人来说，并没有对进一步分权化的欲求，这的确是《夏洛特镇协议》之所以在全民公投中被否决的原因之一。因此，摆在加拿大面前的问题之一是，它能否找到一种可接受的“非对称联邦主义”的形式，以此给予魁北克那些别的省份没有的权力。
[40]



原住民自治主要依赖于印第安保留地体制，以及从联邦政府向管理各保留区的社议会的分权。原住民部族已获取了越来越多的对于医疗、教育、警戍、刑事审判和资源发展的掌控。人们普遍认为他们将来会在宪法上得到承认，成为联邦体系内的第三级的政府。他们的权力会越来越积聚，这些权力是从联邦和省的管辖权中分割出来的，曾在《夏洛特镇协议》中被提出。
[41]

 不过，管理上的困难是不容乐观的——在其所渴望的权力和其真正能够实践的能力两者之间，印第安部族存在巨大差距。而且，地理上他们存在于各省内部，因此必须使其自治与该省机构相协调。相伴而生的第二个问题是，加拿大人能否找到一种足够灵活的联邦主义的形式，用以调和一种与传统联邦结构缺乏对称性和领土接触点的第三级的政府？

《夏洛特镇协议》曾提倡扩大魁北克和原住民社区的权力，尽管它并未通过，但看起来对扩大自治权的需求并未消逝。对自治政府的诉求并不被视作一种临时措施，相反，这些权利往往被描述为“与生俱来的”，由此是永久的(这就是少数民族试图使其在宪法层面得到确认的原因之一)。


多元族群权


许多民族和宗教的少数群体要求各种对其文化实践的公共支持和法律认可——从对双语教学的拨款和学校的民族教育，到废除那些对其宗教活动不利的法律。举例来说，犹太人和穆斯林力图摆脱星期日停业立法制约。锡克教徒则试着不受摩托车头盔法和警察正式着装法的限制。
[42]



这些举措旨在使民族和宗教上的少数群体表达他们的文化特殊性和自豪感，却不因此破坏他们在其主流社会政治经济体制中的成功。对这些举措的总体也许体现在《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的第27部分。其中讲道：“此宪章的解读应与加拿大多元文化传统的维持和弘扬保持充分一致。”与自治权类似，这些权利并不被视为是临时的，因为他们保护的文化差异并不是我们所要废除的。但是，不同于自治权的是，多元族群权往往旨在促进对更大社会共同体的融入，而不是导致自治政府。
[43]




特殊代表权


传统上受关注的少数民族和少数族群是与自主权或多元族群权相提并论的。但这两个群体，还有其他的非民族社会群体，对特殊代表权越来越感兴趣。

许多加拿大人觉得政治过程是“无法代表的”，因为它不能反映群体多样性。最生动的例证是形成《夏洛特镇协议》的宪法协商会，参加这个对加拿大政治的关键内容意义深远的协商的，有十一位中产阶级的、身体健全的白人(总理和十个省省长)。一个更具代表性的过程，却应当包含妇女代表、民族和种族成员代表和那些贫困和残疾的代表。

这导致人们对一种观点越来越感兴趣：参议院的一些席位应当留给那些弱势的、边缘化的群体。举例来说，在对《夏洛特镇协议》进行辩论的过程中，捍卫妇女地位全国行动委员会(加拿大最有影响力的妇女游说组织)建议，50％的参议院席位应留给妇女代表，一定比例的少数民族代表也应被保障。还有一些人建议，席位留给讲官方语言的少数群体成员，或者留给原住民。
[44]



最近，由妇女和其他弱势群体提出的特殊代表权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一种长期存在的呼吁的扩大，这种呼吁希望扩大弱势地区的参议院代表席位。如今加拿大的参议院不是被选举的，且被视为是合法性不足的和无效的。许多加拿大人只是希望废除参议院。但是位居偏远的、人口稀少的英语区——即，海上的和西部的省份——试图改革参议院使其成为一个论坛，使越来越多的地区代表在联邦层面发言。他们呼吁学习美国的参议院制度，每个省选出同样人数的参议员而不论各省人口多少。这样的呼吁旨在确保小省的“有效的代表权”，在众议院中，小省往往被忽略，而整个议会的大多数成员都是来自人口最多的两个中部省份(安大略和魁北克)。

一些加拿大人开始相信，既然弱势的或边缘的地区需要特殊代表权，那么弱势的或边缘的人群也自然需要，比如妇女和穷人。历史经验表明，这些群体可能在议会中代表比例不足，在政策决策过程中被忽略，比起小省份来讲，有过之而无不及。

最终，《夏洛特镇协议》否决了大多数保障社会团体代表权的议案，却主要关注提高地区代表权。确保原住民的席位提议是一个例外。不过，这个协议允许各省决定自己的参议员选举方式，十个省中有三个省长表态，他们将通过省级立法，保留50％的席位给妇女。

群体代表权被捍卫，往往是作为对一些政策决策中体制性障碍的回应，这些障碍使族群的观点和利益无法得以有效代表。举例来说，艾丽丝·扬，一个在美国式的语境下写作的学者，认为特殊代表权应当被扩展到“被压迫的群体”，因为他们在政策决策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而“解决办法在于至少应提供制度化的途径，使被压迫的群体得到清晰的认可和代表”
[45]

 。

与其说对这些权利的保护是对压迫和体制性不平等的回应，不如说它们是被视为一项临时性措施，以此通往一个不必拥有特殊代表权的社会——一种政治“平权运动”。社会应尽力取出这种压迫和不平等，进而消除呼吁这些权利的必要。

然而，加拿大的情况则复杂得多。因为特殊代表权有时不是基于压迫而产生，而是由于少数民族的自治。由于拥有某些方面的自治权，使得其在任何这些方面的治理机构中都有一席之地。因此，人们认为，自治导致的结果是，少数民族在任何可以解释或修改这种自治权的机构(如最高法院)
[46]

 中，或者那些可以在一致或相冲突的管理领域做出决策的机构中，都有不可撼动的代表权。

另一方面，当然，既然自治政府削减了联邦政府在少数民族问题上的管理权限，那么，这种局面似乎可以使群体在联邦层面削减影响力(至少在某些问题上)。举例来说，假设魁北克人的自治导致权力从渥太华向魁北克转移从而带来权力的不对称，以致于联邦政府要通过不适用于魁北克的法律，那么，比较公平的做法是，魁北克不应在这法律上有投票权(特别是当其可以投决定票的时候)。
[47]



简单说来，自治使自治政府在政府间组织的代表权得到保证，这些政府间组织协商、解释、修改权利的分配。但自治削减了自治政府在联邦层面机构的代表权，这些机构仅仅讨论联邦的治理。既然对自治的呼吁被视为永久的，那么由自治而产生的代表权也被保证了(不同于基于压迫的代表权)。

以上是加拿大三种群体差异的公民权。
[48]

 许多自由主义者，尤其在二战后，反对这种政策，认为这同自由、平等的自由民主原则相悖。我认为这些反对派是不对的。在此，我无法对所有反对这项政策的异议一一作出回应
[49]

 ，不过我将讨论两种比较典型的异议——群体权利与个体权利的冲突，以及社会团结的基础。


个体与群体的权利


在宪法中确认群体往往被视为是一件有关“集体权利”的事。许多自由主义者担心集体权利会——顾名思义——破坏个体权利。这种观点在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Pierre Trudeau)那里得到普及，他反对魁北克集体权利，认为他是“个体权利至上”
[50]

 的信徒。

然而，我们需要区分群体追求的两种集体权利。第一种，集体权是针对其成员的；第二种，集体权是针对更大社会共同体的。两种集体权都可以被视为是保护民族或宗教团体的稳定的。但是，它们针对的却是两种不同的不稳定。第一种旨在保护团体免遭来自内部异议的不稳定因素(比如，当个体决议不去遵守传统风俗时)；而第二种则旨在保护团体免遭来自外部压力的冲击(例如，更大社会共同体的经济政治决策)。为了区分这两种集体权利，我将称第一种为“内部约束”，第二种为“外部保护”。

这两种权利带来了决然不同的问题。内部约束带来的问题是群体内关系。这种民族或宗教团体拥有针对其成员权利的观点，可能带来对个体压迫的危险。个人自由可能会被团体在稳定的名义下约束。在这个意义上，对集体权的批评者往往援引这样的画面：在神权政治或家族政治的氛围中，妇女遭压迫，正统宗教发号施令。他们认为所谓的集体权将群体置于个体之上。

外部保护带来的问题是群体间关系——即，一个特定群体与更大的社会之间的关系。由此带来的问题是群体间关系的公正。一个群体也许会在维护另一群体独特性的名义下，被边缘化或隔绝。在这个意义上，批评者往往以南非种族隔离制为例，说明当基于不同的群体区别分配权利时会出现怎样的情景。

重要的是，我们要看看这三种群体差异的公民权是内部约束的，还是外部保护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它们两者兼具。但是，它们从根本上讲是外部保护的问题。魁北克人、原住民和族群，主要关注的，是保证更大的社会环境不会剥夺对他们生存息息相关的条件。总体来讲，它们并不关心要去控制内部成员从事非传统活动的行为。

这三种群体差异的公民权，都是用以保护少数族群和民族免受更大的社会环境的政治经济压力，尽管每种公民权回应的压力各不相同。更大社会共同体政治机构的特殊代表权、从联邦政府下放到少数群体的自治权，以及多元族群的文化保护，都减少了来自更大社会共同体的政治经济政策对少数群体社区的冲击。

我坚信，这些外部保护的形式与自由主义价值是并行不悖的。自然，外部保护促发一种危险，使某些族群将控制另一些，就像我们在种族隔离制度中看到的。不过，这在如今加拿大的外部保护诉求中却不成其为真正的危险。无论是法语加拿大人寻求的特殊否决权，还是原住民寻求的土地权，或是族群寻求的对语言文化遗产的拨款，都不会使其对英语加拿大人形成控制之势。相反，这些需求可以被视为会进一步促进各族群的平等地位，依他们之间的力量对比来看。

而且，没有一项外部保护会与个体权利发生冲突，因为它们从未表明群体对其成员施加权力。现存的这些种种外部保护，只是关于多数和少数群体之间的关系，并非群体与其成员之间的关系。

同样，加拿大也存在一些内部约束，尽管说不清到底有多少。不管是自治权还是多元族群权，都能在某些情况下，对其成员进行压迫。举例来说，一些魁北克和原住民的领袖曾在自治的名义下，寻求对《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的限制和赦免。这些对宪章的限制使魁北克和原住民社区中的个人和团体有可能遭受压迫，这些压迫往往是在群体稳定和文化净化的名义下进行的。

关于加拿大是否存在群体内压迫的真正威胁，这是颇存争议的。讨论的最多的例子是少数群体文化中潜在的性别歧视问题。一些女性群体(多数来自魁北克以外)，担心魁北克政府会借口“特殊社会”强加其以压迫性的家庭政策(比如，通过限制生育控制或堕胎来维持高出生率)。这是否成为一个现实中的忧虑？不得而知。魁北克内部的女性群体不赞同魁北克的集体权利威胁了他们的平等。

同样的担忧也包括对于原住民妇女。如果原住民自治政府免于遵守宪章，那么其妇女会否遭歧视？这种担忧来自原住民社区的内部和外部。的确，加拿大土著妇女联合会(the Native Womens Association of Canada)曾呼吁原住民政府的决策要在《加拿大宪章》框架下进行(或者在将来通过的《原住民宪章》(Aboriginal Charter)框架下，如果它也能有效保护性别平等的话)。
[51]



另一方面，许多原住民领袖认为这种对性别歧视的担忧，反映了人们对原住民文化误解的、满怀偏见的老观念。他们辩解道，原住民自治政府试图寻求对权利宪章的豁免，不是为了在其社区内部限制妇女自由，而是为了相对于更大的社会环境寻求对其群体的外部保护。无论是对土地还是对特殊代表权的诉求，都是用以减少来自外部经济和政治的压力。而这些特殊权利在宪章框架下举步维艰。
[52]

 原住民领袖也担心白人法官会将一些权利(如民主权利)以他们文化无法接受的方式加以解释。
[53]

 综上，许多原住民领袖试图免守宪章，不过他们都承诺会保障基本人权和自由。

在多元族群权问题上有相似的争论。有人担心一些移民群体和宗教少数会借口“多元文化主义”对妇女和儿童实行传统的家族式压迫。也有人担心一些群体会呼吁权利去阻碍他们的孩子(尤其是女孩)接受适当的教育，避免他们离开其社区；或者呼吁权利维持传统风俗，比如阴蒂切除术，或是包办婚姻。

这些内部约束自然有可能破坏个人自由。不过这些压迫性行为并非加拿大现行“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一部分。尽管加拿大存在这种潜在的内部约束，但对这些权利几乎不存在公共支持，甚至在少数群体里也是这样。相反地，大多数族群的、民族的集体权利是就外部保护而言，并且展现出相应的形式。说到加拿大是否存在潜在的内部约束问题，即使有也是作为外部保护的难以避免的副产品，而不是他们本身想追求的。
[54]

 至于族群的、民族的群体应该限制其成员基本自由以保护历史风俗这样的说法，根本没有市场。举个例子，对于牺牲个人宗教自由来保护一个群体的宗教习俗，是没有公共支持的。
[55]




社会团结和分化型公民权


自由主义者同样担心，分化型公民权会成为破坏团结的力量，并阻碍共有加拿大认同感的发展。这会导致国家的解体，或者，也许不会那么剧烈，至少也会使人们不太愿意互相奉献和包容，而这对一个充分发挥作用的民主制是必要的。
[56]



如果各个群体被所谓“公民权”吸引，关注他们之间的“差异性”(无论是种族的、族群的、宗教的还是性别的，等等)，那么公民权就不能发挥它的重要整合作用——它将不再是“一项可以培育团体意识和共同目标的机制”。
[57]

 如此一来，将无法凝结社会中的各种群体，也无法防止相互不信任和冲突的蔓延。

这个问题很严重。但是，在评价这个问题时，我们需要时刻牢记这三种群体差异的公民权的不同。一般说来，我认为，不管是代表权还是多元族群权的追求都是融入。感觉到自己被排斥的群体试图融入更大的社会环境，而对他们“独特性”的容纳和承认正是要使这种融入更加便利。

我说过，特殊代表权可以被视为是一种对我们已熟知的思路的延伸：即，保证代表不足地区的特殊代表权(例如，不论人口，给予各州或省以同样的参议员席位)。这种做法被普遍地(也是公正地)视为一项促进参与、公平和融合的举措。特殊代表权的倡议者只是想扩散这种逻辑，使那些需要被代表的少数(如，族群的和种族的少数群体、妇女、残疾人)也能参与。这种倡议面临着众多事实上的困难。比如，我们怎么决定哪些群体才有资格获得这种代表权？我们怎么保证这些“代表”能真正对他们的群体负责？
[58]

 不管怎么说，扎根于这种代表权的推动力不是分裂，而是融合。

相似的，大多数多元族群代表权的追求也证明了，少数群体的成员在努力想要加入社会主流。想想锡克教徒的例子吧。他们曾想加入加拿大皇家骑警，但是因为他们的宗教传统要求带穆斯林头巾，所以他们没法加入，除非他们能得到豁免，不必戴那种传统上要求佩戴的正式警盔。很多加拿大人不同意这种豁免，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对加拿大“国家标志”的不尊重。但是事实是，这些锡克教徒是想成为加拿大皇家骑警的一部分，由此成为国家象征与荣誉的一部分的。这个案例充分表明，他们努力想成为更大的社会的一部分，并作出自己的贡献。他们所要求的特殊权利仅仅应被视为提高他们的融合度，而不是相反。
[59]



然而，自治权的确是带来了公民权的融合功能问题。代表权和多元族群权都将承认更大的社会作为基本前提，寻求更多的融入，相较而言，自治权的追求则反映一种欲求，试图削弱与更大社会共同体的关联。确实，自治政府会质疑大的社群的本质、权威和永久存在的必要。如果说民主是人民统治，那么群体自治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谁是真正的“人民”？少数民族宣称他们是独特的民族，拥有天赋的自治权，这种权利在他们加入联邦时(通常是非自愿的)并未放弃。确实，有些特定权利往往作为加入联邦的具体条件，被明确写入条约或宪法协定。因此，自治权是群体差异公民权的最绝对案例，它将人民分割成独立的“民族”，每个民族有其自己的历史权利、领土、自治权和政治共同体。

在这种语境下，似乎群体差异的公民权无法发挥其整合功能了。如果说公民权是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成员身份，那么自治权必然会导致一种双重公民身份，也会导致一些混乱和冲突，到底哪个共同体应该得到更多的身份认可？更有甚者，对于提高自治权的要求似乎是个无底洞。如果一定程度的自治权被准予，那么这将激起民族主义者领袖的野心，除非给他们独立，否则是欲壑难填的。由于这个原因，多民族国家似乎内在的就是不稳定的。

正因如此，忽略那些少数民族的需求，避免在宪法中涉及这些群体，并坚持公民权是由所有国民共同拥有的，决口不提群体身份认同问题——这似乎是个诱人的主意。这也往往被描述成是美国处理多元文化问题的对策。然而，除了极少数例外——如(最被边缘化的)印第安人、爱斯基摩人、波多黎各人、和本土夏威夷人——美国并非一个多民族国家。它存在着同化那些心甘情愿的移民和不自愿的奴隶的问题，但这些人是个人或随家庭来到美国的，而不是像加拿大那样，从一开始就是历史上存在的自治共同体的一员，生活的地方是更大的社会共同体的一部分。哪里对少数民族使用“族群区分缺位”(ethnicityblind)政策——就像印度人——哪里就会遭受惨重的失败。
[60]

 因此，美国已有许多群体现在协调一致争取自治权。确实，世界上鲜有民主的多民族国家严格遵守“共同公民身份”政策的。这并不奇怪，因为拒绝这些要求会使这些群体的疏离感加剧，使他们更容易脱离共同体。
[61]



那么，什么才是多民族国家团结的源泉呢？罗尔斯认为，团结的源泉是一种关于正义的共享信念：“尽管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被分割，是多元的，关于政治经济问题的公共共识，可以维护公民友谊的纽带，保证联合的凝聚性。”
[62]

 在许多联邦政府的承诺书中频繁出现的“共享价值”，以及导致《夏洛特镇协议》出台的宪法倡议案，背后都是类似的理念。但愿通过强调对自由平等的共享价值，可以为加拿大的社会团结奠定基础。

这听起来似乎难以置信。拥有共同正义观的两个民族，未必就能避免继续(或走向)分裂，未必就能很好地走向(或保持)联合。挪威和瑞典两个民族拥有共同的正义观，这也没让他们为1905年的分道扬镳而懊悔。他们是拥有共同原则和信念，但他们也很乐于追求自己的独立。相似地，讲英语的和讲法语的加拿大人也有相同的正义观，但这也没成为他们长期共处的充分条件，魁北克人认为他们可以在他们自己的独立国家里继续奉行这些正义观呢!分离并不必然要求放弃这些正义观。

当然，如果讲英语的和讲法语的加拿大人的确有强烈的愿望生活在共同的国度，这种共享价值信念可以助其一臂之力。但如果他们压根不想生活在一起，我们就不知道这种共同信念的存在，到底会否(或是否应该)重燃他们聚合的愿望了。这和共享信念是否会成为瑞典人、挪威人复合的原因一样，是不得而知的。在一个政治共同体中，关于正义的共享信念并不必然导致共享的认同，或者是团结感、忠诚感，而这是可以替换、超越那些基于民族性认同感的。
[63]



在加拿大这样的国家，构建共同认同感是一项不易的、正在进行中的工程，这样的国家往往包含两个或以上民族，这些民族都自视为自治民族。
[64]

 因此，在三种群体差异的公民权中，自治权是社会团结最大的威胁。不过，对自治权的否决同样会威胁社会团结，因为这将导致愤恨甚至独立。因此当我们考虑社会稳定时，由于它是个不得不考虑的重要因素，在评价自治权要求时，我们多多少少有些沮丧，回到了原点。


结论


加拿大拥有悠久的历史来包容调和族群差异，尤其是对于民族的和族群的差异。很难说这段历史是否成功。一方面，有人质疑这个国家是否还继续存在；另一方面，加拿大享有125年的历史，这么久以来，三个民族和平共处，无数族群相安无事，几乎从未爆发过骚乱和暴动。尽管许多群体仍感觉被排斥，不管怎样，这个政治体系被证明拥有足够的弹性来调和自治权、多元文化认同和特殊代表权。我们很难用天平衡量加拿大在调和族群差异过程中的得失，以得出一个总括性的判断。

的确，也许从加拿大的这一历史中我们最应得出的教训是，如何看待群体差异的异质性，以及如何创造更好的机制来调和。由民族的、族群的和社会的群体提出的要求，不管在其内容上，还是与传统自由民主理念中的平等、自由、民主等原则的关系上，都是大相径庭的。


 第九章 多元与民主：表征差异

卡罗尔·古德


导言


在政治理论领域，由于自由主义抽象的普遍性和抽象的个人主义，对它的批判已经成为了一种司空见惯的事情。政治领域的差异性而不是其他的政治观点已经被忽视，或者不再被考虑，它甚至被分配给了私人领域。虽然这种理论中的差异性将会在公共领域被充分认识，并会得到有效的考虑，但这种非此即彼的选择性的理论框架仍没有充分构建起来，它仍让人感到迷惑。这就导致了一些基本问题：哪些差异性应该得到承认呢？为什么得到承认的差异性是这些而不是那些？哪些差异性又应该被忽略呢？忽视这些差异性会有什么害处吗？在政治语境，或者更广泛地看，在公共或制度语境中，认识到这些差异性意味着什么？对于承认差异来说，规范性的解释意味着什么？承认和表征这些差异会侵犯作为正义规范形式的平等权利吗？

我想考察的是，从民主理论的角度来看，什么能够解释清楚这些问题；这种被女权主义提倡的民主理论不仅强调在政治语境中参与决策，而且强调应该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参与决策。因为这篇文章集中讨论的是承认和表征公共领域中的差异问题，所以我将首先就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解释进行思考和批判。然后我将考察相似理论框架或受其影响的很多其他理论家的观点。在这篇文章的第二部分，我将对公共领域中的差异问题另外提出一个理论方法概要，并在这种语境中对在政治和社会活动中的差异概念、它的领域和规范性地位提供一些哲学的基础。我还要考虑牵涉到公共生活中一些特殊差异的实际表达的具体问题，尤其是性别差异、种族差异和民族差异，例如，关于在政治中是否根据妇女的人口比例来委任妇女代表的人数，并且是否只有妇女才能代表妇女。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与差异问题


哈贝马斯早期对公共领域的重建是把它定位于一个关于话语(discourse)的历史性的新领域，这种话语超越阶级或政治阶层甚至一定程度上的性别差异，而要求广泛的参与。这种公共领域产生于国家制度之外，并且是讨论公共规范的论坛。尽管哈贝马斯把这种话语是作为一种描述性的历史性解释提供给大家的，但是他随后又把它与一种规范性的话语描述联系了起来，而后者旨在就相关的道德规范达成一致并形成一种可普遍化的利益。这种话语的特征——在更普遍的交往行动中可以被预期——是众所周知的。它们包括话语中的自由平等参与且在对话中的角色可互换的言说者(speaker)彼此之间的互惠性承认；他们旨在达成一种理性的共识，在这种意义上说，他们都受到更好论据的变化的约束。这种理性的话语暗含了可普遍化和不偏不倚的标准。而且，最近哈贝马斯还强调，它还包括关心他人的福利，并因而具有团结的特征。
[65]

 虽然这种实践性话语的解释最初并没打算作为一种民主模式，但它提醒其他人，它可以被用于解释协商或者交往民主的决策问题。具有这种解释的一些问题将要在后面进行讨论。

哈贝马斯的话语描述中所强调的特征——参与者的自由和平等，互惠性的视角等等——对任何右派思想的人(也许我们应该说左派思想的人来说都具有明显的吸引力。他的解释明显让我们超越了传统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框架。然而，它仍然面临一些困难，有一些已经被其他人(也包括我本人
[66]

 )指出，还有一些主要是关于差异的承认和表征的困难。

首先，我们可能怀疑，强调通过话语所决定可普遍化利益是否充分重视了个人和群体的差异以及他们在公共领域中的角色。并不是像性别、种族、文化等诸如此类的个人的不同需求被完全压制或忽视了，因为所有声音都能自由地进入话语，没有利益的表达被排除在外。但话语的目的——它决定了目标和方法——是达成共识。差异是即将成为过去的事物。而且互惠性的承认主要在于普遍的同意，而不在于它能够增强和表达多样性特征。多元性是一种多元声音的话语的原初条件，但是同一的声音(univocity)是它的规范性原则。我将通过比较来论证，除了普遍的同意之外，公共领域中人们之间的相互影响——不管是无序的交流还是其他形式的活动——的规范性定位都是表达、认可和有时候对差异的鼓励。实际上，我将提出，一个恰当的正义概念自身不仅与普遍性有关，也与承认差异有关。

哈贝马斯的框架将被证明，它给差异的表达或发展留有余地，这种差异或者被当作是个体私下追求的善，或者被当作是在交往行动语境中表现出来的关心。依据哈贝马斯的观点，这些差异的表达可以在美学领域得到适宜的发展。但是这种领域的分离和因此对处于公共领域核心的差异角色的增强的贬低是成问题的。它从公共领域移走的不但有差异而且也有创造力，这就导致了对现存共识的想象的批判和拒绝，进而导致共识之新的和不可预期的框架如何生成的问题。因此，它试图诋毁批判的源头以及已经构建起来的规范的那种苏格拉底式的颠覆。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领域的问题。一方面，作为交往行动之一的这种公共话语的舞台是被哈贝马斯从以目标为导向或目的理性的行动中系统地分离出来的，它被看做是策略性的或工具性。这种最初分析性的区别在对行动的不同领域的划分中好像变得具体化了。作为民主的堤坝仅仅起到限制政治作用的话语或公共舆论的领域
[67]

 ，公共领域遗漏了以我所谓的共同活动的公共目标为导向的实践行动等背景，并且我认为这些应该包括在公共生活的领域之中。为了这种公共活动，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制度都应该尽可能地组织起来。我进一步认为，社会制度、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一样，共同活动的每一种制度性背景都应该被民主化，允许针对共同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方法而共同做出决策。
[68]

 哈贝马斯倾向于把这种背景下的决策贬低为政府行政系统或经济体系中的策略性行动。但是，对于作为实践的社会行动联合设定的目标或者对于行政和经济领域的民主参与的可能性而言，这样做并不公平。

我建议的替代性的公共领域的观点是留出更多的差异化和局部化的行动中心，表征不一定必须是全球的或全社会范围内的共同利益。在这种多元的公共活动和围绕着它们组织的机构中，对差异的表达和认识的机会及表征的机会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也表明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差异充分表现的条件是它们的民主化，即允许它们的成员有参与的机会。通过对共同行动的制度化，我的意思不但具有政治项目的组织——或者企图影响政治，或者政治民主制度本身，而且同样重要的一些特殊的和地方性的工作机构的范围，例如公司或企业，或者社会文化机构，例如大学、博物馆，与社会俱乐部这样的自发性社团一样都应该制度化。

当然，这并不会减弱哈贝马斯所描述的话语的公共领域的重要性，但作为对公共性的解释，这是不完善的。它是非常不完整，因为它把国家和市场看做是超出它之外，并且不用经受民主的检验。这样，它倾向于把政治领域——比如国家——还原为行政管理，并且把经济领域还原为纯粹的手段—目的关系的私人领域。此外，根据话语或者交往而不是根据定位于共享目标的共同实践行动，把对公共领域的解释限制得太严格是不完善的。

第三组困难在于，关于哈贝马斯的话语的特征，它把一个已有的内在共识标准作为最终和当下之目标。话语不仅仅是旨在达成一致，它是指所有可能受到所采取的规范影响的那些人的全体同意，这些规范也是同意的目标。既然它可能是任何一种有效和生效的同意的论据，那么，那些已经进入同意的人们就必须自愿在程序的意义上已经同意遵守这一程序的结果。然而，关于道德规范，也就是说，目标指向基础或有效性的那种交往行动，这种一致同意关系到的就不仅仅是程序的合法性，还有规范的内容或所达成一致的规范的实质的合法性。在这些实质性规范语境中达成共识所必需的力量很可能趋向阻止导致分歧或危及共识达成的差异。即使共识被看做是反事实的规范而不仅仅是被看做一种受时间约束而通过经验取得的东西，但在一定范围内达成同意的压力可能会被认为是对当前论据施加的压力，那么可能会无意地压制差异或贬低它的价值。在经验案例中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在刑事审判中对持异议的陪审员施加压力，刑事审判要求陪审员的裁决必须是自主的并取得一致同意，其中犹豫不决的陪审团的社会和心理的代价超过了差异的表达。实际上，这不是一个相似的例子，因为这里的共识规范不是反事实的而是事实的，然而，它的道德力量可能有相似的效果。

如果哈贝马斯理论是一种民主决策理论，那么持有这种批评的观点就很可能遭到反对，因为在那种情形下一个反事实的规范将不得不被一个在时间的限制内做出决策的实际的方法所代替。确实，哈贝马斯早就把民主形式的问题描述为这样一个实践问题，“它的运行机制在每一种情形下都较好地适应合乎程序产生合法决策和机构”
[69]

 。这里一般人们会想到公平程序的论据是例如多数原则和保护少数人利益的要求等等。但实际上，哈贝马斯继续把“程序性的合法决策和机构”刻画为那种“在话语的意志形成中，将会得到所有受其影响的自由而平等的人们的非强制性的同意机制”
[70]

 。但显而易见的是，任何多数原则或任何缺少“所有受其影响的”人达成的实际的共识其他程序，在这种情形下都不能保证程序的合法性。民主决策程序甚至是处在共识的规范性规则之下也是如此。实际上，为了判断一个民主决策是程序性的合法，我们必须知道共识将是什么样的，但这是不可能满足的必要条件。

关于共识观念的另一个问题在这里我仅仅能顺便提到。它关系到我将论证的权利的基础，这些权利需要对个人的差异和他们的言论自由进行保护。对哈贝马斯来说，如果权利是以共识保证其合法性的正义规范为基础的，那么他们的基础是纯粹程序性的。并且，因为共识没有本质的或形而上学的地位，所以不同的共识会以不同的权利为基础。但我将论证的是，权利——特别是基本人权——必须建基于比任何能执行的程序更稳固的基础，即使是理想的程序。我已经论证了权利建立在人类行动自身特征的基础上，在其他地方我曾经详细地讨论过这一论点。
[71]

 哈贝马斯预设了相同的基本权利，尤其是话语参与者的自由权和平等权。正是这些权利加强了达成的规范的有效性，因为它们对话语的参与者来说是可接受的，并且在自由和平等的条件下也是值得接受的。如果没有这种自由的同意，规范就没有道德的力量。但恰恰是这些参与者的平等和自由的权利自身并没有建基于任何共识性的规范。如果它们是基本权利，那么这将会导致无穷的倒退，即程序建基于权利，权利以程序为基础，这个程序又建基于权利，权利又以程序为基础，从而导致无穷论证；要不然就陷入了一个循环，其中作为规范基础的权利自身在以这些规范为基础的程序中是被预设的。它们是被哈贝马斯预设的，他把它们看做是参与交往行动自身的必须条件。但是，因为这种为了达成理解或同意的交往行动自身就是一个程序，所以这些权利只是被看做参与这个程序的条件。在我看来，这对权利来说是非常脆弱的基础。

我们可以补充的是这对差异的权利来说尤其脆弱。因为在达成同意或理解的过程中，个体的差异自身并不是必须的，它更是除了在可普遍化利益之外更该容忍的事情，因此，差异的权利不能建立在达成一致这一必要条件之上。

最后，尽管哈贝马斯声称每个人都可以自由进入公共领域的话语并且被倾听，但是在这种讨论中仍然有些不能被表达的声音。例如，那些没有或不能在公共领域发言的人，那些由于不能清楚表达、害怕、习惯或压迫等原因而被排除参与公共生活的人。严格的话语理性是相对比较狭窄的概念，它仅在这一领域起作用并且把交往限制在理性的语言商谈之中。总之，这种普遍的领域，即使在一个民族或政治单位的范围内，也不如它的宪法具有普遍性。


话语民主模式


把哈贝马斯的交往模式理解为民主模式的自然倾向导致其他一些理论家对哈贝马斯式的主题产生了很多有意思的变种，在这里我将提到几个。

当一个话语或交往模型被改造为一个民主模型时，不管是所谓的话语的、协商的还是交往的民主，它呈现出一些独特的特征。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作为自治形式的民主总是包括自治的参与者之间的话语、协商或交往，从这一事实出发，哈贝马斯式的民主模型好像独自窃用了话语元素并且要么是故意避开要么是忽视了共同决策中的关键因素和能够自治运作的关键因素。在一个理想模型中，自由和平等地参与公共话语有助于形成公共舆论(尽管在实践中公共舆论经常是通过其他方法形成的)，但公共舆论并不能自治。民主中的管理是通过决策背景下参与和代表方式进行的自治。此外这里，大概因为哈贝马斯式的交往话语与决策相分离，这种对民主的话语描述严格集中于谈话、讨论或协商等参与方式。实际上，在实际的决策意义上，它变得没有行动只有空谈。我们可以说虽然没有协商的决定是盲目的，但没有决定的协商是空洞的。
[72]



协商民主领域的这种特征仍然是那种普遍的论坛模式，论坛中是言说者和聆听者的关系。尽管如此，通过规范的采纳或实质上决定的方式，参与的标准几乎秘密地变成了“所有受影响的人”的同意。它不可能仅仅是所有那些受到话语影响的人，因为它完全不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但是，在任何一个假设的话语——所有可能受到正在被讨论的规范或决定影响的那些人必须参与的实际对话——中的成员领域的划分标准也是极度模糊的，因为我们不知道谁是那些可能受到影响的人(既是因为行动的全球化影响也是因为它们后代的影响，更不要提那些无意或不可预期的行动的后果)。

近来的理论家已经试图把公共领域区分为各种协会、运动团体或可能存在的机构，也就是说，或多或少非正式或松散地设定的分组，其中成员是自愿的而不是归属性的，并且差异能够得到表征，至少在话语中如此。尽管很明显这是对无差别的公共领域的一个改善，但是我认为它遗漏了许多民主决策和表征差异的重要的公共的制度性背景。而且，公共领域被划分为非正式组织或群体的成员资格的问题仍然是不清晰的。一旦话语被解释为民主决策的假设的模型，那么问题就变成了，“谁不但有权参与协商而且有权参与决策本身？”答案是“受决定影响的每个人”，而这不会对任何实践的或真实的世界背景起作用。

把话语模型解释为一种理想的民主模型的是乔舒亚·科恩对协商民主的解释
[73]

 。对差异充分承认和表征的这种模型的优点，是它能把哈贝马斯式的元素，即在协商中每个人的声音作为自由和平等的参与者都可以被倾听得到，保留在民主的协商中。那么，差异仅仅被认为是一种不同的表现，仅此而已。没有特殊的表征，因为不同但平等的地位由于障碍和不平等的消除而得到保证，这些障碍和不平等可能会导致过去地位不平等和不完全表征。

科恩还提出了与哈贝马斯类似的观点，即协商的目的在于在既定情形下对共同的善或诸善达成共识。
[74]

 在关于共同的善的民主决策的语境中达成共识的必要条件不再是反事实的规范，而是切实的同意。有时这可能会发生，尤其是协商的主体是相对较小并且在道德观点方面同质的，它以互惠的善良意志为标志。因此科恩承认这是一个理想的模型，而且现实的民主体制应该以与这个理想模型的类似程度为评判标准。但由于就共同的善达成一致是受时间约束的选择，所以科恩承认，当不能达成共识时，主体不得不进入多数原则的决策过程。但正如托马斯·克里斯蒂亚诺所指出的，依靠这种多数主义的程序不是科恩的规范性论证
[75]

 。此外，这好像并没有考虑差异和不同的利益在这种多数规则的情形下是怎么被保护以免于受到践踏。

这里一个关键性的保护措施是由宪法保证的一组权利，并且它甚至不能被多数规则的决定所侵犯。而且，如前所述，这对话语模型提出了困难。这种困难在艾丽丝·扬所谓的交往民主中尤其明显。在她看来，如果它们能满足政体成员之间自由讨论的条件，并且对所有人都是可接受的——这是共识较强的条件，那么这种交往主体的决策决定了什么是正义的。她写到：“因为关于正义的主张没有神学的或社会的超验的基础，所以正义的规范和政策仅仅是那些就达成理解的目标彼此自由的交往的政体中的成员达成的。”
[76]

 然而，这没有要求超越这种民主实体的决策的权威。因此，没有对一个非正义决策的批评，在这种模型中非正义的决策仍然是不明确的。这就是罗尔斯选定的纯粹的程序性正义。独立于一个民主程序具有单独地位的权利完全是不存在的。权利是指被一致同意接受的权利，并且，如果共识改变了，那么曾经的权利也就不存在了。确实，这看来像循环论证，作为平等成员自由地参与政治实体，它们所预设的是自身，而不是一个程序的结果，反过来，这个程序必须通过自我预设而具有权威性或使之合法化。可能存在一些法律权利会相应地随着共识性决定的变化而变化。例如在秋天烧树叶的权利，这曾经在法律上是被赦免的，但因为关系到污染问题，所以已豁免的权利又被废除了。但如果人权被当作反对多数的权利，片刻都不允许。

以一种类似的方式，塞拉·本哈比主张基本权利本质上是竞争的，因此可能有利于商谈辩护[引自贝尼斯(Baynes)]；同时，他认为尽管这些权利是竞争的，但如果没有中止或终结民主本身，它们就不能被废除或被违反，因为这些是“在民主社会中关于构成性和调节性制度规范的争论”
[77]

 。然而，本哈比想同时两方面拥有它；因为如果权利确实是竞争的，那么一种可能性是它们是可以被废除的。否则，竞争会减弱解释的差异并且也不是基本的竞争的意思。但是，如果它们不是竞争的，这意味着除了规范的产生和有效性的商谈程序，它们有权做其他事情。这些权利要么是竞争的，要么不是。

另一个能使我们摆脱这种陷阱的解释可能是一个假设的规范性论证，大意是：不管我们表面上能多么自由地对这些权利进行争论，但如果我们想要民主，那么就必须有权利。但即使这样，关涉到民主的较高价值时，基本权利也不单纯是工具性的，而且它除了民主之外没有独立的基础。这就意味着权利仅仅只有在大多数决定保护民主时，这些权利才可能得到保护，以免出现多数人暴政。但是，这听起来像一个文字游戏，换句话说，如果这些权利被侵犯了，那就不是民主，因此民主范围内规定的基本权利是不能被侵犯的。

本哈比提出继续讨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界限问题，其中私人领域是指私人关系和家庭领域。她批评哈贝马斯，为了保护个人自主免受政府或公共领域的侵犯而做的划分太严格，并且忽视了在私人领域女权主义者对统治和压迫的批评。
[78]

 南希·弗雷泽也提出了类似的批评。
[79]



那么，根据本哈比的观点，那些能作为隐私保护的是可以像基本权利那样可以重新商议和有利于话语的竞争，正像我们刚才看到的那样它也在“议程”上了(尽管还是自相矛盾的)。但是，个人生活的私人领域从来没有免于法律的侵犯或权利和个人的法律保护。这种保护的范围当然是变化的，并且在这个私人领域中的妇女的权利——从拥有财产的权利到免于婚内强奸的权利——总体上无疑在扩大。但是，合法保护的权利的权限范围的变化并不意味着一些界限的原则是竞争的。自由个性的存在条件和私人关系的发展等一些私人领域必须得到保护以免受到政府侵犯，而且从女权主义者的观点来看也必须如此。
[80]



本哈比好像也想保护这样的东西(引自简·科恩关于道德自主的必要条件产生合法律性的限定性条件的论述)。
[81]

 但在本哈比看来，对这种自主性——这是隐私的最终边界——的唯一保护，就是它是民主合法性的先决条件。然而，正如我们刚才看到的，即使这是最基本的竞争并且有利于商谈有效性，根据本哈比的看法，这意味着这个界限基本上很容易被一齐抹杀。尽管这一结果的可能性并不大，但如果我们对隐私有自由的偏好和民主的持续性，那么在这种模型中，很明显这是不会被取消的，并且作为基本自由权利的私人权利的脆弱的基础能够得到保护。我们可以补充的是，在自由主义和女权主义的理论中的一些讨论已经指出作为民主必需条件权利的范围太窄了，以至于不能包括一些我们想囊括在私人领域中的权利。尽管像政治平等一样，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明显仅仅只作为民主的必要条件得到辩护，但是，全部的自由权利或私人权利——包括其中的关于身体的权利——能否被充分辩护并不明显。

最后一点是在权利和合法律性的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商谈之间存在着混淆。当然，或许除了被公开接受的私人关系规范，以及统治和压迫的公共意识，任何事情都能够在公共领域的对话中被自由的讨论，而没有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设置任何界限。关于公众的正义意识可能会深刻地被这种讨论所影响，并且争取妇女平等或公民权利的社会运动和组织可能会影响立法。因此，对哪些属于公共领域和哪些属于私人领域的界限的公众的理解当然可能被重新协商。但是，这并不能决定它们在私人领域内的权利和法律保护的范围。


承认和表征差异


那么，当严肃对待社会和政治领域的差异性问题时，哪些内容应该包括在内呢？部分地，正如我已经提议的那样，它意味着认真对待权利。但我将论证这涉及不同于传统的自由主义的权利概念和正义概念。但后者是不同的，它对要求得到同样对待的平等权利原则视而不见，而我所建议的正义原则[我在我的著作《民主的再思考》中进行了相当细致的描述]
[82]

 是以对差异的承认和对个性化需要相适应为基础的，并且把对差异权利的保护发展为它的基本概念。

如果我们把这种正义看做平等的自由，需要承担的就不仅是消极的自由和平等的政治权利，而且还伴随着分化的自我发展条件的平等权利——也就是我所说的平等的积极自由，那么正义不是要求每个人的条件必须是相同(same)，而是根据不同需要决定的条件必须是同等的(equivalent)。正义还需要对相关差异的承认和考虑。因此，并不是仅仅把容易受到非议的非标准的利益概念添加到自由主义正义理论认可的标准利益之中，这条原则要求把差异建立在公正对待这一基本要求之上。在吸收女权主义对关心的讨论基础上，它也要求对其他人的差异需要做出回应甚至表示同情。

这种作为平等的积极自由的正义原则在它的应用中呈现了很多困难：第一，对相关的差异标准以及与之相对的不相关的差异标准的需求。并不是每一个不同的需求在自我发展的情境中都有一个平等的主张。第二，在政策的水平上，很难制定或贯彻一个完全个体化的政策。从实践角度来说，人们经常不得不根据他们群体的特征被对待。尽管如此，作为一个规制性的原则，它是使我们尽可能在分配的情境中和权利的层面上包容差异。但是，作为关于包括消极自由、平等的政治权和生存权的基本人权的范围而预设的平等这一条件，这种不同的概念要求根据平等的人权而差别对待。很多难的问题在这里仍然是开放的，例如，关于对特殊群体权利的承认——例如民族自决的权利——与政治的平等权是否相容的问题。但是，我认为这条原则即使对诸如此类的难题也提供了一个有用的规范性指导方针。

然而，在公共生活中认真对待差异要求的不仅仅是一个重新公式化的正义原则。它要求迅速增加参与到公共活动情境之中的机会，这不仅包括在早先已讨论之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内的商谈和集会，而且包括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等方面的制度。实际上，民主参与的这种机会必然要求在我的解释中提到的那些正义原则。因为如果一个人有平等的权利决定他们自己行动，进而，如果参与共同活动是他们自我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那么结果就是，存在一个参与决定这种公共活动过程的平等权利。与政治和政府情境中一样，它包括在工作机构中参与决策，也就是说，在公司、在社会和文化的结构中参与决策。这也包括自发性的协会、社会运动和公共领域中的非正式群体。因此，这里我称为公共领域的概念代表了比在商谈模型中囊括的更广阔的参与活动的舞台。

这种参与为差异的实际表达和它以不同的方式予以适当的承认提供了机会。首先，在这些一般来说较小范围的参与背景下，差异能被个人或群体直接表达，并且在参与共同活动的人们之间的社会互动中被具体地承认。在这里，差异是被直接呈现出来而不是仅仅被讨论。参与决策也意味着采取有效行动，它代表了差异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的需求和利益。此外，这种背景有利于个人和群体的承认，有利于对自己不同关注内容的表达。

我还将表明，正是使参与可能的共同活动的多样性对个人的差异有着重要的贡献，这种差异是自我发展的一种标志。这种个人活动和与他人联合的情境的多样性为许多的不同地位的清晰表达和详细描述提供了可能。这种情境多样性的价值及其对个体发展的贡献得到了一些早期持有民主和文化多元主义的理论家们的承认——比较有名的是约翰·杜威(John Dewey)。

仍然要考虑其他一些在处理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差异的地位和价值的方法问题，分析像性别、种族和民族等此类群体差异的地位。最后，考虑到这种分析，我将考察在民主决策的背景中群体差异的表征问题。

我将立即展现另外两种对待差异的方法。第一个方法与古典自由主义相关，它以公民的普遍平等的权利的名义，把除了政治观点之外的所有的差异看做是中立的或被排除在对政治活动的考虑之外。除了政治观点方面的差异，其他差异不关其他任何人的事，仅仅是个人自己的事，因此和个人的宗教信仰、道德信念和家庭实践一样属于私人领域。第二种观点赞扬差异，尤其是作为一种文化价值，它鼓励多样性以及对作为积极的社会的善的多样性的表征。这并不是说这种对善的描述鼓励政治活动中的分歧。相反地，它赞成在公共的政治组织中互相尊重的成员之间的那些和谐的多样性，尽管他们尊重彼此的平等权利，但他们也尊重和鼓励彼此的差异。至少可以说，这是一个高尚的观点。

然而，在上述两种方法之间或在这两种方法之外，还有其他对待差异的方法。一个是在熊彼特和达尔早期的民主理论中提出的多元主义者的观点，它把民主看做本质上是为了寻求平衡的相互冲突的利益群体之间的调解。另一种是对差异的补偿观点。差异的损害——过去种族、性别和民族的差异等是歧视和遭受不平等对待的基础——被公开地认为是纠正它们的确定行动的基础。差异得到承认是为了消除它们的负面影响。超越所有这些观点的就是我所称谓的多元文化主义，它不仅肯定群体的差异而且赞成在政治民主或政府的情境中永久性的结构性表征。这种观点根据性别、种族或文化特点提供了一种独特表征，这非常像美国参议院中的州代表。

本质主义的提出引起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怎样刻画群体差异的特征。或许最古老的并在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关于社会群体差异的看法，就是认为这些差异是最基本的，也就是说，它们是给定的一劳永逸固定的本质，具有均匀地分布在所有群体成员之间的特征。关于群体的本质主义非常类似于抽象的普遍性：
[83]

 所有不同群体中的个体都是相同的。有些概念并不像在归属性群体认同概念中那样被保护得相当坚固，在这里它被看做是给定的，有些事情是“与生俱来”的，它构成你是你所是的东西，并且从你的观点来看，你是被他人以一种非自愿的方式归诸于你的。与之相对照的是，一个人自愿认同并能够自由参与和退出的群体(例如自愿性的协会)并不构成一个人本质上是谁那些东西，尽管这种从属关系可以很好地在一定程度上识别一个人的社会、文化甚或是个人的特征。
[84]



在我看来，对群体差异的自愿和非自愿或归属性本质之间的区别被误导了，并且没有被充分地提炼。例如接受母语问题，在个人的群体认同中人们是“被抛入”(thrownness)
[85]

 或“给定”(given)。然而，即使在童年的早期没有什么事情必然要求坚持讲母语，这里有许多例子，例如，在我自己的家庭里，母语完全被忘记了，并且实际应用的语言也完全是偶然获得的。在这些案例中，什么是给定的根本不是固定不变的，并且这可能被个人自己的选择或被其他人的选择完全改变。然而，人们也可能争辩说，与语言不同，像性别和种族等特征是具有生物性基础的，它们具有强烈的归属性，并且是一劳永逸给定的。但是，这个论据的缺陷是，在关于种族和性别的社会和政治术语中所构成的有关差异，不是由遗传的性别或者一个人的肤色所决定的，而是由社会和历史的解释——尤其是歧视和压迫——所构成的东西决定的。构成群体差异的不是黑人或女性，而是他们作为一个黑人或女性所遭受的压迫。这在其他方面也是一样：性别、种族或民族身份认同的积极特征也是历史地实现的。

总之，一个人需要在特征的给定性与它是如何获得的或者说拥有它能做什么之间做出区分，而且这又让归属性与自愿性之间的区分变得模糊起来，而这在最初又是被非常尖锐地提出的问题。这并不是说个体总是能够摆脱掉某种特征，或者能够改变自身的意义。这样做有充分的理由要求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共同行动。明显的例证表明，一个人需要看得更远，而不仅仅看到由于女性主义运动导致的妇女作用的变化。

我可能已经顺便提到了艾丽丝·扬在她最近的著作中对归属性和自愿性之间的区分所作的讨论，她的讨论在这一点上并不十分清楚。她一方面说，对于你是谁这一问题是由你所处的群体决定的，但是如果你有所选择，那么你可能会改变你的群体认同。
[86]

 但是，因为归属性的群体认同并不是他如何看待自己的利益的事情，所以她对如何能够根据选择协调这种变化并不十分清楚。她似乎想同时具有两种途径，但并没有说明它们之间是如何协调的。进一步来说，关于这种群体之间的差异应该与政治相关的原因，扬颇有助益地寻找到了压迫、边缘化等经验。但是这可能也是让这种群体差异相关联的积极因素。

对群体差异的重要性的论述与在民主政治的情境下对评价差异的第二种方法最接近，也就是说，这种观点把多样性看做是积极的社会的善。我们现在可以把这看做是非基础性的和自愿的社会多元或文化多元。这里的附加条件必须是，群体差异的代表性和满意度必须与平等权利的优先性相一致。这种对群体差异的补偿性方法也与这种观点相谐调。但是我将论证，一个人需要增加这种群体差异范围内已经得到讨论而且在参与共同活动中产生的群体差异。这些可以被描述为由共有的普遍利益所决定的群体特征。但是他们不喜欢这种以前的多元民主理论中设想的利益群体，在这些群体中利益与其说是共享的，还不如说是相互矛盾的。

最后，对于在民主过程中各种不同群体的代表性问题，对这种群体差异所作的社会多元主义的解释究竟意味着什么？显然，因为它是非本质性的，所以这种方法不可能帮助特殊群体的永久性代表取得任何进步。另外，这种理念是非常重要的，即一个群体只能由其中的成员所代表，好像所有成员都共享了一些基本的特征。同样，不可能证明某个群体中的任何一个(any)成员都能够平等地充分地代表这一群体所有(all)人。认为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能够代表所有的非裔美国人，或者认为玛格丽特·撒切尔能够代表所有妇女，这都是非常奇怪的想法。同样，主要是因为有些妇女——幸运的是这只是少数人——认为女性主义唯一的利益就是她们自己的利益，所以一些男人做的工作有时候比妇女更能代表她们的利益。但是，一般来说，刻画出某个群体的成员特征的那些关于逆境和成功的共同经验表明，他们比那些没有类似经验的非群体成员能够更好地代表这一群体。

然而，仍存在着一些更加深入和复杂的问题，这就是在民主决策的情境中，是否应该根据所有人口中人数的大致比例来相应选取不同数量群体的代表。这种非授权性群体的代表甚至能够得到自由主义理论的支持，也就是说，哪里缺乏代表，哪里就有证据推定存在着歧视，因为既然所有一切都应该是平等的，那么一般而言在群体人数和代表人数之间在统计学上也应该大致匹配。除此之外，比如更加积极的是，如果由于妇女之间有着共享的经验和观点而认为她们是她们这一群体最好的代表，那么根据人口比例，妇女的政治平等就应该要求他们在民主的自治机构中也应该有大致相应的代表比重。而且，对于民主过程而言，这些代表的独特贡献应该是有益于促进整体利益的。

如果我们承认根据群体之间的差异来确定代表的比例是可欲的，那么它怎么付诸实施呢？什么样的机制确实会影响这种变化？从我们美国目前的政治形式的结构转型来看，问题最少的方式将是，通过对弱势群体社会和经济上的授权，使他们能够有平等的机会获得参与和选举的方式方法。不可能像现在一样，任何结构和程序方面的方式可能只有很小的可能性，并且可能在规范上得不到辩护(至少在美国环境中如此)。例如，一个人可能会为妇女、非裔美国人或墨西哥裔美国人等群体要求一个国会配额。但是这将会侵犯选举程序，因为投票将可能是不可描述的。然而，更加合理的结果是，在他们可能赢得选举的地区，任命这一地区的团体代表将会成为政治党派的目标。
[87]

 这将意味着，任命过程本身将不得不反映这一群体成员的承认，并让这些群体成员参与进来。共和党在几年前通过对这种类型的代表性要求予以制度化来选举他们的全国代表大会。其他被用于提高不同群体代表性的方法已经应用到了日常实践之中。他们包括：为了对不同地理位置的群体授权而重新分区(特别是过去由于歧视原因通过分区以前被剥夺了权利的地区)；为了把他们的效力集中于特定事件而由从这些团体中选举出来的代表召开的秘密会议。但是我将建议我们应该原则上对那些侵犯基本的自由和平等原则的结构保持警惕。除了这些政治途径，在一个民主政治内，对于不同代表——不管是个人的不同还是群体之间的差异——最好的期望是，在各种一般性的活动中扩大参与的机会，或者是在公共领域的话语之中，或者是在社会、经济和更小范围的政治体制之中，它构成了大众治理的剩余部分。在这些语境中，差异才能够被肢解表述出来，得到认可并更加有效。


 第十章 民主、差异和隐私权

简·科恩

护存良好之个人自主能促保公共自治，正如公共自治之恰适践行可维护个人自主之根本。(于根·哈贝马斯：《法律的范式》)

问题的要害在于判明两个道德主张，即妇女作为个体有权要求平等对待而不受其性别之限制，且作为一个群体之妇女其地位不逊于任何其他群体。(内丁·托布、温蒂·威廉姆斯：《平等之要求是否不止于同化、调适或离弃现存社会结构？》)

民主与差异的关系已经成为当代政治理论家关注之一核心问题，这并不难理解。因为在“新社会运动”的分析框架之下，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显露峥嵘的“认同政治”已开始自暴其弱点。尽管歧义纷呈，对认同政治的关注及以“少数人”身份——妇女、同性恋者、黑人以及其他语言和种族群体——为傲可作如下理解，即它是对“包容的政治”之阴暗面的反应。包容的政治为个体提供了形式和法律上的平等权(平等对待)以及完全的政治身份，但这却以同化和抹除少数分子之特殊性为代价。新的关于认同政治的阐释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在其宣言之中业已包含某种深思熟虑的自我反思。一些新的集体行动参与者已开始认识到，社会进程和权力关系乃是深深的嵌入于认同形构的过程和社会规范的表达之中。此处对认同政治内涵的修改，其目的似乎在于确保所有人都能够以平等的条件参与到这一进程之中，而且机会均等。这样一来，认同政治就开始四面树敌，它给貌似中立的现存文化模式、制度化的社会规范和已有的群体认同带来了均等主义和民主式的挑战。
[88]



尽管如此，现今很多认同政治的鼓吹者，却轻易地在自由和民主的两个维度上都放下了批判包容的政治的铁手。在一系列似是而非的理论——这些理论把普遍性、规范性、平等、公共性、公正和基本权利看做仅仅是权力的一种策略——的唆使和暗助之下，认同政治的号手只是简单的强调差异本身，似乎差异本身就足以产生认同和身份权利，这就变成了某种形式的特殊主义。当下的特殊主义倒是免除了不少烦恼，它已经懒得用均等、公正、宽容和协调来装扮自己，甚至对表面的平等也不屑一顾。在它的极端形式当中，认同政治转而变成均等和民主的反对者，为遍布世界的敌对性民族主义、种族中心主义和险隘的群体特殊主义大张旗鼓。以权威视角来看待差异的观点如今大行其道，而对抗这一观点必不可少的语言和概念资源却被批评理论逐步侵蚀，人们不禁开始怀疑批评理论是否已经成为反民主斗士的手中利器。而这一理论之本初鹄的在于挑战普遍主义这一启蒙观念中的乐观意识，并揭露自由及民主的传统观念中之均平化和同质化倾向。

在这一背景之下，规范民主理论的复兴可谓与时俱进、颇济时需，特别是最近很多关于这一主题的著作都将公共领域的概念和协商民主的观点置于核心地位。
[89]

 事实上我深信，社会的民主化依然是公共领域制度化和再制度化的首要和基本问题。就这个问题来说，我们仍受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阴影之缠绕，尽管他摘录来的自由理论及自己建议的替代选择都不再令人信服。迷雾仍然重重，而哈贝马斯所遇到的困境——制度社会学之不可能性，无法对与现存事实相反的规范理论(在话语伦理中)进行单向度的分析——仅仅是问题之一。另一个中心问题是公共领域的开放模型与差异之间的规范和概念关系，这一模型将一系列普遍原则(开放、平等的分享权以及公正的参与等等)概念化，而差异则公开阐扬、体认并保护特殊性。

从这一角度看来，最近那些女性主义理论家的努力尝试意义非凡，他们着眼于差异的代表和赋权问题并借此重新思考了公共领域的规范概念。某些人试图校正那些要么是排除差异、要么是剥夺差异的共享权力的公共空间模型，在他们看来这些模型乃是哈贝马斯一系的。
[90]

 尽管成果显著，在我看来这些尝试依然面临两个相互关联的难题：在有些情况下，不管在行文中明确点题还是故意回避，这些研究的基本趋势是为公共领域提供一个唯一正确的概念界定；但他们又都把从公共性自然延伸出来的私人性概念看做纯属多余。受困于此，他们自然无法提出一个这样的概念——既要充分保护差异和多样性，又能完全适应当代公民社会的复杂性。

在此我想集中精力修正第二个缺陷，也就是说我将重新表述私人性和个体隐私权的概念，这一表述聚焦于它在制度中的角色，即保护(或者间接地说就是代表)差异。不过在此之前，我们首先应该对第一个问题做些简单的评议。我认为任何民主化进程若想避免排外性、均平化和同质化，私人性和代言声都是至关重要的。

当然，女性主义者批评公共领域的雅兴算不上什么新鲜事。事实上，女性主义理论的生发一直都伴随着对公共/私人二分法的批判。爆发初始，女性主义政治就将目光锁定在那些立法无能和歧视性法律之上，正是它们将女性排挤出政治和工作这些公共领域(就算她们侥幸得以进入这些领域，受到的也是亏待)；而女性主义理论则不断地挑战那些视排挤女性为理所当然的顽固文化偏见。来自女性主义的控诉至今我们已耳熟能详：尽管它明显不适合于当代公民社会中极其复杂的制度环境，将社会结构分为公共与私人领域(恰好对应于男人与女人的性别分立)的二分法却在社会意识形态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正是这一社会意识形态“合法地”剥夺了女性在政治共同体中的完整成员资格，并否定了女性在经济生活中的平等机会。它强化了关于性别的文化偏见，使立基于此的社会地位归属长期不变，把所谓的私人问题从公共探讨和论辩中屏蔽出去，它还遮蔽了家政中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即假借追求正义之名义形成的家务性别分配和家庭中其他“亲密关系”上的性别模式。正如无数女性主义者坚持宣称的那样，公共/私人二分法助纣为虐，强化并延续了所有生活领域中的性别等级结构和不平等。
[91]



至今这些控诉仍然属于新的寻求认同运动的范围之内，而急先锋则是女性主义，不过不分青红皂白地拒绝一切自由民主导向的公共领域概念的做法，也至少遭遇了一些批评。直接驳斥女性主义理论的这类观点并非本文的任务，这类观点拒绝任何有关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差异的论述，因此也收到了来自女性主义内部的有力批评。
[92]

 更重要的是，不少人已经认识到公共领域的概念对于民主女性主义理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实际上正如我所暗示过的那样，我所知道的一些理论家正在重新思考公共领域的类型化问题，看看怎样才能让它更友好地接纳女性和差异。例如，塞拉·本哈比，她把哈贝马斯模型置于自由主义及共和主义之上，但同时又批判了她所说的哈贝马斯在公共问题和私人问题的本质区别这一主题上的观点，并且重构了公共话语领域的概念使之不再排除对女性至关重要的问题和阐释。
[93]

 与此相类，南希·弗雷泽接受哈贝马斯在公共性原则上的分析，却不像他那样承认这些原则依赖于自由主义理想的单一而微弱的公民社会公共领域，并代之以多维而强大到能够制定政策的政治公域，这样就赋予了参与者真正的权力。
[94]

 另外，艾丽丝·扬力图修正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话语模型，这一模型设置了过高的理智门槛，而且它所追求的公正理想又未能避开同质化的后果，她将囊括不同等级群体在内的开放而散漫的公共话语领域作为替代选择，这一话语领域的讨论形式多种多样，大家在里面可以嘘寒问暖、夸张修饰，或者讲点故事。
[95]



这些反思取向的一个共同问题就是缺乏明辨细分，即没有在协商的经验运用及其合法性规范分析与最终决定的政治之间做出区分。
[96]

 比如艾丽丝·扬提出的公共空间模型因其囊括广袤而发人深省，但她为协商的经验运用提供的修正的确有显著缺陷，它既不等于合法性规范的充分模型，也不能为最终决定的政治提供明确的规则。
[97]

 结果就变成了一个空洞而无所适用的普遍性概念。就此我只想说没有任何一类单纯的公共领域概念能够令人信服地囊括以下内容：(1)包含一个能随时改变结果的持续而开放的讨论进程，这一讨论进程可以对规则、程序和基本原则做出批判性反思；(2)同时又能够合法地制定最终的政治决策；(3)既能为个人和社会认同的形构与判定提供一个允许相互竞争的领域；(4)又要平衡交流共同体中的成员在事实上重要而鲜明的不平等。如未能注意到多元背后的具体类型，仅仅坚持公共领域的多元性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所要做的不是在自由、竞争或多元的公共领域模型之中做出选择(本哈比)，也不是在弱公域和强公域之间任选一个(弗雷泽)，而应该在这个高度差异化的社会中为具体的公域找到合适的模型。因此探讨这一问题至关重要，即在不同的社会领域中存在不同的公共领域类型。换句话说，我们应该在不同的具体制度范围之内探寻各自分殊的限制性议事规则。最终我们还是要遵循哈贝马斯的指引继续反对泛化而一元的公共领域，并且进一步细分在不同的社会制度背景下起作用的公共领域(每一种都因其议事规则不同而异彩纷呈)。
[98]

 明确提出这一问题至关重要，即在一个多元分化的社会中有无数的公共领域，但与这些无数的领域相随，仍然存在一个一般的公民社会公共领域——在此我的意思是，这一公域的范围囊括了整个社会，但其形式并非正式的法人团体，其内容在于公共的互相交流和影响，这一公民社会公共领域尽管没有最终的决定权，但却能够影响那些具体的公共领域的决策制定。从社会运动的历程中，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在这种无明确组织的公民社会公共领域中(它本身也会受到特殊的公共领域的影响)，可以随时变更结果的交流过程能够对集体学习并继而对政策的制定产生深远的影响。

尽管如此，我还是乐意指出最近的女性主义关于公共领域的理论，在处理差异和多元性的问题上所遇到的困难，乃是源于它们过分的雄心，即想要在这一水平上全面整合民主和差异。在下文中我想指出的是，整合认同与差异、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能力不仅依赖于在公共领域中为多元而互相区别的代言声提供适当的保护，还深深地依赖于“把私人权利带回来”，甚至在这一水平上，普遍规则和对特殊认同的保护仍然不可避免会再现。形塑并捍卫差异、独一无二之认同的一些基础性前提条件，依赖于在政治和法律上给予私人权利长久而必要的保护。

确切地说，女性主义者的理论并没有忽视私人性，而是沉浸于揭示和批判压制私人权利的权力策略的发展脉络。女性主义理论家们长期以来一直争辩说“个人的就是政治的”，意思是说那些表面上看来是自然而然的私人领域的亲密关系(家庭和性别)，实际上仍然是由法律建构出来并被文化模式定义了的，男女之间的权力关系也是如此。
[99]

 女性主义者的大多数理论都把重心放在对私人概念的批判性解构之上，把它看做是占统治地位的话语的一个重要部分，正是这一话语将压迫女性合法化了。

但在我看来女性主义的理论应该向前推进，不要停留在对私人概念的怀疑性阐释之上，而应该重新描绘保护私人权利带来的益处。既然公共性与私人性互相缠绕、关系紧密，因此从女性主义的视角重新构建公共性显然需要重新界定私人性的概念。在此文中我想构架一个初步的私人性概念(并假定其为一个一般的概念)，这一概念能够体现出关于公共性的多元化观点，还要以私人权利的形式为不同层次的差异提供保护，而这些差异很难直接为民主的公共领域所容纳。

要想做到这一点，我希望首先考察一下美国的法律和政治理论中关于堕胎是否属于正当的私人权利的讨论。这些争论为重新思考私人性和差异的关系提供了很好的文本，因为它在揭示私人权利对妇女意义重大的同时也给妇女带来了困境。众所周知，1973年美国的最高法院在罗伊诉韦迪案(Roe v.Wade)
[100]

 的判决中，堕胎权被当作妇女最基本的私人权利得到宪法的保护。在那之后，堕胎权和私人权利的宪法权威都受到了挑战。

另外，我要考虑最近两类对生育权利的私人性判定(即把生育权利判定为个人的私人权利)的批评，这两类批评都认为这一判定的概念和规范性前提预设存有缺陷，尽管它们批评的视角正好相反。
[101]

 第一类批评来自于女性主义者的法律理论，它们轻车熟路地控诉说，私人性的分析强化了自由主义模型中意识形态化了的私人/公共二分法，正是这种二分法长期用来掩饰性别的不平等和在私人领域中父权制家庭的男性霸权，并且将女性排除在家庭空间之外或者使其受到歧视性对待。按照这一理解，私人权利排除、窒息并压制差异。
[102]



第二种则是来自于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评，它们争辩说，个人的私人权利如果得到宪法的保护，共同体的价值观和团结力就会受到削弱，这源于潜藏在私人权利之下的原子式和敌对性的个人概念。
[103]



看来我们正面临着一个严重的问题，我称之为“私人权利悖论”。在第一种批评的立场看来，以更多的私人领域来更正家庭这种私人领域中的缺陷有点堂吉诃德的味道，赋予妇女私人权利如何能削弱男性在私人空间的统治权呢？另一方面，从社群主义的视角看来，通过私人权利这一途径授予女性在家庭事务上的决策性自主权，等于是以共同体的团结为代价换来了个人的选择权利。
[104]

 这两种理论还一致提出了“私人权利悖论”的第三重问题：既然私人权利意味着保护个人免受国家权力的侵害，这就毫无疑问增强了现代社会中的分散化、均平化和个人化趋势并将个人暴露在国家代理人日渐增长的规制之下，因而不但破坏了家庭共同体的团结性还侵害了个人的自主权。

不过，我的主要观点是，这些“私人性的悖论”并非不可避免，因为它们源自于这两种批评所陷入的意识形态圈套。简单地说来，这两种批评取向都自以为是地假定，这些权利实际上就是他们在自由主义解释之下的私人权利，他们都因此而拒绝私人性的话语。
[105]

 这些批评因此而过于片面武断，第一种批评仅仅考虑到司法实践相对于维系现有统治霸权而言的从属地位；而第二种批评将附着于私人权利之上的私人性的意识形态含义与其象征意义混淆起来了。第一种批评看不到私人权利的规范维度和授权功能，因为它预设了这些权利将在维护不平等和抑制多样性上面充当重要角色；第二种批评却在很多自由主义的对抗性争论中自顾不暇，即关于私人性的内涵，自古以来就存在着原子式的和整体式的两种个人主义的假定。因此两种批评理论都未能看到私人权利在象征和实际两重意义上重要的保护作用，它能够维护个人的决策自主权，确保个人特性不受侵犯(包括物理空间和想象空间)，保障个人身体的完整，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保持对个人认同的控制——毕竟人是社会化的并与他人相联结的人。

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要突破功能主义者的和意识形态化的私人性概念，同时又不能丢弃私人权利所保护的基本原则。换句话说，现在是时候在私人权利的概念和其关于私人性的其他概念之间做出明确的区分了。
[106]

 这是因为那些一度被认为是私人的、自然的话题、关系和安排已经成为公众争论和政治纷争的内容，而且边界越来越摇摆不定，意义也越来越含糊混淆。直面这些混乱的问题，以增进而非限制多样性、差异、自由和平等的方式来思考私人权利乃是当务之急。正如关于私人性的含义的争论所解释的那样，古老的确定性已经不再。但是我们一旦拒绝了某种关于私人性的概念，我们就面临一个问题，即如何表达我们承认存在一个私人性的概念，这一概念能够体现出个人的多样性，以及为什么它如此重要。在这些权利的真实含义这一问题上纷争不断，而这些纷争乃是遍布于字典、西域、文化符号中的持续对抗的一部分，这些持续的对抗被用于解释“需要”，压制异议，确认差异并获得承认。
[107]



在此我的主要任务，是分析并批判社群主义在私人权利上所做的分析和提出的批评。
[108]

 为此我首先要挑战他们关于私人性判定的解释中潜藏的前提预设，并将重新描述私人权利所保护的“人类福祉”。事实上我认为20世纪最重要的规范性认知的例子就是，人们开始认识到并承认应该将个人的私人性从私有财产、契约自由以及私人实体(父权制家庭作为一个私人实体)中区分开来，并且保护它本身的权利。
[109]

 尽管关于私人性的概念仍然存在着很多争论和混淆——这混淆源自于私人性与财产权和父权制的古老联系，我们中的很多人在直觉上就看到这一发展的重要性。尽管在此未便说明原因，我还是要说私人财产权的观念过去是个人权利的中心象征，但现在它已经不能当此大任。
[110]

 这部分是跟干预主义者的福利国家有关，由此神圣不可侵犯的财产权原则降级为一个经济学的概念。因此在过去的30年当中发生的事情并非偶然，人们付出了大量的努力围绕着个人私人性的原则来重组个人权利的复合体，并且把决策自主权和完整的个性作为其核心。正如我们应该看到的那样，社群主义者挑战的正是最近法院判决中公正阐述的关于私人性的原则。

在现在的最高法院清晰地辨析出来的关于个人的私人性的不同维度中，“自处的权利”(既拥有不被政府介入和监视的自由)和“个人自决权”(即拥有不被政府规定和控制的自由)处于核心地位。在这两者当中，第一种权利特别是关于个人生活中的私密之具体事务的自处权利，受到的非议和争论要比第二种权利少得多。自处的权利还包括信息的私人空间，即个人能够控制他人与自己的接触和对自己的关注，并且能够控制关于自己的信息的流布和占有。这一原则本身至今已经得到了广泛的承认，尽管并非其所有的具体运用和实践都让人赞同。人们争论的只是个人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对自己的私人信息拥有自主决定权，而非这种权利的基本观念本身是否正当。

我要讨论的那些争论乃是围绕着私人性原则的第二个方面，即私人性被解释为包括在“私密领域”诸事务中的决策自主权，涵盖结婚、离婚、性关系、生育、抚育和堕胎等等。正是在这些领域人们争论不休、斗志正酣，并且人们所争论的乃是私人权利原则本身的正当性，而非其应用的界限与范围等问题。


“私人性原则的突破性发展”


对于在私密领地内的私人权利，两种来自社群主义的影响不菲的批评乃是由迈克尔·桑德尔和玛丽·格林顿提出的。
[111]

 他们两人都反对私人性原则在这一领域的新发展，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发展乃是基于在胎儿的生命价值这一问题上貌似中立却难以信服的说辞之上，并且还将个人权利置于共同体的价值之前的优先地位。他们两人都以此而拒斥罗伊诉韦迪案件这一里程碑的事件。由于篇幅所限，在此我只陈介他们的第二种思考。
[112]



桑德尔和格林顿都颇为沮丧地注意到私人性原则的发展，这一原则传统的中心问题是从公共的视角来保护特定的个人和私密事务以及个人的私密信息，而今却在个人选择的名义之下演变为一种不受政府约束的从事特定行为的权利。
[113]

 但是对于这两位思想家来说，最重要的变化并非私人性观念在亲密关系领域的应用，而是亲密关系领域的内部变迁，即从个人私密信息保护到决策性自主，并且以个人主义的判定代替了传统的判定方法——这一方法必须诉诸共同体的基本价值以及传统习惯的判例。

像桑德尔和格林顿这样典型的社群主义者，都倾心于“家庭”和“家庭价值”，因此他们并不反对在格鲁斯沃德诉康涅狄格州(Griswold v.Connecticut)这一里程碑式的案例中的推理，其发言第一次明确地承认了私人权利的宪法特征并以此而断定已婚夫妻有自由避孕的权利。
[114]

 就像格林顿指出的那样，这一新的宪法权利的适用范围和精确内容并不明确。在将这一权利应用于已婚夫妇时，私人权利应该被解释为某种家庭权利。
[115]

 桑德尔则认为在这一案件中，法院是以目的论而非意志论为基础来确认私人权利的。捍卫私人权利并不是为了让人们拥有如其所愿的选择性生活的自由而是为了保卫家庭这一社会制度及其带来的人类福祉。简而言之，格鲁斯沃德保护了宝贵的家庭制度和婚姻中的人类福祉(亲密、和谐、相互忠诚和牺牲)，并且确认了共同体的传统价值及其社会实践。
[116]

 除此之外，他还维持了与传统的私人性观念的紧密关联，这一观念从公共的视角来保护人们在私密事务中的权利不受侵犯。私人性之所以被侵犯，不是因为避孕的自由受到了限制，而是实施法律带来的干扰。在这里来说，私人性保护的乃是一个实体——家庭作为一个实体单位——免受侵犯，并且在此它也与自由主义的基本范式相符合，即把特定的私人生活领域同国家干预的空间区分开来。
[117]



根据桑德尔和格林顿的说法，私人领域内部向意志论和个人主义的转移起源于埃森斯塔德诉白瑞德案(Eisenstadt v.Baird)(1972)，这一案件与限制向未婚人士发放避孕工具的法律有关。
[118]

 在这一案件中法庭明确地推翻了这一法律，其创新之处在于“重新描述了私人权利的拥有者的身份，从原来的婚姻这一社会制度的参与者到个人——独立于他们的角色和身份之外的个人”。
[119]

 更重要的是，私人权力不仅仅被看成是在私人事务上免于监视和揭露的自由，而被看做是保护人们不受政府限制的从事特定行动的自由。桑德尔引用埃森斯塔德的陈述中现在已成为经典的一段话来证明这些招人反感的创制，“如果说私人权利是什么的话，那它只能是个人的权利，无论已婚还是单身，个人都有权利在是否生育和抚养子女这些影响个人生活之基础的问题上独自决定而不受政府无根据的阻扰。”
[120]



众所周知，一年之后这一推理再一次应用于罗伊案件之中，而且私人权利也进一步延展到“包括妇女是否终止妊娠的决定”。
[121]

 此外，决策性自主也成为1977年的凯瑞诉国际人口服务协会案件(Carey v.Population Services International)中多数人明确支持的说法，在那里布勒南(Brennan)法官还争辩说，对在抚养儿女这些问题上的决策性自主权的宪法保护并不依赖于格鲁斯沃德一案中禁止避孕的基础原理，因为这一原理可能将警察带到婚床上来。布勒南法官认为，事实上个人的自决权才是格鲁斯沃德所要保护的核心。
[122]

 切实说来，布勒南坚持认为格鲁斯沃德、埃森斯塔德和罗伊的真正教义乃是，宪法应该保护个人在孩子养育等问题上的个人决策权不受国家的不公正干预。不久之后支持堕胎权的判决也用了决策自主权的说辞，用以说明私人性处于危险之中。在布莱克姆(Blackmun)的《树荫下》(Bowers)一书中，他抱怨地总结说法院关于私人性的判决问题不少，“我们保护这些权利不是出于它们对一般公共福祉的贡献，而是因为它们构成个人生活的核心所在。私人性的概念包含的道德事实是个人只属于他自己而不是别人，也不是作为整体的社会。我们捍卫个人在生育上的决定权，因为父母身份将会极大地改变个人的自我定义。”
[123]

 法院因此清晰明确地将新的私人性解释为，保护个人在自身关注的特定问题上的决策自主权。

现在是时候看看为什么私人性原则的这一发展那么惹人讨厌，在此我只讨论一类批评。这一批评主要反对某种关于自我的概念，这一概念暗藏在私人性权利的观念之下，这一私人性权利保护个人在私人事务上的决策性自主权。


作为自主的私人性：孤立、脱位的自我？


社群主义反对保护个人在私人事务上的决策性自主权的个人权利原则，其理由主要是说这一权利暗含了两个前提假设：一个是关于个人的原子主义(格林顿)和意志论(桑德尔)的假设；一个是关于自我的与道德责任既不相符也不相容的哲学人类学观念。格林顿和桑德尔都作如此批判，尽管两者的技巧精粗有别。格林顿坚持认为法院判决中的保护个人决策性自主权的原则包含了一种特定的社会观，即社会乃是孤立的、自足的个人的集结。
[124]

 根据格林顿的说法，私人性学说的错误乃是美国的特色和悲哀。
[125]

 简单说来，他轻率的将美国宪法中的私人权利解释为自处的权利，结果就隐含着一个专断、孤立而自主的个人概念。而她所不喜欢的，正是在暗藏在私人性学说中的原子主义的个人概念。

关于个人自主的私人性原则，桑德尔所要批评的就是其中预设的意志论的个人概念，他认为这一个人概念正是私人性原则的前提。回想一下他对罗尔斯的著名批判，他反驳道，自由的正义概念将权利平等置于实质的善与社会福祉之上，并以一种非但是孤立、原子式和自主，而且是完全悬浮(unsituated)的人类学自我概念为基础。
[126]

 悬浮(unencumbered)的自我就其实质而言，“一个不断的据有过程的主体，这一据有过程乃是预先个体化的并优先于其结果”。
[127]

 这一自我对所有的人类目标都采取远观的态度，并且能够随意选择一种善观念，似乎这些善观念都只是可有可无的偏好。因此，自主而无约束的自我实际上被解释为外在于人的认同。他没有任何基本的内涵，仅仅是一些随意挑选的偏好。

他们认为这种自我观念正是新的私人性原则所预设的前提，因此在相关私人性的判例之中，桑德尔憎厌的就是法院的个人主义，即法院将私人关系完全看成个人选择的结果，而不是一种关于参与者的基本制度。也就是说，新的私人权利对共同体(比如家庭)和具体的个人认同来了一次釜底抽薪，因为它建立在一种意志论的、无约束的自我概念之上，这一概念反过来又包含在抽象的普遍原则(权利)之下，否认甚至颠覆了嵌入在社会中的个人的特殊认同。

桑德尔坚持认为，与以上的自我概念恰恰相反，每个人都嵌入在社群之中，他们的自我认同、自我理解以及价值观都经由共同体中的交互的社会化过程而得以形塑。因此从理论上来说，新的私人权利所预设的唯我论的、先于社会的自我概念是不可能的。更大的问题是，我们的道德经验也与唯意志论不符，为了形成道德直觉和道德感，我们必须把自己看成是嵌入在具体的家庭、社区、民族当中的特殊个人，是它们的历史和特殊认同的承载者。自我并不独立于我们的目标和身份，而是与这些目标和身份紧密联系并被它们所塑造，因为我们都嵌入在特殊的共同体和社会制度背景之中，这些制度正是由我们和我们的忠诚构成。对于那些和我们有特殊关系的人，我们对他们负有具体的责任和义务。如果我们假定主体乃是通过社会交互而得以社会化，我们就必须把他们看成共同体的一员，分享共同体的价值观和历史并拥有具体的社会关系和认同。个人的道德观念并非自己的凭空创造，而是在社会化的过程当中通过对传统的理解继承而来的，而它反过来又培养了个人的道德能力和自我意识，并为他的特殊认同提供了具体内容。桑德尔因此把人看成是特殊的存在，尽管人能够自我解释并在某种程度上改变自我认同，但是个体仍然嵌入在社会当中并反映着我们的历史。

如果桑德尔和格林顿对他们强加于新的私人权利之上的自我概念的解释正确无误的话，那他们的理据颇为充分。不过，幸好他们错了。一来是因为他们在上文中陈述的原子式和意志论的自我概念，与拥有权利的个人的一般观念并无明显的联系；二来是新的私人性教条并不包含他们所批评的那种自由主义视角。简单地说来，就是保护个人在特定领域的决策自主权的私人权利，与他们所描述的关于自我的意识形态观念没什么概念上的联系。
[128]

 如果过去人们都是这样解释的话，那我们现在就应该改变这一解释而不是去拒绝个人的私人权利的原则。
[129]



桑德尔和格林顿的观点都是源于某种错误的分类法：像合法的个性、基本的个人权利、私人性和决策性自主权这些抽象概念并不等同于本体论上的自我描述或者某种特殊的行动者概念。
[130]

 保护个人在特定的个人和私密事务上的决策性自主(选择)权的私人权利原则，与这一认识是融洽的，即个人认同的形构乃是一个主体之间的互动过程，并且我们的价值观念的源泉在于历史和特定的社会背景。实际上，我们可以说决策性自主权恰恰预设了一个道德和伦理发展的交互过程，正是在这一过程当中，实践的反思和推理变得可能。尽管认为个人是社会化的、嵌入性的、相互依赖和交相互动的，并将个人认同作为自我概念的必备条件，当人们面临特定的选择时，所有的社群主义者都不可避免地要求决策性自主的私人性。只有当每一个嵌入在共同体当中的个人的决策性自主权得到保护，只有当个人的道德审思和判断能力以及个人在伦理——生存维度上的自我反思和自我解释(包括在新视野的基础上部分地改变自我认同和善恶观念的可能性)得到足够的保护而不至于遭受国家和共同体中的大多数的强制，个人才能够作为一个道德行动者发挥其功能。我们的价值观念可能都源自于共同体，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态度已经被预先决定。

确切说来，现在有很多人通过诉诸自主性个人的综合概念来论证这一点，即受到新的私人性学说保护的个人权利是正当的，只是这些尝试仍然备受争议。实际上我们无需假设私人权利需要这种正当性，也无需预设这种关于人的综合概念和任何实质性的道德世界观，就可以接受对康德式和密尔式的自主性概念的批评。
[131]

 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坚持认为私人权利原则立基于对暗含在关于人性的普遍哲学中的“整体性膜拜”的摒弃。实际上这一原则(与其他权利一道)不仅依赖于而且还保护了某种差异——即个人在法律上的平等地位与其实际上的独特功能之间的差异。每个人的功能都是独特的，因为我们嵌入在与他人的特殊关系和特定的共同体当中，我们可能与他人极度契合，也可能热衷于追求实质性的道德理想。
[132]

 简单说来，桑德尔的错误就在于他将法律人和自然人混为一谈。
[133]

 个人当然拥有法律人身份，但这并不一定要预设某种特殊的自我概念和自然人性。

概括来说，个人私有权利只是意味着确保每一个人的决策性自主权的特定范围，并不意味着原子式和意志论的个人概念。它们只是保护个人在某些至关重要的领域的决策自主权
[134]

 ，并不强制人们必须根据某种特定的道德和伦理上的理由，也不必遵循形成这一决定的思考进程。因此就在生育问题上私人选择的正当性而言，妇女可以基于她的社群的价值观、宗教世界观以及和某些对她至关重要的人一起商量来决定堕胎与否，就此而言，她与传统、社群和爱人的关系本身无足轻重。她拥有决定的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必须建立在什么某种特定的基础上才能做决定。决策性的私人权利只是确定这一点，即当个人面临着特定的道德与伦理困境和某些重要问题时，个人自身才是决策点，他们无需向谁通报这样决定的正当理由是什么。就像汉娜·阿伦特以前说过的那样，这些权利把法律人身份归到个人身上并用来保护而不是限制他们具体而独特的认同、特定的动机和个人选择。也就是说，它们在形式上为个人提供了可能的条件，使他们能够在免于政府和他人的干预的情况下追求自己的道德理想。

因此，仅仅因为自治和选择这些用语出现在法庭的判决之中，就指责法庭具有唯意志论的人性观是没什么道理的。
[135]

 将在特定事物中的决策性自主权归结到个人身上，并不意味着将私人权利的概念建立在脱位的个人的概念之上，它仅仅是要反对国家的家长式管制和干预，不管这种干预所披的外衣是共同体规则还是多数人意志。


隐私与认同：不容侵犯的人格权


即便对决策性自主权的这一解释能够用来对抗前述的批评，但它不足以解释由于社群主义者介入而提出的认同问题。根据桑德尔的说法，我们必须将我们的道德和法律推理建立在这一假设之上，即我们面对的对象乃是具体的自我而非抽象的人，个人因其目标而被界定，对他们来说，信念和身份决定了他们是谁，而且他们的目标对其福祉和认同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个人的自我认知因此被理解为与一套社会先决条件紧密相连，这些先决条件就是稳固的社区中的成员身份和共享价值，而且在这些社区中规则和传统广为人知，人们相互承认彼此的具体认同并视之为理所当然。

因此，当桑德尔和格林顿论及社区的善的概念，以及社区制度及其价值(社区的自我认知)的“权利”时，他们明显地把论题从自主/正义转向认同/善。
[136]

 但是他们错误地将善的问题仅仅限于社区的价值整体和共同认同之上，如同在高度分化和多元化，以及多元文化的市民社会存有一种单一的、概莫能外的善的概念，或者一种我们都赞赏的单一的、实质性的集体认同一样。
[137]

 这种哲学现实主义及其对应的公共认同，至少可以说容易误导别人。

这些理论家似乎假定个体和公共的善、个体和群体认同完全重叠。因此保护个人认同和善概念的这些维度——与多数人解释的集体认同的相异的个人认同，与共同的善在任何水平上都不同的善概念——的完整既重要又必须，因为这些理论家显然不会这么做。

如果说各种版本的自由理论已经能操控一种自相矛盾的自主性概念，那么社群主义者则遭受到相反的困境。他们不仅倾向于完全摒弃自主性的原则，而且压制由差异和个体与群体认同之间的潜在冲突所提出的问题。当然群体认同是群体成员认同的一部分，但在当代多元化、分化的公民社会中，个体归属于各种不同的群体，扮演不同的社会角色，也在社会结构的不同层级中拥有不同“公共的”身份特征。个体认同的来源是多重、差异的。实际上，个人嵌入在多元的社区之中，他必须经常扮演各种相互冲突的社会角色，这一事实应该引导人们承认个体的行动和选择在形塑个人生活方式上起中心作用。
[138]

 个体不断卷入各不相同而且相互分离的领域、角色、承诺，这就要求在高度分化的现代社会为每一个体创造与其形成、自我反省确认及在开放多元的情境下表达他的独特认同的能力相称的需求和可能性空间。

尽管人们并没有创造其初始社会化(正如他们变为个体化一样)的传统、行为模式和价值规范，但是他们的确创造与再创造(或者更加时髦的履行)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独特的认同(当然以交互式的、顺畅的进程)的统一。他们也参与重新解释和再创造意义、规范、传统和叙述。不论是已经确立还是正在确立，具体的个体认同并不仅仅是一系列如同挑选衣服般的偏好。但它绝不仅仅是社区价值、社会习俗、共同传统或一系列社会角色的副产品。实际上，对于那些特定社会的个体和亚群体的相互冲突的解释所有这些都是开放的。准确地讲，原因就在于发展和表达他们各自外在于(或内在于)多样式的成员资格与隶属关系，以及他们在其中的角色和结构的自我观念是个体的任务，也在于他们要求承认其具体的人格、自我发展的机会，以及依据经验要求保护的自我表达。诸如此类的保护措施能够赋予个体对于其仅仅由其落后于自己的各式各样的位置和背景，部分通过与他人的互动交流的自我定义、自我创造的综合的控制意识。
[139]

 在高度分化的现代社会，新型隐私权——正是由于他们包含了信息的和关键性自主权方面——在保护个体形成、维持、呈现于他者一个内在且明显的自我概念的能力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是我的论题。通过限制不容干涉的隐私权，假定关键性的自主权必须承负个体与其目的之间的松散关系，以承受宣称枉顾具体社区成员的个体性的抽象的个体概念，社群主义者的批评剥夺了对个体的整全性以及群体认同的一个重要的保护源泉，这种群体认同不同于国家一直寻求提升的认同。

简言之，我主张，我们可以继续关注被置于认同的多维性，并声称新型隐私权可以保护行动和认同、自我决定和自我实现，而无需在另一尺度上描述一个特定的自我概念。倘若没有一种个人隐私权(确保易于控制和个人决策)，怎样保护生活于现代社会的各式各样个体和群体认同免受以一些暧昧的社群价值观或大多数人的公共的善的概念名义来衡量之呢？可以确定的是，预先规定每个群体在市民政治社会公共领域的平等参与，这样任何观点都不能排除在外，是授权人们(通过“发言权”)宣称、保护以及进一步发展他们在公共领域不同的个体和集体认同的重要途径。在民主的公共空间里，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平等参与确实有意于保护差异。但个体的隐私权无疑是必不可少的，个人隐私权保护其拥有个人的认同提供规制的最低限度的前提条件。而且，它们确保尊重和保护个体差异——因为个体认同看起来似乎偏离为整个社会普遍(在法律上)或特定亚群体接受的“规范”。
[140]



因此，关涉其中的比放任自流的权利要多。我正在论及的保护具体的、脆弱的认同和自我形成进程实际上也是在型构我们是谁和我们应该是谁。我想要声称，当我们恰当地理解隐私权的时候，隐私权就确保在特定的个人事务方面的关键性自主权，以及每一个体发展、修正和追求他自己的善的概念即她的认同需要的机会。让我们简洁陈述隐私的根本方面，并非拥有一种为国家或第三方强加于己的认同，这是不能任意确认和拥戴的。实际上，当且仅当一个人的个人认同违背通常的道德原则的时候，它们才与大多数人对社群价值观念的理解相冲突。这正是个人隐私权(当然与话语权利一道)确保成之为差异权利。

个人隐私权不能描绘认同的内容应该如何；相反，它应确保每一个体发展他们能够拥有的完美认同的先决条件。
[141]

 一方面，通过确保每个人平等的司法人格和关键自主权，个人隐私权保护每一具体个体的权利要求，不管其怎么不同或古怪，都被社区的成员同等对待。
[142]

 另一方面，个人隐私权保护个人的人生向度免受不适当的审查或干涉。该原则表述为美国的个人信条是不容干涉的人格权原则。
[143]



当然，个人关涉应被涵盖的关键问题依旧要求给以答复。在此，我们也不能回避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界限划分的问题。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女权主义者已经对传统的划界模式提出批评。我们先前扩大范围排除“私人”话题进入公共意见与辩论方面的成功，确实被视为公共空间的民主化。为一些民主的女权主义者所珍视的不着边际的公共空间概念预设：行动是公开的，且无法预先确定本质上可以公开讨论的论题的本性，是公共论题还是私人论题。决定应被纳入隐私权予以保护的范围及不予保护乃是最终的安排，这都处在通常的公共辩论的范围之内。此外，界线是永远向论争开放的，且随时间而变换。毋庸讳言，界线应当被界定在某处。实际上，我曾经在其他场合主张：在不着边际的精心构造过程决定公私领域的划分界限时，它们不能完全废止私人领域。
[144]

 那时，我关注于清晰地表达一种不着边际的公共空间所预设的标准化的防御模式。现在我关注隐私的标准概念。让我直接转向这个论题，然后在本文的下一部分再转到什么应被纳入隐私权予以保护的范围这个论题。

在此我想简要说明在鉴别这些关注之前，享有关于特定的个人事务的关键性自主权的一项隐私权意味着什么。简言之，它意味着绝不能迫使个体或者揭示其对自身选择的个人动机，或者接受其成为特定群体的理由或估价。不论是个体行为动机的来源还是特定内容都不能被国家所管制。换言之，个人隐私权恰好涵括个人拉帮结伙就能归属群体以证明在漫无边际的过程中的个体行动解脱出来的义务。换句话说，作为关键性自主权的隐私能够把个体从以每个人都接受的理由作为自己的理由之压力中解放出来。虽然这种朝向全体一致的终极目的搁置了道德话语、犀利的言辞以及某些政治决策范式，但是这并非要求为个体隐私权所涵盖的生存的或伦理的判断。换句话说，个人隐私权使个人有权利选择谁将试图证明他的生存性决策，谁将反思善的概念，且事实上，是否将与任何人谈论特定的事务。因为事关个人决策被保护关键性的信息隐私所掩盖，对我而言决定性的理由是否也为其他人所接受，这无关紧要。
[145]

 这意味着国家不能要求我说明在特定范围内行动的理由，在这范围内我有权利依据我的理由行动。因此个人隐私权所保护的特定范围内的法律主体的关键性自主权也关涉到信息隐私。这意味着个人有从公共审查和控制中避开特定关系、动机及自我的方方面面的自由。
[146]

 但是这也意味着个人有拥护和介绍(履行)自我鉴定的自由：在不同的情境下及对个人所期望的不同人们的选择。

因此，正如格伦顿已经注意到：隐私权实际上划分出环绕个体的一个予以保护的领域，构成一张无形网笼罩着人们。
[147]

 但这并非正式制度领域——无论如何，个体均带有其自身予以保护的领域、法律角色——从个体互动的范围内退出。从而，它们担负一种自我中心的个性概念，正像她所相信的那样。换言之，隐私权为个性划出了一道边界以保护已社会化的相互作用的个体之整全与神圣。回答归入隐私的标志之内容，最终内在于协商与决策的政治过程。但是一旦划定界限，隐私权就交付于个体自由决定其界限(接近自我)。

尽管隐私权的实践与仪式在不同文化中表现不同，但是每一个社会都承认标准的隐私权的重要性。迄今为止，这是稀松平常的事情。
[148]

 每个社会都确定最近罗伯特·波斯特所称谓的文明的规则，它能确保尊重个体的个人隐私并在某种意义上型构个体和社群。
[149]

 欧文宁·考夫曼回应道，波斯特主张个体个性的整全性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差异的社会规则之惯例以及把施授双方捆绑在一起的风度。下述这些“彬彬有礼的规则”，个体确认仪式及其神圣方面和在确认社会秩序时其他个体的认同
[150]

 ，违背这些规则昭示对个体尊严缺乏承认，以及通过羞辱他的认同损害个人并且伤害他的个性，从而驳斥他的自我感觉。因此，相互承认的隐私是建基于相互承认的参与之整全性的成功的社会互动的可能性的条件。

事实上，隐私的规范本性恰好在于保护欧文宁·考夫曼所谓的“自我领域”——一个个体可以声称“有拥有、控制、运用、处置权利”的禁区。
[151]

 由规范和社会因素所定义，禁区是一种意义交换的媒介：它们是人们之间的相互交流的一种语言。
[152]

 但它们在主观意义上也是非常关键的，即个体关注他的自私人格。重要的不是禁区是否是排他性的维持或者分享，还是完全放弃，

而是允许个体决定其主张怎样的角色。一种关于个人禁区将被运用的明显自主、能动的决定允许这些禁区为仪式习语奠定基础。因此，关于意愿和自主转向以一种双重方式证明自我应用领域的完全可能性，以亲身体验的方式来避免维持和确立尊敬的一种方式……感觉到自主对于一个梦想羽翼丰满的人是非常重要的，这毫不令人吃惊。
[153]



关于这种隐私权的规范性概念，控制个人认同、接近自我和自己的哪些方面将呈现于何时和针对何人，伴随着死守或者放弃自己的领域要求的感觉至为关键。实际上，对于理解自我成为独立的个体，一个值得尊重和确立尊重的能力方面，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在我们所处的社会，新型隐私信条较之对那些作为选择者的人们的尊重的抽象原则更加神秘和单一：隐私权授予把关键性自主权授予特定的个人事务，以确保调控个体自我定义的感觉及其在何时与对何人将开始扮演其哪些方面的角色的决策。因此，隐私权保护甚至有助于构建一个相互承认的结构，以及依靠个体认同被认可和自私被担保的社会仪节。

“隐私是复杂的社会实践的重要部分，依凭它社会团体承认并与个体交流——他的存在就是他自己……这是人格的先决条件……这又预示着他相信其为具体的真实……在道德感上归属自我。”
[154]



这里我们不应被语言所误导——就是说，凭靠隐私，个人能保持一种自我、行动和个人认同的感觉，而这些都不是可让渡的财产。
[155]

 因此，在保护不容侵犯的人格权的隐私权是普世价值时，它确认每一个体作为法律人都值得同等对待和尊重，它保护的乃是我们的特殊性——我们具体且脆弱的认同。
[156]

 由隐私权所保护的不容侵犯的人格权清晰地表明，已为主体间承认的个人界限，对于自发认同的确立和维续，是必不可少的。
[157]

 它亦保护对于互动至关重要的交往基础设施(彬彬有礼的规则和仪式)。


重新描述的隐私：把身体带回来


请允许我回到由新型隐私权所应涵摄的“个人事务”。在此我仅能提出自己所关注也被我视为高度政治化的有关这方面的论争。当然，正如我以前所揭示的，答案将最终依赖于自我理解的文化、社会的道德观、关于文化标准、规范方面的政治论争的结果以及在特定时间构成隐私的实践、范围和理解的社会关系。

在此我将通过勾勒出隐私权的规范意义的含义而简要地表达这样的观点以确保妇女生殖领域的关键自主权——一种解释并没有发生于占有性的利己主义者或人们的志愿者行为模式中，而是依赖于处于特定情景的、具体的、互动的个性的概念。实际上，为了理解处于其他生殖性事项的堕胎权对于我们具体和抽象维度之关键性的原因，我们必须用其他更加没有的事物来置换自我和身体关系的占有性利己主义者概念，这种观念已经控制我们的思维太长时间了。

由于我并没有为其所需要的哲学深度的讨论预留空间，我将用“我们拥有我们自己”这一习语来简单地总结最近关于该论题的研究进展。
[158]

 我们并非偶然拥有身体或者选择将其带到我们要去的任何地方，就像我们携带钱包一样；我们是我们的身体。我的意思是我们的身体、我们对身体的象征性解释、我们身体和自我的虚假证明对于我们大多数自我的基本感觉、身份和个人尊严都是关键性的。我的身体并不外在于我自己。当然，这并非一个简单的物理事实，因为我们能够失去我们身体的某些部分而不会丧失我们的身份和我们所赋予身体的象征意义，这依据不同的文化和时代而不同可以通畅地协调。毋庸置疑，我们自己、我们的身份非常复杂地隐含于我们的身体及其构成——因为我们的身体是我们在这个世界的存在方式。

实际上，考夫曼把身体视为自我的核心领域之一。他声称，一种控制自己的身体的感觉对于维续自我的完美感觉和与他人相处的能力至为重要。
[159]

 自信是以个体能够自由地处置自己的身体为基础的：个体可以自动地调整它的功能并调节接近它。
[160]

 放弃由自动控制自己身体及身体的整全性，放弃个体尊严的最基本的承认，个体的自我形象也就瘫痪(失去自信)了，如同他为了成功地与他人互动和表达自己的需要与感情所需要的安全一样。因此，妇女为捍卫她们堕胎权而采用的“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的宣传口号，呼唤得相当真实——因为堕胎争论的关键，恰恰是妇女的人格和身份。这正是自由主义对这个案例有兴趣的原因所在，它注定如此之个人化、如此之隐秘、如此之根本与如此之值得捍卫。

强迫妇女承受一次她不愿意的怀孕就是把怀孕的妇女与母亲的身份强加于她，现在这是也应该是非常明显的。
[161]

 而且明显在身体和情绪意义上她的肉体上的整全性，在声称堕胎非法的法律下，危如累卵。可是，这是她不容侵犯的人格权呵!实际上，它们是密切相关的。这并不是因为妇女就等同于或者拥有她们的子宫，也不是因为妇女就拥有她们的胎儿，而是因为怀孕的经历体现在她的身体、情绪、象征和虚幻性的层面上，从而在她的身份和自我感觉方面，导致根本性的变化。不仅不想怀孕的妇女被强加了一种具体的强有力的范型，这样她非常担心丧失对她的身体功能和自我感觉的控制，而且把一种新的、不受欢迎的身份和一种新的亲密关系强加给妇女
[162]

 ，需要暗含对她们更多的重视，这远远可不局限于身体的不舒服或者由那些反对妇女自由堕胎的思想者所归结的对不想怀孕的妇女而产生的仅仅是生活方式的问题。断言肉体整全性对隐私分析的重要性并不就是复活财产所有权的范型或者要求一种任意处理她的身体的绝对权力。
[163]

 而是声称身体的整全性对于个体身份至关重要，而且应作为基本的隐私权予以保护，只有在国家利益明显的处于危险中的时候，才能予以免除。在这方面，我同意肯德尔·托马斯的主张即今重视对保护领域、亲密的社团以及自主选择尚且不够，因为其没有承认“隐私权永远是身体的一部分”。
[164]

 因此，当妇女要求“控制自己身体的权利”时，也就是要求定义自身的权利。
[165]



毋庸置疑，我同意身体整全性的观念，仅仅达至我们的身份的一个重要面向，而不是所有面向。我们也把个体置于由社群主义者所强调的意义上：我们发展基于在我们的生活世界中可资利用的文化资源来自我定义，我们利用我们身处的特定的机构、关系和情境，我们也利用在某种程度上前结构性的可以言说和思考的论述，除此之外，我们可以把独特的虚构性的意蕴附加于自身，以及把我们创造性的属性铸就为我们自我型塑的过程——我们的身份。我们与自己身体及其形象的关系，是我们的身份的根基，但并非全部。一旦我们认识到身份形成贯穿于一生，那么我们就能发现我们所赋予我们的身体与自我的象征性意义有很多来源和前提。尊重个体的身体整全性，如同尊重隐私的其他构成要素一样，涉及到承认内在于个体自我判断的互动，调适路径和信息，以及关涉其基本的认同需要的决策。尽管在某种意义上掩盖隐私也是身体整全性的一部分，但并非其全部。如同隐私的其他面向一样，我们需要内在于以及远离与他人互动的身体整全性。

因此，生殖话题是根本性的，不仅因为，如同罗纳德·德沃金所主张，随诸如此类的决策而转换的“道德”话题是准宗教性的，它触及到人生终极性的价值。
[166]

 生殖自由是根本性的，也因为这事关妇女是否有能力控制自己的身份：她们的形象、自我型塑过程、人生规划以及她们自我理解，或者其是否能够否认生殖自由。所有人都需要有控制自己身体、自我定义以及自我创造综合的感觉，所有这些只有个体才能理解她的处境、背景和未来设想。人格之不容侵犯性以及控制包括身体在内的自我领域的感觉，依然是任何自由概念所不可或缺的。不论是特殊的堕胎论题，还是一般的生殖话题，都牵涉妇女不容侵犯性的抽象或具体维度。道德自律、精神健全和个体身份塑造过程的整全性，对于身体都至为重要——因此肉体性的整全性是应该保护的个人隐私权的核心内容。

个体不容侵犯的人格权、身体的整全性、鉴定的精神过程以及关于“自我领域”的关键性自主权，无论哪一方面都值得捍卫。一种一般性的、根本性的与本质性的概念可以保护隐私权所涉及到的方方面面。理解了这一点，隐私能够也应当替代财产所有权而成为象征性的原则，其中个人的公民权利的复杂要害就能得以澄清。
[167]

 聚焦于作为一种隐私权的堕胎即是承认妇女的“差异”，即是一直到每个妇女都知道如何定义这种差异。
[168]

 尽管妇女因为她们的特殊能力(堕胎权是妇女的权利)而获得“特殊保护”，但是她们的“差异”并没有因此而具体化；而是同时承认并让她们自己去构建。一旦我们认识到，隐私权保护不容侵犯的人格权之抽象的、特定情境的以及具体化的面向，那么我们当然值得为这些权利以及在隐私权的掩护下包括妇女是否有权决定生殖的权利而奋斗。


 第十一章 性别平等与福利国家：一个后工业化思想实验

南希·弗雷泽

福利国家当前面临的危机有许多根源：全球经济的趋势，难民和移民的大规模运动，对税收的普遍敌视，工会和工党的弱化，民族与种族敌意的升高，整合性意识形态的降低，以及国家社会主义的崩溃。然而，一个绝对关键的因素是古老性别秩序的瓦解。当下福利国家有关性别假定的前提逐渐与许多人的生活和自我理解不相协调。因而，它们不能提供充足的社会保障，尤其对妇女和儿童。

正在消失的性别秩序源自资本主义工业时代，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反映。它聚焦于家庭工资的理想。这一世界上的人们假定被组织到异性、以男性为主导的核心家庭，它的主要生活来自于男性的劳动市场收入。家庭的男性家长得到家庭工资，足够养活妻老子女——她们做没有报酬的家务劳动。当然，无数生活从不适合这种模式。然而，它提供了一种传统家庭的规范写照。

家庭工资理想融进大多的工业时代福利国家的结构。
[169]

 那种结构分为三个层次：占据第一层的是社会保险项目。设计了从变化多端的市场中保障人们生活(以及在需求短期中保护经济来源)，在人们一旦生病、伤残、失业或年老时，这些项目就代替挣钱养家人的工资。很多国家也设计出了第二层项目，为专职女性的家政和省亲提供直接的支持。第三层充当的是一个“补充”(residuum)。大部分是从传统贫困救济、公共资助项目的剩余物中，为那些并没有要求体面扶助的贫困人提供少量的、污名的、有限的帮助，因为它们不适合家庭工资剧本。
[170]



然而，今天家庭工资的假定再也经不起经验或者规范的考验。目前，我们正经历着从旧的、工业化性别秩序阶段转型到新的、后工业化资本主义性别秩序阶段。福利国家的危机与这些划时代的变化休戚相关。它部分根源于世上家庭工资和它关于劳动市场与家庭的中心假定的解体。

在后工业化资本主义劳动市场，很少有仅靠工资能够独自养活家庭的工作。事实上，很多工作是临时的或兼职的，并且不执行标准津贴。
[171]

 妇女就业逐渐普及，尽管远远低于男性的工资。
[172]

 同时，后工业化家庭更缺少传统，同时更多元化。
[173]

 两性婚姻更频繁、更迟，离婚更频繁、更快。并且同性恋开辟了一种新的家庭组合。
[174]

 最后，出现性别规范和家庭形式高度的竞赛。部分是由于女性主义和同性恋的解放运动，很多人不再偏向于男主外、女主内家庭模式。这种趋势的一个原因是单亲母亲家庭的迅速增加：大量增加的女性——离婚的和从未结婚的——在没有得到男性挣钱养家的工资情况下，正积极争取抚养自己和家庭。她们的家庭有高贫困率。

总之，一个经济发展和社会再生产新社会出现了——这是缺乏稳定就业和更多元的家庭社会。尽管没有一个人能够确定它的最终形式，这里很多好像是清晰的：不亚于家庭工资社会，正在浮现的世界需要福利国家有效确保人们预防不确定性。也非常清楚的是，福利国家的传统形式——建立在以男性主导的家庭和相对稳定工作的假定之上——不再适宜提供这种保护。我们需要一些新的、后工业化的福利国家以适应就业和再生产全新的条件。

然而，后工业化福利国家看起来像什么样呢？最近，保守主义者大量谈论“重构福利国家”，但是他们的图景是反历史和自相矛盾的；他们企图为中产阶级恢复男主外、女主内家庭模式，而要求贫困单亲母亲“就业”。新自由主义的建议最近也在美国出现，但他们在目前的环境下也是不充分的。尽管缺乏好的职业，但仍对工作要求苛刻、以男性为中心并且入迷，他们不能够在后工业化的背景下提供保障。
[175]



这两种途径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事情：像它的工业化先驱，后工业化福利国家必须支持性别秩序。但今天可接受的唯一性别秩序是建立在以性别平等为前提上的。

然而，女性主义者为即将到来的时代创造一个解放的蓝图正处于一个好的形势。无与伦比，他们赏识性别关系对于工业化福利国家的当前危机的重要性，同时也充分认识到性别平等对一些满意解决方案的中心性。女性主义也赏识照料工作对于人们福利的重要性和它的社会组织在妇女地位上的影响。最后，她们理解家庭内潜在的利益冲突和男性为中心的工作界定的不充分。

然而，迄今为止，女性主义倾向躲避有关福利国家系统化的重建思想。但是我们还不能提出一项有关性别平等的满意解释，它能够给出一幅解放的蓝图。我们现在需要着手考虑这样的思想。我们应该问，代替家庭工资的新的、后工业化性别秩序应该是什么？最倾向支持这样新的性别秩序的福利国家是什么样的？最能抓住我们最高的虚荣心的性别平等的解释是什么？同时，最能体现它的社会福利蓝图是什么样的呢？

目前，我们有两种不同的答案，我想，两种都可以称作女性主义。第一种我称为普遍挣钱养家模式(the universal breadwinner model)，这种模式存在于当前大部分美国女性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政治的实践中。它旨在通过提高妇女就业以培育性别平等；这种模式的中心是如日间服务的赋予就业服务能力的国家供给。第二种可能的答案我称作护理者平等模式(the caregiver parity model)。这种模式存在于当前大部分西欧女性主义和社会民主者政治实践中。它旨在主要通过扶助非正式的护理工作提高性别平等。这种模式的中心是护理者津贴的国家供给。

这两种方式的哪一种在即将到来的时代统治我们的灵魂？哪种代表了后工业化性别秩序最引人注目的蓝图？哪种最能体现性别平等的理想？

在这篇论文中，我系统化地思考了这些问题，并给出了一个分析框架。我以思想实验的方式分析了普遍挣钱养家模式和护理者平等模式的高度理想化图景。我以反事实的方式认为，由于它们的经济和政治前提适当，这两种模式是可行的。假定了非常适宜的条件，然后，我评估每种模式的优缺点。

结果不是标准的政策分析。在不久的将来，因为既不是普遍挣钱养家也不是护理者平等事实上要实现了，并且我的讨论在政策制定精英者那里基本上不是直接的。当然，我的目的在更宽泛的意义上是理论的和政治的。首先，我旨在通过重新考虑性别平等的含义，澄清一些围绕着“平等”与“差异”的困境。这么做，我通过详加说明一些存在于当前实践以及遭受批判性检测的假设，旨在刺激对女性主义策略和目标上的增强反应。

我的讨论分四部分展开。在第一部分，我提出了我创立的一套评价体系的性别平等分析。然后，在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我把这些标准体系应用到挣钱养家模式和护理者平等模式中。在第四部分，我得出结论，即使是理想的形式，这两种模式都不能实现完全的性别平等。我认为，我们必须发展出一项后工业化福利国家的新模式，它能有效地拆解性别劳动分工。


性别平等：一个复杂的概念


为了评估后工业化福利国家可选择的模式，我们需要一些规范标准。我已经说过，性别平等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标准，但它具体包括哪些呢？

到目前为止，女性主义已把性别平等与平等或差异联系起来，“平等”意味着完全像男性一样对待妇女，“差异”意味着在她们与男性不同的范围内有区别地对待妇女。理论家已经讨论了这两种方式的相对优点，好像他们代表绝对两分法的对立两极。
[176]

 这些论点总体上终结了僵局。“差异”的提议者已经成功地表明，平等策略典型地以“男性作基准”为前提，因此，它伤害了妇女，并在每人身上强加一个扭曲的标准。然而，平等主义仅中肯地认为，差异途径典型地依赖女性的基本概念，因而，重新强化了现存的陈规，并把妇女限制在现存性别界限之内。那么，平等和差异都不是性别平等的可行的概念。

然而，可行的概念是什么呢？

我建议，我们把性别平等作为一个复杂而不是简单的观念重新概念化。这就意味摒弃了把性别平等作为任何单一价值或规范的假设，不管是平等、差异或者其他东西。反而我们应该把它作为一个复杂的、包含明显规范原则的多重性概念。多重性包括一些与争论的平等方面相连的概念，也有一些与差异方面相连的概念。它也包括其他不偏向两边中任何一边的规范观念。然而，无论它们来自何方，这里的重要意义是：为了实现性别平等，几个不同规范的每一个都必须同时得到满足。不能满足她们中的任何一项，都意味着不能实现性别平等的全部内涵。

在下面的章节中，我以这样的方式假定性别平等是复杂的。并且，我提出一项有关它的解释，它是为评估后工业化福利国家供选择图景的特殊目的而被设计。除了福利问题，一揽子稍微不同规范被提出。然而，我相信，把性别平等作为复杂概念对待的一般观念是广泛适用的。这里的分析也许充当一个展示这种方法有用性的典范案例。

无论如何，因为这特殊的思想实验，我把性别平等的思想作为一项七个明显区别的规范原则的复合物。让我一一列举它们。

反贫困原则。社会福利供给首要也是最明显的目标是阻止贫困。在家庭工资之后，阻止贫困是今天实现性别平等最重要的，由于单亲母亲家庭的高贫困率，同时，美国妇女和儿童生活在这样家庭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177]

 如果它不能完成别的事情，福利国家应当至少缓解遭受未实现基本需要的痛苦。根据这些标准，比如在美国，让妇女、儿童和男性生活在贫困中的安排是不被接受的。例如为单亲母亲家庭定向、孤立和污名的贫困救济的一些方式，不能满足以下几个规范原则，它们在社会福利方面对性别平等也是关键的。

反剥削原则。反贫困措施不仅对自身，而且作为一种方式对其他基本目标也是重要的：阻止了对弱势群体的剥削。
[178]

 这一原则在家庭工资之后也是实现性别平等的中心。例如，没有其他方式抚养自己和子女的贫困妇女容易遭受虐待狂的丈夫、血汗工厂的工头和妓院老板的剥削。然而，在保证贫困救济中，福利供给也旨在减缓对剥削的依赖。可供选择收入来源的益处提高了在不平等关系中下属的交易地位。那些知道在婚姻之外能够自食其力和养育子女的没有工作的妻子，在婚姻中就有更大的影响力。由于她“出口”的可能性增加，她的“声音”得到了增强。
[179]

 相对她的老板，低报酬的家庭护理员是同样的支托。
[180]

 然而，由于有这些影响的福利措施，扶助必须作为一种权利被提供。当接受的帮助是高度污名的或随意的，反剥削原则是不满意的。
[181]

 充其量要求者用社工人员的幻想的剥削依赖交易丈夫和老板的剥削依赖。
[182]

 目标至少阻止三种剥削依赖：对个人家庭成员的剥削依赖，例如丈夫或成年孩子；对雇主和监工的剥削依赖；以及对政府官员个人幻想上的剥削依赖。适当的方式必须同时防止这三者的发生，而不是让人们在这些剥削依赖中交替往复。
[183]

 这种原则排除了通过丈夫给予主妇的利益安排。同样，例如健康保险，提供基本物品仅仅在形式上有条件地联系稀缺职位。满足反剥削原则的任何后工业化福利国家，在当前美国安排中代表一个主要的进步。即使它不能够满足。满足这一原则的一些方式不能遵循几个如下规范，这些在社会福利方面对性别平等也是关键核心的。

平等原则。后工业化福利国家能阻止妇女的贫困和剥削，然而，仍然忍受着严重的不平等。如此福利国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在社会供给方面性别平等的一个深入的方面是再分配，降低男女之间的不平等。正如我们看到的，平等已经受到女性主义的批判。她们认为，根据男性界定的标准，完全像男性一样对待女性，这必然对妇女是不利的。这种观点表明了一种合法化的担忧，我将在下文中以另一个标题说明。但是它不损害平等本身的理想。这种担忧仅从属于怀有平等的某种不充分的方式，这里我没有前提条件。至少三个不同的平等概念逃避了批评。这些在社会福利中对性别平等是核心的。

收入平等。真正的人均收入分配对于性别平等是一种重要的平等形式。在家庭工资之后，当美国妇女收入大约是男性收入的70％，当大多数妇女劳动根本不能得到补偿，以及当许多妇女在家庭中由于不平等分配而从“潜在贫困”(hidden poverty)中受害，现在的这种平等是非常紧迫的。
[184]

 就我的解释而言，收入平等原则不要求绝对的一致。但它确实排除了这样的安排，即离婚之后，妇女收入大概减少了一半，而男性的收入却增加了双倍。
[185]

 它同样也排除了同工不同酬和大量低估妇女的劳动和技能的情形。收入平等原则要求在男性和女性收入巨大差异方面真正的降低。在这种情况下，它也有助于儿童生活机会的平等，因为现在大量美国儿童有可能生活在单亲母亲的家庭。
[186]



休闲时间平等。有关休闲时间的分配对于性别平等是另一种重要的平等。在家庭工资之后，在许多妇女——但也有少量男性——做有偿工作和无偿初级护理工作之后，以及在妇女遭受“时间紧张”的不成比例的痛苦后，现在这种平等非常紧迫。
[187]

 一项最近的英国研究发现，被调查的52％的妇女，而相应21％男性，认为他们“大部分时间感到劳累”。
[188]

 休闲时间平等原则排除了这样的福利安排，即工资平等，而要求妇女双班轮流制，男性仅是单班轮流制。它同时也排除了这样的安排，即要求妇女，而不是男性，做“索赔工作”或者做浪费时间的“拼凑工作”，这种工作是从几个地方把工资拼合在一起。
[189]



尊重平等。尊重平等对于性别平等也是重要的。在家庭工资之后，后工业文化经常把妇女作为男性主体快乐的性对象，这种平等现在尤其迫切。平等尊重原则排除了物化和诋毁妇女的社会安排，即使这些安排阻止贫困和剥削，即使它们能使收入和休闲时间平等。把妇女行为平凡化和忽视妇女的贡献是与福利方案不相容的，尊重平等需要有对妇女特性的认知和对妇女工作的认知。

后工业化福利国家应当在三个所有方面提高平等性。这样的国家对于目前的安排将包含一项巨大的进步，但它不至于走得更远。满足平等原则的一些方式不能遵循如下原则，它们在社会福利上对于性别平等也是关键的。

反边际化原则。福利国家能够满足前述所有的原则，仍能使妇女边际化。通过有限支助大量的母亲养老金，例如它能够使妇女自立、有较好的供给、良好的休息和尊重，但却把妇女限制于家庭之中，从大的社会生活中排除出去。如此福利国家是不被接受的。社会政策应当在所有社会生活领域提高妇女与男性一样的完全参与——在职业、政治和公民社会的社团生活中。反边际化原则要求为妇女参与提供必须条件的供给，包括日间护理，老年护理，以及公开提供母乳抚育。它也要求拆除男权主义者的工作文化和敌视妇女的政治环境。任何提供这些东西的后工业化福利国家在目前的安排中代表了一个巨大的进步。然而，它也许使一些东西只是希望。满足反边际化原则的一些方式不能遵循最后的原则，它在社会福利上对于性别平等也是关键的。

反男性中心原则。满足许多前述原则的福利国家仍然强化一些可憎的性别规范。它假定了男性中心的观点，男性的当前生活方式代表了人们的规范，并且妇女应该接受它们，(这一个真正问题在先前注释的有关平等的担心后面。)如此福利国家是不能接受的。为了满足福利的可比较水准，社会政策不应当要求妇女变得像男性一样，或者去适合为男性设计的制度。政策应该旨在替代性地重构男性中心的制度，以便接受能够养育子女的人与经常护理亲戚和朋友的人，不把他们作为例外对待，但这作为理想型的参与。反男性中心原则要求去大男子主义规范的中心化——部分上通过重估当前由于它们与妇女相联系而低估的实践和特性。它需要改变男性，也需要改变女性。

然而，在社会福利中，这是一项有关性别平等的解释。基于这种解释，性别平等包括七个不同的规范原则的复杂观念，每项都是必需的和不可或缺的。不是后工业福利国家都能实现性别平等，除非它满足所有这些标准。

然而，这些原则的相互关系如何呢？这每一事物都依赖于环境。一些制度安排允许同时以最少的相互抵制满足几个原则。与此相对，其他安排建立的是零和状态，在这些情况下，试图满足一个原则，却干扰满足另一个原则。然而，在家庭工资之后，提高性别平等意味着致力于实现潜在上是相互冲突的多重目标。应当发现一些方式，满足七个所有原则——至少大部分，以避免交易和实现前景最大化。

在下一部分，我用这些方法评估后工业化福利国家两种可供选择性模式。然而，首先我想提出三组相关问题。一个是关于护理工作的社会组织。如何准确组织这一工作，在总体上对人们的福利——尤其是对妇女的社会地位——是重要的。在家庭工资时代，护理工作被作为个体妇女个人责任。然而，今天它不能再以那样的方式被对待。然而，评估后工业化福利国家模式，我们必须问，对于分配在例如家庭、市场、公民社会的制度与国家之间的护理工作的责任是怎样的？并且在这样的制度内分配的工作责任如何，按性别？按阶级？按种族？按年龄？

第二组问题是有关妇女中的差异问题。固然，性别是这篇文章的主要焦点，但它不能被作为全体对待。男女生活被其他几个明显的社会差别分开，包括阶级、种族、性别和年龄。然而，后工业福利国家模式不能以相同的方式考虑所有的女性或男性；它们为不同地位的人们创造不同的结果。例如，一些政策对有孩子的妇女与没有孩子的妇女影响不同；同样，一些政策对能够得到第二收入的妇女与没有第二收入的妇女也不同；最后，一些政策对专职妇女与兼职妇女的影响不同，对没有工作的妇女影响也不同。然而，对于每种模式，我们必须问，对哪种妇女群体是有利的，对哪种妇女群体是不利的。

第三组问题涉及到在后工业福利国家除了性别平等之外最迫切需要之物。毕竟，性别平等不是社会福利唯一目标。非平等目标也是重要的，例如效率、共同体和个人自由。除此，也有别的平等目标，例如种族平等、世代平等、阶级平等和国家之间的平等。所有这些问题在此都是必需的背景。然而，例如种族平等的一些平等目标通过平行的思想实验被处理：它可以把种族平等确定为复杂的思想，这里类似对待性别平等方式，然后也用它评估后工业化国家竞争的图景。

现在，让我们用这种思维方式检测后工业化福利国家两个明显不同的女性主义图景。也让我们自问，哪种更便于实现我这里已详细阐述的性别平等。


普遍的谋生模式


在后工业社会的一个图景中，家庭工资时代让位于普遍的谋生模式。这种图景存在于当前大部分女性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政治实践中。(它也呈现在前共产主义国家。)它主要通过提高妇女就业以实现性别平等。目标是为有能力的妇女通过她们自己赚取的工资而抚养自己和家庭。总之，谋生模式的作用是普遍的，以至于妇女也能做普通工人。

普遍挣钱养家者是一项很有发展前途的后工业化剧本，要求优等的新项目和政策。一个重要的要素是一套能够确保就业的服务——例如日间服务和老年服务，目的在于把妇女从未有报酬的责任中解脱出来，以便他们能相对男性从事专职就业。另一个主要要素是一套旨在排除平等就业障碍的工作场所改革，例如性别歧视和性虐待。改革工作场所要求改革文化，不管怎样——要排除男性至上主义者的陈词滥调和打破与大男子主义挣钱养家文化的联系，也要求政策帮助改变社会化，首先，以便调整妇女对于职业的渴望与离开家务，其次，调整男性对于接受妇女新作用的心理。然而，没有一项多余的因素：为妇女创造全职、高薪、长期工作的宏观经济政策，这些都不能起作用。最后，社会保障也是普遍挣钱养家的中心。这里的目标是把妇女带到与男性同等的制度中，这种制度在传统上对她们是不利的。

这种模式怎样组织护理工作？这些工作的大部分将从家庭转移到市场和国家，这由雇员为薪酬而完成。然而，这些员工可能是谁？在当今许多国家，包括美国在内，支付性制度化护理工作是很低报酬、女性化和种族化以及/或者由移民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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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样的安排在这种模式中被阻止。如果这种模式能够顺利使所有的妇女成为养家糊口的人，它必须提升地位和参加护理工作，也使它转变成初级劳动力工作。然而，普遍挣钱养家是必需致力于“比较价值”的政策；它必须纠正目前对编码为女性或“非白人”技术和工作的普遍低估，并且它必须以挣钱养家人的水平工资酬劳这样的工作。

普遍挣钱养家者根据工资的不同层次，使职业和很多利益相连和通过社会保障进行分配。在这方面，这种模式与工业时代福利国家相似。不同的是还有很多妇女基于她们自己的就业记录而受到影响。并且还有很多妇女就业记录看起来非常像男性的就业记录。

然而，不是所有的成年人都有工作。最后，一些有护理工作职责，而他们不能或不愿调任其他地方。其中大部分仅剩的是妇女。为供给这些人，普遍挣钱养家必须包括一个社会福利的剩余层，它提供了基于需要的、家计调查的工资替代。

普遍挣钱养家模式远离当前现实。它要求初级劳动力工作巨大的创造——这些工作足以单独地支持一个家庭。当然，那是当前后工业化趋势的野蛮的扭曲，它不是为挣钱养家的人创造就业，而是为“可自由支配的雇佣工人”创造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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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让我们假定为了思想实验的目的，它的可能性条件能够满足。同时，让我们思考结果产生的后工业福利国家是否能称作性别平等。

反贫困。我们能很快了解普遍挣钱养家者在阻止贫困方面做得好。一项为所有适宜雇佣的男性和女性创造确保挣钱养家者平等的工作政策——同时提供的服务确保妇女从事这样的工作——将使大部分家庭置身于贫困之外。并且剩余支持的慷慨水平通过转移使其余的人置身贫困之外。

反剥削。这种模式也为大部分妇女成功阻止了剥削依赖。具有安全挣钱养家者的工作的妇女能够离开令她不满的男人。同时，那些没有这些工作但知道她们能得到这些工作的人也不易遭受剥削。

收入平等。然而，普遍挣钱养家者在实现收入平等方面只是一般的。为妇女授予、担保的挣钱养家者的工作——加上那些确保妇女从事的服务——窄化了性别工资差距。此外，收入缩小的不平等变成社会保障利益缩小的不平等。从婚姻的出口选择的益处，应当在它的范围内鼓励更加平等的资源分配。但这种模式不是其他方面的平等主义。它包括一个与他人不同的挣钱养家者的基本社会断层线，对其他人是相当不利——他们中的大部分是妇女。然而，除比较价值之外，它没有减少在挣钱养家者的工作之间的工资不平等。固然，在分配个体不平等补偿的挣钱养家者工作方面，这种模式降低了性别比重；但它从而提高了其他变量的比重，大概在阶级、教育、种族和年龄上。在这些变量上处于不利地位的妇女和男性，所挣收入要少于那些与这诸种变量无关或处于优势地位的人。

休闲时间平等。此外，正如我们从共产主义实践中看到的，这种模式对有关休闲时间平等是很弱的。它假定所有妇女的当前家务和护理工作的责任能够转移到市场或国家。但那样的假定明显是不现实的。例如分娩，处理家庭急救和更多的对子女养育工作的一些事情不能被转移——缺少一般替代和其他可能讨厌的安排。例如做饭和家务等其他事情能够这样——假如我们准备接受集体生活安排或高层次的商品化。最后，即使这些被转移的任务没有消失到毫无踪迹，却引起繁重的新的协调任务。然而，妇女平等休闲机会依赖于是否能够引起男性做他们这项工作的平等份额。在这方面，这种模式没有唤起自信。它不仅没有提供搭便车的抑制因素，而且在限定付费工作时也如此，它含蓄地诋毁未付费工作，从而激起逃避的动机。没有同伴的妇女无论如何是孤立无助的。同时，在低收入的家庭的人较少能够购买替代服务。于是，就业的妇女在这种模式上有二次转移，尽管要承担比一些现有的要繁重的工作；同时，这里还有好多专职就业的妇女。总之，普遍挣钱养家者不可能实现平等的休闲。在这种可能的后工业社会，没有搭便车的任何人可能是烦扰的和累人的。

尊重平等。此外，在给予尊重平等上，这种模式只是一般的。因为它持有男女公民工人的单一标准，它排除性别尊重鸿沟的唯一机会是准许妇女进入与男性相同的地位。然而，这不可能发生。一个更可能的结果是妇女对于再生产和家务比男性保有更多的联系。除此，这种模式可能创造另一种尊重鸿沟。通过增加挣钱养家的人地位上的奖金，会引起对别人的不敬。在剩余体系的参加者易于污名化，并且大部分将是妇女。即使是女性主义者，任何雇佣中心模式为这些它定义的“失业者”建构一个令人尊敬的地位都有困难。

反边际化。这一模式在反对妇女边际化上也只是一般的。一般同意，它提高了妇女在就业中的参与，但它的参与定义是窄的。希望有能力的所有人都有专职的工作，这种模式也许事实上组织了在政治上和公民社会的参与。确实，它在这些舞台上对于提高妇女的参与没做什么。然而，它片面地、以“强调工人利益的社会观的(workerist)”方式反对妇女的边际化。

反男性中心主义。最后，这种模式在克服男性中心主义方面表现弱化。它把男性限定在传统领域——职业——这与简单地尽力帮助女性适应。相对地，传统上女性护理工作被有益地对待；为了成为一个挣钱养家的人，这是必须被丢弃的。它不是自身符合社会价值。这里理想型公民是挣钱养家的人，现在名义上是性别中立的。但这种地位的内容是隐含的大男子主义；传统挣钱养家的人/做家务夫妇的男性的部分现在普遍化了，并要求每一个人都扮演男性角色。夫妇的女性部分好像消失了。它的明显优点和能力一点也没有为妇女保存，更不用说普遍化到男性了。

我们在表1能够总结普遍挣钱养家模式的优点。

表1　普遍挣钱养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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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令人惊奇，普遍挣钱养家模式对那些生活最近似传统家庭工资理想伴侣的男性部分，创造了最好的结果。它对没有孩子的妇女和不容易被转移到社会服务的没有其他主要家庭职责的妇女，尤其是好的。但对于这些妇女，也包括其他一些妇女，它缺少完全的性别平等。


护理者平等模式


在后工业社会的第二个图景中，家庭工资时代将让位于护理者平等模式。这一图景存在于大部分西欧女性主义和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实践中。它主要通过支持非正式的护理工作，旨在提高性别平等。它的要点是或者通过单独护理工作，或者通过护理工作加兼职工作，赋予妇女重大家庭责任以便她们能够自食其力和养家糊口。(没有重大家庭责任的妇女假定通过就业养育自己和她们的家庭。)它的目标不是使妇女的生活与男性相同，而是“使差异无需付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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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而，分娩、养育子女和非正式的家庭劳动将被提高到与正式付费劳动同等的地位。护理者作用将提高到与挣钱养家者的作用相同的地位——以至于男女能够享受相同层次的尊严和财富。

护理者平等也是有巨大发展前景的。在这种模式中，很多(尽管不是全部)妇女追随当前美国女性实践，选择一段专职工作，一段专职护理工作与一段兼职护理和兼职工作的结合。目标是使这样的生活方式无需付出代价。最后，几个主要的项目是必须的。一是为补偿分娩、养育子女、家务和其他形式的社会必须的家务劳动的护理补助项目；补助必须足以满足养育家庭的专职费用——因此与挣钱养家者的工资相当。工作场所的改革项目也是被要求的。这些必须有利于使资助性护理工作和兼职工作结合的可能性，以及使不同生活状态转换的可行性。这里的关键是适应性。一个明显的要求就是法定怀孕和探亲假的宽厚项目，以便护理者在不会失去保障或资历时，能够就业或辞职。另一项目是为不愿做原来工作的人再培训和找工作。还有一个必须的是法定弹性工作时间，以便护理者能够变换她们的时间去承担她们的护理工作责任，包括在专职和兼职工作之间转换。最后，紧接着这些灵活性，这些项目必须确保所有基本社会福利利益的连续性，包括保健、失业、伤残和退休保障。

这种模式组织护理工作非常不同于普遍挣钱养家者。鉴于那种途径把护理工作转移到市场和国家内，这种模式使大多数这样的工作限制在家务中和用公共预算支持它。护理者平等的社会保障系统也差别很大。为确保人们在护理工作和就业之间选择的连续的保险供给，联结两者的救济必须整合到一个系统中。在这个系统中，兼职工作和资助护理工作必须基于与专职工作相同的基础被覆盖。因此，假如她不能发现适当的工作，完成一段资助性护理工作的妇女有资格基于最近下岗员工相同的基础领取失业保险救济。同时，那些成为伤残的资助性护理者将以伤残雇员相同的基础接受伤残款项。对于领取退休金的资格，资助性护理工作的年限的计算应与雇佣年限相同，以相同对待护理工作和职业的方式固定利益水平。

护理者平等也要求社会福利的另一个剩余的层次。一些成年人不能做护理工作或者工资工作，包括一些没有先前工作记录的每种类型。这些人中的大部分可能是男性。为供给他们，这种模式必须提供经过家计调查的工资和奖金替代。不过，护理者平等剩余层应该比普遍挣钱养家者小；几乎所有的成年人应该被包含进整合的挣钱养家者—护理者(breadwinnercaregiver)社会保障系统中。

护理者平等也远离当前美国的安排。它要求公共预算支付护理者津贴的巨大费用，结果可能是大的结构化税收改革和政治文化的变化。让我们思考结果产生的后工业福利国家是否能被称作性别平等。

反贫困。护理者平等防止贫困做得很好——包括目前最脆弱的妇女和儿童。在专职护理工作期间的大量的充足奖金，使单亲母亲家庭置身于贫困之外。同时，在兼职资助护理工作和兼职就业期间，补助和工资起着同样的作用。这是因为这些选择每一项都承担着基本的社会保障的整套计划，此外，具有“女性”工作方式的妇女有相当多的安全。

反剥削。护理者平等也应该成功地阻止对大多数妇女的剥削，包括当今最弱势的人。通过给没有工作的妻子提供直接收入，它降低了对丈夫的经济依靠。它也对有孩子的单身妇女提供经济保障，降低了她们被雇主剥削的可能性。只要护理者补助是体面的和不可随意支配的，最后，接受者不被社工人员的奇想所控制。

收入平等。然而，正如我们从北欧的实验中看到的，护理者平等对有关收入平等表现得很弱。尽管津贴加工资体系提供相当于基本最小化的挣钱养家者的工资，它也在就业上建立了“母亲路线”(mommy track)——在一个波动的、非连续的专职或兼职工作的市场。大部分这些工作所支付的工资少于挣钱养家路线的工作，即使以专职比率也是如此。两人合伙的家庭对于保持一个同伙在挣钱养家路线(breadwinner track)上有经济动力，而不会让他们的共同分担护理工作的时间；同时，当前劳动力市场的状况使挣钱养家的男性在异性婚姻中将更有优势。而且，考虑到当前文化和社会化，在与女性相同的比例上，男性一般更不可能选择母亲路线。因此，两个就业路线执行了传统的性别联合。这些联合反过来可能在挣钱养家路线上产生对妇女的歧视。护理者平等也许使差异价值减少，但不可能使差异无需付出代价。

休闲时间平等。然而，护理者平等模式在休闲时间平等上做得比较好，通过在她们生活的不同阶段选择专职或兼职资助性护理工作，它使所有的妇女避免双班轮流制是可能的。(目前，这种选择只是一少部分美国有特权的妇女获得。)不过，我们只是看到这种选择不是真正无需付出代价的。一些有家庭的妇女不想放弃挣钱养家路线的就业利益，并且尽力把它和护理工作结合起来。这些没有在护理者路线(caregiver track)上与其他人合伙的人，在有关休闲时间方面是十分不利的，同时在她们就业方面也是可能的。相对而言，男性很大程度上从这种两难上被隔离了。那么，这种模式在休闲时间上仅仅是一般的。

尊重平等。护理者平等在提高尊重平等方面也仅是一般的。不像普遍挣钱养家模式，为了实现目的，它提供了两个不同的路线。理论上，公民工人和公民护理者(citizencaregiver)是同等尊严的身份。但是他们之间真的相同吗？这种模式比当前美国社会更敬重地对待护理，但是它与女性特质保有联系。挣钱养家同样也与男性特质保有联系。考虑到这些传统的性别结合，加上两种生活方式的经济差异，护理不可能得到与挣钱养家真正的平等。总之，今天很难想象，“区别而平等的”性别作用怎样提供真正的尊重平等。

反边际化。此外，护理者平等模式在阻止妇女边际化方面表现很弱。通过资助性妇女的非正式护理工作，它重新加强了像妇女工作这样的工作的观点和强化了家庭劳动的性别分工。通过为挣钱养家者和护理者加强双重劳动市场，进而，这种模式在就业领域把妇女边际化了。通过重新加强具有女性特质的护理结合，最终，它也许在生活的其他领域阻止了妇女参与，例如政治和公民社会。

反男性中心主义。然而，护理者平等模式比普遍挣钱养家模式在反对男性中心主义方面更好。它作为固有的价值对待护理，而不只作为一个纯粹的就业障碍，因而，挑战了只有男性的传统行为是完全符合人性的观点。它也提供了“女性的”生活方式，从而拒绝了妇女吸收“男性的”方式的要求。但这种模式仍然获得一些东西。护理者平等模式决定不确定行为的一般价值和与妇女相联系的生活方式。它不重视充分要求男性也去从事护理，它不要求男性去改变。因而，护理者平等只是代表对男性中心主义的全面挑战的一半。在此，它的表现也仅是一般的。

在表2中，是总结的护理者平等模式的长处和短处。

表2　护理者平等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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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护理者平等模式提高了有重大护理工作职责的妇女总量。但对于这些妇女，还有其他一些妇女，它不能给予完全的性别平等。


结论：倾向普遍护理者


普遍挣钱养家者和护理者平等者两者在后工业化福利国家都是高度空想的图景。两者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代表当前美国安排中的一个大的进步。因而，两者都不可能很快实现。当今，两种模式假定的背景前提是明显缺乏的。两者假定重新建构的主要政治经济，包括在社团法人上的重大公共控制，建立高品质固定性工作的直接投资能力，以及计税利润和财富的比例足以资助扩大的高品质的社会项目。两种模式也假定广泛支持承诺性别平等的后工业福利国家。

如果两种模式在这种意义上是乌托邦的，任何一个都不是完全的乌托邦。既非普遍挣钱养家模式，也非护理者平等模式能够实际上实现性别平等的诺言——即使在非常适宜的条件下。尽管两者都擅于阻止妇女贫困和剥削，两者在矫正尊重的不平等上仅仅是中等的。并且它们的长处和短处是交叉的。普通挣钱养家模式尤其不能提高休闲时间平等和反对男性中心主义，而护理者平等模式尤其不能提高收入平等和阻止妇女边际化。(表3是总结的普通挣钱养家模式和护理者平等模式的相对优点。)总之，两者中的任何一种模式都不能提供女性主义需要的每样东西。即使高度理想化的形式也不能实现完全的性别平等。

表3　普通的谋生模式和护理者平等模式的相对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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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些是唯一可能性，我们将面对一系列非常困难的交易。然而，假设我们拒绝这种霍布森选择并尽力发展第三种选择。这种诀窍预想了后工业化福利国家结合了最好的普遍挣钱养家模式和最好的护理者平等模式，而抛弃了每种模式的最坏特征。第三种选择是什么样的可能性呢？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测评了——并发现不够好——两种最初的可行性方式：一个旨在使妇女更像现在的男性；另一个使男女几乎没有改变，而旨在让妇女差异无需付出代价。第三种可能是引起男性变得更像现在大部分女性——也就是那些做初级护理工作的人们。

考虑一下我们已经刚检测的这种模式的效率。如果男性要是做他们护理工作的平均份额，普通挣钱养家者更接近均等化的休闲时间和排除男性中心主义，而护理者平等在均等化收入和降低妇女边际化方面做得更好。另外，两种模式倾向于提高尊重平等。总之，如果男性要是现在变得更像女性，两种模式开始接近性别平等了。

因而，在后工业福利国家实现性别平等的关键是，使妇女当前的生活方式成为每一个人的生活规范。今天的妇女经常结合养家挣钱和工作护理，尽管有很大的困难和负担。后工业福利国家必须确保男性做相同的事情，同时，重新设计制度以便排除困难和负担。

我们可以称这种图景为普遍护理者。

那么，这样的福利国家像什么呢？不像护理者平等模式，它的就业部门不被分成两种不同的路线；所有的工作都将假定工人是护理者；所有的人都将有一个比现在专职工作更为短期的工作周；同时，所有的人将确保就业服务。然而，不像普遍挣钱养家模式，员工没有假定所有护理工作转移到社会服务上。一些非正式的护理工作被公开扶持，并且，在单一社会保障体系中与付费工作一同整合。一些家务通过亲朋好友在家庭中完成，但这样的家务不必须是异性核心家庭。其他资助性护理工作一起被固定到家庭外边——在公民社会。在国家资助但地方化组织的制度中，孩子气的成年人、老年人和其他亲属基础的职责将在民主、自治的护理工作行为中连接父母和他人。

需要做更多的工作促进后工业化国家的第三种图景——普通护理者。发展政策的关键是打消搭便车行为。相对保守主义者，在目前的体系中，真正的搭便车不是逃避就业的单亲母亲。更确切地说，他们是那些逃避护理工作和家务劳动的所有阶级的男性，还有搭工人劳动便车的公司，包括未足额支付费用的和未付费用的。普遍护理者图景的一个好的表述来自于瑞典的劳动部：“对于男女，为了使父母身份与赚钱的职业结合成为可能，在工作生活的组织中，要求一个新的男性地位观和一个激进的变化。”
[193]

 这里的技巧是想象在一个社会中，公民生活结合了赚取工资、护理服务、社区行为、政治参与和公民社会中社团生活的参与——同时，也留出一些时间娱乐。这个世界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但它是唯一可想象的承诺真正性别平等的后工业化世界。同时，除非我们被现在这种图景引导，我们将不可能有更便捷的途径实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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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部分 文化、认同与民主


 第十二章 民主、权力与“政治性”

尚塔尔·墨菲

近几十年来，“人性”、“普遍理性”和“理性自主主体”等范畴正日益引起人们的质疑。站在不同的自足点上，很多思想家都批评了认为存在一个普遍人性、有一种我们借以认识人性的理性普遍准则以及无条件普遍真理是可能的等观念。对启蒙运动主张普遍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这样一种批判(有时也被称作“后现代”)，已经由一些作者提出，比如于根·哈贝马斯，并构成了对现代民主进程的威胁。他们认为启蒙运动的民主理念和它的理性主义、普遍主义视角之间存在着这样一种关系：否认后者将不可避免地损害前者。

在本文中，我想考察一下这种观点并为相反的论点试着做出辩护。确实，我将论证的是：只有在这样一种政治理论背景下——它考虑到对本质主义的批评(我把这看做是所谓后现代方法的主要贡献)——才有可能以这样一种方式阐述激进民主政治的目标，并为当代政治空间的扩大和民主要求的多样性提供空间。
[1]




多元主义和现代民主


在进行论证前，我想先说一下我设想现代自由民主的具体方式。首先，我认为将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民主区别开是很重要的，可以把它用传统政治哲学的术语“体制”(regime)来理解，这是一种仅在政治层面上界定的社会形式，暂且不管它与经济制度的可能联系。自由民主有各种各样的称谓：宪政民主、代议制民主、议会民主还有现代民主，但这不是像一些人想的那样，是民主模型在一个更宽广背景中的应用，当被理解为“体制”时，它关注的是社会关系的符号的秩序，因此就不仅仅是一种“政府的形式”。自由民主是一种政治性地把人类共存组织起来的具体形式，这来自于两种不同传统的结合：一方面是政治自由主义(法治、分权和个人权利)；另一方面是人民主权的民主传统。

换句话说，古代民主和现代民主之间的差别不是规模上的而是本质上的。关键区别在于对多元主义的接受，正是这构成了现代自由民主。关于多元主义，我指的是关于善的生活的实质性观念的终结，也就是克劳德·勒夫特所说的“确定性之标志的崩解”。对多元主义的这种认识反映出在社会关系的符号秩序上的深刻转换。当有人，如罗尔斯谈到多元主义的事实时，有些东西被完全遗忘了。当然我们发现，在一个自由社会中存在善的观念的多样性，这是一个事实。但至关重要的差异不是经验性的，而是符号层面的。真正利害攸关的是冲突与分化的合法性、个人自由的凸显和对所有人自由平等的确认。

一旦多元主义被视作现代民主的标志性特征，我们就能寻求实现多元民主政治的领域和实质的最好方式。我主张，只有在这样一种视角背景下，其中差异被阐释为存在的可能性条件，充满多元主义的激进民主进程才能得到充分阐述。确实，我承认所有依据于一种社会逻辑(这种逻辑暗含着“存在就是在场”和把“客观性”看做属于事物自身的观念)的多元主义，都将必定导致多元性的减少，甚至最终被否定。这确实是主要的自由多元主义存在的情况，这一般由强调所谓的“多元主义事实”开始，然后进展，找到处理差异的程序，而这种程序的目标实际上就是使这些差异成为不相关的，再把多元主义驱逐到私人领域。

恰恰相反，如果从反本质主义者的理论视角看来，多元主义就不仅仅是一个事实，一个我们虽不情愿也要接受，或试图去减少的事实，更是一个逻辑自明的原则。在概念层面上，多元主义被看做是构成现代民主的本质所在，被认为是我们应当为之庆祝、促进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我所提倡的这种多元主义能给差异以肯定性地位的原因，它拒绝一致性和同质性的目标，这种目标也总是被揭露为是虚假的并建立在排他性行为的基础上。

然而，这种观点并不因此就允许一种完全的多元主义，同时认识到多元主义有它的局限性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这种局限性为一种致力于挑战一系列从属关系的民主政治所要求。因此，把我在这里所维护的立场和强调异质性、不可通约性的极端多元主义区分开是必要的。根据后者，被理解为所有差异纷纷登场的多元主义，应该是无限的。我认为，虽然这种多元主义声称其更加民主，这样一种视角对认识一些差异是如何被建构为从属关系，因此应被一种激进民主政治所质疑来说，却是一种阻碍。那里只有大量没有任何共同根基(分母)的身份，因此，要区分开实际存在但不应该存在的差异和实际上不存在但应该存在的差异也就是不可能的了。

这样一种多元主义所遗忘的是政治维度。当权力关系和对立被抹去后，留给我们的就是一种没有对立、典型的自由幻象了。确实，这种极端多元主义，虽然它试图对自由主义做出批判，但由于它拒绝任何构建“我们”——一个在各种反对从属性的斗争中明确表达要求的集体性身份——的尝试，就带有了几分去自由化的政治意味。否认构建集体性身份的需求，并把民主政治仅仅看做是各种利益群体的斗争或少数为争取自身权利得到认可的斗争，那么这对权力关系的存在就仍然是视而不见的。这是对施加在权力领域扩展上的界限的忽视，而事实是一些现存的权利已经建构在排除或从属他者的基础上。


多元主义、权力和对立


谈到多元主义这个术语，真正的困境在于权力和对立以及它们各自根深蒂固的特性。这只能通过一种质疑在民主理论中占主导性地位的客观主义和本质主义的视角才能把握。在《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
[2]

 中，我们描绘了这样一种观点：它认为任何社会客观性都是通过权力行为构建的。这就意味着任何社会客观性最终都是政治性的，都要表明那些管理其制度的排他性行为的根源，根据德里达的观点，这可被称作它的“外部构成分子”。

这一点是决定性的，因为每一事物都把自身在其存在意义上刻画为某物而不是物自身。结果，任何事物都被建构为差异，也就是它的存在不能被理解为纯粹的“在场”或“客观性”。既然外部构成分子只有也出现在内部时，才能成为真正的可能性，每一个身份就变成纯粹偶然性的了。这预示着在把权力概念化时，我们不应把它作为一种发生在两个预定身份间的外部关系，而应作为构成身份本身的东西。客观性和权力之间的这个汇合点就是我们称作的“霸权”。

当从这样一种反本质主义的视角设想民主政治时，我们就开始明白要使民主存在，没有任何一个社会主体能够宣称自己是社会基础的拥有者。这表明社会主体间的关系将越来越民主化，只要它们接受各自主张的特殊性和有限性这一点，只要承认它们相互之间有着一种不可消除权力的关系。不能再把民主社会看做能够实现社会关系完美和谐这样一个理想的社会了，它的民主特征只能由这样一个事实所赋予：没有一个有限的社会主体能把自己视作社会全体的代表。那么，民主政治的主要问题就变成了不是怎样去消除权力，而是怎样构建各种与民主价值相容的权力形式。

承认权力关系的存在和转换它们的需要，同时摒弃那种认为我们能够彻底从权力中摆脱出来的幻觉，这就是我们所称作的“激进的和多元的民主”进程的特别之处。这个进程认为现代多元民主(即使是一个秩序良好的)的独特之处不在于支配和暴力的不存在，而在于要建立一套借由他们支配与暴力能被限制和竞争的制度。要消除对立的根深蒂固特征并致力于达到一个普遍理性共识，这才是民主制的真正威胁。的确，这可能导致不易被识别、藏匿在合理性帷幕之后的暴力，这也是自由思想中常见的情形，它把必要的划界和各种排他性行为在所谓“中立性”的虚假外衣下伪装起来。


政治自由主义


要表明理性主义者观念的危险后果并显示我正在描绘的这种观点的优胜之处，我将选择以罗尔斯阐述的“政治自由主义”为例。在他的近作中，罗尔斯试图为自由主义的老问题“如何在有着不同善观念的个人之间实现和平共处？”提供一个新的解答。很久以来，自由主义者们在创造一种临时的解决办法，或者，根据熊彼特的说法，在一种程序性的解决办法中，看到了问题的解决之道。因此，一种广为接受的观念就是：民主作为一种形式程序，它对任何一套特殊的价值观念都是中立的，它仅仅是一种做出公共决策的方法。

近来，自由主义者如罗尔斯，还有拉莫(Larmore)(他稍有不同)，都对这样一种关于中立性的自由主义原则理解提出了异议。他们确信，一个自由民主社会需要一种比仅仅建立在程序之上的简单权宜之计更深层的共识。自由民主社会的目标应该是围绕其基本制度达成一种道德的而不仅仅是出于审慎考虑的共识。他们的目标是提供一个关于政治基础的道德共识，虽然是最小程度上的。他们的“政治自由主义”致力于确定一个核心道德观，为生活在政治联合体中有着不同善观念的人们提供具体的条款。这样一种对自由主义的理解和多元主义的事实以及道德分歧、宗教分歧的存在事实是相容的，它也必须和康德、密尔的全面性学说区分开来。考虑到这种理解对关于善的生活的各种有争议的观点是中立的，他们相信这样一种自由主义能提供一种为所有人(虽然他们仍有差异)共同接受的政治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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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罗尔斯的观点，政治自由主义的问题能够以如下方式阐述：“在为各种合理的宗教学说、哲学学说和道德学说深刻分化的自由和平等的公民之间，如何可能存在一个持久、稳定和正义的社会？”
[4]

 在他看来，这是一个政治正义的问题，它要求在公民之间确立一些社会合作的公平条款，这些公民被设想为既是自由平等的，同时也为各种深刻的学说冲突所分化。正如他在其近作《政治自由主义》中所重新阐述的，他的解决方法是重新强调了“合理多元主义”这个观念。他要我们在“简单”的多元主义事实和自由主义面临的真正问题：“如何处理互不相容但又合乎情理的学说之多元性？”之间作出区分。他把这种多元性看做是立宪民主政体的自由制度框架内人类实践理性的正常结果。这就是为什么一种正义观念一定能够获得所有“有理性的”公民的支持的原因了，尽管在其他事情上他们会存在着深刻的学说歧义。

让我们考察一下这个“简单的”多元主义和“合理的”多元主义之间的区别。我们承认，它的本来意图是要保证关于正义共识的道德特性，排除在各种“非理性的”观点——也就是那些可能会反对政治道德的基本原则的观点——之间达成妥协的可能性。但事实上，这允许罗尔斯把实际上是一个政治的决定呈现为一种道德需求。对罗尔斯来说，有理性的人就是“那些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他们的道德能力，这种能力足以使他们成为一个立宪政体中自由平等的公民，那些有一种持久的欲望去尊重合作的公平条款并成为充分合作的社会成员的人”
[5]

 。

如果不是一种间接形式的宣称，这种认为有理性的人就是那些接受自由主义基本原则的人的观点又是什么呢？换句话说，“理性的”和“非理性的”之间的区分帮助我们在那些接受自由主义原则和反对自由主义原则的人之间划界。这就意味着它的功能是政治性的，它的目的是歧视性地将那些可允许的宗教、道德或哲学观念的多元主义(只要那些观念能够被驱逐到私人领域并满足自由主义原则)和一种不能被接受的多元主义(因为它会损害到在公共领域中自由主义原则的支配性地位)区分开来。

罗尔斯用这样一种区分真正要表明的是：只要关涉到政治联合体的原则，多元主义就是不可能的，而且拒绝接受自由主义原则的那些观念将被排斥。在这个问题上我和他没有争议。但这明显是一种政治决策的表达，而不是一种道德要求。把反自由主义者称作“非理性的”就是在说：这些观点在一个自由民主体制的框架下不能被承认为是合法的。情况确实是这样，但这种拒斥的理由却不是道德的。这是因为在同一个政治联合体中，如果不质疑国家的政治现实，立法的各种对立性原则就不可能实现共存。然而，为了恰当地阐述，这种观点要求一个理论框架，它主张政治总是有权命令的，而这一点又恰恰是自由主义所否认的。

罗尔斯试图通过用他主张的正当优先于善作为一种道德优势来避免这个问题。但这并没有解决问题。首先，在他主张正当优先于善时，一个涉及到这个主张的地位的问题出现了。为了首尾一致，罗尔斯不能从任何一种全面性学说中得到这一点。那么，这仅仅是一种我们都共享的“直觉观念”么？共产主义者当然会反对这一点。那么，它又能是什么呢？当然，答案就是，这是被理解为一种独特的社会政治形式的自由民主的一个主要特征，它是这样一个“体制”的一部分“语法”(grammar)。这就是他为什么不能为其多元主义划界的正当性提供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的原因；也是他为什么会陷入这样一种循环论证的原因：政治自由主义能够在理性的人们之间提供一种共识，而根据定义，这些人就是那些接受政治自由主义原则的人。


重叠共识还是宪法共识


当我们仔细审视他解决这个自由主义问题的另一面——人们从各自合理的全面性观念出发，从中引出一个虽基于不同理解但又一致赞同的政治观念，即确立一个重叠共识——时，罗尔斯无法理解政治的主导型角色的另一个后果就暴露出来了。他主张只有当社会是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时，围绕他的公平正义理论的原则，重叠共识才能达到。因为它们是由于有着“无知之幕”的原初状态的设计才被选择的，那些合作的公平条款原则满足了自由主义原则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要求它们被所有作为理性而合理的、自由平等的公民所赞同，并诉诸于他们的公共理性。根据政治自由主义的立场，这些原则被公开设计以赢得那些——认同合乎理性然而却相互冲突的全面性学说——公民的合乎理性的支持。确实，无知之幕的目的就是排除公民对于全面善观念的知识，迫使他们从共同的社会和人格观念出发，这是为应用实践理性的理念和原则时所要求的。
[6]



和他确立其“政治自由主义”的道德特性的规划相一致，罗尔斯不辞辛苦地要表明：一定不能把这种重叠共识与一种简单的权宜之计相混淆。他坚决主张这不仅仅是一种关于一系列建立在自我利益之上的制度安排的共识，更是对使正义原则具有道德特性的道德基础的共识。另外，重叠共识也不同于一种宪法形式的共识，在他看来，后者不具备保证正义和稳定性足够的深度和广度。在宪法共识中，他这样陈述：“虽然在一些基本的政治权利和自由上存在一致——如选举的自由、政治言论和结社的自由和所有其他为民主的选举和立法程序所要求的权利，——但在那些关于更具体的内容和界限的权利和自由方面，在关于哪些权利和自由可以进一步被看做是基本的，因此突出了法律而不是宪法的保护等方面，主张自由主义原则的人们之间是有歧义的。”
[7]



罗尔斯当然认为宪法共识要比一种权宜之计好得多，因为它有对自由宪法原则的真正宣称，这既保证了一些基本权利和自由，也确立了应对政治对手时的民主程序。然而，考虑到这些原则不是建立在社会的确定观念和一种政治观念的个性之上时，涉及到那些权利和自由的位置和内容的不一致性就将是持存的，并且这引起了公共生活中的不安全和敌意。因此，他说，一劳永逸地固定下来他们的主张是重要的。这一点由关于公平正义观念的重叠共识提供，它确立了一个比限制在宪法基本领域更深层次的共识。

在承认那些宪法根本(如具体规定着政府的一般结构和政治运行的基本原则，还有公民身份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8]

 是更急需被确立之时，罗尔斯认为还要把它们与那些治理社会、经济不平等的原则区别开来。公平正义的目标是确立公共理性基础上的共识，这种共识的具体内容是由正义的政治观念给予的。“它包括两部分内容：社会基本结构的实质性正义原则(正义的政治价值)；使公共理性得以可能的各种探究指南和德性观念(公共理性的政治价值)。”
[9]



罗尔斯似乎相信，在各种全面性的道德学说、宗教学说和政治学说之间达到合理性的一致同意是不可能的，而在政治领域这种一致同意却可以实现。在他看来一旦各种争论性学说被放置到私人领域，一种在公共领域中基于理性(具有合理的和理性的两方面含义)的共识就有可能得到。但这种共识一旦达成，再质疑它就是不合法的了，而唯一能消除这种共识的可能性就是那些来自外部的“非理性力量”的攻击了。这意味着，当实现了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时，那些参与到重叠共识中的人就不再有质疑现存制度安排的权利了。既然这些制度安排体现了正义原则，如果有人不服从，他就肯定要么是“无理智的”，要么是“非理性的”。

在这一点上，罗尔斯式的秩序良好社会的图景开始清晰地浮现出来了，它非常像一个协商基础上的危险的乌托邦。当然，罗尔斯也承认一个完全的重叠共识也许永远也达不到，我们最好也只能是无限趋近它。他说，更有可能的是这样：一组作为政治对手的自由主义观念将是这种重叠共识的焦点。
[10]

 然而，他催促我们要努力建立这样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由于其中将不再有各种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冲突，这种对手状态能够被克服。这样一个社会能够看到公平正义的实现，这种公平正义是对自由平等的民主原则应如何体现在基本制度上的正确、明晰的理解，它独立于任何利益，不代表任何形式的妥协，而就是自由民主公共理性的真正表达。他设想重叠共识性质的这种方式清晰地表明了：对罗尔斯来说，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是一个消除了政治的社会。政治观念被那些根据命令行动的、理性而合理的公民互相认可。虽然他们很可能有各种非常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的善观念，但严格说来，这些都是私人事情，并不妨碍他们的公共生活。关于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利益冲突，如果仍存在，也可以在公共理性的框架内，通过讨论协商、通过唤起每个人都赞同的正义原则，平稳地得到解决。如果一个非理性的或不理智的人恰巧与国家事务不一致并试图打乱这种美好的共识，那么就必须通过强制迫使他承认正义原则。然而这样一种强制与压制无关，因为它被理性的运用证明为是正当的。

如果能被实现的话，罗尔斯的“自由乌托邦”将会是一个合法性异议从公共领域中被消除的社会。这确实是令人忧虑的。他怎么能被导向为这种立场辩护？为什么在他的秩序良好社会中没有为各种对共享的自由民主原则的竞争性理解留下任何空间？我相信，答案就在于他的政治观念是有缺陷的。他的政治观念被简化为一种仅仅分配各种竞争性利益的活动，且易受到合理解决办法的影响。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会认为政治冲突，由于一种在理性确立的限制内，对个人的合理善观念有吸引力的正义观念，能够被消除的原因。

根据他的理论，作为自由平等的公民，由于他们的善观念(不管内容多么不同)而需要相同的善：“他们为了自身的发展，需求大致相同的善，如相同的基本权利、自由和机会，诸如收入和财富这些为实现所有的目的而普遍需要的手段，还有所有那些为自尊的社会基础所支持的善”。
[11]

 因此，一旦找到如何分配这些基本善的问题的正确答案，先前存在于政治领域中的对立状态就随之消失了。

罗尔斯的这一情境预先假定：政治行动者都只是由他们各自人为的善观念推动。在政治王国中，激情被抹去，并被简化为一个各种竞争性利益的中立领域。这样一种论点所完全遗忘的是在权力维度、对立维度和强力关系中的“政治性”。政治自由主义费力去消除的恰恰是存在于人类关系中的“不可确定性”要素。它提供给我们的秩序良好社会是这样一幅图景：通过正义的合理性一致同意，所有的对立、暴力、权力还有压制都统统消失了。但这只是通过一种聪明的策略使它们成为不可见的，这种策略就是对“简单的多元主义”和“理性的多元主义”的区分。这样，通过宣称它们是实践理性(确立了可能共识的限度)运用的产物，就否认了排他性，当一种观点被排斥时，只是因为这为理性的运用所需。因此，合法的和不合法的之间的界限就成了独立于权力关系的了。正是靠着这种障眼法，合理性和道德性提供了解决“自由主义悖论”——如何在保持中立性的同时消除他的对手？——的钥匙。

可惜的是，在对立维度上消除政治性和排斥一种理论让它从现实世界上消失，这还是不够的。一旦自由论创造了一个不能把握其内在动力的框架，政治就露出了粗暴、压制的一面，成为与谴责这种类型的自由主义永不相关的“非理性的黑暗力量”。


民主和不确定性


通过阐明罗尔斯的规划的潜在性后果，我的目的是要解释：在民主社会中，那种假设有一个合理的、确定的对正义问题的解决方案的观念的危险性。这种观念将导致正义和法律间空隙的消弭，而这个空隙又是现代民主的主导性空间。为了避免这种消弭，我们应该放弃那种认为能够有一个“合理的”政治共识，一个不建立在任何排他性形式基础上的共识的观念。把自由民主的制度作为纯粹思虑理性的结果就是把它们神化，并使它们不再可能转变。像其他体制一样，这是在否认现代多元主义民主构成了一个权力关系体系这样一个事实，并使得对那些权力形式的民主挑战成为非法的。

最后，理性主义者对自由民主的辩护：寻找一个无需争辩的论据，试图界定普遍性的含义，犯了一个它因之批判极权主义的同样错误：对民主不确定性的否认以及在既定的特殊性下对普遍性的确证。现代民主政治，由于和人权宣言密切相连，确实暗示着一种普遍性关涉，但这种普遍性就像是我们永远也到达不了的地平线。每一种宣扬通过理性，占有了普遍性、确定了它的终极意义的观点都必须被拒绝，因为对不确定的认可正是民主政治的存在条件。

相信一个终极的冲突解决之道最终是可能的——即使这被看做是对理性共识的规定性观念的一种渐进的实现，——更不用提它为民主进程提供必要的视野，这些都是极具风险性的。确实，这种幻象有一种模糊性，有一种要寻求一个取代多元主义的协商社会的欲求。当以这样一种方式构想时，多元主义民主就成了一种“自相驳斥的理念”，因为在它实现的那一刻，也是它崩解的那一刻。

坚持永久的异质性，这种异质性表明每个身份都有一种可能性条件和一种不可能性条件，由后结构主义赋予的这种视角提供了一个比理性主义更好地把握现代民主政治的理论框架。“外部构成分子”的观念促使我们想到：多元主义暗示了冲突和对立的永久存在。确实，它使我们明白：冲突和分化既不可被看做是不幸的不能被彻底消除的干扰因素，也不可被看做是使得一个——构建良好的有着不可企及的和谐——社会的完全实现不可能的经验性障碍。因为我们永远不可能与自身的理性普遍自我完全吻合。

多亏有了后结构主义的这种洞见，激进的或者多元的民主进程才能承认：差异是构建统一和整体的可能性条件，同时，它也提供了这种统一和整体的界限。在这种观点中，多元性不能被消除，它是永久存在的。因此，我们要放弃那种要把异质性完全重新吸收到整一与和谐中的观点。异质性是不可驯化的，毋宁正如加谢所指出的：“异质性永远在削弱着，但同时也使通过反思而要实现的自主梦想成为可能。因为它指出了这样一种被欲求状态的前提条件，一种表明了这种可能的有限性的前提条件。”
[12]



与其他自由理性主义框架提供的激进的或参与的民主进程相反，激进的和多元的民主进程拒绝那种在一个理性论证的、非排他性的公共领域我们能够达成一个非强制的共识的可能性。表明这样一种共识在观念上的不可能性，并不因此就危及到一些人所维护的民主理念。恰恰相反，它保护了多元主义免于任何封闭性的企图。事实上，这样一种拒绝构成了使民主进程的动力机制永远保持活力的重要保障。

不是试图消除权力和排他性的根源，民主政治恰恰是要把它们带到前台，成为可见的，这样它们才能进入可争议的领域。这必须被设想为一个没有终结的进程，这个事实不应该引起绝望，因为要达到一个终极目的的欲求只能导致政治的消亡和民主的毁灭。在一个民主政体中，冲突和对抗，远不是不完善的标志，它们恰恰表明民主是有活力的，其间有多元主义栖居。

对于由康德启示的民主模式，设想它是在一种交往的理性共同体形式下实现的，并被看做是一个无限的任务，然而，它也有一个清晰地界定的形状，我们应该反对这样一种民主观念，它的目的远不是共识和透明性，它怀疑任何给民主协商施加一个众口一致的模型的企图。意识到理性主义的危险，这种观念不梦想着把握或者消除不确定性，因为它承认不确定性正是决定的可能性条件，因此也是自由和多元主义的条件。


 第十三章 差异、困境和政治的家园

邦妮·霍尼格

在人类行为活动有限制的前提下，假设对每一个道德问题都能找到解决方式是天真的，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是一个坏的地方，而且似乎还可能是一个邪恶的地方。

——托马斯·内格尔

我想告诉因纽特人我与他们有关系的原因。因为他们有认知的能力，对人生充满意义的观点不带有一丝怀疑；因为在他们的意识中，可以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压力下生存，而不会陷入绝望或者寻找单一化的解决方式；因为他们有通往喜悦的捷径。

——《影都雪恋》，彼得·赫格

“差异”给民主理论及实践带来了什么样的问题？本书中大多数文章对待差异的态度与“我们”所持立场并无多大差别。标题中的“民主与差异”，例如，差异只是过去被称作多元论的另一种说法。然而，在最近的政治及女权理论作品中，提出差异不是简单的指不同的特性，也不仅仅是特性的构成要素，还指差异抵抗或超越了特性的禁锢。它所显示的不是与其他人的差别，而是其内部的差异。特性永恒寻求使差异固定或处于适当位置。简而言之，差异是特性的一个问题而不是特性的修饰语。

多元主义者和近来的多文化论者以群体特性及从属关系作为出发点，来教化或隐藏这类差异。把差异简单地看做不同的特性使上述学者们能够证实多样性，这种多样性潜在没有规则，但因为其并非不可控制，所以在一定范围内还是可靠的。

可是“难以控制”正是差异威胁我们的所在之处。在民主理论中重视差异(不仅仅指特性)，就是为了证实在政治和道德领域的一些分类学科、制度及价值观中矛盾不可回避、反抗不可根除。并且，它要求我们重铸民主理论的任务，跳出仅仅为多样化及矛盾群体的需求而精心规划的圈子，向一个新的，涵盖暴力和怨恨差异的民主文化和制度的任务倾向作出回应。
[13]

 这需要放弃寻找像家园这样一个地方的梦想；放弃寻找一个没有特权、没有冲突、没有争斗的地方的梦想；放弃寻找一个没有被差异标记和撕裂的地方的梦想；放弃寻找一个没有被特权所触碰过的地方的梦想(这种特权是由企图巩固其自身地位的特性所施加的，这个梦想中的地方带有群体特性、群体观点)。

在本文中，我转向寻找困境在道德和政治方面的理论对策，以探究一些由差异带来的问题和这两种方式的解读。困境——就是两种价值观、责任或义务有矛盾而又没有正确解决方式的情况——提出了差异的问题以及矛盾在特定的熟悉环境下的不可根除性。我集中在伯纳德·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对困境和多元论的分析上。首先，是因为他肯定了矛盾的不可根除性；其次，虽然如此，他仍旧采用类似于多元论者和多元文化者对待差异的方式来处理困境问题。

按照威廉姆斯的观点，困境在主观性和特性方面的不和并没有明显地表现出来。相反，困境是防止分裂的载体，在这种载体下，单一主体必定是受到保护的。因此，即使当威廉姆斯肯定困境是道德生活领域的一个有价值的部分，他对困境的叙述(以他举例子的方式体现)却同时透露出回避严重矛盾的倾向，来维护他对道德主体预言的安全空间。威廉姆斯对于整体中单一主体的预测基本上能使他保证避开所声称的道德限制，不是通过在哲学层面上回避困境(他在康德哲学和功利主义的对手们却可能这样做)，而是通过修饰性的、心理上和政治上的方式来牵制的。

与威廉姆斯相反，我认为这些主体的构成情况决定了在我称作困境空间中的所有道德主体的位置。的确，我们可能关心这种情况——主体被放置于多样的矛盾差异中，以至于关心媒介自身是如何构成的，甚至通过日常的困境的抉择和商议(不是简单的阻碍)就能使人们去关心前述情况。有关这个主题的观点让人想到：我们不应把困境当作间断的事件来看待，在分散的事件层面上，带有不同任务的单一的中介们有时会犯错(正如威廉姆斯所做)，而是在既构成了我们也形成我们生存的领域的困境空间层面上加以关注。这些困境空间在密度和重力上不同，但是没有任何一个没有接触过矛盾和不可比较性。

困境空间的观点在处理困境方面比纯粹的多元价值论更有表现力。它从道德中介的外部(被称作多元价值论和偶尔发生矛盾的情况)到其内部(在内部，差异以非连贯性和无终止的反抗、调整和商议的方式来体现)重新定位了差异。简而言之，它不单单把困境当作多元价值论的一个征候来对待，而且还作为差异之于特性不可根除性的一种标志。

将带有更抽象意义的困境空间与困境视为同一并不等于否认特殊困境的多变性。但是对事件这个词，尼采哲学还是坚持其特殊的含义。与其说困境是从头开始的，不如说困境是事实上早已蓄势待发。这些困境是在正常社会秩序和主体中非相关性阶段性结晶的结果。

困境空间的观点引起了人们对价值冲突和困境竞争的制度性和推论性的解释，也就是在二元的、分散的和互相排斥的事物之间寻求确定的、快速的、插括式的选择方式。威廉姆斯自身对这个解释有所贡献，但他也削弱了这个解释，因此我关注了他。他通过与相应的愿望战斗的方式来达到调试曾经作出的道德抉择的目的，以反抗困境中互相排斥的维度。在困境抉择的结果中，他拒绝抹去没有被选中的事物或者说剩余者，通过道德情感中的遗憾和悔恨来表达对它们的忠诚，并且对其他道德理论家所评判的这些感情是不理智的或病态的观点表示拒绝。

然而，威廉姆斯对困境空间解释的削弱并没有抵消他对困境所做叙述的效果，这个叙述趋向于将困境回归于道德规范和政治的边缘，以保护其完整性不受到破坏、危险及伤害。这些叙述支持并鼓舞了威廉姆斯不断地劝告主体从困境中退出——经常是政治包含在内的场景——以寻求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保存他们的完整性。

然而，从一个比威廉姆斯更加政治化的视角来看，然而，困境不仅给分裂带来了恐惧，而且还是给政治、授权以及政治联姻创造潜在空间的制造者。困境对于平常惯例统治的反抗——精确地说是它们显性的难以控制性和难以决定性——使它们能够充当一个地点，从这个地点出发来审问甚或可能超越一些确定性的常规惯例和文化构造，这些文化构造支持并坚定传统的性别差异、多元价值观、媒介完整性以及对于“家”是一个从政治混乱中逃脱出来的安全空间的解释。

这个政治可能性要求(和其他事物)“家”的诱惑受到严酷的挑战并被卷入战争，但事实上它们很少这样。也许是无意的，威廉姆斯自己再注册了那些诱惑，因为他疏远了自己及其道德主体与那些如此迷惑却击退了他的困境之间的距离。但是对于女权理论家，我引用了与威廉姆斯相反的人，特别是特瑞沙·德·劳瑞特思(Teresa de Lauretis)和伯妮斯·约翰森·里根(Bernice Johnson Reagon)，这里有一些有希望的民主授权的可能性存在，给那些把“家”解释成是一个安全的地点的人们(对一些人来说)，给那些放弃特权而把意识形态的地方叫做“家”，用以来断言差异、困境和矛盾有风险而且不可根除，为了社会民主运动的承诺而斗争的人们。


转移困境：从边缘到中心再回到边缘


伯纳德·威廉姆斯把困境作为他道德理论的核心是因为，与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的观点相似，他从人类的价值观是多元的和不可协调的前提出发，因此必定在任何社会秩序中都会有冲突。柏林和威廉姆斯都肯定了这种情况，并且都不后悔。它引出了柏林所赞扬的富饶、创造力、勇气作为特定的“自由意识”的标志等词语，这种意识一次一个地回应了矛盾，而非试图在粉碎的基础上消除矛盾。
[14]



威廉姆斯批判康德哲学和功利主义，因为它们拒绝这个粉碎式的做法而支持一个更加系统的道德理论。
[15]

 康德哲学和功利主义都否认道德困境的现实性和卓越性，就是在两种道德中所谓的应当的观点发生矛盾时，通过展开事先设计好的公式来引证正确答案来实现的。
[16]

 带着康德哲学和功利主义的正确答案，其中一个有竞争力的“应当”(oughts)就被排除了，表现为错误的、次要的或非理性的，因此困境也就被解除了。康德哲学和功利主义认为：如果基础的“应当暗含着其可以”且需要被保证安全，那么上面提到的排除就是必要的了。当两种“应当”发生矛盾时，只有其中的一个能执行；如果两者都是可信的，那么若其中一个暗含着“可以”而且道德是公开接受了“它给载体施加了不适当的负担”的评判时，它就有义务去执行不可能的任务。

威廉姆斯观察到，道德以任何一种方式公开接受评判。
[17]

 在困境的情况下排除其中的一个“应当”，通过保存“应当”和“能”之间的关系，可以保护其不受到评判带来的不适当压力，但是道德却因为载体脱离了和未出现的“应当”(并且宣称没有责任)之间的关系重新使自己遭受了非常相近的评判。威廉姆斯解释：“应当”之间的矛盾在结构上与信仰之间的矛盾不同。然而发现，信仰间的矛盾的确趋向于减弱其中的一个；相反的是，在“应当”之间的矛盾却趋向于产生争斗。
[18]

 在这个方面，“应当”更像愿望。上述两种矛盾的发现，在内部，没有削弱任何一方。

与康德哲学和功利主义的道德理论相反，威廉姆斯争辩道：当两种“应当”发生矛盾时，“我不认为应该消除错误”。问题是我们并不是要去寻找两种“应当”中的哪一个是冒名顶替者，哪一个是可信的负有责任者，也不是载体“思考道德处境”的问题……(在这种处境下哪一个是错误的？)
[19]

 两种“应当”都引人注目，而且处境使它们的冲突不可避免。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在根本的建设性角度来看，在谈及做到最好时，在头脑中有一个承认两种‘应当’都存在且合理的框架”。
[20]

 的确，没有被作用的“应当”经常以悔恨的方式坚持着，这种悔恨的情感是与收到作用而且去做到最好的情感不相协调的，但这也拙劣地阻碍了追求康德哲学和功利主义的道德闭合的愿望。
[21]



在道德规则受到管制(财富仍受剥削)的范围内，威廉姆斯的道德载体有规律地遇到了冲突和争斗的情况，在这些情况下，两种“应当”驱逐彼此但只有一个能被作用。因为“道德冲突既在系统上不可避免，没有剩余的一个也不可解”
[22]

 ，威廉姆斯的道德理论不是关注规则的遵循，而是关注规则中断的方面；不仅关注如何决定怎样去做，而且还关注如何处理不可判定性的情况；更关注如何去做到最好而更少关注做正确的事的需要。他的道德生活中的理由强调了其难驾驭性，把预防性、道德运气以及正道放到了道德理论的中心位置，并最终将大多数的关注投放到了悲剧处境的现象上来——那些根本上不可判定的处境中，人们没有任何正确的事情去做，所做的一切都是非常错误的。

但是，当威廉姆斯将他的关注点从平常冲突的情况转移到极度悲剧的情况时，他的策略改变了。道德斗争的经历(不断强化的)从中心返回到了道德世界的外围。这是因为悲剧式的场景不同于仅仅是困境的情况。威廉姆斯说：“责任的冲突”，在确定指明的行动当中表现矛盾是奇特的；但悲惨的情况，在超出道德思想的普通路线之外表现得更为奇特。
[23]

 在悲剧的情形下，如阿伽门农(Agamemnon)，甚至对做到最好这种相对无奢望的目标都可能丢失其内涵。
[24]

 在这里，任何一次行动之后的悔恨都不是针对没有完成任务的“应当”而是对已经完成任务的情况的忧虑。威廉姆斯为了使载体能够在“应当”的冲突当中寻找它们的出路，提出了有关斗争、悔恨、做到最好、价值观和实践等，这反而使载体丢失了其救助和调节的能力。

可能是因为对悲剧情况有着极度的恐惧，威廉姆斯马上让我们放心，这些情况都是很少见的、异常的、特别的。然而，即使读者带着这样的安心，按照威廉姆斯自己的理由，他却忽视了根本的不可判定性触及到了所有道德经历。
[25]

 平常的困境和特别的困境或者悲剧式的困境之间的差别成为了同一个差别，而且，平常生活再一次被认定为一个相对安全的地点，在这个地点，很少会被这些异常的悲剧的不可判定性的侵袭所打扰。


诚信危机：困境在国内和国外


对威廉姆斯来说，为什么将平常的困境与特别的困境区分开来是重要的？他又是如何为这个差别铺垫并加以解释的，采用什么概念和修辞长度才能够支撑，以及是否对我们对关系到伦理和政治生命的思想方式产生影响？

在“功利主义批判(A Critique of Utilitarianism)”中，威廉姆斯承认：在道德推理达至极端情况下，功利主义的计算可能是最适当的形式。但是他担心的是按照功利主义的冷意愿来计算，在每一种情况下，它的失败都会用伦理的拒绝来计算。
[26]

 因此他对定性地区分平常的和极端情形下的差别的需求是：如果差别允许差异陷入“更多和更少”之间的范围，那么，相应的思路之一是按照“更多的”准备部署，而部署“更少的”则显得不理性。
[27]

 简而言之，如果没有在平常情况和极端情况之间作定性的区分，功利主义的计算就可能成为霸权，使得特权模式的道德推理适合所有的个案。

在这里，威廉姆斯反对功利主义的重点是：减少其对解决没有剩余的困境的无情的意愿(与康德哲学同一特点)，多就其道德代理人的处理方式进行关注，如代理人的效用，而不是作为承担者的诚信(这一特点急剧区别于来自康德哲学的功利主义)。因为功利主义在满意制度中是把载体作为一条线上的点来处理的，如果这些行动能产生功利主义满意的成果，功利主义者就会责成其表现出必要的但十分不快的行动。
[28]

 它要求载体疏远自己，甚至从他们的最深切的承诺和项目中脱离出来。从公用事业的角度来看，载体拒绝这样做看起来像“道德自我放纵”，而不是威廉姆斯所评判的那样，像令人钦佩的行为。

基于完全自主的策略和动机而行动的行动者——并且，他的道德品质也使他能够这样行动——所展示出来的诚信行为
[29]

 ，“并不是通过我”而产生的，比如，“结果确实不错，但我不允许它通过我而产生。”诚信行为的反思性特征似乎“表现的是一种可疑的‘自我放纵’的动机”，但“在其自身而言，它完全不表现任何动机”
[30]

 。动机存在于道德情感、感觉或行动者信奉的原则之中，存在于他无法放弃的“应当”之中。诚信源于他是这样一种类型的人——即便为了一个更大范围的或更具普遍性的善，他也无法将他自己与他的感情、感觉、原则或义务分开。

威廉姆斯通过两个例子概述了功利主义与诚信对立的利害关系。我其余论点的中心都是围绕这两个例子(类似于哲学写作中的大多数例子)，因为它们承担的假设的负担，其作者不担负明确责任。威廉姆斯并非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他指出例子在道德哲学中倾向于寻求重要的问题，他也知道他自己如果按照这种方式也可能有瑕疵。那些不能接受他例子的人们也被邀请返工，以更加丰富的内容和更少的问题的形式出现。
[31]

 我接受了他的请求，加强和扩大他的例子，使它们相互勾结以使世界更加安全地寻求诚信，解决或置换使不可能的选择的微妙的方式更加明显。我这些改进和扩展，是在特瑞沙·德·劳瑞特思呼吁重塑，而不是取代传统的叙述的精神下提出的，以使“中断的三重轨道，通过叙事、意义和乐趣按照男主人公的观点建造”。
[32]



在第一个例子当中，男主人公是乔治(George)，他是一名失业的化学家，被提供了一份在生化战实验室搞研究的工作。乔治反对那项研究，但他也发现自己处于困难的情况下。由于他的失业和健康状况不佳，他的妻子必须工作以支持家庭开销，这就“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因为他们有小孩子而且照顾他们也有严重的问题”，威廉姆斯暗指问题需要被减轻以使得乔治的妻子重新回到家。形势更加复杂的是，给乔治提供保证其工作的年长的化学家分享了乔治关于生化战的保留意见，甚至对他充满信心，他说，如果乔治不要这项工作，这将提供给另一个化学家，他们的“过分热心”才是驱使乔治的支持者“以他的影响力使得乔治就业”的最初原因。

第二个例子的场景没有设在英格兰，而是在一个无名的南美国家。男主人公吉姆(Jim)是一个不幸的英国植物学家，迷了路，无意中走入了一个小城镇的中央广场。那里排了有20名印度人，被数名武装着的穿制服的男子看守。负责人(一个很胖的穿着汗水浸染的卡其色上衣的男子)质询吉姆，好在他是意外闯入那里的。船长解释说，印第安人是从对政府表示抗议的一个小镇中随机挑选出来的，这样的做法意在诱使其余的城市减少抗议。不过，由于吉姆是从另一个土地而来的荣幸的游客，船长高兴地向他提供一项客人的特权，就是亲自去杀其中的一个印第安人。如果吉姆接受了，那么作为一个特殊事件的标志，其他印度人会免遭劫数。如果吉姆拒绝了，会继续按计划大规模处决，船长的下属佩德罗，将会执行此工作。所有的村民，其中包括这20名印第安人都“了解情况，显然是乞求吉姆接受”。
[33]



从功利的角度来看，威廉姆斯辩称，乔治和吉姆应该接受给他们的要约。乔治应该接受工作，而吉姆应该射死一个印第安人。这两者都会给这个世界带来更大的快乐与融入更少的痛苦。但威廉姆斯不同意这种观点。为他的诚信，乔治要予以拒绝工作，并留在家中，即使这意味着他反对的生化战研究将交由一个痴迷者。另一个可能则涉及了乔治每日都在向他自己和他的和平主义原则妥协。

吉姆的情况是“不同的，而且更难”。在这种情况下功利主义的解决办法“可能是正确的”——他可能要射死其中一名被挟持的男子，——但并非一定如此。
[34]

 他的案件更加难以判定的原因是吉姆，不像乔治，不能只是回家。吉姆的情况更加艰难，更难以判定，部分原因是因为吉姆所面对的人可能会因为他的行动而死亡——“人处于危险之中，而且危险确实存在”，——乔治处在一个影响只有“假设性的，将来或其他地方”的人的生命的位置。
[35]



对现象学困境问题来说，这最后的考虑的确不同反响。但威廉姆斯会将笔锋止于此？为什么不审问这种差别呢？为什么不提请大家注意体制和推论性的实践——威廉姆斯从来没有提到——以区分家和其他地方，从而确保其留在家中的真诚，这样的情况正是从字面上吗？难道这不是制度提供的特权吗？就像这里所质疑的研究室——它构成了乔治的视野，并为他争取到国内和其他地方一个稳定的区分，在某种程度上生产各种各样的武器而决不让他们的用户看到目标吗？
[36]

 如果是这样的话，制度上无论是赞成还是支持，乔治都会企图避开。事实上，如果他能用其著名的口头禅宣布他的诚信：“不是通过我”，那是因为他处于有多种势力的有利位置——话语、权力、特权，——在工作中会有人通过他或他周围的人达到目的。
[37]

 这些力量的运作也非常适合威廉姆斯自己所撰写的两场戏剧。

定位于南北轴线，威廉姆斯的例子利用一种时序/地理计划的发展(这表明南美洲已经是北部的过去时了
[38]

 )，为我们建构了家，提供了一个安全和培育诚信的空间。乔治的平凡困境是有担保的，而吉姆遇到的却是不平凡困境，并且他们之间的对比，让我们放心那些极端的情况，可怕的坏运气，汗水浸染的卡其色衬衫，以及中间人的暴力行为都发生在其他地方，而不是在这里。威廉姆斯的两个例子结合起来，将载体的诚信牢固在家中，在英格兰，因为它正在挑战不仅仅是一个只是假设的其他人带来的普通的困境；与此同时，一个更激进的难以判定性和道德计算的结果是流亡国外，那里的暴力事件是图形和中间人重视自己的一个议题，其诚信已是一个极端的偶然事件，真正悲惨的情况是他相遇的他人是实际存在的。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在乔治和吉姆之间建立一个清晰的标定距离和差异，从而使得乔治能够在自己与实验室之间建立类似的距离和差异。

威廉姆斯的例子绘就了多重反对意见，影响了英国内部的暴力运动和冲突的位移和暴发，并且冲突的主体在一个与国内领土保持安全距离的范围之外。这个位移为什么重要？因为它解除了英国主体的授权，让他们措手不及地集中处理在国内遇到的暴力和冲突，而且由于位移巧妙地影响了主题的思考方式——以及处理方式，——其他则充当了为他们预测的屏幕。具体而言，威廉姆斯的第二个例子是默认南美洲人比英国所接触到的功利主义受到的损失更少，南美洲人更习惯于功利主义。被吉姆所打断的场景毕竟是一个实例功利主义惩罚，表现为它的预期说教的影响，所影响的不是那些有罪的人，而是那些“受教育”的人。这个例子，巧妙地使威廉姆斯的整体变得明确：功利主义者可能在那里统治——在南美洲？在19世纪的印度吗？——但不是在这里。而在功利主义者统治的地方，诚信在发达世界和本国公民中总是已经——在结构上——处于危险之中。

这些反对声音和其政治影响受到了来自发展后殖民和女性主义的特瑞沙·德·劳瑞特思的审问和抵制。与威廉姆斯不同，特瑞沙·德·劳瑞特思强调的不是可分离性，“而是相互关联的话语和社会实践”，不是一元性的诚信，“而是同时可在社会领域中的多重个性”。这个社会领域是“权力的独特多边关系与抵抗的点相互纠缠”，其中之一，就是受到强烈反对的纠缠势力。
[39]

 因此，对特瑞沙·德·劳瑞特思而言，问题不在于是否要参与这至关重要的论述、做法和体制，而是现在给定他们的同谋和抵抗的话语、实践以及制度，如何最有效地给自己定位才能设法克服或变换？从这个角度来看，撤回、留在家中——最纯洁和最复杂意义上的那个地方——根本不是一个选择。
[40]



不出所料，特瑞沙·德·劳瑞特思的项目需要“留下或者放弃一个地方是安全的，这就是家——身体，情绪，语言，认识论，——这是另一个未知和冒险的地方”。它意味着拒绝乔治所拥有的一切：“一个家庭，一个自我，一个‘家’……它们一起，受到意识形态的除外责任和镇压”，为求“阻力和载体的立场”，这种排斥反应可能发生。
[41]



从这样的阻力和载体的立场，从抗拒诱惑地回到家中的立场出发，我们有权要求并推测，国内和其他地方之间可能的联系，乔治和吉姆的情况的差别。一旦回答了问题，是构成的，我们可能会发现，那个给乔治提供了研究职位的实验室恰好是由政府控股的同一家公司，将其军火运给无名的南美国家，也就是吉姆发现自己所在的地方。进一步的调查显示，可能是一个子公司，这家公司雇用了当地印第安人在其农场工作。的确，事情反而更加复杂。也许另一个同一家公司的资助植物和基因研究的子公司，甚至有可能资助他所在国家——英国的某所大学的椅子，每一个新的问题都会有新的答案，在国内与在其他地方之间的最简单的路线日益衰减。

这个线——该线由威廉姆斯的两个例子结合，并且由社会—政治—文化—经济—法律—学术机构和话语相互纠缠——是一个有困境的线，它紧紧抱住通过一系列的位移和预测能够让我们放心我们是安全的，它只会攻击那些其他地方的人，而离我们所在的地方还有一段距离。


“无处是家”


威廉姆斯的努力，既肯定困境问题并让他们在困境当中，反射出了一些人的努力，他们概述民主和差异，肯定差异，但却把它以一个不同的身份放在安全的其他地方，而不是在这里。因此，已经在主体内的差异和矛盾则遭到闭塞，在安全的空间给家打电话的可能性得到保障，政治也回到了熟悉的和比较令人放心的多元化和多文化主义的范围内。

这些家务决策战略，在伯妮斯·约翰森·里根的散文《联盟政治》中受到挑战。里根斥责那些追求像家一样可以避难的地方的女权主义政治。作为妇女，她们并不一定具有共同的经历或身份，她说：女性主义始终因差异而产生分歧，所以女性主义政治在结构上必须是联合而非像家一样。

联盟政治是不容易的。它涉及到“你试图与可能要杀死你的人建立团队合作关系，因为这是你可以存活的唯一出路。当你觉得你可能“在下一分钟就会倾覆而死”，当你觉得“威胁正向你的核心逼近”，那么，“你就是真的在做联盟的工作”。
[42]

 因此，对于里根来说，将妇女专用的音乐节日从避难场所转换为日益多样化的、难以驾驭的、不安全的聚会——地方联盟，——是要庆祝，而不是悼念，因为这些节日成为了“你在危机当中可以做一些美好的事情的地方”。
[43]



该向往的家，追求安全，一个家，一个“禁止室”，一个“子宫”，“使人们与世界其他国家人民共同生存”措手不及，没有对冲突作好准备。“有些人会来到联盟，他们率领联盟取得成功，不管怎么样，当他们到达时感觉都很好，他们不是在寻找一个联盟，而是在寻找一个家!他们也在寻找一个有一些牛奶的奶瓶和一个橡皮奶头，而这些却不会发生在联盟中。在联盟中你不会得到很多食物，而需要学会施与，这是与家不同的一点。”
[44]



像威廉姆斯，里根依赖于这一差异，部署一个与其他地方的联合的与家相对抗的反对意见，但她在两个重要方面与威廉姆斯不同：首先，她依赖于对比家和其他地方，以为政治上的介入创造一个空间，而不允许特权撤出。第二，即使她一再重新调配，却扰乱和混淆了反对意见的术语。“使他们不能混淆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家和联盟”，她说，不过，她接着就做到这一点。
[45]



她开始照惯例利用反对意见。家是一个安全的、诚信的地方；联盟政治是一个充满危险性和差异的地方。联盟政治需要有承担风险的意愿，并且取决于安心地退出政治参与的前景，以到安全的收容空间，“你不可能时时刻刻都在那儿呆着，你到联盟呆几个小时，然后你回去取你的瓶子，然后你又回去更多地联合。”里根补充说，“它是一个怪物，它从来不会满足，总是想要更多。所以你最好肯定你有家这样一个地方等着你回去，而避免成为联盟的牺牲者。”
[46]



将家和联盟并列起来的常规做法，是向霍布斯对自然状态的论述的回归，和里根的联盟政治一样，自然状态是一个从不满足的怪物，是一个人们都成为烈士的地方，是一个与要求和“可能杀害你的人”进行团队合作才能生存的地方。霍布斯也将家与利维坦担保的私人的、安全的、稳定的其他地方并列。然而，正如任何有兄弟姐妹的人一定要知道，正如在国内所有情况下的夫妻能够证明：与一个可能杀害你的人进行团队合作的实践并不与“家”的概念相对立。它完全可以捕捉到家庭生活本身的一个决定性特点。什么样的子女或配偶不建立临时联盟而相互对抗呢？霍布斯投下家庭之外的这些恐怖，并在其他地方的屏幕上投射出自然状态。
[47]

 里根重复了霍布斯的投影以他的自然状态替代她的政治联盟(“联盟可以杀死人”
[48]

 )，在他的蓝图上绘制她的家(家是生命得以存活并喂养人们的地方)。

但里根并没有将霍布斯的这些结构保持完整不变，她将家概括成一个子宫或者是一个婴儿的奶瓶的讽刺使她对家是一个养育、没有差异、没有暴力和死亡的家的特点受到扰乱：除了一个还在哺乳期的孩子，谁会相信呢？与此相反，在里根兴奋的谈到政治联盟时，也使她对于融入危险和死亡的政治的常规定义受到扰乱。事实上，现在看来，联盟“本性并不会致命”
[49]

 ；它也可以成为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地方，正如里根在他的结论中明确的一样：将政治联盟的经验带回家，她告诉她的听众“去走一走，运用它，然后每天起床后都做就会发现自己是活着的”
[50]

 。这个消费一切的怪物，现在看来拥有再生能力。那些被认作非常重要的避难地点的有价值的家，现在被看做政治的生机和能量而使自己充满活力。经典的霍布斯反对意见是不稳定的，因为如果剥夺了带有灵感——赋予生命的气息——的政治，子宫(一个培育生命，避难的家)，有可能被看做成为与前面相反的一个墓穴。

联盟生命赋予的能量的确依靠退出、恢复和准备的空间来支持，需要像钟钩的“家一样的地方”，在那里，被主导的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文化所物化的边缘人民，把彼此当作主体来对待并进一步发展载体的容量，照顾，尊敬。
[51]

 类比而言，在极权主义政权中，像家一样的地方充当了宝贵的土地，使其不仅能照顾还能够抵抗，其中包括写作、秘密反历史和隐藏的誊本的保存。但是对准备空间、撤退空间以及抵抗空间的需求并不能解决我们应该如何设想它们的问题。里根表明：最好以它们的背景来衡量其价值，并把他们当作是临时的(如民族主义，这是一个多种家园类型的集合体，如果你想以符合自己利益的方式作集体去发生影响，它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它也是一种潜在的“反动”力量，狂热地不容忍他者和他著性。
[52]

 )。我想补充一点，家本身也必须被重新定义——此举是里根所缺乏的。如果家在政治上是积极的力量，它本身必须用联盟术语重写，作为场地的需要、培育、战略、冲突、暂时联盟的需要。

此外，里根的言论表明：将家重新定义(和民族)造成的另一个词——即子宫，这在历史上和心理上都是人们的梦想家园。子宫的传统轮廓是一个没有差异、冲突和斗争的地方，这和从传统的角度期望母子二元体完美的和谐一样，只是幻想。这样的重新定义可以通过进化生物学家大卫·海格(David Haig)所作出的最新发现来完成，他认为：在怀孕过程中，母亲和她的婴儿的关系并不是“妇女和她的胎儿之间的一个微妙的合作过程”，而是一系列为了生存而争夺必要资源的基因冲突和斗争。值得注意的是，海格将冲突归因于(这是有效的)差异无法从个性当中排除。区别于被一个完美身份之间的关系，甚至母子之间的关系也因差异所撕裂。胎儿(纽约时报的评注)“只有一半的基因来自母亲，另一半则来自父亲。结果，母亲和她的子女的进化的利益也可以不同”，他们甚至会冲突。
[53]



各方对科学讨论这个话题(以纽约时报为代表)分为两大阵营：母亲和胎儿之间的关系或者合作或者是冲突的。在海格的一个较为温和的立场下，他并没有摆脱二元而是使其空间化了，将这种情况刻画成为“在一个基本的和平社会中的利益冲突”。但其实按照海格的观点是基本没有和平的，只有母亲和儿童利益的汇合。胎儿需要在母亲那里存活，至少直到它诞生(以及它有一个进一步进化的兴趣，有未来的兄弟姐妹的人分享一半的基因)。母亲对这个孩子和未来孩子的诞生感兴趣，因为她的“子女是她遗留给我们的子孙后代”。
[54]



“利益”的建构——海格和里根所信赖的——可能比在这个场景解释的更加闭塞。在母亲和胎儿的复杂关系(背景是怀孕是主观想要的)之间，或者一个民族与其成员之间，最好被概括成是一个在其中没有利益本身而是生活本身是生死攸关的时刻的联盟伙伴关系，是一方因为要保全性命而与要杀害他们的人进行团队合作的安排，——是否有情绪，心理，或基因库(在一些更大的意义上)——是深深依赖另一方的。实际上，里根所说的事实，即他者的权力，而非正当理由，可以“杀死”其联盟伙伴，这一喻言的目的是为了揭示联盟关系的脆弱性，而非过分强调它对结果的决定作用。

这些在结构上的家及子宫的重新定义，从里根和海格的兴趣锚式概念到一个更精神层面的角度，自我与差异和其他人之间的关系，作为一整套关系，同时标志着愤怒，挣扎，相互性，以及债务。在这样做时，重新定义抵制徘徊在里根理由中那些遗留下来的(预)殖民地向往的家；如她鉴定的成就或所在地的自我认同或权威的集团利益未受影响的民族主义，通过强调为了特殊(政治)的目的而带着家的幻想通往特殊(中立的)地点的不可包容性，来加深了她的批判意志，对家的幻想(在无情的世界的避风港)渗入了政治的承担者，生动活泼地向往一个更加充满家居气氛的地方，(准)像子宫一般的宇宙的地方，没有被差异、冲突或困境撕破的地方，而是一个秩序井然并受欢迎的地方。该假想的子宫里，还是会有漏洞的，因此，有必要重新定义它。

梦中的家是危险的，尤其是在后殖民的地方，因为它鼓舞并加剧了主体构成——或国家——无法接受自己的内部差异和分歧，并由此产生一种狂热，将对家的梦想变为现实。它导致这一主体将其内部分歧施加于外部的其他人之上，然后对阻碍其实现梦想的人怒目相视——在家或外面(此机动与威廉姆斯的相似，困境的重新定位来自于内部对其以外的地方的主观性，那里的困境是离散的和偶发的，可以而且应该尽可能避免)。这狂热的形成作为一个倾向要么退出冲突或征服它们：撤退(假定一个安全的家，就是远离其他地方的一切动荡)和征服(即征服动荡紊乱，以建设一个认为安全的家)，这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痴迷者的钱币。两者都显示出了不愿意——在主体构成或国家形成部分——安置好一切而不仅仅是一个幻想中的家园。
[55]



为了将家重新定义为一种联盟安排，并接受不可能的常规之家所做的远离冲突、困境问题的安全承诺，以及不同的是，不是拒绝家，而是为了一种另外的、未来的政治实践去恢复它。然而，这种恢复，从威廉姆斯和他的康德和功利主义的对手的角度来看，的确承认了其脆弱性，有可能像无家可归的。这种脆弱性是威廉姆斯既要概括(悲剧)又要设法击退的。对于里根那一部分，她斗争以抵制威廉姆斯的冲动，坚持“你可以在危机之中做美好的事物”。但她的成功不仅取决于能在危机之中看到机会能力，它也取决于灌输给我们压倒一切的愿望回家，而能抵抗住诱惑的能力，或者在我们所在的地方建造一个家，或者造一个“我”之外而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家。


偏离中心的主体的民主能量


“差异”在民主的理论和实践中有什么区别呢？它扰乱了自由民主的家的梦想，但它安置了另一个或许是更广泛的选择，即潜在授权的地点。它使某些载体的观念被禁用，但在同一时间其他的确可以被采用。它使(但并非不可能)以一定身份和利益为基础的多元化观念变得有问题，但它也鼓舞了更多联盟类型的社会民主组织和无党派人士。

所有这一切，都被类似于伯纳德·威廉姆斯的“诚信”概念所抵制，诚信概念虚幻地向往一个明确的、起主导作用的原则、义务和策略，单一的(个人或集体)的主体性可以安然地立于其上。然而，与此相对的另一种主体性概念出现了，这是一种联盟性的(并且是心理分析性的)概念，它认为构成主体性的部分、差异和认同并非简单地共存于一个自我之中，而实际上相互穿插和寄居，在互惠、参与、斗争和纠纷的无穷尽的情感活动中既合作又对立。

这个选择性的概念使威廉姆斯的第一个例子复杂化了，提高了乔治在化学与和平主义之间的困境的可能性，对他来说不是外部的而是内部的。内部的裂痕被威廉姆斯对乔治所持的“最深刻的”道德原则的和平原则的界定而闭塞，被他所定位的乔治有可能，而事实上是有义务退出由该实验室提供就业机会的冲突。威廉姆斯从不考虑，乔治为化学奉献是一个标志，他也深深抗拒他自己的和平主义的可能性，或乔治作为一个和平主义者的身份，取决于——是被其合作伙伴塑造出来的——那一刻的内部差异。相反，他认为乔治为化学奉献是一个完全独立的项目或承诺，即是次要的、偶然的，而且肯定是可有可无的，而他的和平主义，却是深刻的。这些假设，使威廉姆斯锁定到位的乔治所面临的外部困境，阻断和取代了最令人深感不安的、他所重视的载体完整性的内部主观冲突的困境层面。像吉姆在南美洲，乔治刚好遭遇了他的困境。乔治不同于吉姆，好在有好运气，不是在无政府状态的南美洲而是在稳定的有法律管制的称为英格兰的地方来面对冲突。这使得(甚至责成)他退出冲突现场，他的诚信完好无损——也许动摇了，但不是炒作。

这表明，虽然威廉姆斯不寻求(在柏林的条款)以一种草率的方式在道德世界中来排除冲突，但他的确概括了一个遇到常规困境的载体并不是真的处于危险当中，这是一个载体，可以并且确实退出困境，即使只是以一种温和的和非英勇的零零碎碎的方式，显示了一个自由——而不是一个理性主义或绝对主义——的意识。这是一个载体，为某个时候的尊重和宽容、平凡的无统治的道义和政治世界，就存在于里根的子宫阶段，在一定的知识范围内，它可以回家——回到诚信的精神空间，或是带有炉膛和家庭的领土。这是一个载体，它的诚信取决于一个棘手的政治平静或撤退，一个可以站在那里学习了大量不稳定的人物范例的载体，如罗伯特·奥本海默、普里莫·利维(Primo Levi)，或承担核责任等本集团的物理学家，全都是作为威廉姆斯所刻画的乔治的相反的主人公。
[56]



“在家里，他们希望有更多的家。”乔治·凯笛(George Kateb)在一个简短的说明中就无家可归、放逐和疏远辩称。
[57]

 这是一个事实，但离开了家，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家。对家的向往从未消失。办法在于既不是在巩固新的和改进的家园索赔真正兑现的梦想，也不是kateb所寻求的在流亡中自我异化，因为这毕竟是，绝不会成为一个既成事实。相反，正如布鲁斯·罗宾斯(Bruce Robbins)暗示，如果“没有‘家’，(在意义上的一个地方)逃离所有的物质负担和社会纠缠”的话，不是“试图一次又一次地返回，”我们应该尝试，要“真正衡量我们有的真正的但只是相对的自由，不过‘我们不能做到这一点，除非直到我们拥有一个固定的空间中的自由’”，否则，这……难免成为别人的奴役
[58]

 ，取决于往别人身上推的卑鄙手段的隐私和真诚空间，在诚信空间中生存所需要的一些转换、征服或差异的改变以及其他人无情地侵犯我们。

一些真正的有相对能量和自由民主机构来自于行为得体的主体(非中心主体，在德·劳瑞特思的双关语中为“偏心”)的人是复数，有区别的，矛盾的，因为他们是由作为主体的公民和一名不是主体的公民构成的——不超过自己——理性的和各自授权的。社会层面的作为主体公民的自我的形成，要求并产生着关于自我的边界与私密性的持续不断的谈判，这涉及各种各样的(常常是不可通约的)团体、网络、话语和意识形态，无论是在他的祖国还是国外。
[59]

 社会民主——就因为他们致力于向永远的政治较量，并产生新的(国内以及国际或额外的人)社会运动，激励而不是减少分配稀缺资源的平均主义——从而最大限度地允许乃至激发关于迁移与定居的谈判。
[60]

 当非中心主体意识到与个性有关联的差异所扮演的角色时，就会参与这些谈判，这反过来导致他们也有权力振兴其社会的民主政体，他们要求公正、公平、诚信，代表那些差异的伦理，尽管其中社会民主政权将趋于装聋作哑，但他们渴望管理代表的身份是既定的、稳定的和熟悉的。

他们的行动主义，这些非中心主体赞同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的观点，认为“政治只是商业文化，文化知识传统，除非两者都由某种意义上的差异来运作”
[61]

 。在这样做时，这些非中心也表现出更大的灵敏度和忠诚度，伯纳德·威廉姆斯的剩余者超过自己的代理人的忠诚。带着其政治实践的积极性和修订，他们更接近于实现威廉姆斯自己的、值得展望的实践伦理，它对冲突的不可判定性及与人类有差异的情况作出了回应。


 第十四章 民主和多元文化主义

弗雷德·达尔梅尔

在叙述西班牙人为了征服美洲而对印第安土著进行镇压和歼灭时，兹维坦·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即“存在两种主要形式的沟通(communication)，一种是人与人之间的，另一种是人与自然世界之间的”。在很大程度上，托多洛夫对征服的记述就是围绕这两种沟通模式之间的关系或冲突来考虑的：印第安人培养人与世界的共鸣而西班牙人则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他写道，西班牙人征服的“模范历史”(exemplary history)告诉我们，“西方文明取得胜利的原因之一，是它在人类沟通方面的优越性；但这种优越性的维持却是以牺牲与世界的沟通为代价的”。作为西班牙殖民成就的继承者，现代西方思想趋向于认为沟通“仅限于人与人之间”，也即把沟通看做是排除“世界”作为语法主语或对话伙伴的一个概念。托多洛夫虽然承认进化优势的可能性，但是他同时认为晚近的观念“多半是狭隘的物质的”，这种观念过分地取悦“人类自我感觉上的优越性”。

严格来说，除了个人相互之间的关系，在托多洛夫那里，沟通还应该包括“个人与社会团体、个人与自然世界以及个人与宗教世界之间”的交互作用。其中，第二种类型的沟通在阿兹特克(Aztec)文化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它由职业性的先知祭司通过标记和征兆来诠释神明、自然和社会。由于沉浸于与世界的沟通，印第安人不能够应对西班牙人理性化的非迷信的(disenchanting)话语，并最终成为这种话语的牺牲品。实际上，仿佛“所发生的一切都是缘于玛雅人(Mayas)和阿兹特克人对沟通的失控”。总结托多洛夫从这个事实中的发现可以看出，他的研究对于我们的时代作出了审慎的同时也是萦绕我们心头的充满凶兆的评价：

西班牙人赢得了战争。毫无疑问，他们在人类内部的沟通领域优于印第安人。但是他们的胜利却是成问题的，因为不仅仅存在一种形式的沟通，一种纬度的符号活动……蒙特祖玛
[62]

 (Montezuma)与议会(Cortes)、西班牙人与印第安人的冲突是作为整体的人类的第一次冲突，我们不会惊诧于人类沟通方面的专家们在这场冲突中所取得的胜利。但是这个造就了我们(包括欧洲人和美国人)今天的局面的胜利，同时也给我们和谐地感知世界以及拥有先在的秩序的能力带来了沉重打击；它造成的结果是，抑制了人与世界的沟通，给人们制造了人类内部的沟通就是沟通的全部的错觉；与印第安人差不多，大众的沉默对欧洲人来说也是压在肩头的负担。在收之桑榆的同时，欧洲人也失之东隅；在把优势施加于对方整个国家的同时，他们也毁灭了自身融入自然世界的能力……胜利和失败已经可以等量齐观。
[63]



托多洛夫的评论超越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具有更为广泛的意义。不可思议的是，西班牙—印第安冲突成为近当代的发展在许多方面出现的冲突的一个先兆。现在这个征兆已经扩展至全球范围。正如托多洛夫所说，西班牙人曾设法把他们的优势施加于“对方整个国家”(意思是美洲)，而今天西方文化正处在要把整个世界刻上它的印记的过程中。因为这个全球化的过程主要是人类内部的对决，所以我们再次不必惊诧于“人类沟通方面的专家们”将会获得胜利或者占优势地位。可以确信的是，今天西方文化的使命或精神已不同于为征服者增添活力。除了对钱财的寻求，过去西班牙殖民者的目的还在于促使异教徒转变信仰并信奉基督教(或者是以此证明他们的行为符合正义)，而现代西方文化则致力于科学与民主的评价标准之中，这两个标准都具有世俗的特性。不过这种区别是具有欺骗性的，它掩盖了二者更深层次的联系或连结关系。

在这一点上，托多洛夫再次为我们提供了有效的线索。他写道，在致力于与世界沟通的阿兹特克文化中，宗教信仰拥有巨大的空间，这种信仰似乎不亚于西班牙人传教的热情。但是这里有一个形成鲜明对照的外观，它把传教热情与所有的“异教徒”信仰截然分割开来。“问题出在哪里呢？”他写道，“问题在于基督教徒从根本上讲是普遍主义者和平等主义者。‘上帝’不是一个恰当的名词：这个词可以被转化成任何语言，因为它所代表的不是任何一个神(a god)……而是独一无二的神(the god)。在寻求普遍和平等的过程中，基督教像现代科学一样，超越和胜过一切地方或区域类型的信念——从而其本身变得容不下异说存在(尽管它信奉平等主义)。而阿兹特克人是信奉多神的，他们甚至愿意把耶稣基督融进他们的众神之中，这个选择在基督徒那里却没有奏效——事实上遭到了议会尖锐的拒绝，因为根本原因在于：基督教的上帝不是一个可以附加到其余部分的神灵化身；它是排他的和不容异类的唯一的神。”托多洛夫嘲讽地写道，这个事实“多次促成了西班牙的胜利：不妥协总是战胜宽容”
[64]

 。

从我们今天所处的优越地位来看，托多洛夫对西班牙人征服的故事所具有的教育性和“模范性”的研究尚不充分。除了表明继续实行帝国主义(今天已被掩盖在“一个世界”的程式背后)的危险之外，这个故事还让我们看到，一种不仅仅是偶然的而是具有根本的或范例性质的紧张状态或紧张的对立状态：现代西方文化的平等论的普遍主义(egalitarian universalism)与一系列特定种族文化和宗教传统的对立，也就是理性化的世界观与本土的生活世界的对立。在一定程度上，这构成了西方症候群的重要部分，无论在本国还是在外国，现代民主——这里指的是自由平等主义的民主——必定都反对可选择的文化和生活形式(尽管在生活设施方面具有示范性的尝试)。在与(平等自由的)普遍主义紧密结合的同时，现代民主不能够容纳基本的文化多样性——就像现代科学不能与炼丹术相容(或者像基督徒不能接受异教的众神)一样。

下面我将对民主(或民主的公民身份)的这种紧张关系和“多元文化主义”进行探究，不仅会关注民主理论上的问题，也会关注我们时代的一些具体的政治经验。援引托多洛夫的说法，我们可以说这种紧张涉及两种模式的沟通：第一种存在于主体之间(intersubjective)(连接谈话的主体或主动者)，第二种是“世界的”(worldly)或整体的；用数学上的不同类项(different terms)来作比喻，第一种模式可以描述成是线性的和水平的，第二种模式则可以描述成是循环的和(在某种意义上)垂直的。一个预备的告诫是：要重视与世界的沟通，关键在于不能支持种族中心主义，或者不能忽略或不重视异教间互相压制和攻击的危险。然而麻烦远超乎想象，(为了达到公平)这些危险很可能由潜伏于对方的危害来补充。尽管西方具有道德优越性的自满感觉，平等主义者的抱负也远不是无可厚非或清白无辜的，而是常常带来暴力或破坏性的后果——这个事实已经被西班牙的征服所证明。

一

最近在美国，随着主流教育的维护者对“后现代”多元主义和多样性的一致反对，“多元主义”问题(或贴在这个标签之下的问题)在课程设置和改革中经常成为时髦的争论议题。从这个角度看，争议主要(或仅仅)涉及学术利益；一旦围绕课程的争论减弱，多元主义的锋芒就可能变钝或被忽略。
[65]

 在一种更加直接明确的潮流中，议题集中于当代美国的伦理政治和制度理论——但是在某种意义上同样很少触及深层次的文化样式和经验的生活形式。在这个领域的学者的作品中，(多元)文化涉及的是问题的表面，以公共领域中伦理契约的性质和地位的争论为主要形式，也就是说，与更加本质的“公共的善”的概念相比，相应的侧重点被转移到正义的形式规则上去了。争论各方按照惯例被简化为对立面，分属被标榜为“自由主义”(或自由普遍主义)和“社群主义”两个主要的阵营，第一个阵营倡导源于个人或人类之间的同意的普遍原则，第二个阵营更大程度上强调在历史中培养一种整体的善(holistic goodness)的观点。在道德理论的语汇中，第一种观点可以被归结为一种关涉个人权利和自由的道义论的伦理学，而第二种观点则集中体现了在一个道德政治共同体的背景下“德性”[“virtue(s)”]的培育。
[66]



我无意在此详细回顾自由—社群之争，很多人已经频繁而出色地做过这个工作了。在开始讨论更加源自内心和发人深省的多元文化主义之前，我仅仅想指出这场争论的显著特征。一个不可忽视的特征是，争论具有不切实际或非历史的性质，争论双方都有一种倾向，即把自由主义或社群主义作为在任何时间或任何地点都能用具体实例来说明的不变的实体或理想类型。不过，争论的效果是有益的，这种简约化的倾向调和出场地(locality)与历史的重要面貌(除了完全低估融合或重叠的多元模式之外)。
[67]

 更重要的是，它产生于独特的历史背景之下并以独特的原因为诉求。如果没有过分简单化的话，我们可以说这场争论产生于美国自由民主的背景之下——这个背景是对可以意识到的根深蒂固的窘境的回应，一方面寻求对那种自由民主的核心信条的支撑和维护，另一方面为此类缺点提供治疗方法或解救之道的意图又是虚弱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很明显争论在自由普遍主义领域展开并处于它的支持之下，而社群主义充其量扮演了辅助性或补救性的角色。此外，在这种情形下，由于其固有的倾向，社群主义者们常常难抵诱惑而采用热门样式的语汇——那就是他们用共同体的目标来代替个人或用集体认同取代自我认同。(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增加一个旁白，即社群主义者误解了传统生活形式的结构，这种传统结构的多管道非系统的特征规避了个人——集体之间的分野。)
[68]



我不想继续停留在这场争论上，在今天看来这场争论已经过时。同时，战线也已经转移，新的争论更直接的关注点是多元文化。在这方面，艾丽丝·扬的著作具有启发性，特别是她的《正义与差异政治》一书。正如扬在书中一开始就指明的，她的研究方法涉及原子化的个人主义与集体的社群主义，并超越了在二者之中必选其一的方式——也就是说更加关注种族与文化团体的存在以及他们的多样性。而自由普遍主义倾向于从特定的文化传统和信仰中提取养分(它关注合乎规范的中立性)，社群主义的普遍模式是把此类传统融合进一个统一的或集体的世界观之中(它常常与现代民族国家连结在一起)。扬的研究并没有舍弃对公平和法治的关注，她提出一种更具敏感性的正义观点，这种观点是对历史和社会情境特别是对文化生活形式的丰富构成而言的。按照这种观点，自由普遍主义和平等主义需要通过对文化多样性和“差异政治”的更密切的关注来得到调和与纠正。扬写道：

平等对待原则最初是作为广泛的公正对待的形式保证而产生的；当然，这种关于公平的机械性的阐释也抑制了差异。差异政治有时候意味着以团体的差异在公共政策中应该得到承认的原则来取代平等对待的原则……为了减轻现行的或潜在的压抑。当代合法的争论包括妇女解放中的平等与差异、双语教育和美国印第安人的权利，以这些争论为例，我主张有时承认特定团体的权利是促进他们完全参与的唯一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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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把焦点转移到文化团体上来，扬的书敏锐地摒弃了对社会多元主义的慷慨论述，这种论述认为团体仅仅是个体的聚合或是为了追求共享利益的联合。相反，扬把重点放在历史中的成熟的生活形式上，每一种生活形式又以其“文化形式、实践或生活方式”的德性区别于其他团体。她写道，受现代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的影响，西方社会和政治理论倾向于“既从聚合的模式(model of aggregates)又从联合的模式(model of associations)”来解释团体，而这两种模式“从方法论上讲都是个人主义的概念”。在用法上，“聚合”涉及按照基本的经验属性——像肤色、性别或年龄——对人进行分类。除了其他一些缺点之外，这种模式还忽视了更深层次文化生活形式的源泉。对文化团体的定义则不是基于外在属性，而是基于“一种认同的感觉”，也即基于共享的实践和共享的历史经验与苦恼。

与聚合不同的是，“联合”是因特殊利益驱使而自愿结合的形式。虽然联合与实践的关系更密切，但是它与聚合都有一个关键性的前提：与后者一样，联合模式“含蓄地认为，当组成或构成团体时，个体天生优于集体”。当然，这个前提已经被“后结构主义哲学”的主要流派所揭穿，该哲学把一个“统一自造的主观性”暴露为虚幻的形而上学。沿着这条解构的理论化思路来看，就不会奇怪扬的研究借用了海德格尔关于人类“在世”(beintheworld)的某些洞见。她写道，联合组织中的成员资格来自随意的选择，团体从属反而“具有马丁·海德格尔所说的‘被抛感’(thrownness)的特征：我们在团体的成员身份中找到的，是一个自己已经一直在体验着的自我”。存在的从属关系既不表示一个不可逃避的命运，也不支持团体生活的具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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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扬所提出的，差异政治包括正义承诺、获得牢固认可的法治以及文化生活形式和团体多样性的发扬。她指出，被明文载入美国宪法之中的自由主义启蒙原则，旨在达到平等正当的待遇和被看做是对宗教团体忠诚的剥离的人类与政治解放。在自由主义的支持下，正义意味着强调适应于“全体平等”的权利，而团体的差别被沦落为“纯粹的偶然”和“私人的事务”。她承认，凭借为“反对歧视和身份差异的斗争”提供武器和使“人人具有平等价值的主张”成为可能，自由主义被当作是现代政治史上“至关重要”的思潮。然而最近十年来，通过证明均质化的普遍主义的压迫性质，已经把这种自由主义程序的缺点摆到了前台。在扬的论述中，通过把解放运动理解为对“团体差异的超越或消除”，自由主义被归结为一个内在地信奉“同化理想”(ideal of assimilation)的正义概念，即一个社会整合的大熔炉(meltingpot)的想象。相反，从差异政治的优越性来看，对平等价值的承认“有时要求对被压迫的或处于不利地位的团体给予不同的待遇”。

在这个历史关头，扬的研究通过例举黑人权力运动(伴随着对美国黑人文化的庆祝)、美国印第安人运动(伴随着对红色权力的强调)、同性恋文化表达的出现以及更为激进的以妇女政治为中心的女权主义运动(他们的对立面是自由人道的女权主义)，把这种美国情境下的差异政治带入高潮。在这些多种多样的运动和倡议中呈现出来的，不是对解放运动的反对而是对解放的指向和方向的改良——后者意味着解放不再是来自这些运动和倡议本身，而是植根于文化和文化多样性之中。作为对同化主义理想的反对，差异政治在某种意义上倡导“民主的文化多元主义”的观点。扬写道，在这种观点之下，正常的社会“不会消除或超越团体差异”，反而它需要“具有不同社会和文化背景的团体之间的平等，这些团体相互尊重并承认彼此的差异”
[71]

 。

我们应该注意——扬也再次强调——在公共领域对团体差异的承认不能与回归社会等级制相混淆，或者与文化偏见和排外主义之类的令人厌恶的东西相混淆。由于激进民主的优势地位，多元主义政治完全抵制“精炼化”的文化团体的诱惑或赋予它们不变的(经验的或文化的)特性的诱惑。而传统政治，为了贬低一些人，设想一种“差异的本质主义的含义”，并把团体阐释为具有“不同的本性”。扬指出，民主的差异政治把差异解释为“更具流动性和相互关联性的社会过程的产物”，即作为文化实践与其他实践相互作用的产物。从这个观点来看，民主的多元文化主义把文化差异归结为一种过渡性的、起改造作用的以及为了解放的含义，而不是把它定义为一种“排外的”模式。在后一种模式中，关于对团体特性差异的主张表明了对其他团体的反对，因而遵从自我与他人、命题与否定的反律法的理论体系。

正如扬所注意到的，差异中非民主的和“压迫的”含义将其界定为“绝对的他者性(otherness)、相互排斥、明确对立”，因而使得差异屈从于“认同的逻辑”，在这种逻辑之下优势团体包含了被其他团体所背离的原则。把差异理解为明确的对立，不仅抑制了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且也抹杀了团体内部的差别；因而形成一个奇特的颠倒，差异作为排斥物“实际上反对差异”。与此相反，激进民主的多元主义采取一种灵活的，可修正的姿态；它对团体差异的理解是，将其看成是“真正模棱两可的、有联系的、易变的，没有清楚的边界以使人们避免走弯路”，看成“既不是必须伴有无定形的联合，也不会必然带来纯粹的个性”。更为重要的是，差异政治不是根据永恒的范畴与属性来构想差异；取而代之的是，它强调文化传统的多管道特征以及团体之间、团体与公共机构之间的关系。正如扬所评论的，她这部分的研究实际上可以概括为，“差异现在不是意味着他者性，排斥对方，而是特殊性、变动性、多样性。差异所定义的相似性与非相似性之间的关系既不会沦为共存身份，也不会变成非重叠的他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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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扬的研究中，她讨论了民主差异的应用，主要涉及美国国内的突出问题——特别是妇女解放、双语教育、美籍印第安人的权利。在结尾部分，她表示对她的书的争论可以被扩张到其他社会甚至国际或全球背景——当然，要把问题放到广阔的线索之中。恰巧今天一些工业化国家感受到多元文化的压力，由于面临着由现代生活方式与本土文化传统的冲突而带来分裂的问题，在非西方社会这种压力可能更尖锐。在工业国家，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加拿大，以讲英语的共同体与讲法语的共同体之间的裂缝为特征(更不要说当地印地安人要求自治呼声的高涨)。

有几个方面反映了加拿大的例子值得注意和具有启发性。一个方面是其文化多元主义和多样性具有很高的政治性。(在西方)很多地方，多元文化主义已经成为激烈的公共法制争论的主题——与此相关的事实是，加拿大从没有充分赞成主张社会同化者或它的邻居的“多种民族同化国家”的范式。1967年，双语和双语文化皇家委员会发布了一份同时关注公民权利和文化多样性问题的报告。主要为了回应这份报告，四年之后全国政府宣布了一项明确的“多元文化”政策，这项政策在强调全体加拿大人的权利平等的同时，也致力于对少数民族独特生活形式或文化的保护。十年之后，包含类似观点的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Charter of Rights and Freedoms)，除了主要清楚地体现了平等个体自由权的自由主义原则之外，还涉及到对“加拿大多元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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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此类官方公告以外，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来自顶级知识分子和社会理论家的持续关注。为了行文的目的，我将着重对加拿大最主要的哲学家查尔斯·泰勒的观点进行评论，特别是其在《多元文化主义与“承认的政治”》一书中所论述的观点。

虽然经常被贴上“社群主义者”的标签和因此被指责为具有集体主义的倾向，但泰勒在他的研究中所用的方法非常精确细腻和严密完整；与艾丽丝·扬一样，他的论证完全规避了既有的学院教条，尤其是规避了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两难的藩篱。在为这本书作出很大贡献的一篇题为《承认的政治》的论文中，泰勒对把人类普遍“尊严”的理想奉为神圣信仰的个人自由的遗产予以充分的赞扬。正如他所说，与社会等级制联姻的封建体制(由荣誉首长来统治)的瓦解为现代性带来了尊严的概念，当现在用到“普遍主义和平等主义的观念”时，涉及的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尊严”或所有人一致共享的“公民尊严”。当差异化的“身份”遇到后革命的压力，尤其是当具有内在合法的“可靠性”的浪漫主义理想把特殊性既赋予个人又赋予随历史而成长的文化的时候，这个概念(尊严)就会进一步深化，但也会进一步变复杂。正如赫德(Herder)和他的后继者所阐发的，可靠认同的基本原理在两个层面上集中体现了生活方式的“本原性”(originality)：个人之于他人的本原性和“文化承载者之于他人”的本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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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泰勒的说法，现代时期粗略的几个关键概念，已经酿成了一个复杂和紧张的遗产。在他的介绍中，现代性已经引发了公共生活的两个竞争性的概念：自由普遍主义(停留在权利上)和文化独特性。他写道，在由封建等级制转向尊严的过程中，已经产生了“强调全体公民平等尊严的普遍主义政治”和致力于“符合正义的和应得权利的进步的平等化”。在现代西方民主中，“平等公民权”和正在成长的平等化原则，已经成为即使不是首要的也是核心的统治箴言。另一方面，可靠性的概念或可靠的认同已经支撑了差异概念的出现：即“差异政治”关注个体和文化的独特性。因此，普遍主义政治试图维护全体人类的一致性(被称作“平等的尊严”)，而差异政治则坚持对“个体或团体的唯一身份”的承认的必要，即它们的区别见之于任何地方。

由于试图同样地保护每个人唯一的独特性，后一种政治明显包含着一个内在的矛盾——那就是民主的多元主义矛盾。泰勒指出，严格说来，差异政治要求我们对特别而非普遍的东西予以一般的赞同；换句话说，它坚持“通过承认相互之间的独特性”把敬意给予普遍现存的事物——即每个人都有一个身份。现代政治的两种类型的对比是显然的，并且十分自然地存在着紧张和相互指责。当尊严政治试图在全体公民中以一种“无视差异”的方式促进非差别对待时，差异政治常常把非差别对待重新定义为要求基于个人和文化独特性的区别对待。传统自由主义者在为平等公民权的堡垒配备人员，而差异的提倡者却倾向于通过宣称它与主导的权力差别之间的同谋关系(特别是与少数民族或受压迫文化被要求采纳的“霸权文化”之间同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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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攻击主要由自由普遍主义所虚构的特征。为了更具体地举例说明这些问题，泰勒此时把讨论背景转向加拿大，因为随着权利和自由宪章以及所谓的《米其湖协议》(Meech Lake accord)(目的是承认魁北克作为一个“独特的社会”)的产生，加拿大的案例已经出现。

在泰勒的解释中，加拿大宪章以类似于美国宪法的权利法案的方式基本上集中体现了个人的正当权利和应得权利。在这个意义上，与西方世界——可能此世界就是整个世界——的其余部分一样，加拿大正在步自由的、以权利为基础的普遍主义的“美国惯例”的后尘。以宪章的这个方面为基础，《米其湖协议》(和它对文化独特性的承诺)的反对者实际上是倡导权利对于善(goodness)的优先权，即个人权利原则连同非差别对待条款的原则必须“具有优先于集体目标的地位”。受可以追溯到康德的“艰深的哲学假定”的启发，这种政治概念把尊严理解为主要存在于人类的“自治”之中，即存在于“每个人为他(她)自身决定良好生活观点的能力”之中。在美国主流思想家的“巨大威力和智力”的促进下，自我决定的个体自治的先决条件构成了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所说的“程序共和国”的核心，这种“程序共和国”具有高于实体目标或共享生活形式的程序规则(包括司法复审)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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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欣赏它的“艰深的”假定及其一些具体的效果，但泰勒没有最终赞同这种程序模式。正如他指出的，自由普遍主义并非像他们所宣称的那样是纯粹中立的和非歧视的。在加拿大的案例中，程序主义的应用并没有公正地增强或培养了一个独特的讲法语的文化，而是暗中削弱或破坏了后者。一般来说，政治社会不可能在那些试图维持文化传统的人和那些希望“摆脱约束”(cut loose)以促进个体自我利益的人之间保持“中立”。在这个程度上说，程序正义可以被指责为“对差异不友好”(或者至少在私人偏好上削弱了差异)。对于坚定的魁北克人来说，在宪法中争论的不但是双语制的个人权利的问题，而且也是作为一个共享“利益”(good)的法兰西文化的生存和繁荣及其被现在和将来的世代人所保存的问题。

在泰勒的著述中，对这个目标的追求并不是非常狭隘的，反而由于得到不同的公共生活概念的启发形成了一种差异政治。这个概念涉及或包含的是处于两个层面上的权利之间的差别：一个层面是根据自由普遍主义(和加拿大宪法)所解释的基础的或“根本的”权利，另一个层面是准许公共规则的文化权利；前者要求一致的对待和“绝不能被侵犯”，后者则顾及文化多样性。泰勒写道，从这个观点来看，一个拥有共享的或共同目标的社会仍然可以是“自由主义的”，条件是，它能够“遵守多样性”，特别是当它处理异议者的时候，以及它有能力坚持对“根本权利予以充分保护”。泰勒对这种不同观点的政治——被清除了重新压抑的集体主义的痕迹——所具有的切身同情明显地贯穿始终。他补充道，恰当地来解释，差异政治就是：

意图重视一致对待的特定形式的重要性而以文化生存的重要性为背景，并且有时候在选择上更偏向后者……虽然不能在此证明它，但显然我赞同这种模式。不过，毋庸置疑的是，今天越来越多的社会被证明是多元文化的，包括从不止一种文化共同体想要得到生存这个意义上来说。程序自由主义的刚性在今后可能会迅速变得行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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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泰勒对差异政治的赞同是有一些条件限制的。除了坚持基本的自由保护(在根本权利层面上)以外，他的评论也排除了对一切种类的文化多样性的不加批判的接受——有些是激进的多元文化主义者所要求的(包括“主观新尼采主义”的理论)(“subjectivilist neoNietzschean”theories)。在泰勒看来，这种不加批判的接受最终将是一种屈尊的形式，因为它不是源于“真诚行为的尊重”。从这个观点来看，要求关注和尊重其他文化的主张操作起来只能以一种假定的形式来进行——这意味着，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对社会的推动，这种文化大概能够教导世界的其余部分。虽然这种假定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但如果不具有理解上的严格保证与认真努力，它就不可能被移除。换句话说，这种假定不是要求对一切文化信仰和实践“不容置辩地”接受，而是要求“自动自发地不受限制地进行比较文化学习，这种学习在最终的融合中必须取代我们的视野”。
[78]



三

泰勒所陈述的假定表明，跨文化的保证和一定程度上对任何性质的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拒绝已准备就绪。严格实行起来，这个假定动摇了占主导地位的霸权关系，包括现代西方生活方式的想当然的优越性。此时看来好像适合把目光转到对当代多元文化主义更广阔的全球回应上，即转到全世界背景下的自由的西方普遍主义与文化忠诚之间的紧张上。这种紧张在“国家建构”上遵循西方路线的许多(所谓的)“发展中的”社会无疑是明显的，它导致了两种高度不同的、几乎不相容的生活方式和政治话语的并列：一方面是世俗主义话语、合法的程序主义和个人权利；另一方面则是本国传统的复杂结构与本土的文化信仰。这种并列的唐突很好地解释了非洲大部分地区反复无常的、接近爆炸性的政治状况；相同的多变性以一种修改了的形式扩张到近东和部分亚洲地区。
[79]



在挑衅的情况下，生活形式与话语的不稳定的混合容易偏向一个方向或相反的另一个方向——尽管政治情境限制了选择的有效范围。不管把目光转到今天非西方世界的哪个地方，你总会发现存在于长期现代化和宗教的(有时是正统基督教派的)政体或运动之间的振荡。鉴于西方在经济、军事和科学领域的霸权地位，长远趋势预示着这些国家在本土实践或本国叙事的维护上的病态。要理解霸权文化强迫的效果，我们没有必要冒险舍近求远。一个有力的例子是印第安土著社区在北美的命运与现状，尤其是在美国。经过了一些调整的类似的故事则见之于中南美洲(在独立后)的发展中——在那里(关注个人财产权)的自由程序主义的辞令经常被用来腐蚀和瓦解土著社区。
[80]



美洲印第安人的命运为现代普遍主义的危险和缺点呈现了一个严肃的提醒。这个提醒没有为恐外症或种族自我隔离提供辩护或澄清。毫无疑问，我们时代的危害在一切方面都是巨大的——除非对这些危害的反应增强到构成当代挑战的程度，否则不会被认识到。在我看来，我们时代迫切需要政治想象力和试验准备(其质量经常得不到保证)。显然，为了避免地方自治主义和普遍主义同化的陷阱，需要在制度安排和政治反应两个层面探索新的途径。关于公共制度，自由个人主义的支持者声称现存的西方结构和程序具有优越性和真正不可修改的特性——这种主张忽视了西方政权之间的多样性以及长期在先占优势安排下的试验。在一个对民族优越感与普遍主义具有同等的不友好的民主环境下，多样性的培养不能仅仅依赖于既存的程序保护——虽然后者不能轻率地被丢弃或置之不顾。

此外，在政治中，民主的多元文化主义为制度创新和制度弹性提供了机会和需求。在制度化或给予文化多样性公共认可的多种可能性之中，需要引起注意——有时在作品中已经引起了注意——的是，作为调节个人权利和团体或集体权利(尤其是种族或文化上的少数)之间的紧张关系的制度手段；“种族联邦主义”的确立，即一个政权准许种族团体在更广阔的宪法框架内自治或自我组织政府的程度；“合作”(consociational)政策[阿伦特·利可哈特(Arend Lihart)意义上的]的推动，这种政策包含了多种族社会中团体领导人之间的双方同意的或痛苦的相互影响；最后，通过新颖的两院制(或多院制)来承认不同选区代表权的议会政府的多样化。这些手段无一摆脱了问题和可能的弊端；因此，所有手段都需要仔细甄别和校订以确保多元文化主义的民主特征。
[81]



在理论反思阶段，多元文化的政治要求对那些在启蒙运动或后启蒙运动支持下假定已被解决了的问题进行重新审视。这种重新审视在某些重要方面把自己嵌入了现代性状况的当代审问之中(在我看来，它与轻率而浅薄的反现代主义没有相通之处)。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途径是重新回到兹维坦·托多洛夫，尤其是回到他对两种主要沟通模式之间的区分。自从契约理论在早期现代性中产生以来，人与人(或主体与主体)之间的沟通就处于西方的社会与政治生活概念的中心，而“世界”则已经被逐渐疏远，变成了对客体进行科学分析的目标。毫无疑问，概念化的方式在最近几个世纪已经得到了逐步改进——尽管还没有改变基本方向。因而，按照“话语行为”理论，尤其是按照交往理性和“交往行动”的概念(哈贝马斯提出)，契约论的假设在当代理性选择模式下仍然只是揭示了一个新的外观。正如亚里山德罗·费拉拉(Alessandro Ferrara)业已指出的，交往理性和平等伙伴之间的同意的概念“预设了一个现代的指称框架。在一个以传统为导向的文化中，说理性地赞同一个有效论断的正当性是没有意义的。而且，三种有效论断的不同包含了客观的、社会的与主观世界的区别——一个仅仅与现代性相伴产生的区别。”
[82]



虽然今天人类之间的沟通仍旧是突出的(在许多方面也是有价值的)，但是它的首要地位已不是明确的和不可争辩的；碰巧，一些智力方面的发展正开始以重新回归世界的尺度为目标。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胡塞尔对生活世界的转入和海德格尔对人类生活的世界性的坚持以及他对人类此在(Dasein)作为“在世”(即作为一个生物在根本上被卷入复杂多面的情境之中)的描述。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海德格尔的“世界”并不是意味着一个可以进行客观化分析的外部世界的广延物(a res extensa)，而是一个关于“此在”自身的构成特征，——其中，“此在”自身不再被视为主观的自我而是一个被卷入持续发生的偶然事件或“存在”(being)话语的参与者。如果没有忽视人类之间的言语或话语[在人类共在(cobeing or mitsein)的层面上]，在这个框架下的世界关系就会扩展到一个非客观化的、可解释的自然约定以及一种对“良心召唤”[与民意即是天意一样(vox dei)]的合拍的敏感性——即扩展到经验和语言方式的多层结构。世界交往在这个意义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并在海德格尔后来的语言反思中具有了实质内容。在海德格尔的反思中，语言不再仅仅是人类沟通的手段和工具，而是作为使人类的思想和交谈处于首要地位的取之不尽的宝库或天赋资源。在海德格尔的论述中，语言有自身的交谈和话语模式，这种模式为世界交往和世界体验确立了原始空间，而这个空间又为人类生活和自然之间、限定的人类和上帝之间的相互纠缠制造了场所。
[83]



这些观点显然会对多元文化主义产生影响——因为文化是生活形式或世界交流的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意义(meaning)是沿着水平的同时也是全面垂直的线型方式组织起来的。另外需要重视的是，文化与本国的或本土的语言之间的紧密联系——这个联系在普遍主义话语的支持下抵制线型化。这时，关于地方自治主义或对种族中心主义之目光短浅的抱怨和担忧可能会被唤起——考虑到种族对抗和暴力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广泛高涨，抱怨并非是不合理的。我们不会忘记，自由普遍主义恰好是作为封建地方观念和封建社会身份差别扩散的解毒剂和纠正物而出现的。在这个程度上，自由主义预言了地方奴役和社会不平等束缚的解放；用康德那句著名的话来说，启蒙运动标志着从外部世界监管的解放和上升到自治成熟的水平。当然很多原因使我们相信，我们的时代又提出了一个新的、不同性质的要求成熟的挑战：一个自由会愿意承认和培养文化多样性的世界(但没有回归到不公平的等级制)。

“横向的普遍主义”(lateral universalism)可能恰好成为这个成熟姿态的结果——在这种成熟姿态中，普遍原则不再只存在于外表或超越具体的差异，而是处于地方的或特殊本身的中心，即在世界的独特的拓扑之中。这个看法在海德格尔后来的作品的另一个观点里得到了回响：他对于存在的“四重”拓扑(fourfold topography)的强调，即每个个体事物为自身收集所有的世界构成因素的能力。这个概念又在亚洲的一个主流思想中引起了共鸣：该观点认为所有生命的“本性”(suchness)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孤立的符号，而是友好地对待所有其他生命的聚集的符号。在佛教禅宗(Zen Buddhism)的语境中，西谷启治(Keiji Nishitani)在(中世纪)“相互内在性”(circuminsession)的概念的启发下阐明了本性，他说，鉴于这种相互内在性关系的特性，每个个体生命都是所有其他生命的基础，因此所有事物“集合在一起并以此提供了一种可能的生命秩序，一个‘世界’”。老子(Lao Tzu)的《道德经》(Tao Te Ching)在一个有时被认为反映了狭隘的眼界的段落里面，也表达了与此类似的看法：

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
[84]




 第十五章 公民身份的绩效：法国大革命中的民主、性别和差异

琼·兰德斯

近来学术界关于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性别特征的讨论非常多，而我在别的地方曾把其特征概括为：“根本性地而非偶然地具有男权主义的特征。”
[85]

 在这里我的目的不是重复这个观点，而是给予那些努力实现启蒙的话语中的自由、平等和理性之承诺的人以支持。但我要提醒的是，姗姗来迟的妇女解放，就像少数人种和工人阶级的解放一样，不能仅仅被归于1789年的法国所作的政治选择，或者就像基思·贝克(Keith Baker)所说的：“政治意志的共和主义话语，在革命恐怖中得到了最充分的表达。”
[86]

 我并不认同基思的那种充满自信的看法，认为在18世纪那样的环境中，竞争性的话语立场之间不可能根本性地毫无关联。我也认为，在批评男权主义的时候，将理性的社会进步话语排除在外是不合适的，如果，正如贝克自己也承认的，持理性话语立场的那些人认为应当“否认妇女(以及其他人)在行使普遍的个人权利时的充分而直接的参与”
[87]

 。当然，自由的理性话语为妇女们争取权利和新的政治身份提供了机会，但共和主义的意识形态同样也提供了此类机会；反过来，两者都排除了充分的性别平等的可能性。至少在女性公民身份问题上，让人震惊的是，18世纪的那些明显不同的主张民主政治的理论在话语和实践上存在相当的一致性。

将妇女明显地排除在充分的公民身份权利之外，对法国大革命中努力实现性别平等的运动造成了阻碍。并且，这里的悖论是，现代民主主权和共和自由的性别决定因素，在18世纪人民革命中的法国，比在其他任何地方表现得都明显。然而，“革命的年代”的妇女权利记录远不能让人振奋。只有在妇女实际参与国家政治(与共同体生活相对)并表达对政治性公民身份的实质性要求这一点上，法兰西共和国才是个例外。实际上，与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相比，法国革命深深地被灌注了卢梭式的共和主义观，因此也就比较提倡自然形成的性别差异之原则。
[88]

 阿普怀特和利维(Harriet Branson Applewhite and Darline Gay Levy)的观察比较中肯，“在民主革命的年代，法国之外的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产生出一种把妇女当作公民纳入进政治性民主；都没有使妇女们获得白人男性中产阶级所有者为他们自己所确立的政治和公民权力。……通过教育、福利、扩大公民权利和改革婚姻法以改善妇女状况的觉醒了的要求，变成了政治议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同时，当男人们意识到妇女的要求以及这些要求对男性统治地位和霸权的挑战时，统治精英们由来已久的焦虑和矛盾心情也充分地表露出来了。”
[89]

 与阿普怀特和利维一样，我也对这样的情况印象深刻，即“在西方世界的任何地方，妇女们所能得到的语言和象征都源自男性政治话语”。(重点系我所加)
[90]



我承认，在启蒙思想中，关于妇女的地位问题存在着竞争性的话语。
[91]

 然而，我要说的是，不管是自由主义者，理性主义者，还是共和主义者，都没有完整地解决性别平等带来的挑战，出现这种情况，既不是因为疏忽大意，也不是因为它们传统的偏见。从一开始，现代世界的民主不但在话语上而且在实践中就产生了性别差异。反过来，性别被俘获在现代政治之网中，突出的表现就是个人与共同体，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对立。基于这个认识，我要重新思考大革命中民主社会领域的制度安排，采取的角度是考察民主主权的新政治机构发展的阶段。当然，由于民主领域被分割成性别的领域，并且阻碍妇女平等的法律障碍已经确立，妇女们注定要成为政治的、公民的和个人的从属物。同样，民主公共领域中的权力代表基于的假设，是一个中性的但具体化的从属者，即人们有能力使他们的激情和利益服从于理性规则。似乎只有男人的身体才能满足这种理想性的要求。相反，女人注定不能满足这些要求，她们身体的性别特征比较突出，她们具有非理性的，从而也就是非政治的品质。

1793年秋，当安德烈·阿玛(AndréAmar)代表安全委员会向制宪会议(会议当时讨论的主题是要将妇女社团和群众俱乐部定为非法)作报告时，他很好地总结了妇女们解放了的品质给男人们带来的恐惧。公民阿玛声称，妇女群众社团的出现，“将使人民在政府中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从而也就更容易犯错误和受到诱惑……由于妇女们特殊的身体构造，她们容易过度兴奋，而这对公共事务来说是致命的……国家利益很快就会因任何事物而牺牲，热烈的激情将导致错误百出，混乱不堪。受热烈的公共讨论感染，妇女们将教育他们的孩子不要爱国，而代之以仇恨和怀疑”
[92]

 。阿玛的怀疑显然代表了激进的雅各宾分子对妇女们公共出现的担忧，而卢梭显然是这种直白的情感的来源。但卢梭显然不能为此事独自承担责任。实际上，卡罗尔·佩特曼(Carole Pateman)曾令人信服地论证，“只有在现代世界中，‘妇女的失序’(disorder of women)才构成了一个普遍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准确地说，只有随着自由个人主义及其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批评的发展，关于妇女的看法才在社会和政治理论与实践中变成了一个尖锐的，尽管并非得到普遍认可的问题。”
[93]

 佩特曼还说，“‘个人’的身体非常不同于女人的身体。他的身体有严密的边界，而妇女的身体则是可渗透的。她们的体型会发生变化，并且呈现周期性的过程。所有这些差异都可以归结为自然的出生过程的差异……在一般的意义上，妇女既不缺乏力气也不缺乏能力，但根据经典的契约理论家们的看法，她们天生缺乏政治能力，即创造和保持政治权利的能力。”
[94]



无疑，佩特曼正确地注意到了男性理论家和政治积极分子们持续不断的努力，即要把妇女的角色限定在“自然限定的”私人性家庭领域。但她认为，这导致了家长制状况，而这种状况的立足点是一种几乎无法改变的状况：“我们的身份都具体体现为男人和女人。”
[95]

 相反，通过简要地考察关于妇女权利的对立话语，以及大革命中妇女发挥作用的几个例子，我想说明，妇女们看起来本质化的性别认同注定是分裂的和不一致的。
[96]

 澄清大革命中的话语和实践，我的目的并不是要说，扩大妇女自由的这些边缘化的努力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我的目的是，基于当前的状况而回顾历史，我认为女权主义不必再囿于“身份—差异”的陷阱，或者通过回顾历史发现我们早就熟悉的“女人”。
[97]

 我强烈主张我们应当认可民主和自由理论那未曾兑现的、具有普遍性的诺言，因为差异有可能是团结的基础，而非分裂的基础。我们需要害怕的不是多样性，而是那些单一的、同质性的、沉淀下来的人种、性别、宗教、族群或民族的身份，它们损害了公民共同性的基础，并否认社团、忠诚对象、区域和地位的多样性，而个人身份正是通过这些多样性得以构建的。
[98]

 正如克里斯提娜·克罗斯(Christina Crosby)建议的，“问题在于，‘关注我们之间的差异’的女权主义能否打破这个恶性循环，即妇女的身份具有自明性并且历史映照着现实。”
[99]




身体和权利：女权主义的对立话语


从数量上看，在大革命期间明确要求性别平等的主张并不多，并且大多被那些声称性别差异的主张和从医学主张里引申出新的权力的主张的合唱所淹没。
[100]

 孔多塞和戈治(the Marquis de Condorcet and Olympe de Gouges)是两位最知名的反对人物，他们反对那种流行的看法，即自然的、性别的差异应当使妇女处于驯服和屈从的地位。自由派贵族孔多塞著有《论给予妇女公民权利》(1790)以及其他一些关于妇女和黑人的政治自由的著作。他因为发展了17世纪理性主义思想家巴尔(Poullain de la Barre)平等主义以及展望了现代女权主义而受到持久的称赞。孔多塞认为，不将妇女纳入进来，国家就无资格称其为“自由宪政。”他认为妇女是“感性存在物，有能力获得道德理念以及关于这些道德理念的推理”，因此，她们应当获得平等的权利。
[101]

 孔多塞甚至还比较了“母性”的不便与痛风和支气管炎之类的“小恙”，认为不管是女人的身体还是她们的责任都不构成充分的理由使他们被排斥在政治领域之外。
[102]

 孔多塞反对的是这样的看法：即使提高教育标准，并使性别之间的社会状况平等化，妇女的推理也与男人大不相同，或者也许她们根本无法推理。他认为，在那样的状况下，妇女们能够摆脱虚荣和自利的驱使，并对严格的正义秩序和实在法做出反应。因此，孔多塞认为，迷信和无知，而非天性，造成了对妇女的歧视和对她们权利的限制。

然而，当孔多塞试图使他的反对者相信，代议制政府并不必然会导致妇女们抛弃家庭事务和对孩子的看护的时候，他也承认性别之间的差异是会产生影响的。当他轻蔑地鄙弃专制者以“功利”为借口否认“真正的权利”(他认为这包括奴隶的权利，出版自由和免于非公正拘押的自由)的时候，孔多塞还是有所保留，目的是“不让任何的观点没有答案”
[103]

 。实际上，他发现，不但有必要回应功利主义者们的反对意见，而且有必要减缓男人们的担心，即女性公民有可能变成“女强人”，像皇家女总管一样，凌驾于男人之上。所以他说，“没有必要认为，因为女人能够成为国会议员，她们就马上抛弃她们的孩子、家庭和针线活。她们只不过能够更好地教育孩子，辅助男人。妇女喂养孩子并照顾他们的幼年是很自然的。由于这些照顾使她们难以离开家庭，并且由于她们不如男人那样强壮，妇女们过一种更加内向的生活也是很自然的。”为了更充分论证自己关于妇女权利的主张，孔多塞还论证说，尽管履行某些自然责任的需要使得某个妇女在某一次选举中不愿参加投票，但这并不是妇女合法地排除在外的充分的理由。
[104]



这些都是代表妇女利益的强有力的主张。然而，从我们的角度看来，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即便这种强有力的主张性别平等的论证，也借助了性别之间的不对等现象，要是没有这点，它们将是妇女权利彻底平等和理性的辩护。尽管孔多塞的目的是为自然差异辩护，但是他并没有令人完全信服地证明，性别差异在一个更为理性化地组织起来的社会中将不会持续地产生决定性的社会影响。

基思·贝克认为孔多塞在此问题上并没有作任何让步，因为，尽管这位哲学家承认大部分妇女将继续呆在家里做家务，但“不认为女人的天性将使她们局限于这些职责，将她们排除在对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之外，将她们排除在对公共问题的充分讨论之外。因此，孔多塞并不需要从共和主义话语的反抗脉络中抽出为妇女解放作论证的话语。在他的全部哲学所立基的竞争性的理性社会进步话语中，他可以找到大量的此类论证观点”
[105]

 。贝克的看法是非常能够站得住脚的。实际上，在总结的时候，孔多塞挑战性地对他的批评者说：“给我展示一个能够使剥夺某项权利具有充分合法性的男人与女人之间的自然差异。”
[106]

 然而，孔多塞唯一不能充分说服自己的就是这种可能性，即一旦获得了充分的政治权利，妇女们或许会抛弃她们“自然的”家庭事务。因此，在妇女们在人民革命中大规模参与到政治中的景象前，这些少数的依然主张给妇女平等权利的代表们似乎从先前的立场后退了。因而，尽管孔多塞以为妇女的选举权作辩护而出名，但当他1793年在制宪会议上作关于宪法草案的导论报告的时候，他却对妇女的平等权利问题保持了沉默——这是一个紧接着就废除了积极投票者和消极投票者差异的时期，从而否认妇女的权利就更加明显地表现为一个性别差异的问题，而不是财产或阶级地位的差异问题；这是一个街头的和议会走廊上的妇女运动加速进行的时期，也正是在那时，革命派出版物中的反女性运动已大大发展了。

然而，尽管孔多塞表现出明显的模棱两可，但关于这个问题还是存在一些讨论的，特别是在孔多塞的朋友和政治盟友之间。大卫·威廉姆斯(David Williams)，这位吉伦特党人的朋友、索菲·德·孔多塞(Sophie de Condorcet)沙龙的参加者，一直支持妇女的教育，支持妇女结成社团，并支持单身妇女的权利，不管是未婚妇女还是寡妇。
[107]

 此外，皮埃尔·古约玛(Pierre Guyomar)也支持妇女们获得投票权。与孔多塞早期的立场非常相似，古约玛比较了对性别的偏见与对人种的偏见，认为性别偏见应当马上消除。不过，古约玛走得更远的是，他指责《人权宣言》使男人们的贵族制永久化，并且夹带了许多旧制度的原则。尽管存在这些呼声，制宪委员会还是于1793年4月做出决定，妇女缺乏足够的教育，不能参与国家政治生活。
[108]



孔多塞在为妇女的自然权利作辩护时所遇到的困难，更加明显地体现在剧作家、演员、煽动家和令人憎恶的保皇派分子戈治的著作《妇女权利宣言》中
[109]

 ，孔多塞是作为一个公正的但具有同情心的观察者发言，而戈治则基于一个女性而写作。她大胆地宣称：“这是一个以极大的勇气和决心向她的国王和国家展示自己的妇女。”同时，她要求“人民，不幸的公民聆听一个有正义感的、充满感情的妇女的呼声”
[110]

 。戈治毫不掩饰地宣称，她是争取妇女权利的“有关”当事人。她不愿将自己的身份掩饰在抽象的个性语言之后，而是直白地要求人们注意她的女性身份。她的著作充满大量模糊的关于女性主体性的论述。在一个解释性的讨论中，琼·瓦拉赫·斯科特(Joan Wallach Scott)提醒我们不要抹杀戈治的话语中矛盾的、非逻辑的和不一致的方面。应当看到，戈治的说法并不是她本人的不足，而是“(自由)政治理论与对立的理论之间相互排斥和矛盾的产物”
[111]

 。因此，对斯科特来说，戈治为妇女的权利所作的辩护中存在的模糊与矛盾，“反映了抽象的普遍的人之概念在其应用上的特殊性和排斥”
[112]

 。实际上，戈治拒绝那种简单易行的但最终不能令人满意的保障妇女地位的做法，即把妇女当作抽象的个人。“为了给妇女争取一般的‘人类’地位，她坚持妇女的特殊品质；在坚持要求平等的过程中，她一再指出肯定差异。”
[113]



斯科特把戈治思想中的两难命题与革命中的那种霸权性的观念作了对比，即与那种认为性别差异是自然的，从而也就是社会的和政治的秩序的基本原则的观念作了对比。在雅克-路易·莫罗(JacquesLouis Moreau)医生的生动评价下，女性“身上完全充满了她们的性特征”
[114]

 。然而，戈治并不否认妇女身体的特殊性，而是从妇女特殊的立场出发争取普遍的权利。这样她的言论就有为那些认为妇女的特殊性正是其无资格受到同等对待和同等法律保护的原因的人提供口实的危险。另一方面，不管戈治的观点是多么的不完善，它总是提醒我们，“要差异化地思考整个权利问题”
[115]

 。在《宣言》的第六条，戈治令人奇怪地把言论自由的权利同妇女以父亲的姓名给孩子取名的特殊需要联系在一起。她转而又把这同确保父亲的义务联系起来，比如说，这会使父亲意识到他对孩子的义务。虽然承认在家庭中妇女的地位低于男人，但戈治把言论自由同要求父亲履行责任联系在一起。同时，戈治又主张男人应当有些特权，并揭示了家长权力滥用的情况。然而，正是由于处于怀孕期间，“妇女的言论自由权利才具有最大的权威，同时也具有很大的争议”。斯科特发现，“戈治对于妇女言论权利的主张……唤醒了不足以自立的女性特征之幽灵，唤醒了理性的、掌握着真理的男人们迂回的、精于算计的对立者，从而这些注重也就充满了不确定性。”
[116]



同样，尽管对国家中的母亲、女儿和姐妹大加赞美，戈治依然对现实中的妇女保持矛盾态度。戈治谴责旧制度下的妇女制度，认为妓院应当被放置到指定的角落。她预言，在新共和国中，“强大的自然帝国”将使妇女摒弃非法的和不道德的行为，她们先前的那个“帝国”。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所论证的，这些对新共和国中妻子和母亲的权利的吁求，与她所根据的共和主义革命派关于妇女的看法之间存在紧张关系。比如，当她说到议会和王权的关系时认为，“这两种权力(行政的和立法的权力)，就像男人和女人的关系一样，应当在力量和道德上保持对等，以造就美满的家庭。”
[117]



那么，自然是怎么启发了戈治呢？斯科特认为，戈治把自然的意涵理解为权利的基础，从而坚持政治安排应当以自然正当性为基础的看法。比如，她拒绝那种把身体的差异进行固定化的二分的做法，坚持“认为身体的社会后果具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
[118]

 。这不但使她对性别特征固定化的看法提出质疑，而且她还把这种推理应用到了人种差异的问题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也是孔多塞关注的一个问题。基于肤色的不确定性，戈治反对白人的特权和黑人的受奴役地位。另一方面，和她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戈治也从自然中寻找普遍的、人类的权利的基础。结果，由于戈治认为权利应当同时具有具体性和普遍性，她从来没有解决她思想中的一个矛盾，即身体差异既与平等无关，又是平等的基础。与孔多塞一样，戈治的思想中的两难直到今天依然困扰着那些权利理论家们。但由于戈治没有采取更加具有逻辑性和更严谨的方法来处理这个问题，她也就更尖锐地把这个问题中的难点凸显了出来。


空间中的身体：妇女和革命政治


从1789年早些时候开始，大革命就戏剧性地为男人和女人们开启了参与的政治空间。
[119]

 尽管男权主义的声音比较强大，妇女们要求选举权的声音比较微弱，以及横亘在妇女们面前的强大的法律障碍——1791年宪法否认妇女具有作为积极公民投票的权利和携带武器的权利，1793年宪法否认妇女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还是有大量的证据表明，妇女们广泛地参与了当时的政治运动。
[120]

 而且，在1793年10月雅各宾专政取消妇女参与革命俱乐部和社团的权利，或者取消妇女组成代表参与巴黎公社的权利之前的关键几年，革命的领导者们对妇女的公民身份和公民美德持不确定的态度。正如利维和阿普怀特所解释的，当权者“非常犹豫，他们摇摆于控制和利用妇女们对政治身份和政治权利的要求之间。开始他们奚落这些主张，而后，为了消解它们，又对它们进行重构，最后又镇压了它们。但是，在犹豫不决和摇摆不定所提供的空间中，妇女们获得了作为公民的政治身份”
[121]

 。

进一步说，尽管在1793年表现出了对女人的极度厌恶，但雅各宾派的男人们并不总是对政治激进的妇女持反对态度。在1793年5月31日到6月2日的起义期间(妇女们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雅各宾派领导人赞美起义者们“具有最纯洁的公民心灵”。相反，吉伦特派分子，比如代表和记者戈萨斯(A.-J.Gorsas)则把武装起来的妇女或“醉酒发疯的人”称为“带着手枪和匕首四处发狂的人，她们公开发表演说，并冲进城市的任何公共场所”
[122]

 。利维和阿普怀特还发现，1793年秋雅各宾派对妇女的镇压，并不是蓄意为之，而是反应过激的结果，主要出于以下三个原因考虑：(1)在他们努力控制基层群众对于政治经济管制的反对行为时，雅各宾派发现革命的妇女最难管理，实际上，妇女们不顺从任何的政治强制、指导和控制的正常机制，因为她们不是正式的政治体制的组成部分，她们既不投票、当官，又不参加议会。(2)雅各宾派认为，武装起来的、持共和主义理想的妇女们的活动，对家庭稳定构成了威胁，他们认为妇女们应当承担起对男性公民固有的公民特征的缓和作用。(3)由于超出了可忍受的关于女性柔弱、无能的看法的界限，革命妇女们(她们既要求军事权力又要求政治权力)对雅各宾的男人构成了可能使他们显得无能的威胁。
[123]



在一项对于某省的雅各宾妇女俱乐部的研究中，苏珊娜·德珊(Suzanne Desan)发现了类似的妇女们广泛参与政治运动的证据。她同样提醒我们，男性革命者最初对妇女俱乐部是持欢迎态度的，特别是在1791至1792年之间。然而，德珊也指出了妇女俱乐部的三种主要的麻烦：(1)对于妇女们作为文化传播者和爱国教育者的角色，她们以俱乐部的形式进行公共集会是否有必要，爱国者们之间存在分歧。(2)妇女们在私人领域相对于男人的权力的提升，给人们带来了日益增长的不安。(3)担心革命教育会使妇女们柔弱、敏感的天性转变为理性的和“透明”的特征，而这正是新型革命男人必须具备的特征。
[124]

 实际上，尽管承认妇女的基本角色是家庭角色，但是妇女俱乐部的成员们还是呼吁妇女们“把她们同丈夫和情人之间的关系政治化，把政治判断和道德训诫带到床第之间”。德珊发现，那些经常的对于妇女的任性的批评“非常含糊其辞，其间夹杂着对于妇女通过色诱对男人施加私下的影响的批评”。并且，在1792至1793年的混乱的岁月，男人们经常因为耍弄阴谋诡计、容易上当受骗而受到批评指责。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动员起来的妇女们则对因革命理性带给她们的变化而变得越来越自信，由于革命的教育，这些妇女们相信她们变得越来越理性，越来越不容易上当受骗。
[125]

 与利维和阿普怀特一样，德珊也得出结论，导致男人对妇女俱乐部的镇压的原因非常多，不止一个。

在革命的公共领域和共和主义意识形态的情境中，我们发现了妇女们为创造新的政治和个人身份以及扩大民主权利和主权的内涵所做的巨大努力。众多的研究共同揭示的，是一个关于军事化女性公民身份的观念，即妇女们要求有携带武器的权利，以进行自我保护或者对抗国家的敌人，或者要求参与制定法律的权利。
[126]

 比如，在1793年夏天，当宪法制定出来之后，为数众多的巴黎和外省妇女联名写信给制宪会议，声称“尽管法律剥夺了她们投票同意通过宪法的权利”，但她们仍然遵守这部宪法。
[127]

 更为常见的是，妇女们参加集体游行，并且常常使用暴力；她们向当权者进行请愿，使她们的身影出现在俱乐部、议会、群众性社团、街头游行示威和市场等地方。她们也常常出没于议会走廊或者革命法庭和议事厅。她们之中最激进的分子甚至还进行了威胁、监视和控制性的政治活动，不管是通过合法的还是非法的手段。妇女们还变得非常擅长通过言语煽起行动。正如多米尼克·格迪尼(Dominique Godineau)所说的，妇女们“把动摇男人们的冷漠变成了一项职业，成了‘煽风点火者’：‘一旦她们开始起舞，男人们就不得不随着节拍而动’”
[128]

 。妇女们上述种种行为产生的结果就是，使新确立的人民主权显著地合法化并扩大了其范围。

在这一时期，革命领导人依然对妇女们保持着矛盾的态度，而妇女们则突破了她们被认为的内在的、自然形成的消极和驯服的特征。妇女们认为，即使像驯服这样的类型划分也不是不可以重新解释的。要求拥有携带武器的战士们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要求，基于的是一种扩大了的关于家庭的看法：作为国家中的母亲和女儿，她们寻求的是捍卫自己在家庭内部的地位的权利。民主动员和自由立法改革之双重动力为妇女们的政治参与铺平了道路；作为母亲、女儿、姐妹、有时候貌似拥有自身权利的公民，她们以批判者的姿态参与到新型的革命政体之中。正如利维和阿普怀特观察到的，“在计算公意的权力分量时，革命领导者持续地，尽管是不情愿地和时断时续地，把妇女包括了进来，而妇女们则坚持不懈地要求把她们包括进来。”
[129]

 结果：

在这一时期，性别的地位变成了政治权力斗争的核心问题之一，包括控制革命话语的斗争，即对于公民身份的美德、恶习和要素的界定的斗争。作为斗争的一部分，妇女们持续不断地挑战着、规避着或颠覆着对性别的角色和范围作严格限制的那些文化建构(包括那些基于妇女由于天性或者社会因素而没有能力获得政治权利的假设而形成的文化建构)。在理论和实践中，妇女们都真真切切地推动了公民身份和主权的理论内涵与实际运作的转型和扩大，尽管这种推动是暂时的和不完善的。
[130]




女性公民身份


总之，我们不得不反思妇女的公民身份的绩效所具有的讽刺意味，在一个颇具争议的语境中，法律的、实际的和话语的障碍被确立起来，以阻止妇女们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公民，最终，也就阻止了她们充分地参与到公共领域之中。即便在她们参与政治的最顶峰时期，正如多米尼克·格迪尼提醒我们的，妇女们也不过是“没有公民身份的公民”，借用利维和阿普怀特的说法，她们至多是“事实上的”参与者。
[131]

 妇女的公民身份具有不确定性，并且她们拓展性别政治的努力也失败了。当然，那些活跃在公共领域中为女性公民身份而奔走的妇女们的形象，也彻底地颠覆了官方性别意识形态关于自然的女性特征的说辞。她们的行动并非没有效果，甚至对后代来说，也是产生了影响的。尽管对公共领域的妇女持模棱两可的态度，但我们还是能够回忆起，此后的共和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运动都将法国大革命中妇女们的政治参与作为公开支持女性解放的一个因由。
[132]

 借用克劳德·勒夫特(Claude Lefort)的说法，“民主的确立和维持靠的是确定性标志的瓦解”。它开启了这样一个历史时代，自此以后，对于权力、法律和知识的基础，对于自我和他者的关系的基础，在社会生活的任何层面，人们都体验到了一种根本性的不确定性。
[133]



在《法国大革命中的家庭浪漫》(The Family Romanc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一书中，林恩·汉特(Lynn Hunt)进一步考察了政治侵入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最亲密的细枝末节所带来的后果。她着重强调了大革命中自由的个人主义的主张是如何导致了对旧制度下的父权制家庭组织形式的抵制的。由于一项革命性的家庭法律的通过，父亲们将自主权赋予了孩子，女儿和儿子都拥有平等的继承权，妻子和丈夫都可以据此法律提出离婚。然而，考虑到妇女的实际地位，这些民法上的改革又导致了更深层次的悖论：“一方面，妇女们被整合进了新的公民秩序之中，她们成为了受法律保护的公民个人，但另一方面，她们也被排斥在某些政治权利之外，并且没有任何明确的理由。”因此，汉特断定，“把妇女排斥在外并不是自由主义政治学理论上的必然要求，实际上，由于它关于自治个体的看法，自由政治理论实际上使得排斥妇女之行为更加具有争议性。”实际上，汉特将家庭内意识形态的出现视作一种政治的和文化的反应，这种反应针对的是对将妇女长期地排斥在政治之外进行系统性正当化的需要，“尽管妇女们获得了公民社会中的许多法律权利”
[134]

 。

无疑，汉特正确地认识到了自由的个人主义与性别不平等之间令人不快的罅隙。对于民主的平等原则和性别秩序的不平等之间的矛盾，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尽管我承认此类意识形态的和社会的矛盾的重要意义，我依然坚持认为，我们必须考虑自由和民主思想得以形成的性别的文化和政治框架。汉特似乎认为，性别排斥不仅仅是事后正当化的结果，因为她在书中的目的是要揭示法国大革命的“集体幻觉”和“政治无意识”。无论如何，充分地论述(历史地具体地)嵌入在文化和政治实践中的话语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但我还是认为，当下的要重新激活自由的和民主理想共享性批判工程，不能仅仅围绕过去的自由和平等理想形成的关于身体和性别的寓言而展开。就此而言，戈治所碰到的权利话语和民主实践之间的麻烦远未解决。前面说过，我支持汉特的也是贝克的希望，即希望实现自由理论的民主承诺。但这样一个任务还要求，正如尚塔尔·墨菲所说的，“全部话语、实践和社会关系的转型——在一个‘妇女’一词被认为具有服从含义的环境中”。墨菲认为，“激进和多元的民主工程需要的不是性别差异化的公民身份模型，而是一个真正不同的关于作为公民意味着什么和作为民主共同体的成员意味着什么的观念。”
[135]



对于妇女们卷入革命公共领域的绩效角度的考察揭示了，女性身份远非同质性的、静止的、单维度的：即便在法律规定的服从面前，妇女们对公民身份的利用也是多种多样的。妇女们的行动显示了建构自我的多种可能性。武装起来的妇女并没有像反对者所指责的那样切分甚至侵犯公共和私人之间想象的界线。相反，她们的行动证明，任何行动都有公共的和私人的后果。她们还挑战了形成于这一时期的关于自然的女性特征的规范性看法。她们颠覆了通常认为的女性的含义。因此，她们被谴责为“狂怒的人”，被贴上“女性人”的标签，被嘲笑为“公共的人”，不道德的妇女，并且，长期以来最为不幸的是，她们一再被要求回归那种体面的但受约束的家庭妇女身份。

但是，政治上活跃的妇女们从不觉得她们或她们的行动与她们的女性地位之间有什么不协调。戈治主张妇女的权利，同时她也意识到了她们作为母亲的角色。武装起来的妇女追求权利和占据空间的动机所基于的，是对新的民主公共领域中女性特征的含义的持续不断的发掘。妇女们建构自己身份的场所是非常多样化的，并且在持续不断地进行修正和扩展。邦妮·霍尼格对汉娜·阿伦特的思想的有价值的女性主义的重塑，很好地揭示了这些革命妇女们的行动的重要意义。借用阿伦特的话，霍尼格写道：“一种表述行为的政治，不是再生产和再表现我们是‘什么’，而是通过产生新的身份来创造我们是‘谁’，这些身份的‘新含义’就成了‘新故事的开始’，可能在无意之中，人们就把这些新的身份世代传递下去了。”
[136]



我们对不管是主题还是话语都并非无缝之天衣状况下的意识形态和实践的多重含义作了充分的考察。大众代表制的特殊悖论值得考虑：尽管主权是铁面无私的和多元的，但为人民说话或代表人民的能力确是充满风险，易受挑战。基于同样的理由，民主政体需要一个舞台，并且要求表现出经常性的绩效。实际上，民主的绩效有多种，民主景观也各有不同。当然，在大革命中，革命领导者们下了很大的工夫来使新政体中的性别差异具体化：在节日时期，女人和男人，成人和儿童被指定于特定的区域并穿上特定的服装，使与他们的新的公共和私人责任相符合。妇女们起初被指定为政治集会和社团活动的旁观者角色，而后又被逐出了政治领域，退回到家庭领域
[137]

 ，妇女们对于革命运动作出的真正的贡献被置换为一个神话，在那里，神性体现为自由、理性、真理、正义、哲学和博爱等政治品质，从而它的作用也就遮蔽了人类的(特别是妇女们的)努力。
[138]



不过，民主政体也与权威政体拉开了相当大的距离。在过去，权威被认为附属于于上帝、国王和传统，而民主政体在共和国之中确立了新的权威来源——阿伦特认为这是一种可以进行变革的政治能力：对变革、抵制和创造保持开放性。
[139]

 在革命的公共领域中，女性主义的对立话语和妇女们所采取的激进行动，至少暂时地颠覆了共和主义的伦理和法律强加给妇女们的约束。武装起来的妇女们不协调的、平等主义的行动和话语显示了偶然的、脆弱的但拓展了的民主制政治实践的可能性。正如勒夫特评论的：“要是行动者意识不到，社会实践中的质疑过程就始终处于潜在状态，人们不会对这些质疑作出回答，从而，意识形态的工作——这是一种致力于恢复确定性的工作，也就不能终结质疑的过程。”
[140]




 第十六章 边缘人和叙述性认同：晚期现代性的阿伦特式反思

卡罗斯·A.佛门特

用阿伦特式透镜审视晚期现代性的政治图景，使我相信，“边缘人”之于当代公共生活，一如他们的近祖——犹太难民和政治流亡者同之于现代性一样。
[141]

 本文第一部分探讨了边缘人是谁，强调了他们作为政治代理人独一无二的特性；第二部分阐述了边缘人的本质，其认同受混合性论述的形塑方式；结尾部分评论了边缘人和难民及流亡者之间的基本差异，以突出20世纪中叶阿伦特撰写现代极权政体之本质的反思以来公共生活领域所发生的变化。
[142]

 在阿伦特看来，现代性和极权主义的姻亲关系之所以成为可能，部分是因为难民和犹太人的边缘化，以及作为政治权利主要保障者的“民族—国家”的衰微。现代公共生活持续地表现出社会排斥和民族与国家间界限模糊化的特征，然而，由于这两个特征是在根本不同的背景下产生，因极权主义的溃败与民主政体的胜利而成为可能的，因而从中产生的社会政治也就截然不同。民主和边缘化在晚期现代性中是纠缠在一起的，这有助于一种新型政体——“等级制民主”的形成。


作为政治代理人的边缘人


“边缘人”这个概念显然并不准确，也许必然如此。边缘人曾意指一种新型的政治代理人，包括前殖民地人民和二等公民，以及他们独特的经历和混合文化。尽管这一概念存在诸多缺陷，但它和其他任何术语一样自有长处，能够勾画常常未被注意和观察到的若干事实的大体轮廓和形状。


前殖民地臣民


作为一个名词，边缘人是指战后以前所未有的规模移入并定居在北大西洋盆地前殖民地居民。(英国、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德国、美国)。
[143]

 尽管他们的法律地位相对有保障，但对公民权(Citizenship)的体验仍然模糊。大部分人现在成为“双重国籍者”、“永久居民”或“入籍公民”，他们的公民和政治纽带延伸到母国的同胞，以及所定居国家的同胞中。他们被要求表现出双重忠诚，例如，现在定居在德国的土耳其人，定居在西班牙和美国的拉丁美洲人，定居在大不列颠、法国和美国的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定居在大不列颠和美国的巴基斯坦人、次大陆的印度人、来自加勒比地区说英语和法语的岛民，在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大不列颠和美国生活和工作的非洲人尤其是马格里布人。
[144]

 史珂拉(Judith Shklar)注意到“公民权必然与国籍相联系”，她对此进行了评论，但问题在于，自战后以来国家日益多元化，这重新定义了人们体验公民权的方式。
[145]

 国家与民族之间的界限很少重合，但这种分离在今天看来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深刻和广泛。
[146]

 晚期现代公民权这一概念已经同化了对双重忠诚的体验，而不必得到政府官员的正式认可，这些官员对现实持宽容态度。
[147]



大量前殖民地人民是“新生代流浪者”，他们独特的双重体验值得受到特别关注。这些人踏着国际经济和地缘政治背景不断改变的节奏，周期性地在客居国和发源国之间来回穿梭。
[148]

 来自核心帝国整个周边国家的移民、季节性工人和过客工人，从墨西哥、美洲中部和加勒比海一直往东，穿越大西洋到北非的马格里布地区，一直延伸到中东和土耳其北部，依赖于公民南北方向的穿梭联系，来跨越这个拱门。新流浪者依赖于家族联系、“虚构的”血缘联系，以及建立在工作、校友网络和旅游基础之上的弱关系，这些联系能维持下来的时间从数月到数年不等。
[149]




二等公民


“边缘人”通常也指“二等公民”(基于种族、伦理、国家、宗教和性别划分的少数群体)，他们受到同胞的歧视对待，在自己祖国被驱赶到核心体制的边缘位置。
[150]

 尽管具有相对稳定和安全的法律地位，二等公民的政治权利仍然受到了社会的贬低。二等公民被打上社会耻辱的印记，这些社会耻辱与公开或私人经历中的侮辱、歧视和偏见有关，这使二等公民对政治权利产生了怀疑情绪，尽管还不是敌视态度。在政治平等和社会包容缺失的状态下，二等公民日益关注自己国家或者他国的“人权和公民权”，目的是要纠正自己以及其他境遇相似者所受到的不公正。
[151]

 在大不列颠、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生长的前殖民地人们的第二代和第三代，现在是这个群体的一部分。
[152]

 这个群体还包括了西班牙的巴斯克人，大不列颠的爱尔兰人，或许还有南部意大利人，因为北部的伦巴第联盟发动了抵制他们的强劲运动，而且和其他新法西斯主义者联合反对来自突尼斯、尼日利亚和非洲其他国家的第二代移民。
[153]

 在美国，这份名单则更长，其中将包括非裔美国人、美国土著人、亚洲人、西班牙人和阿拉伯人。
[154]

 包括犹太和穆斯林在内的宗教团体和基于性别而划分的少数群体，如女性以及同性恋夫妻一样，在一些欧洲国家和美国继续面临着困难。
[155]



可以肯定的是，源于不同的社会地位、经济状况、文化资本、通向权力资源和制度性影响的渠道，这些边缘群体内部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156]

 但这些边缘群体的共性仍然是持久的，并值得注意。


混合叙述和集体认同


前殖民地人民和二等公民被横贯大西洋盆地国家的核心制度和叙事性故事所塑造，尽管被塑造的方式不同。边缘人在自由政体的庇护下进入到各国的公共领域，在某个时候，尽管这些政体的核心制度面临日益增加的要求，但其依然十分强势；它的经济即使在收缩时期仍然平稳；它的国家界限尽管相对固定，但仍然可渗透；它的社会是精英统治，但功劳得到了分享；它的叙述被广泛接受，因而能给边缘人灌输自由意识。
[157]

 自由的叙述延续下来，并成为战后加入到大西洋盆地国家的大部分边缘群体之经历的组成部分。
[158]

 边缘人借此重新组织自己的叙述，最终又以此向被灌输的自由故事提出质疑。


作为绘图法的自由主义


沃尔泽建议我们将自由主义看做是对社会政治图景进行描绘和分割的一种方式：

将自由主义看成是绘制社会和政治图景的某种特定方式。前自由的版图展示了一大片尚未分化的国家，有河流和山川、城市和乡镇，但是没有界限……社会被看成是有机统一的整体……面对这个现实，自由主义理论家积极鼓吹和实践分立的艺术。他们划出界线，标记出不同领域，创造出我们至今仍然熟悉的社会政治图景……自由主义成为一个带有城墙的世界，其中每一面墙都创作了一种新的自由。
[159]



自由主义作家所作的区分和分割，是要在当代世界维系“自由”和“平等”。他们如此做的一种方式是将代理人归因于某些文化的特征，以及在公民社会和政治社会之间竖立制度性界限。一方面，这能保护个体免受国家专制和“多数暴政”的双重威胁，另一方面，能维持公共制度的公平、自主和中立。

自由故事将代理人分为“学习者”——那些由于年龄、智力或道德禀赋，以及当今日益淡化的性别或种族方面的原因，仍然不完全具备公民权资格的人；以及“选择者”——那些通过展示具备宽容、正义、公平和理性的持续能力并满足了这个学说的标准的人。
[160]

 学习者和选择者之间的界限很少是清晰的，这经常迫使自由主义叙事者依赖传统的“自我印象”来描绘这个差别。像任何其他团体一样，自由叙述依赖他们时代的主流偏见，然而，尽管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它们在晚期现代中仍然是强势故事。

自由主义者在他们的故事中所描绘的社会政治地形通常包括两大主要标志：政治社会和公民社会。
[161]

 前者由国家机构组成，包括议会和法院、政党和各种社会运动，它们以公民权和爱国主义作为标志性内核。后者由正式和非正式的志愿协会组成，包括家庭、邻居、宗教、社区和压力集团，有时候还包括经济，它们以国民性和公民性为内核。大部分自由故事都对政治社会和公民社会的界限进行了长篇的说明，这一分界旨在使各自免受对方过多的要求。

晚期现代人从这些简单故事中发展出来更加复杂的故事。例如，政治参与和协商这个问题，由于自由主义聚焦于“消极自由”，直到现在仍然没有凸现其意义，但得到了英国、法国、意大利和美国的思想家的重视，这些思想家共同认为政治参与和协商具有“积极的”、共和主义的性质，他们寻求将公民权复兴为标识公共生活的一种方式。
[162]

 近来席卷大西洋盆地的共产主义-自由主义的交流，对那里变化的环境做出了回应。在美国，这一改变是由公民纽带的破碎以及公共生活的明显衰落所导致的；在西班牙，这是驯服政治激情，以及创造一种能包容敌对意识形态的公共空间的结果；在德国，这部分是自由主义者努力寻求用契约上而不是浪漫式语言重新定义国民性的结果。
[163]

 最后，近十年来有关“船舶的论争”分化出不同的轨道。在英国，这一关注伴随着对“言论法案”的理解，以及“政治文本”对于公共生活是怎样的任意干扰。然而在德国，关注焦点集中于“有效主张”对“理想的言论环境”的产生和调节作出贡献的方式。
[164]

 这些及其他故事以各种方式丰富了自由主义。
[165]



自由主义叙述之所以仍然如此强有力，原因之一是讲述者组织材料的方式。从一系列简单的二进制中，自由主义者能够产生一系列复杂的二元性，并运用这种二元性来组织主要和次要的故事，用一种更相洽的方式调和之，就像赋格曲那样。
[166]

 有关普遍和抽象理性的自由故事对应于有关传统习俗的故事；有关法律权利的自由故事对应于有关实质性美德的故事；在公正基础上建立的有关程序规则的自由故事对应于有关共同价值的实质性论断的故事；有关个人自治的自由故事对应于有关集体团结的故事。这些故事组成了自由主义故事，并为作者提供基本元素以制造戏剧般的冲突、解决方案，并化解冲突。但是那些更有天分的作者往往并不止于此，他们使用各种文学写作工具，包括隐喻和明喻，对自相矛盾的部分进行软化和模糊处理，直到这些部分成为似是而非的观点或者是修辞中的矛盾修饰法为止。文学修辞的运用使这些作者能够缓和他们最珍视的假设前提，并且超越他们的叙述的边界。

自由主义，就像任何其他叙述一样，形成于论争之中，形成于论证性重述之中，这些论争和重述产生于自由主义实践者对故事不断变换的意义和重要性的阐述中。在麦金太尔看来，“传统正是由对该传统的各种解释之间的冲突构成，这种冲突本身对各种竞争性解释是持怀疑态度的……因为这不仅仅是在传统分歧中存在不同的参与者；并且这些参与者对于如何描述这些分歧以及如何解决分歧也存在着分歧……因此，传统不仅展现了对论断的叙述，而且只能通过该叙述的反复讲述才能够被重新发现，这些论证重述与其他论证性重述存在着矛盾。”
[167]

 自由主义并不是一种干瘪的教条学说，一种已经死亡的语言，而是一种鲜活的生活形式。


前殖民地人民和后帝国时代论述


当前殖民地人民进入到后帝国时代国家时，他们不仅仅是在海关办理护照和货币兑换；他们带着自由故事，并且用之来重新解释150年来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之间的关系。主奴关系这一提法，最初由黑格尔提出并通过科耶夫(kojeve)的著作为战后思想家所熟知，总结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相遇的核心体验。
[168]

 前殖民地人民引进了有关平等、自治和公正的自由叙事，以重新理解和改造他们过去对于官僚制支配、社会依附和缺乏认同的体验。

接下来是重新绘图。帝国主义者不再被简单地描绘成具有强烈支配欲的侵略胜利者，殖民地人民也不再被看成是被动的、可怜的牺牲品。一种观念，即这些群体代表着一种敌对性的、不可调和的生活形态，形成于受到自由主义叙事助益的严格审查中。从这种“地平线的熔解”中逐渐产生的是另一种传统：“后殖民主义叙述”。
[169]

 在改进后的版本中，对于大西洋盆地的后帝国主义者和后殖民主义者而言，主奴关系已经是内在的和构成性的，而不是外在的和偶然的了。在这种叙述中，未来既不像德勒兹(Gilles Deleuze)所言属于挑衅的奴隶，也不像其他尼采主义者所言属于绝对的主人，而是属于那些正在进行认同实践的人。
[170]



在20世纪60年代初首次访问自己的祖国牙买加之后，哈尔，一位身处后殖民地传统中的作家，再次讲述了他怎么意识到了这一叙述，以及对于理解不断展开的自我的效用。在与母亲的一次谈话中，他了解到自己过去在岛上被抚养大，是这样一个过程的结果，即“中下层家庭努力成为中产家庭，中产家庭再努力成为上流社会的家庭，上流社会的家庭再努力成为英国维多利亚家庭”
[171]

 。回到英格兰，哈尔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具有强烈排外和种族排斥倾向国家里的移民者和黑人。哈尔的三个描述性特征——暴发户、移民和黑人，这三大特征的半小说性质使他意识到，他的自我和其他人的自我一样，包括在不列颠的那些，都是分裂和不稳定的，并且打上了一系列的论述的烙印，如有关社会地位、民族主义、种族和帝国等有关的论述。

后殖民叙述者并不打算提供前殖民地人民和前帝国主义者之间相遇的定义性描述，而是为这两个群体提供了规范性的和文学上的资源，以使之能够经历转变而超越他们对于对方的先前经验。后殖民叙述与启蒙故事不同，它不承诺提供完全精通和透彻的理解。它们为实践者所提供的是对差异进行承认，以及对社会政治意涵易变、不确定和流动的本质的容忍宽容，这就是为什么那些认同这一传统的人，策略性地倾向于推迟“谈话”，直到有一天，当对话的任何一方都不具备足够的叙述性资源以将他们的经历转化为部分可理解的术语时，才会打破沉默。
[172]

 自由故事使边缘人能够以全新和惊人的方式来“重组”和“重新发明”他们自己的传统。


二等公民和预言故事


“二等公民”是指这些团体，包括性别、种族和人种中的少数，他们在自己的祖国中居于从属性和边缘性地位，但是他们的经历以一种值得强调的方式不同于那些前殖民地人民的经历。二等公民常常在自由政体内部使用计策，其经历让他们对公共时间非常熟悉和精通。自由叙事的大师使这些二等公民成为其最有创造性的故事讲述者和忠实的批评者。

那些感受到了自由主义缺陷的二等公民，并没有简单地抛弃有关自由、正义、平等、合理、公正、容忍和权利的理念，而是用一系列与自己群体相关或内含于所在群体的种族国家、宗教叙述等，将这些故事编制起来。与正统自由主义截然相反的是，这些叙述包含了十分丰富、复杂和有价值的故事，这些故事关乎社会团结、集体记忆、社会荣誉、为所在群体服务，以及亲自参加旨在争取社会正义斗争等的重要性，这种参与是一种更新和重新命名个人的自我的方式。

二等公民所整理在一起的混合故事，最终被大西洋两岸的作者命名为“预言故事”。
[173]

 模仿圣经中的经典传说，这些叙述通常分为三个部分：以“集体遭遇和个人痛苦”为开头，描绘了整个群体的不公正和屈辱；接下来是有关“压力的爆发和囚禁”、“地下秘密抄本”和受压迫者反对政治敌人的各种形式的公开抵抗等故事；结尾是“救赎的希望”，这重新恢复了个人对正义和更自由的生活的献身，重新唤醒了个人对生活在这种社会中的渴望。马丁·路德·金1963年8月28日在林肯纪念堂前的著名演讲，“我有一个梦想”，也许是这种叙述中独一无二的最雄辩的例子。预言性叙述，与“现代性文本”相反，重新提升了公共生活的魅力，为公共生活注入了关乎具有历史基础的日常正义的故事。

自由主义的叙述和制度实践已经成功地改变了边缘群体。他们所叙述的故事包含了新的文字上的改变，并且以稍有不同的语调被宣告。混合人根据晚期现代的情况，借自由故事而重新发明了自己的传统。


作为规范化叙述的纯粹自由主义


自由制度在大西洋盆地进行了公开实践，其代表从全部曲目中挑选出故事，来教育、规训，还强迫边缘人，使他们明了自己过去和当前的经历。边缘群体被鼓励从自由的自相矛盾的清单中挑选出能够揭示他们自己的经历的那些故事。从每对矛盾中挑选出第一个术语，往往被视为个体已经完成从学习者到选择者转变的证据，因此个体能获得公民地位。挑选出第二个术语，意味着个体仍然停留于前自由主义概念的路途，因此仍然是一个学习者。但悖谬的是，赋予自由叙述以统一性的，并不是那些离散的和单立的选择，而是名单本身的二元结构。支持这项或那项选择，仅仅是一种重新肯定自由主义关于现代性的叙述的简单方式。自由传统是由二分法本身，而不是拥抱或抛弃清单中的任一单个故事所重新创生的。

通向自由主义的道路允许犯错误和遭受挫折，但是边缘群体营造一份替代性清单的任何企图则是被禁止的。他们必须在预定的标准化清单中做出选择；他们不被允许以系统的方式重新描绘自己。边缘人学会了以连贯和一致的方式在全部曲目中选择那些与他们的经历最为相关的故事，即使他们的经历丰富和过剩到已经无法为这些故事所全部涵盖，即使那些偶尔犯选择错误的边缘学习者仍然要遵守和尊重这些故事的内在二分法和外部界限。违背二者之一就会被自由主义纯粹分子认为是对反自由主义意图的有意申明。

纯粹自由主义者成功地拨开了边缘群体的反现代化或非现代化面孔；然而，他们却未能以边缘群体自身的形象和特征来重新标识边缘群体。边缘人并没有囿于清单上的二分法选项，每次采纳一个自由故事并抛弃其对应者，而是聚集在一起即席创造他们自己的清单。他们从每个故事中选取片段并汇集在一起，自由和非自由的情节一并采纳；使之和新完成的混合性叙述融合在一起，这些混合性叙事是后殖民、民族国家和宗教论述的混合；将自由主义、非自由主义和混合主义这三种结合成粗笨而密集的叙述，并调和之。边缘群体依靠他们自己的历史经验和谨慎判断，以一种他们和他们的导师都未能预见到的一种方式来重新组织他们自己的自由主义语言。像熟练的工匠一样，边缘群体将自由主义当作垃圾遗弃的元素加工组合，产生了未被预料到的结果。

边缘人通过自由主义的语言——一条由其故事所标记好的路径进入晚期现代性。但是在流水线的末端，他们并没有被转化成“一致的、连贯的和以己为中心的自我”，“不受阻碍、单薄和自私的自我”，或者是“宏大叙述”的作者。他们是如何做到这些的？他们在殖民地的边缘和帝国主义的中心地带就已经熟知自由主义的带有阴影的实践，当他们逐渐理解现代性的崇高和肮脏，理想化图景和腐败卑鄙，宗教的宽宏和偏下，个体的高兴和悲哀时，这些自由主义的实践已经蚀刻入他们的脸孔和身体。混血儿用来刻画自己丰足的经历的那些悖谬故事，使他们将视线移动到自由主义之外，这是因为自由主义看上去没有能力或者缺乏意愿去涵盖他们的故事。在混血儿看来，自由主义和晚期现代性是竞争而非互补的生活形式。

那些拥抱自由主义而否定自己过去、歪曲现状、错误认识自己展开的自我的混血儿，违背了自由主义的一个中心概念：“正确地理解个人利益”。悖谬的是，那些记住自己的台词并且扮演指定角色的人，成为最差的学生；那些抵抗规范化的人，成为了最精织细纺的故事，这些故事调和了政治自由和社会平等的张力，还调和了二者和文化差异的张力。一些自由故事的讲叙者简化了故事，将顽固者描绘成不完善的公民和不负责任的代理人，及从过去极权主义时代中过滤后的现代残余。
[174]

 纯粹自由主义者再次求助于陈旧的隐喻，用一种高度定型的方式来描述“现代性工程”，将混血儿描绘成“反动的非理性者”，将自己描绘成“启蒙的理性主义”的拥护者。
[175]

 混合群体拒绝了这些故事，并且挑战了自由主义的幻想，既包括其异想天开的概念本身，也包括其对现代性的虚构描述。

纯粹自由主义者在他们的故事中越来越成为原教旨主义者，诉诸于一种准确地讲并非新的、但直到现在才得以成为自由主义曲目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文艺类型：道德洗净。用道格拉斯(Mary Douglas)的人类学术语来说，这种道德洗净以“纯粹和玷污”之间无休止的斗争为基础。
[176]

 在这些戏剧中，各种角色被制造出来，通过其言行来例示这种斗争的某个方面；随着剧情的发展，无论他们的最初情形如何，每个主角都会通过践行自己的自由意志而被清洗或污染掉。在道格拉斯看来，这些细节经常发生在不熟悉的生活形态突然相撞所带来的认知模糊和道德失效。自由主义者，就像被围攻的部落人有时聚集在自己的图腾周围那样，编制中伤混血儿的故事。这些故事太复杂，此处不予评述，但其影响可以概括如下：重建恢复普遍真理中的信仰，在“我们”和“他们”之间制造社会距离。

必须承认，与其他论述一样，混血儿论述仍然是有缺陷的和不完善的，但是它们在形象上不是原教旨主义者，在感受性上并非不包容，在信念上也不是反自由主义的。但只要这场讨论局限于这些最低限要求和刻板的术语，边缘群体就缺乏能清晰表达自己观点的词汇。如前所述，混血儿故事是在相互认知中发展起来的，而当缺乏相互认知时，边缘群体表达自己观点所需要的论述资源也就不足。混血儿故事可以变得和他们所参与的交谈一样复杂。


贱民、流亡者和混血儿


从无特权的、被边缘化群体的视角来理解公共生活，能够帮助我们定义现代和晚期政治生活之间的差别。尽管边缘人表现出了与阿伦特所指的“贱民”和“流亡者”的家族相似性，它们之间的差别却不容否认，正如他们所谋划的政治图景的差别。

第一，阿伦特认为20世纪中叶的公共生活是由“暴发户”和“民族同化论者”与“贱民”、“流亡者”组成的，部分由于前者受到自由主义者的支持，在大西洋盆地的多数国家中前者比后者表现要好。
[177]

 根据麦金太尔的观点，晚期现代性的图景现在包括富有的审美家、管理者和理论家，可以说，他们是自由暴发户和正统主义者的继承人。
[178]

 但是我们需要扩大阿伦特和麦金太尔的名单，为边缘人和被净化了的新混血儿提供一席之地。他们是晚期现代生活的核心任务，必须成为故事的一部分。如果以前和当前的自由主义者更多的是纯粹自由主义者，也就是，更多地支持贱民、流亡者和混血儿，更少地倾向于暴发户、民族同化论者、审美家、管理者和理论家，正在行进中的民主和差异之间的争论或许会稍稍有趣些。

第二，混血儿，和他们的近期前辈不同，既不像阿伦特所描绘的是“文化上被孤立的”，同时也不是“社会的分离主义者”。他们深植于混合形式的生活之中；参加旨在保护他们的公民社会的“社会政治”；与他们的传统进行频繁的对话。甚至，边缘人的公民地位尽管模糊不清，但仍然是稳定和安全的。此外，他们的数量在增长而不是下降。最后，严格地讲，由于他们不再有可以重新返回的“祖国”或“传统共同体”，而政治法令也不会允许他们这么做，他们无法采取“退出”的选择，而只有“申辩和忠诚”这个替代性选择。

第三，当极权政体出现在20世纪中叶时，它们对民主的公共生活构成了威胁，但今天的情况不同了。现在，民主受到了正统的纯粹主义者的威胁，他们将混合群体边缘化并排斥之，将晚期现代政体转化为一个等级制般的社会。这些新的贱民并不与严格区分、被社会封闭、等级制社会中的贱民完全一样；然而，他们在所在社会与他们的对应者在其社会中一样，扮演了必不可缺的角色，构成了晚期现代性中的关键组成部分。晚期现代性中的等级制政体是独特的，这体现在其模糊社会界限和溶解文化和政治标记的能力中，但同时晚期现代性中的等级制政体具有一种不可匹敌的制度性能力，可在非归属性特征的基础上制造群体间的社会距离。社会和政治之间界限的流动性，不应该蒙蔽我们而使我们忽视它们在大西洋两岸已变得多么巩固。

我们需要将叙述的眼罩从那些基于平等、公正和正义的自由故事上移开，开始用一种系统、严格的和修饰上有说服力的方式，比较前现代、现代和晚期现代时期等级制政体的公开实践，集中比较混血儿和其他被排斥团体的异同，包括古代的奴隶，在英国统治时期之前、之中和之后的贱民，纳粹德国的贱民，帝国主义鼎盛时期的殖民地居民。

第四，极权政体正在全面撤退，为我们重新安排公共生活提供了契机，而不必总担心这一过程中的失败将必然威胁民主的生活方式。在大西洋盆地内部的古巴和海地，极权主义的势力仍处于全盛时期，但是这些政体都没有对民主构成像斯大林主义和纳粹主义所构成的那样严重的威胁。当前自由政体所享有的稳定和安全，为盆地国家提供了拆除等级制政体的一个极好机会。以一种能调和混合性与公民权的方式修理制度性关系的时机到了。

第五，20世纪中叶和今天所产生政治叙述者的文化矩阵已经不同了。阿伦特、施特劳斯和其他学者声称极权主义和犹太故事，尽管存在明显差异，但在叙述结构上是一致的。二者都依赖于极端排他主义的特征以证成自身。
[179]

 类似的，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尽管存在着分歧，但在结构上是相似的，依靠抽象的普遍主义反驳对方。这些故事相互映照出对方的叙述结构。

边缘群体进入到自由政体保护下的大西洋盆地，这再幸运不过了；他们被自由主义者而不是极权主义者所教导，这个特征值得反复强调。在相遇中产生的混血儿故事，即使有缺陷，就其融合特殊性和普遍性并超越二者的能力而言仍然是独特的。混合叙述是晚期现代性的定义性特征的一种，为边缘群体提供了重新构造公共生活的机会。

边缘人为全球民主政体带来的贡献和挑战，给我们提供了调和政治平等和文化差异的新方式。边缘人尽管非常重要，但持续躲避我们的解释之网。关于边缘人的一些最富洞察力和感受力的叙述仍然存在于小说、短故事和身出此传统中的作家的散文中，而不是存在于——借用阿伦特的术语——“理想和现实仅有残缺的伴侣”的政治理论中。
[180]

 只要我们不使用与边缘人相关的术语，我们对当代政治的理解就仍然是片面的和有缺陷的。
[181]

 出于所有这些原因，理解阿伦特的现代政治视野十分重要，即使这意味着修改她的若干具体论断。用阿伦特的话来说，“在过去和未来的鸿沟之间，当我们进行思考时我们及时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即，当我们远离赖以为生的过去和未来……，对多样的和永无止境的人类存在的事物进行判断(的能力)……决不是停留在谜底的某个终极答案，而是对关乎谜底的可能的新答案总有准备”。
[182]

 我们能否成功地为民主和差异的古老问题提供新的答案，或许意味着自上次这些问题被提出以来，我们在政治判断上所达致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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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部分 民主需要基础吗？


 第十七章 理想化、基础和社会实践

理查德·罗蒂

我们需要在实践的理想化与实践的基础之间作出区分。理想化所要回答的问题是：“我们怎样能够使我们的实践更具一致性？”在高度抽象的层面上，政治争论是典型的发生在竞争性的理想之间的争论，从而也就是关于我们共同体的理想未来之间的争论。

比如，罗尔斯和诺齐克之间的差异，就是自由民主体制当下实践的两种理想之间的差异。罗尔斯和诺齐克所确立的原则所起的作用，类似丹尼尔·德奈特(Daniel Dennett)所说的“直觉之泵”。这些泵将直觉吸收并聚焦于我们实践中的某些组成部分的重要性意义。从而它们就表明，如果这些成分能够起到更为核心的作用的话，这些实践就能够变得更具一致性。简单地说，罗尔斯的原则提示我们，我们的所作所为受上诉法院约束，而诺齐克的原则则提示我们，我们的所作所为受市场支配。这两个人的理想之间的竞争，实际上是不同实践之间的对抗。

相反，基础应当回答的问题是：“我们应当全身心投入我们当下的实践吗？”基础主义者认为，仅仅有直觉之泵是不够的。他们认为，我们不但必须调适我们的实践使之更具一致性，而且必须认可存在着不依赖于这些实践而存在的某些事物。基本上，这些事物可被称为“人性”或“理性”或“伦理”，它们被认为是值得追求的目标，并且不用诉诸任何我们正在做的或者期望的东西。当某些原则被当作基础而非理想的时候，它们基本上就是以对此类目标的描述的形式而被提出来的。

对某社会实践持反基础主义的态度，就是要表明，对于此社会实践的批评或称赞必须限定在它与其他实际存在的或者可能的社会实践的对比中。反基础主义者的核心观点就是，那种试图将社会实践建立在实践之外的某种事物之上的努力，总免不了显得有些假惺惺。正如作为反基础主义的我们所看到的，外在于实践的目标，想象出来的基础，终归只不过是某些经过选择的实践成分的具体化。具体说，“人性”或“理性”或“伦理”只不过是我们意欲褒扬的某些人类行为的简化说法而已。说某种行为比其他的行为更符合人性或我们的道德感，或者更理性，只不过是以一种设想的方式褒扬我们认为最值得保持的实践，褒扬我们自己关于共同体的乌托邦想象。

反基础主义被一些人视同于情绪化和非理性的东西，他们所持有的伦理心理学说认为，应当在理性和激情之间作出区分。但这种心理学说自达尔文之后就陷于麻烦之中，因为它主张一种“人性”观。反基础主义的达尔文主义者，比如杜威，与反道德主义的达尔文主义者，比如尼采之间的分歧在于，杜威希望调和家庭式的道德直觉与仅仅作为聪明的动物的自然意义上的自我。杜威希望调和基督教伦理与达尔文和孟德尔的学说，正如康德希望调和基督教伦理与道德无涉的、微粒子的、物理的宇宙一样。

实现杜威所期望的调和的最好方式，就是将理性视为我们运用语言的能力的代名词，而不是将它视为真理之源泉或标准的代名词。然而，以此方式来看待理性，就不能够说，某种伦理和政治协商的语言以及与这种语言密切相关的社会实践，比其他的语言和社会实践更具理性。也不能够说，某种语言或社会实践比其他的语言或社会实践更接近真正的人性。因为人类并没有独立于历史事件的本性，理性也没有独立于历史事件的结构，正如同人类生活的本性并不能脱离生物演化的事件一样。人类历史不过是以另外的方式进行的生物演化的过程——在这个竞争的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是语言的延续，而非基因的延续。

要求民主具备一定的基础，一般而言，就是要求一种理由：在我们自己的道德和政治关切中，我们为什么应当包容进来而不是被排斥出去，比如，就是要问，我们为什么要扩大我们道德和政治共同体的范围，从而将非土地所有者、非白人、非男性等包括进来。这种探寻就等于要求一种理由：为什么受基督教的泛爱伦理影响的共同体的语言，比受性别或种族优越观念所支配的共同体的语言更值得保持。从达尔文主义的立场来说，这种要求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如同质疑为什么原始哺乳动物比巨型爬行类动物更有生存下来的价值一样。价值的衡量在这里并不能起作用，因为并不存在外在于演化事件的、可以据以进行价值判断的立场。作为反基础主义者的我们认为，一旦我们放弃了“上帝希望我们互爱”的回答，那么关于宽容和爱有什么价值的问题，就不会有任何好的回答。因此我们将基础主义者的问题视为桑塔耶纳(Santayana)所说的“超自然主义”症候，即“理想与权力的混合”。

怎样才能把受排斥的人论证为应当包容进来的人，把种族至上主义者论证成为民主分子，并且要通过寻找他们之间共识的方式进行，这是基础主义者所面临的问题。而对于我们这些非基础主义者来说，是怎样祛除这样的观念，即认为如果这些共识不存在的话，民主或将式微。我认为，我们所面临的问题的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抛弃这种古希腊人的观念：使我们人类成为聪明的、会使用语言的特殊动物的原因在于我们有认知的能力，这种能力能够使我们超越文化的和历史的偶然性。我们反基础主义者应当用这样的观念来取代之，即认为使我们人类成为独特生物的原因在于，我们能够感知、珍视并相信与我们截然不同的人。我们应当把语言视为打消人类之间不信任的工具，而非代表事物真实情况的工具。要实现这种替换，我们应当说服人们从雅典奔向耶路撒冷。我们应当使他们相信克尔凯郭尔(Keirkegarrd)所说的，对于黑格尔而言，基督的全部要义在于，上帝希望人们成为相爱者，而非相知者。

如果今天的我们觉得“爱”这个名词太污浊或太离奇的话，我们也可以代之以安内特·拜耳(Annette Baier)的名词“恰当的信任”。拜耳和其他的女权主义者用恰当的信任替代“义务”作为核心的伦理概念，在我看来是当代最具前途的反基础主义创新。这是因为它终结了自康德以来的反希腊的思想路线。康德通过贬抑知识为道德信念腾出空间，而这些道德信念是基于无条件的、非经验的、非历史性的义务的信念。然而，对无条件性的重要意义的强调，使得康德强化了一种超自然的冲动，即将理想与永恒不变的和非时间性的假设性权力混为一谈。为了避免这种冲动，最好信从拜耳的观点，将家庭视为我们认知道德和政治共同体的模型，而不是学校、法院，或者市场。拜耳认为，家庭，特别是孩子对父母的信任，是我们所有道德阶梯肇始的基础。拜耳的看法，有助于使我们认识到，对民主基础的探寻，不应当仅仅局限于关于当下实践的竞争性的理想之间的争论。


 第十八章 民主理论与民主经验

罗伯特·达尔

民主需要基础吗？罗蒂教授的这个对于基础主义哲学家们的主张
[1]

 的著名的挑战，促使我这个长期关注民主理论和实践的政治科学家对此问题作出回应。最初使我感到震动的是，我们可以以多种不同的方式来理解这个问题，这取决于我们如何解释它的主要含义。我们应当自问，我们所说的“基础”、“民主”和“需要”到底是什么含义。

就“民主”一词而言，“民主需要基础吗？”这个问题可以被解释为三个截然不同的问题：

1.民主体制或政体或政府需要基础保持存在或正常的运转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些基础是什么呢？或

2.民主理论需要基础吗？或

3.民主体制需要民主理论作为基础吗？

请大家注意，第一个问题中包含着一个经验性问题，而不是我所称为的哲学问题。并且，这个经验性问题是一个非常难以解决的问题。我们首先需要确定，我们对此经验性问题的考察是要涵盖有史以来的所有民主制度，还是仅限于现代民主制度。如果我们要把所有的大体上成其为民主的制度都包括进来，包括古典时代希腊的民主制度、罗马共和国以及中世纪的民主制度和共和国制度，那么我们就几乎不可能合理地得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例如，如果民主制度的某一个基础是某种或某些种信仰体系——这些信仰体系具有特定的实质性内容并且以特定的方式分布于领导人和公民之中，那么，我们就看不到任何的可以获得满意答案的迹象，尽管我们或许还能够继续提出貌似有说服力的论断。

如果我们仅仅关注于现代民主制度，即，自18世纪以来，特别是在本世纪，一般人所认为的民主制度。客观地说，我们也很难得出满意的答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假设根据美国、英国和法国的情况总结出了一些民主的标准——姑且认为这些国家拥有民主的政治制度。虽然在理想的意义上，这些国家并不是完全民主的，但在日常话语以及期刊和学术用语中，这些国家被称为民主国家。那么，假如我们同意这样的说法，即，任何国家，只要达到了类似这些国家的标准，就可以被认为拥有民主的政治制度，自20世纪50年代或更早时候以来似乎也只有总计21个国家达到并不间断地保持了民主的政治制度。我们可以把这些国家称为传统民主国家。尽管这些老民主国家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被大量地研究——研究的系统程度肯定大大超过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政治制度，但即便如此，今天我们也不能肯定地认为我们已经拥有足够的比较性数据来得出一个合理而严谨的答案。

在1993年，至少有另外的30个(有些统计数据认为是50个)达到了这样一个有些武断的标准，这就使得这个问题更加复杂了。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都是首次获得民主制度的，但是也有有些国家，比如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是在经历了一个威权统治时期之后再度获得民主制度的。这种民主国家数目的非同寻常的增长，为比较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机遇，或许有一天，它能为我们的问题提供合理而满意的答案。但这种比较研究现在还没有开始。这个任务无疑非常有趣、非常具有挑战性、非常刺激、非常重要，并且也肯定能够快速推进，但完成这个任务，确实需要走相当长的一段路。

另外，我还认为，要得出满意的答案，比较研究的视野不能仅限于民主的成功，而且还要包括民主的失败。根据我的统计，在1900至1985年之间，非民主政体取代民主政体的次数是52次(那些因为外敌入侵而导致民主政府被取代的案例没有统计在内)。
[2]

 正如在医药学上疾病、功能紊乱、病痛和悲剧都能够提供有用的证据，说明如何保持健康的系统，如何恢复受损的系统一样，在政治学领域，我们从以往的民主挫折中已经学到了很多，不过，在将来还要出现的民主挫折中，我们或许还能学到更多。

长远地看，对于我的第一个解释的合理而满意的答案或许能够在未来的某时间内出现——猜猜看？30年？50年？

现在让我们转向第二个问题：民主理论需要基础吗？

要是不考虑我们所说的“需要”的含义(具体地说，需要指的是必要、充分，还是必要而充分？)，我能说出至少两个理由来说明民主理论需要基础。首先，人们或许能够感觉到，一个没有基础的理论称不上是一个好的或者充足的理论。不过，我不认为这种说法能够给我们提供特别多的支持，因为这似乎不过是界定我们所认为的好理论的一种方法。人们会合理地问，我们是否同意这样一种基于纯粹美学的界定，或者因为这种理论能够给我们提供令人满意的完备的感觉我们就要接受它。或者说，在美学的愉悦或心理的满足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的原因？

在我看来，为民主理论提供令人满意的基础的更好的理由，是不需要任何前提的。这里我认为基础的含义就是一整套合理的假设，这些假设能够使人们相信民主是可欲的，并且能够让人们判断某一制度是否民主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是民主的，还能够让人们判断满足这些假设的政治实践或制度是什么。因此，我们需要民主理论具备基础的原因，就在于这些基础有助于提高我们的政治判断和政治选择。

但是，民主制度需要民主理论，或某一种民主理论作为基础吗？坦白地说，我对此问题的答案并不十分清楚。同样，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必须决定性地建立在非常困难的经验判断上，这既包括历史的经验判断，也包括比较的经验判断，判断的对象，乃是民主体制下知识精英、政治领袖、中间意见领袖和广大民众的关系。我不认为这些关系已经得到了充分的理解。并且，这些关系可能在国与国之间以及在某个国家的不同地区之间都是有差异的。

然而，我们可以设想存在这样一个拥有民主政治制度的国家，这个国家的主流知识精英坚持认为民主不可能在合理的而又有说服力的基础上被正当化。我们可以设想，流行于他们之中的观点是，没有任何受推崇的知识性原因能使大家认为民主制度一定优于非民主制度。只要在一般人看来，这个国家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运转正常，或许大多数的人都会忽略他们的知识分子所持的不同看法，而主流的政治领袖和有影响的舆论制造者(opinion makers)也会顺从大众的态度。但是在发生严重危机的年代——任何国家都会经历严重危机的年代——那些捍卫民主的人就会发现他们的处境极为艰难，而那些推崇非民主制度的人则发现他们到处受到欢迎。

我们还可以设想一个拥有非民主制度的国家，这个国家存在着有利于发生民主转型的条件。然而，可以设想，知识分子，特别是持反对态度的知识分子，认为并不存在任何严格的能够使民主正当化的知识基础。情况会是什么样呢？

尽管过分强调知识分子的影响，或者认为知识分子的政治信念和意识形态必然比其他人更为理性的看法可能导致误解，但是基于以上的思考，我还是得出结论性的看法，认为在所有导致民主稳定、挫折和转型的复杂历史因素中，建立在合理假设基础上的一整套民主理论，决非具有微不足道的重要性。


 第十九章 民主、哲学与正当性

艾米·古特曼

民主需要基础吗？如果我们不首先问如何才能更好地捍卫民主，就不能恰当地回答基础主义的问题。不过，当我们回答了这个问题，基础问题仍然是有待讨论的。民主需要正当性而不是基础——至少，不是理查德·罗蒂和其他反基础主义者所提出的严格意义上的基础。如果我们不能证明民主的正当性，那么我们也不会知道什么样的民主值得我们去捍卫。如果我们不能证明民主的正当性，我们就不用担心从严格意义上讲，我们的正当性是否为基础主义的。正当性没有必要是基础主义的或反基础主义的。我将首先指出为什么这样说的一些原因，然后简要阐述协商民主的正当性既不是基础主义的也不是反基础主义的。

如果不是被一般地等同于对政治概念的任何推理性的辩护，政治哲学中的基础主义就是这样的主张，即正当性必须依赖于人类本性，人类权利，理性，或者不证自明的、无可置疑的或公理性的政治学真理。在这种非一般的意义上，对民主进行适当的理论辩护需要基础吗？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应该明确，不要把这个问题与一个更实际的问题搞混淆。这个实际的问题是，除去或不算教育、选举、立法、政体或武力之外，事实上的民主政治是否需要依赖于哲学；假如需要的话，其目的是为了保卫自己免受各种各样的来自不宽容、冷漠、腐败和暴力侵犯对他们的幸福的威胁。我们宁可询问这样的理论问题，即民主用什么来维护自己是一种正当(或最正当)的政府形式的主张。

首先，让我们把今天通常所理解的民主描述为一个在世界范围不断增长的政治制度的共同安排，对此，罗伯特·达尔创造了“多头政体”这个术语。多头政体，或者，我们称之为非理想的民主，在最低限度上具有这样一些特征：政治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所有成年人平等的投票权，超过一定年龄的所有成年人竞选政治官员的权利，法治，以及符合程序公平的经常的竞争性选举。相对于非民主的政府形式，非理想的民主如何才能最好地证明自身的正当性呢？

正如温斯顿·丘吉尔所说，民主是人类所能够采用的最好的政府形式。较之非理想的非民主政治而言，他所指的是真实的非理想的民主。现今有许多人——其中很多人成长于非民主的社会中——基于丘吉尔的理由而捍卫民主，尽管尚未成熟的民主政府远没有满足他们的基本要求。为什么非理想的民主要优于非理想的其他选择呢？政治哲学家们已经就此给出了一些符合实际的(然而在理论上确是独特的)理由，第一个理由在于民主自由处于人类尊严的中心地位，第二个理由涉及民主自由在抵御政治暴政中的工具价值，第三个理由则是民主自由提供了社会福利的最优化。虽然这些(有争议的)理由具有道德和理智的力量，但是，丘吉尔式的民主辩护主要是消极的，因而对非理想民主下的公民来说不是令人鼓舞的，他们认为民主政府的基本技能是理所当然的，并渴求更多。丘吉尔式的民主辩护对于政治哲学的灵感来说也是特别不适应，因为它突然停止了对一种完全成熟的民主理想的表达，它没有对民主寄予足够的期望，也没有告诉我们哪种民主是最合理的。因此，它甚至只为非理想民主提供了一个不完全的辩护。

然而，说非理想的民主要优于可利用的其他非理想的选择，等于是说某物在理论和实践上非常之重要。丘吉尔式的辩护洞察了这样一个道理，即尽管每一个既存的民主政府在保障它的所有公民享有一些基本物品如合适的收入、就业、保健和教育等方面都是失败的，但是相对于非民主的选择而言，为什么非理想民主中的多数公民，包括许多被剥夺了这些基本物品的人会支持民主呢？

需要注意的是，丘吉尔式的民主辩护既不是基础的也不是反基础的。它在民主是否依赖于人类本性和毋庸置疑的政治理性事实这个问题上，是不可知的。(在为捍卫非理想民主以反对其他非民主选择提供理由这种非严格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这种辩护是具有基础的，但是，这样就把基础主义与合理性混为一谈了。反基础主义者并不反对在捍卫民主以反对非民主的——或比较不民主的——选择上说明理由的需求。)尽管缺乏我们所说的笛卡儿意义上的基础，丘吉尔式的民主辩护在当今世界就如同在丘吉尔的时代一样效果显著，它的力量不限于任何特定的文化或少数几个具有特质的文化。

为什么任何人都应该思考，丘吉尔的主张甚至构成了非理想民主的一个不完全的正当性，而不是“我们民主人士”仅仅凭借我们的社会化而偶然(没有任何理由)相信的一个迹象？不仅仅是政治哲学家，普通人也认识到他们是否和为什么支持非理想民主的政府而不是非民主的政府。非理想民主是否正当的理论问题典型地与一个实践问题——即这种非理想的民主值得支持吗——联系起来。

目前，在前苏联式的共产主义国民之中，除了非理想的民主政府对非理想的独裁政府所具有的比较优势之外，还有其他什么东西可以证明对民主的不稳定支持的正当性呢？以及除了公民与政治自由之外，还有其他什么东西可以说明非理想民主的道德力量？民主的短期经济利益的缺乏，过去已经引人注意。认为民主的长期利益超过其短期代价的主张是十分令人怀疑的，首先因为它为了将来的人们而牺牲了现在的人的幸福，第二在于进行这种长期的社会预期和计算时缺乏信心。民主需要向那些被民主的实践和政策所遮蔽人们证明它的正当性。长期利益可能会有，然而，如果没有民主带来的基本自由，那些利益将不足以立刻向人们证明非理想民主的正当性。

仔细看看这则1993年4月10日刊登在《纽约时报》首页部分的报道，内容是关于新的波罗的海共和国所面临的意外的经济难题。事情发生在立陶宛，那里的公民在过去一年里经历了他们一生中最糟糕的经济形势之一。生活消费品的通货膨胀超过600％，农产品的通货膨胀超过700％。工业出口下跌超过了50％，新的住房供给降幅突破20％。失业人口估计达到20万(总共370万人口)，这对于完全不习惯担心工作保障的老百姓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在此情况下，立陶宛的公民将更加自由主义的总统(Landsbergis，兰茨贝尔吉斯)选下台，选出了一个原是共产主义者而最近刚转入社会民主党的总统(Brazauskas，布拉藻斯卡斯)，这并不令人惊讶。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并没有投票赞成恢复到独裁统治。

报道中特别提到了一个普通的公民Rimantas Pirmaitis，他与他的许多同胞一起参加了1989—1990年那场促使立陶宛民主化并从苏联的统治中独立出来的抗议运动。在共产主义体制下，Pirmaitis是一名建筑工程师，过着体面的生活。但是在新的民主体制下，他却不得不依靠在维尔纽斯市中心一条街道上贩卖花卉来养家糊口。虽然面临着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他仍然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但是，我们不能再依赖于进行曲和赞美诗，”他说，“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是真实的东西，是我们可以吃得到和摸得着的东西。”

这个例子表明，民主社会的公民与政治自由和经济利益一样地真实，假如并非如此，坚守一个民主的立陶宛的信仰的可能性将大大降低。虽然自由不能吃也摸不到，但它们始终没有被那些挣扎于生存线上的人所忽视。对基本自由及其处于人类尊严的中心地位、自尊和幸福的评价，使得非理想的民主无论表面上还是实际上都要好于其他的替代选择。相对于非理想的民主政治，在作为替代选择的非民主统治之下生活的人们，承受着人格卑贱的体验，对此的理解足以支持非理想民主的非基础主义的辩护。这个辩护与对理想的民主概念的辩护是截然不同的，但是与有效的非理想的选择进行的有利比较，却是一个有力的辩护。这个比较为那些怀疑民主优于它的替代选择的人们提供了理智，也为那些虽被民主吸引却不知所以然的人们提供了理智。虽然能够为捍卫非理想民主找到更多的理由，但是这些应该足以显示，至少在非理想的层面上，民主的正当性既不需要基础主义也不需要反基础主义来证明它是合理的和有用的。

但是，政治哲学家追求的不仅仅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对非理想民主的辩护。我们试图基于我们的遗产并设想超越它而构造一套更为充分合理的社会与政治制度，我们可以称之为无需限制条件或者至少无需使用新词汇包装的民主。因此，捍卫民主理想的政治哲学家似乎可能忠于某种形式的基础主义。除了一些不证自明的或者理性上无可争议的真理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可以支持我们所主张的理想的民主观念，而这种民主能够(如果被民主地运转起来)实现集体自治的政治理想？我们还有什么别的方法可以解释和捍卫这样一种理想？

假设一个充分正当的民主授权社会中的所有成年人(直接地或通过他们的负责任的代表)，以尊重所有个体的基本自由与机会的方式，参与审慎地塑造他们的集体生活。同样假设协商是在公共场合(不必要在立法机关)进行的互相妥协式争论，其目标和结果在于达成暂时的正当决策，其决议体现了对社会全体成员的基本自由与机会的尊重。协商也有助于我们形成对基本机会与自由的理解。但是假如民主协商的结果想要暂时被证明是正当的，在能够被合理地理解的意义上，他们必须尊重全体公民的基本自由与机会。在公共场合进行的争论也应该经过一些公共标准的规约而合理化。在我能够辨明的限度之内，各种层级政府和不同政治领域的协商是基于社会正义以解决原则性冲突的最合法的手段，冲突在任何自由社会都是不可避免的。

这是对协商民主进行阐释的一个简短概括。对作为一种政治理想的协商民主所进行的阐释，尽管得到了合理的展开与更充分的辩护，也一定不仅是不完全的和有争议的，而且是存在着适度竞争的。它的竞争者中比较突出的有大众民主、参与民主、至善的自由民主和极端的立宪民主。在有关基础主义的问题上，与这些及其他的民主选择相比，协商民主具有两个重要的优势。

协商民主的第一个优势是，它对政治正当性的临时特性的承认。公民的经验与道德谅解不仅随着时间和社会空间的变换而改变，而且依赖于互换意见的协商、不时的补充妥协、经常性的冲突、政治见识和争论(包括政治领域中最重要的冲突)。因此，协商民主为“差异”留下了大量空间。在实践与政策中，差异来自范围广泛的公民总体之间的协商，具有民主的合法性，尽管在严格的基础意义上，没有人知道它们是否符合正义。就协商民主政治的思想来看，基础的主张是否具有形而上学的可能性尚且有待争论。替代性的方案不是反基础主义，而是公正操作下的集体协商，这种协商能够暂时达成正当的实践和政策。

协商民主的第二个重大优势是，它与其他一些民主概念的兼容性，这些概念都来源于民主的协商。在协商之中，公民们可能决定创立一些至善主义民主的形式。但是如果他们决定拒绝至善主义的政策，那么，从民主协商中分离出来的哲学说些什么才能对其有利呢？至善主义的批评家会说，相对于民主的(或非民主的)其他选择而言，协商民主的立场不是中立的。它当然不是中立的，并且它没必要宣称中立。批评家们还可能说协商民主缺乏无可争辩的基础。当然，它的确如此。它既不存在一个如某些自由主义的哲学家所宣称的基础主义的中立替代品，也不存在如某些至善主义哲学家提出的民主的基础主义替代品。

协商民主的辩护者可以提供的仅仅是一个道德与政治的争论(抱着成功的希望)。简言之，争论可能是政治当局的合法性实践对受之约束的人们寻求正当性，自由与平等公民之间的协商决策是任何人为暂时地处理争议问题所提供的最具辩护性的正当性。这种正当性一旦形成，将会与尊重社会内部与跨社会间的许多道德与文化差异相一致。如果公民的协商决定使他们自己构成参与民主或至善自由民主的一部分，那么，那些民主的形式也可以暂时被证明是正当的，只要他们尊重所有个体的基本自由与机会以及确保公民们未来的协商自由。(未来协商的自由对于确保暂时的正当性不被当成基础主义的事实是必要的。)

对协商民主的这种辩护，既不是基础主义的也不是反基础主义的事例。基础主义告诉我们，必须以人类本性、自然权利或不证自明的理由为基础来捍卫民主；而反基础主义则告诉我们，理由与捍卫民主无关。两种观点都预设了一个没有根据的先验事实。

基础主义的辩护有时可追溯到亚里士多德，认为协商民主的基础是其所声称的人类本性的事实，即人类是理性的、审慎的动物。根据这个辩护，只有协商民主体现了个体的真实的、理性的本性以及为所有的人提供了通过公共协商完善他们的本性的机会。所有其他的政府形式都达不到这个基础标准，因为其他的政府形式仅仅鼓励一个或少数几个人来审议政治问题，但是所有的人类不管在政治上还是个人领域生来都是协商的存在物。真是这样吗？所有人都是天生的政治协商者吗？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我们的确不知道。一些亚里士多德学派的人所宣称的在极端意义上人类天生是协商存在物的主张，并非不证自明的正确(或错误)。它受到合理的怀疑(和辩护)。非但不是不言自明的，这种人类本性的主要观点理所当然是可争论的，并且得到了争论。协商民主的这种基础主义的辩护没有满足基础主义的标准；它声称人类本性并非不证自明的，可进行理性争论的，或者显而易见。宣称人类是天生的协商者，与非基础主义的民主主张一样，都会遇到合理的质疑。民主植根于人类本性的说法并不能因而取代民主所体现的给予现实的人们有价值的东西，这些东西包括范围广泛的自由、机会和经济幸福。

说民主不需要基础，除了是对从哲学论证中要求或期望太多的基础主义者持批评立场之外，没有其他任何意思。揭示出民主不需要基础，并没有告诉我们在捍卫民主时需要什么。我们需要说的不仅仅是强烈的反基础主义者提出的观点，这些观点大致如下：假如我们——一个民主的文化共同体的成员——信仰民主，但是民主刚好没有满足人类本性或基本人性需要的最好的哲学观念，那么，民主的哲学正当性就更加糟糕了。我没有看到我们对于民主的广泛的共享信念，如何能够足以证明向怀疑的少数人强加一个民主政府的正当性。我们需要向他们说明民主的政治德性。此外，我们大多数人信仰民主，信仰一种特殊类型的民主，因为我们认为存在着充分的理由去捍卫民主而反对它的替代选择。当然，我们的理由来自于某些社会理解的范围之内，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的理由因此就没有必要，或者仅仅是关于培养我们无法进行批判性反思之物的一个看法。“我们”对民主的信仰，不是对我们为了支持某种民主观念而进行争论的替代。我们进行的有益争论也不是对我们信仰民主的替代。反基础主义的事实是，我们说的很多东西将是可以争论的，也将会遭到合理的质疑。如果我们用这种质疑来压倒民主的哲学论据，那么，我们将毫无正当理由屈服于民主的批评家。

所有人都可以做到的是，试图提出质疑。但大多数的政治哲学家实际上都认为，民主没有理由能够从一个保障社会全体成员的基本自由与机会的协商自治的形式中分离出来。许多人忽略了协商的重要性。对协商的忽略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反对传统等级制、开明专制、自由至善主义、极端立宪主义和其他可靠的选择的民主辩护，已经被削弱到这种程度——即我们幻想一种对政治上的重要争议问题不进行集体协商的民主。简而言之，人们可以说，大众民主把公民权利化约为正式的政治权利和多数决定的程序；参与民主不仅带来了太多的会议而且不尊重那些宁可被代表的人们；极端立宪主义把正义看成是一套广泛的实体原则，似乎有人可设计出一个政府，来运行在公民或其负责任的代表之间作出协商决策之前就已经形成了的这套广泛的正义政策。

假设就分裂民主社会的许多政治争议问题而言，一些哲学家认为他们知道什么是正义并且不需要与那些为了判断什么是正义而持不同意见的其他公民进行协商。然而，对于在缺乏协商的情况下，他们所设想的不具有社会判断力的正义政策，能否向所有那些受到该政策约束的其他人证明它的正当性，这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对于一个没有协商的社会，如何能够把真正知道何谓正义的哲学家从所有那些被确信同样知道何谓正义但实际却不知道的人之中区分出来，这也是另外一个问题。

如果所有基础主义者的主张就是民主可以凭借被公众理解的理由来辩护的话，那么我们(几乎)都是基础主义者。如果所有反基础主义者的主张就是民主不能从不证自明的真理中推理出来的话，那么我们(几乎)都是反基础主义者。但是，如果某种协商民主就能作辩护的话，那么民主既不需要基础主义也不需要反基础主义。我们需要从这种没有出路的争论中解放出来。当我们停止运用某一种理论去阐述另一种理论，并开始争论推动当代政治的实际问题，包括持续争论的何种民主是最可辩解的问题，这个时候，政治哲学家才能对政治哲学和民主作出更大的贡献。


 第二十章 基础主义和民主

本杰明·R.巴伯

上世纪80年代的主导性政治哲学问题——民主有基础吗？——未必在90年代占主导地位。但这个问题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促使人们就民主自身的涵义展开持续的讨论。无论基础主义的路径(foundationalist approaches)有什么样的优点，它们总是倾向于建构一种钟情于自然自由和绝对权利的民主形式。这里我不但要问，民主是否具有基础，而且要问，什么样的民主可以不需要基础而存在，或者说，正是因为这种民主的政治要求对基础构成了批判。

对于类似于我这种倾向的民主分子来说，“民主有基础吗？”这个问题是危险的，因为它要求展开认识论层面的讨论，并倾向于得出肯定的答案，而且所得出的对民主的理解与我认为的民主的必要的参与性质是有冲突的。假如民主涉及某种形式的知识(比如，政治权力之类的政治事务的知识，或者权利之类的政治价值知识，或者正义之类的政治目的的知识)被建立在知识(比如，宪法或多数原则)之上的制度和程序所建构，那么，除非我们希望引入一种可怜的相对主义或武断的政治学，否则，对于民主是否拥有基础这样的问题，我们必然不得不回答，“嗯，是的，民主必须拥有真理的基础，它先于并且独立于民主本身。”毕竟，如果没有基于对构成真正知识的内容的先在理解，那么，有些认知性伦理或政治体制怎样运转呢？

然而，根据我的理解，政治的一般特征和民主政治的具体特征说明，民主并非涉及我们所知的东西以及我们如何知道这些东西的认知系统，而是一个涉及我们为什么愿意聚在一起、在一起共事以及我们怎样对我们愿意做的事情达成共识的行动系统(system of conduct)。它是实践性的而非思辨性的，是关于行动的而非关于真理的东西。它并不基于认识论的假设因而在这个意义上必然是实用性的。真理或特定知识出现的地方是不需要政治的，尽管政治家和公民在追求赤裸裸的利益或权力的时候会轻蔑地忽略真理和特定的知识。(正如柏拉图所警告的)但民主政治起始于确定性终结的地方。正如我在《强势民主》中所认为的，政治问题总是会采取这样一种形式：“当必须做的某些事情涉及到我们所有人的时候，我们应当怎么做，我们希望保持理性的态度，但是对于手段和目的以及所做的决策达不成一致。”
[3]



因此，在这种意义上，政治就具有无可避免的实用性，正如威廉·詹姆斯论及实用主义时所说的，实用主义毅然决然地永远转身过去，“远离抽象与不足，远离口头的解决方式，远离先前的理由，远离固定的原则、封闭的系统和伪装的绝对与起源”
[4]

 。正如民主政治具有实用性一样，实用主义也具有民主性：“我们已经看到了实用主义具有何等的民主性，”詹姆斯吟唱道，“它的举止多么的多样和灵活，它的资源多么的丰富和无限。”
[5]



政治占据的是实际行动的领域。正如杜威所说的，“实际行动的显著特征……就是它具有的不确定性。”
[6]

 对确定性的哲学追求是希望“找到一个行动不具有颠覆性和不会产生永久性后果的领域，‘安全第一’深刻地影响着人们认识行动和作为的偏好”。与希腊人一样，我们的基础主义者们向来认为“知识的功能就是揭示先前存在的真实的东西，而不是获得某种解决问题所必须的理解”
[7]

 。

伯特兰·罗素关于追求数学真理的伤悲的说法，非常适合于对某种先在于民主政治的政治真理的追求：

真实的生活，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次优的，是一种在理想与可能之间永远的妥协，但纯粹理性的世界是不知道妥协的，不知道实际限制的，不知道障碍的。随着远离人类的激情，甚至远离悲惨的自然事实，经过一代又一代，人们逐渐创造出了一个有秩序的世界，在这里，纯粹的思想可以安居在它的自然家园之中，我们高贵的冲动，至少其中的一种，可以脱离真实世界沉闷的放逐。
[8]



政治并不是一个我们可以表达高贵冲动的有秩序的世界，而是关系到在“真实世界沉闷的放逐”中我们怎样管理自己。在这里，用查尔斯·桑德斯·佩尔斯和迈克尔·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都喜用的比喻来说，我们漂浮在无边无际的大海上，用佩尔斯的话说，我们必须“在无边无际的大海上修理我们的航船，而永远不能够拆散它并用最好的材料把它重建起来”
[9]

 。

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在实用性地回应认识论问题的时候，我已经陷入了认识论的语言陷阱之中，尽管这并非我之所愿。因为，哲学总是追求“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世界”(尼采)，它的专制之处在于将对于政治的讨论转变成了对于知识的讨论，即便对于那些希望捍卫政治的自主和主权的人来说，也是如此。为了清晰地显示我对民主问题的理解，我将把讨论从实用的/哲学的哲学批判——这只能使我们想起哲学的权力——转向政治的探讨，这里政治的主权力量才能明白地显示出来。既然(丹尼尔·韦伯斯特提醒我们)是为了实际的利益而非思辨推理而组建起来的，那么就让我们的探讨从认识论转向民主政治吧。问题不在于何种政治能够为特定的认识论所合法化，而在于何种认识论能够为特定的民主政治所合法化。

如果认识论关注的是根据基本价值和先在的规范性基础界定民主的话，以积极的公民身份和持续进行的协商为标识的民主政治则在另外的方向上展开。在政治意义上而言，我们可以把民主界定为一种政体/文化/公民社会/政府形式，在其中，我们作出共同的决策，选择共同的行为，创造或者表达共同的价值，这都发生在我们生活的实际领域，以不断变化的利益冲突和对权力的争夺为背景，在这种设置中，不存在任何先在之善或关于正义和正当性的特定知识的共识，我们必须基于利益相互关联的人们的平等而行动。选举不是一种判断性的对于什么为真的决策，而是一种关于什么应当做的决策。这种政治性的界定揭示了民主政治的某些特征，它们有助于说明为什么民主不像自然法或柏拉图的正义观那样，不能并且没有依赖于某些“基础”。这些特征包括：

1.民主的革命精神，这与民主的自发性、创造性和对变化的回应联系在一起。

2.民主的自主性，这导致了介入、参与和赋权的义务。

3.民主制度中民主判断的共同性或公共性(涉及共同行动的决策)，这要求某种形式的民主社群主义和共同意愿。

革命精神。当思考民主的革命精神的时候，我们必须区分“革命”的多种面向。比如，革命抵抗，这是一个常常基于基础主义主张的被用来攻击非法或专断政治词语。因此，对17世纪英国绝对主义的抵抗就与带有强烈的基础主义色彩的自然权利学说联系在一起。这里的革命就具有非常强的字面意义，它意味着回到最初的起点：恢复到基础主义的前政治时代以挑战当前不具合法性的政治。汤姆·潘恩(Tom Paine)因此就认为，美国革命实际上是一种“反革命”，它意在恢复被专制王权所侵犯的古老的英国人的权利。

尽管这体现了革命的重要方面，但在我更愿意关注同政治自发性联系在一起的革命精神。
[10]

 我的目的在于使革命成为政治景观的一个永久性的特征，而不仅仅是某种新的、更具合法性的静止的政治状态(通常所说的法律和秩序!)的建立机制。

本杰明·拉什(Benjamin Rush)提醒那些民主分子说，尽管在美国的制度中“所有的权力来自人民，但人民只有在选举的那几天才拥有权力”
[11]

 。总喜欢“梦想未来而非过去的历史”
[12]

 的托马斯·杰斐逊，对这种革命的激情有着特殊的敏感。他告诫人们不要“带着假装的尊敬来看待宪法，把它们视为契约之方舟，认为它们过于神圣而不可接近”
[13]

 ，他广为人知的主张是，“自由之树必须经常由爱国者和专制者的鲜血来浇灌。这是它天然的肥料。”
[14]

 这种态度，既与他的看法即宪法必须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有关
[15]

 ，又与他的信念即“土地属于有用益权的生者”，“私人对它既无权力也无权利”
[16]

 。他认为，“不时发生小规模起义，是一件好事。”
[17]



当然，这里面存在一个悖论，因为革命既能够确立又能够引燃敌视基础主义的某种自发性精神。正如汉娜·阿伦特所观察到的，在美国，革命精神确立了一个后来与这种革命精神产生冲突的宪法体制——社会契约和固定的法律总是倾向于与创造它们的创新精神发生冲突。
[18]

 杰斐逊将民主自身视为对民主宪政的僵化的疗救方法。与他之前的卢梭和之后的罗伯特·迈克尔斯(Robert Michaels)一样，杰斐逊担心代议制政府会吞噬人民的自由并导致一种选举的专制。受到监督的政府以及全体公民“不仅在每年的选举日，而是每天”的参与，对于杰斐逊而言是保持革命激情的关键所在。
[19]



杰斐逊告诫我们的是，源自基础性的自然权利原则的最初的同意，对于民主制度来说是不够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花费毕生的精力来鼓吹强势的、参与性的民主的原因。根据这个逻辑，不是基础主义，而是基础本身，使它们所确立的民主秩序处于危险之中。宪政秩序和革命精神之间的紧张关系构成了近来的两本书的主题，这两本书都准确地抓住了基础和民主之间的矛盾：戈登·伍德的《美国革命中的激进主义》(荣获1993年普利策历史奖)和更具有说服力的布鲁斯·阿克曼的《我们人们：基础》。
[20]

 在后一本书中，阿克曼提供了一个具有煽动性的“二元主义民主”模式，在此模式中，“权利基础主义者”在提倡人民主权的实际运行的时候，发现他们面临着民主的意涵与产生民主的革命意涵之间的分歧。在一些历史性的时刻，比如国父们拒绝联邦章程(以及章程所规定的程序性原则)或罗斯福实行新政之时，阿克曼看到了这个国家的真正的民主精神的革命象征。基础主义，即便在它代表着一种民主委托的权威性之时，也会对民主造成伤害。民主要想兴旺发达，既要求也必须设定对于它的基础的防护措施。

迈克尔·奥克肖特曾经说过，理性主义者“基本上是不可理喻的”，他的意思是说，由于沉湎于真理和认识的形式，他们对他们所感知的此岸世界以及围绕此岸世界产生的常识性话语视而不见。
[21]

 照此说来，基础主义者也可说是不可理喻的，从而也就对民主视而不见，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真理高高在上，不需要从民主过程中汲取任何东西。基础使任何立基于它们之上的东西都固定化：这就是它们的目的。民主鼓励经常的、持续性的变动——这是一种温和的持续性革命，民主是一个流水宴，它为每一代人都留出了添加新食品合口味的空间，从而也就为向着新领域的政治和精神转移留出了空间。

自治。自治对于民主的必要性强化了基础主义与民主之间的不协调。总是存在一些不属于自治范畴的现在的东西，即便它们属于民主的谱系。它们告诉我们什么是什么，并命令我们应该做什么(“不得限制言论”，“尊重私有财产”)，而不是允许我们选择或创造我们的价值和共同目标，最低限度而言，允许我们根据变动的现实而检验固定的规则(“广告应当被视为言论吗？少儿色情属于什么？奴隶是不是财产？”)杰弗逊并非以革命之名而是以自治之名，认为地球永远地并且首要地属于所有活着的人。

自由的原则，通常基于基础主义的观点，也并非要求自由脱离其基础。最低限度而言，自由的人必须能够自由地选择(再选择)他们的原则，从而使这些原则成为属于他们自己的原则。被发掘的、被重新考虑的(或许被重新设计的)和被重新培植的(或许在新的和不同的土壤中)基础，并不是基础主义者所说的基础。尽管寻求共同目的的民主过程蕴含着规范、价值和关系，它们似乎都植根于形而上学、宗教或基础性的伦理之中，但它们的合法性作为一种功能并非来自它们的谱系，而是来自它们作为民主选择的产物之地位。就此意义而言，它们的起源既非武断，也非相对性，而只不过与它们的民主合法性毫无关系。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约翰·罗尔斯就是通过原初状态的契约(一致同意)逻辑来论证正义原则的，这种逻辑在关于人的观念中有着独立的直觉性和历史性地位。同等自由和差异原则可以通过多个有说服力的角度进行论证，但对于罗尔斯来说，它们的政治合法性均来自于它们能够在无知之幕的推理中通过一致同意的测验的能力。同样地，民主原则以具有历史重要意义的、突出心理学特征的、令人敬畏的道德方式产生，但它们的合法性——我们是怎样政治性地知道它们的——却依赖于民主的程序。这里的政治知识就符合杜威所说的标准：“知识”，他写道，“不是外在的旁观者的行动，而是内部参与者具有自然的和社会意识的行动，从而知识的真正目标就存在于直接行动的结果之中。”
[22]

 判断这种形式的知识的标准“在于所采用的保障结果的方法，而不是关于真正的自然的形而上学的思考”
[23]

 。方法就能够确证民主自身。杜威因此得出结论认为“民主的方法……就是使冲突公开化，不同的主张可以被看到并评判，从而也就能够被以更具包容性的利益主体进行讨论和判断”
[24]

 。

杜威描述了一个类似公意一样的东西，特殊意志的耦合成为了共同之善，从而也就能够代表共同体进行表达。这个过程之所以被称为具有“公共性”，不在于判断它们的利益和原则，而在于过程本身。因而美国宪法第五条就对宪法本身修正的民主过程作了困难的但详细的规定。自治所要求的民主的操作性原则从而也就是具有反思性的：民主规则，公民身份的界定，权利的特征——无论它们如何产生——要想具有合法性，都必须经过反思性检验——民主协商和决策。

这意味着，民主具有自我纠正性：它的缺点可以通过民主的方式进行纠正，而不是通过外部力量强加于民主程序进行纠正。民主过程是个动态的过程，因为民主具有自我变化性：教育性。杜威不但把民主和教育联系起来，并且还说，“民主政府具有其他政府形式所没有的教育性。它使人们认识到存在着公共利益，尽管关于公共利益是什么的认识还比较模糊；民主政府要求的讨论和公开性能够澄清人们对于公共利益的认识。”
[25]

 澄清的过程可能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但民主通过内部的改革，鼓励那些人们进行持续不懈的努力，而不是反对进行澄清。美国的公民身份花了将近150年的时间才从有财产的白人男性拓展到所有成年美国人。但导致这种逐渐扩大的斗争是个民主性的斗争，在斗争过程中，民主的规则被用来修改民主的规则。一个仁慈的君主或柏拉图意义上的保卫者更快更坚定地扩大平等，但却是以自由的损失为代价的。杰斐逊所说的治疗民主弊病的方法在于更多的民主，实际上就表达了民主所具有的自我纠正的特征。

政治判断的一致性。或许区分民主性推理和基础主义推理的最明晰的方式，就是比较认知性判断和政治判断，前者联系着的是理解的认识论模式，后者则深深地植根于政治和公共性之中。我在这里无意重复我在别处说过的关于政治判断与其他判断具有显著不同的观点
[26]

 ，但关于政治判断由公共的活动来界定而不是独自思考，从而它也就是民主政治所产生的东西而不是产生民主政治的东西的观点，还是有许多话要说。民主性政治判断只能在为了共同的行动而进行的共同协商和决策的情境中的公民间的互动中产生。它所要求的不是刻板地将固定的标准应用到变化世界之中的基础主义的规定或个人的智慧，而是发现或形成共同基础的政治技艺。什么是权利的，或某项权利是什么，其自身无法决定政治判断。权利本身既不断地被重新界定和解读，并且其规范性力量又依赖于全体公民积极的参与和奉献。麦迪逊提醒我们，联邦章程不过是羊皮纸文件，它无法捍卫真正的自由——这是不带剑的契约!在任何情况下，公民们都只能期望在冲突面前求得一致行动，而不能确定地知晓或坚持古老的规范。这里的目标只能是解决冲突或找到与冲突共存的方法，而不是找到幸福之基础或通往永生之路。因此，公民判断总是有条件的，受限于不确定性。这种判断形式，厌恶任何形式的绝对主义，包括基础主义的权利绝对主义。民主政治是当形而上的基础失败之时人们所采取的行动，而不是形而上的基础所具体化的宪政形式。

我以前的观点放在这里也是合适的：“如果我们把政治判断理解为熟练的公民所采取的艺术性政治实践，那么，为了提高我们的判断，我们必须强化我们的民主实践。为了能够正确地思考政治，我们必须正确地行动，而正确的行动所要求的是更优秀的公民而非更优秀的哲学家。如果我们发现我们的政治判断无效，这可能是民主太少而非太多的缘故。”
[27]

 民主或许可能由基础主义的逻辑而确立，但它只有通过公民身份的逻辑才能够得以维持。它产生于雅典，但却确立和实践于斯巴达(卢梭说，雅典人知道怎样正确地思考，而斯巴达人则知道怎样正确地行动)。公民就是由那些知道怎样自由地和共同地生活在他们为自己所制定的规则之下的男人和女人所组成的，因而他们不但能够生存下去，而且能够在不存在任何基础的情况下兴旺发达。和其他的政治体系一样，民主也有自己的生母，这就是基础。然而，与其他任何政治体系不一样的是，民主必须自我抚养长大，这个孩子杀死了自己的父母，以便能够自主地成长壮大。这就使得像伯克那样的人感到害怕，他们认为，砍死了自己的父母，民主也就毁灭了自己的灵魂；但在那些希望政治在自由平等的环境中确保其自主性的人看来，这却是一种必需，尽管是悲伤的必需。反思又一次证明了它是民主的伟大美德。民主就是关于什么是民主的争论；民主公民身份带来关于谁应当被包括在公民身份之内的辩论，民主政治争议并最终确定民主政体的边界，从而也就裁决了私人和公共、社会与国家、个人与共同体的问题。法院可以执行“自然的”或“更高的”权利，但必须征得民主主权的同意。如果主权认为司法在实施独立判断时变得过分热心，它可以修正司法的宪法地位(正如罗斯福在他的第一任期中威胁要做的那样)。

尽管关于非基础主义民主的这三条说明很有说服力，但在那些站在坚持自然权利霸权的自由传统阵营的批评者看来，它们似乎有点像借口托辞。确实，自发性、灵活性、自主性和共同性这些民主的特征能够把基础排除在外，但是，人们也许会说，它们描述的这一系列民主价值观能够构成民主的条件，但却不能在民主过程中产生。这种困惑，这种威胁我们转回到认识论之表象的困惑，值得认真解答。顺着这种反对意见，或许还可以说，民主的程序和制度，它们塑造并保障着民主的创造性、自主性和一致性，并表现为平等、权利和自由的原则，不是明显地要求一个前民主的基础吗？如果民主在一个相对化的政治世界中不是一个武断的选择的话，是不是它必须不能建立在它自身的程序之上呢？毕竟，就连威廉·詹姆斯也承认，实用主义“没有教条，没有说教，除了有方法”
[28]

 。甚至连杰斐逊，尽管他鼓吹变化性和人民意志，也说“没有不变的东西……除了人所固有的权利”
[29]

 。难道我们不可以说，尽管民主在公共判断和政治结果上不需要基础，但也需要建立在一些其合法性来自先前的观点和同意的程序之上吗？这些程序，牢牢地植根于平等理念，而平等理念又由先在于民主政治的原则所正当化，从而这些原则难道不是基础主义的吗？平等，这个民主的首要价值，难道不可以被看做是基础主义的说法，即所有的人生而自由平等，并拥有享受同等机会和对待的权利，在公共行动领域的应用吗？最后，这难道不是哲学家们所说的自由的词汇优先性的另外一种表达吗？

不，不是的。在民主制度中，鲜活的人民意志总是起最后决定的作用。确实，它的运作受到某些限制，但这些限制本身是有条件的：它是审慎的人民主权的自我规约的结果。确实，可以安装一个装置以防止引擎过快地转动，但这个装置也可以被安装者去掉。民主最神圣的价值确实先在于政治。但在杜威看来，“我们回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真正的问题不在于特定的价值是否已经存在，而是在实际行动中我们关于目的和手段将要形成什么样具体的判断。”
[30]

 在形成具体的判断和规约政治行为的过程中，价值自身也必须接受民主性的合法化和修正。民主是为生者而存在的，生者总是被民主地赋予改变他们的民主制度的能力。民主的决策具有事后的合法性。

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拒绝接受1977年俄罗斯(前苏联)宪法的宪政，而坚持通过全民公决来洗刷掉他的“非法性”，就是一种生动的民主正当化其自身的例子。叶利钦的行动，颇有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的味道。费城制宪会议非法地决定对联邦章程进行根本性的修改，而联邦章程在其制定的时候曾规定只能对它进行补充和修正，而且是十三个州中的九个州批准修改，就进行了修改。这些都是民主具有事后合法性的例子，在戈登·伍德《美国革命中的激进主义》一书中都有适当的描述。

我们说过，托马斯·杰斐逊认为宪法不应当是尊崇的对象，实际上，它们很少被尊崇。甚至连尊贵的民主原则如自由的优先性和平等权利都经常地被讨论和改变。谁的自由？何种平等？目前关于堕胎、艾滋病、死刑和北美自由贸易区都至少部分地涉及到这些问题。独立宣言声称的“人生而平等”，并没有阻止一场血腥的争取普选权的斗争史。美国人所确立的“平等”不仅仅是自然权利的假设性逻辑的产物，而且还是以权利之名进行的政治(和武装)斗争的产物，斗争不仅认可权利，而且还把权利变成了现实，从而也就逐渐地重新界定了民主政体的包容性程度。包括“人”是谁、谁生而平等都必须通过政治斗争来决定。大法官塔奈(Justice Taney)看不到自然权利和黑人奴隶制之间存在任何联系，因为政治性问题不在于人是否拥有自然权利，而在于谁被包含在人之中(非洲裔美国人不包含在内)。包容问题在今天依然是民主制度最具争议的问题。

民主确实并且必须通过民主斗争的方式确定其类型(包括民主自身的类型)。实用主义有这么一种看法，即认为所有的知识——所有的现实——“都有赖于共同体最后的决定”
[31]

 。我们不一定要接受皮尔斯关于主体间性的激进的看法，即认为，根据概念而言，政治的或公共的现实都具有这种特征。权利产生于自由的政治，而自由本身乃是社会斗争的产物。我们“生而自由”是个有用的虚构，它可以用来反对自然(体力、基因)不平等的经验现实，并且在反对绝对权力的时候是个有用的武器。在17世纪，作为一种异端邪说，这就是它所具有的伟大的力量，那是它第一次显示现代的革命性力量。但实际上，只有当披上公民外套的时候，权利才获得其实质性内涵和可信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所主张的拥有公民身份的权利，只有通过公民身份才能获得其力量。自然权利是写在纸上的东西，只有当公民们愿意为之而进行公民参与、履行社会责任甚至付出生命的时候，才能得到捍卫。T.H.格林在捍卫积极自由的时候，就是这么说的。最近人们对于权利绝对主义的好感和暧昧，导致许多人忽略或者忘记了这种观点。
[32]

 事实很简单，无论其历史谱系和政治继承是什么，作为一种合法性体系，民主生产着自身。民主是这样一种政体，在其中，争取民主的努力能够找到合法性——它合法化自身，也就是说，它不需要基础的帮助，基础只能用来解释而绝不能对民主政体进行正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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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后记

《民主与差异》一书，是一本对于中国读者深入理解现代社会的认同与差异问题、深入了解协商民主理论新发展，以及深入把握现代民主困境都具有重要意义的著作。该书汇集了认真对待和思考差异问题的民主理论者、特别是协商民主论者的多篇重要著作，尽管由多篇文章汇集而成，但该书的关注核心，始终是民主时代的差异问题。在现时代，不管有没有被认识到，以多种形式——不平等、公民权、社会运动、政治排斥等——表现出来的差异问题，已经成为民主政体必须认真对待的主要问题，这构成了现代民主政治的主要困扰。

若所言不差，中国读者从《民主与差异》中读出的，不仅是对西方社会差异问题的理解，而且还应当有对当下中国随着政治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而日渐浮出水面的差异问题的认知，尽管差异问题在中国的表现形式、讨论方式和解决途径有所不同，但差异这一现代政治的核心关切、困扰及其解决，并不为所谓“先进的民主国家”所独有。

众所周知，翻译是一件苦差事，翻译之苦，如鱼饮水，译者自知。本书所收录的文章，风格各异，主题多样，非尽心竭力，揣摩锤炼，不能相对准确地传达原文的内容与意涵。恳请读者与译者一道，在反复的阅读中悉心品味，反复推敲，为进一步的修改完善，提出中肯的意见和建议。

本书的第一、二、三、七、八、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七章主要由黄相怀和严海兵翻译，并且他们承担了全书的统稿工作，其中要感谢孙存良、黄小钫、李德满和曾毅等同志所做的工作。本书的第四、五章由晓晨翻译，第六、九、十六章分别由张彩梅、王贵贤、龙宁丽翻译，感谢他们付出的努力。感谢丛书的执行主编陈家刚博士，他详细地阅读了书稿，提出了许多非常好的意见和建议。更要感谢丛书的主编俞可平教授，他对译者的翻译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并提供了诸多有价值的指导。

译者

2009年1月



 中央编译出版社政治与公共行政类书目

协商民主译丛


[image: ]




中国民主治理丛书


[image: ]




政治学类


[image: ]





[image: ]




政党政治研究类


[image: ]





[image: ]




公共行政学类


[image: ]





[image: ]




OEBPS/Image00013.jpg
b el o 718 ]

AT T RIS

RS %
PeAR Bt L5

Democracy and Difference:
Contesting the Boundaries of the Political

R} ke ¢ B (Seph Benkabih) %
LU T






OEBPS/Image00011.jpg
# & 3 G
EHBRUFE AR [ RARAA w5 Tk ,
FRAEFEFRRKE D = A
AEREEEERR, RARAA P oy
FRARBRTREXE e i
AERRERREL, P RARAL ) -
FRARFBIRBXE (D HEN=8 W
AENEEHRET, R4 R P o
FRAEFERIRXE D e 00
AENEEARBEK: S4B —— o0 r
AERARFRFARLLE ) i FEoe.
AENEERAIR: [ RA R ) ,
FRARBITERKE (O TN s
AERRERARE, I ARARAL senen s
FRARNATRRXE (D -
HRETEAREH [ RARIA _
FRARFRFRRXE ® bk 0%
AREAGERRS, fRABAA . B

HEEEH 36.00 &

FRANKEERRRXE (9






OEBPS/Image00012.jpg
SRR A RES HAe 29.00 %
HERREABHEHE BHH AR 19.00 %
2B MW EXH EHH 58.00 7
HeEASPEAMERAS Bz 28.00 %
ARAHRA—RBPHRDAL M 30.00 7
A ST ol — ok ik ol BTG 30.00 %
Ak fUH R = A LR A tEA R 30.00 %
ANBHEE— WA HARR i) 30.00 %
PAKBEFRE 3B wxE 19.80 %
R PR 38.00 %
;:&\%Rﬁ47%*1&1ﬁ§!% — —_—
] IR PR P
REMPEAESRRAE [ 15.00 %
:f::;:’”“”7 e ey 38.00 &
42 5F oy 91 0 2 4T #ER 38.00 7L
ARELFHERE —RRPEK — -
#EM

DR *# 26.00 %
HAMKEA F RA D EH— X -
i BN 28.00 %
:;»Axxﬁvamswm&s P oo
Z:immsmmzmmﬁ . N
FEERHEEEALS TH— 198,00 %
HEEREEGREEREALS s 398.00 7
FRLERRAR BT K 28.00 7






OEBPS/Image00009.jpg
# & 3 B
FEBCEHESE (2006) FREEEXERAL | o000
HEFE
FEKEBAFE (1905—1949) 47 55.00 &
LEESE L EE L Gk ki 46.00 &
GAKHRDEARME wn 38.00 %
18T st 38.00 7
et REEEEXER 38.00 %
Bt
EEEXAEBEN S ERRE —
¥* 55.00 7t
FHEERE LS ERIXR F o
FEERME A RRE TG o B
R 32.00 7
T3
BRAH AN — K E—
RERRFR—HX—MEREH | Lggn) anz - pEm | 5.00%

LLEEE LS






OEBPS/Image00010.jpg
ARUESHHRLRERMHD L3373 38.00 T
RETBKBLEEGRFLUEFR Wi 20.00 %
— Wik, BAAE

AR BB *ER 40.00 74
EHFEFREEF HE#K ERB 49.00 &
LR T W B Ak 60.00 J&
BAHUDESRAAKBEE E &K 28.00 7T
H—R&H® AT 42.00 7T
RELR A E LKA £ X EH 20 A $47 A% 20.00 %

LGRS






OEBPS/Image00002.jpg
iR TS

Al g
B2l L3
AT — it
PP - 25 k]
4 —fi
2010319 — At

UL L VE S






OEBPS/Image00003.jpg
PREES

R#M cl
201 i
[N & #
IR £
WS g
271734 #
— i

M X






OEBPS/Image00000.jpg
b el o 718 ]

AT T RIS

RS %
PeAR Bt L5

Democracy and Difference:
Contesting the Boundaries of the Political

R} ke ¢ B (Seph Benkabih) %
LU T






OEBPS/Image00001.jpg
b el o 718 ]

AT T RIS

RS %
PeAR Bt L5

Democracy and Difference:
Contesting the Boundaries of the Political

R} ke ¢ B (Seph Benkabih) %
LU T






OEBPS/Image00008.jpg
RFEXH AR [%] WX # i 25.00 &
Al EXEREL A 39.00 7
WX Bib G ERR KA WA HRE AL 68.00 &
FE—GHERNER (8] /b EiE- AXH 29.00 &
BR5HTRESR W E K 32.70 7t
Sk .83 kS 38.00 7T
WO EXRRDA wAE 36.00 &
ERKBHBDE L MR HE 38.00 7T
REHSENE .28 68.00 7.
FeHE REWRAREFAEE R 146.00 &
+EE B 2K ¥ AR 60.00 74
TERLREHBECAFR AHF 35.00 7T
ERF X L, FRMER 29.80 7T






OEBPS/Image00006.jpg
# £ 1 EfM
Rk B 5 Rk LEEH 38.00 7T
EAREHEUF — I EERS Tkx 4608 %
BT ARER” HEAFRE
WY AREBE A E AR TR 55.00 &
ARERGRERE Lk ki 38.00 7T





OEBPS/Image00007.jpg
+ & & Ef
HEEXEH—RFEXHBEFE | [GFA] BEH - HAE | 68007
REMBR GI [%] #rd Hax 26.90 7.
RS ET S SR ELES 55.00 &






OEBPS/Image00004.jpg
W IR FEEES
RRH L .
(T s :
WATH —k ’
S b -
YRS . o
=ik i E
5 — i

2P






OEBPS/Image00005.jpg
# & i B

ARIE SREL. AAEERE k] AMK - Y 38,00 %
) W] CLER - BEH -

a3k £ 38.00 7t

AR R £, WA o 5

::Eiwuﬁ’ BESRAN | A HE] S RERL | 35.00%

WORE, AR GHS (%] ¥ -8 BK-TF| 65.00%

BARE, KRG AR k] # - RAHH 38,00 %
k] AMK S Hfte

H ¥ 38.00 7T

FHRSEE K] M - A RS -

RES 2% RARFEHDR [%] &4t - kbt 45.00 &

: — A RiE
KEREOAR —ARELAAB . .

LEES






